
中

州

学

刊

二
〇
二
二 

年
第
九
期
（
总
第
三○

九
期
）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9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河南省一级期刊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新闻出

版

总
署



学 者 风 采
许耀桐　1952年生，福建福州人。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现任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

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行政文化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学科评审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与实

践》《政治文明建设与民主政治发展》《西方政治学

史》《政治学》《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中国政治新特

征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研

究》《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论》《中国之治：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等20余部著作、教材。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等报刊上发表文章500余篇，其

中有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二次文献转载。《西方政治学

史》获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研究》获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创新优秀奖二等奖，《中国之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路径》获福建省第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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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１　 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论述的逻辑阐释 秦书生　 何彦彦

■　 当代政治

９　 民主和集中关系：认识的演进发展及运行中的纠偏矫正 许耀桐　 刘佳佳

１７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性的守正创新 孟　 轲　 张　 锦

■　 经济理论与实践

２３　 “东数西算”驱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对策 李俊杰　 姬浩浩

■　 三农问题聚焦

３１　 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特征、问题及路径 于法稳　 林　 珊

４０　 中国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李翠霞　 许佳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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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论述的逻辑阐释∗

秦 书 生　 　 　 何 彦 彦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新时代共产党

人坚定理想信念的思想体系。 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论述生成的逻辑依据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本质属性、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以及对现阶段党情的准确把握和科学回应。 习近平对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坚定理想信念、共产党人怎样坚定理想信念的科学回答是这一论

述的逻辑展开。 引导全党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作为一条逻辑主线贯穿于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论述的

全部内容之中。
关键词：习近平；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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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信念决定着共产党人的思想高度、精神境

界与行为指向。 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坚定与否直接

决定着党的兴衰成败。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思想

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过去的一百年里正是因为

有一批又一批理想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
英勇奋斗，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带领人民创造出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共产党人要坚定理想信念，并发表了一系

列重要论述，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新时代共产党人坚

定理想信念的思想体系。 这一思想体系逻辑结构严

谨，整个理论体系有着清晰的逻辑脉络。

一、逻辑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
本质属性、历史经验与新时代党情要求

　 　 习近平对共产党人要坚定理想信念论述的逻辑

依据，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奠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又是基于对党百年奋斗历史经

验的深刻总结、对现阶段党情的准确把握和科学回应。
１．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

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石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

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１］ 。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石。 马

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指明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

发展趋势，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科学论

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无产阶级革命者

坚守理想信念，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握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认清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

胜利的客观趋势，为建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

合体而努力奋斗。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中国共

产党早期建立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宝贵

资源。 因此，强调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是对科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０４
　 　 ∗基金项目：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

（ＸＬＹＣ２００４０１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研究”
（Ｎ２１１３００６）。

　 　 作者简介：秦书生，男，哲学博士，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沈阳　 １１０８１９）。
何彦彦，女，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辽宁沈阳　 １１０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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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的坚持与遵循。
２．本质属性：坚定理想信念是保持党的纯洁性

和先进性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靠理想

信念的引领” ［２］１４０－１４１，“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就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３］９。 党的事业要

依托在个体身上，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是保持党

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根本性要求，是推进党的各项

建设顺利开展的基础性工作。
纯洁性和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但

是保持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
在复杂的执政环境下存在着诸多弱化党的纯洁性、
阻碍党的先进性的因素。 组织由个人构成，共产党

人能否坚定理想信念，是党能否保持纯洁性和先进

性的关键。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形象和威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

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

的命运。” ［４］党的纯洁性程度决定着党的凝聚力能

否不断增强、战斗力能否全部发挥、创造力能否有效

提高，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前提。
保持党的纯洁，就是要保持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纯

洁，其中“信仰纯洁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纯洁” ［５］ 。
共产党员只有保持坚定的信仰，才能为思想、组织和

作风纯洁提供精神源泉，才能带着崇高的神圣感和

使命感投入工作，避免以一己私利玷污党的纯洁性。
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党的先进性体现

在要走在人民前列、走在历史和时代潮流的前列。
走在人民前列就是要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

人只有在思想上认识先进，对理想信念有更深刻的

理解和把握，才能作为先锋模范引领人民群众；共产

党人走在历史和时代潮流的前列就是要担负起历史

使命，引领社会发展方向。 共产党人有坚定的理想

信念，才能在历史洪流中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无视诱

惑的决心，整个党才能在思想和步调上统一，完成肩

负的历史责任。 因此，要持久地保持党的纯洁性与

先进性，就需要将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作为一

个长期实践的课题。
３．历史经验：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

斗取得重大成就的精神法宝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之源是共同的理想信

念。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

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

党。” ［６］２０ 世纪初期，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毛泽

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探索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中共一大召开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了《中国

共产党宣言》，把党员称作“共产主义者”，并提出了

“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共产主义者的目的”。 这

就是要建立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党的一大召开，成立中国共产党，通过

了《中国共产党党纲》，提出要宣传共产主义。 作为

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

导下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寻求挽救中国的道路。
因此，共同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早期共产党人走到

一起的前提，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忠诚

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精神支柱。
理想信念还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各个阶段的奋

斗历程。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

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

崇高追求。” ［２］３４７理想信念为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不

同阶段的历史任务提供了方向指引。 革命战争时

期，远大理想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原则与立场的

底气，在历史考验中做出正确抉择。 毛泽东指出：
“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

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 ［７］１８４中国共产党人在

这一过程中依据实际需要制定最高和最低革命纲

领、主动同国民党建立合作统一战线，是为了追求民

族和人民的利益，同时也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
面对国民党三中全会上一些人认为共产党人只有放

弃共产主义转向三民主义信仰才能达成合作的提

议，周恩来在 １９３７ 年写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

提到，同国民党谈判要遵从的第一条方针就是“可
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

地” ［７］５４。 在革命战争年代，坚守信仰是判断一个

共产党员立场的首要标准。 陈云 １９３９ 年在《怎样做

一个共产党员》中指出：“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

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

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

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 ［８］ 他认为哪怕是为了

暂时的策略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写下反对共产主义信

仰的自首书，也是丢掉了共产主义者应有的原则和

立场。 事实证明，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精神法宝。
在探索与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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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中吸取了建设好社会主义

事业的力量源泉，给人民交上了满意的时代答卷。
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建立

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任

务。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任务困难重重，
但“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９］ 的强大信念

使共产党人从未放弃前进的脚步。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党
中央提出要有步骤地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到 １９５６ 年

我国基本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的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

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了。 改革开

放后，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江泽民指

出：“共产党员在执行现行政策、特别是在发展社会

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决不能对共产主义的理想、
信念和道德有丝毫动摇，决不能忽视提高自己抵制

剥削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

力。” ［１０］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如果缺乏理想

信念的指引，就没有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就很容易

走歪路、走邪路；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抵制资产

阶级自由化，才能在颜色革命中保持定力。 在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

样传承着建党时的崇高理想，完成着各自时代的任

务，以坚定的信念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诱惑的考验。
４．现实要求：对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现实情

况的准确把握和科学回应

习近平强调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是对现阶

段部分共产党员出现信仰危机的科学回应。 习近平

指出：“在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是一个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１１］ 从国际环境来说，
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西方国家包装资本主义政

治制度、政党制度、西方话语，企图“西化”“分化”社
会主义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造成一定的冲击

与挑战，致使个别党员动摇理想信念，失去立场方

向，对“两个必然”产生怀疑，甚至认同西方价值观

念与社会制度，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共产主义

理想的可实现性、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从国内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来说，社会经济成分、分配

方式、资源配置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利益关系

调整造成思想文化的交互激荡，不可避免地对个人

的精神追求产生影响。 个别党员受到拜金主义、享
乐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的侵蚀，心
为物役，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停滞不前。 从党情变化

来说，党员构成呈现年轻化趋势，新一代共产党员在

相对安逸舒适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对于老一辈革命

者的奋斗经历缺乏情感共鸣，理想信念教育对于部

分党员来说变成了形式主义，甚至产生抵触、逆反心

理，不清楚该信仰什么、如何信仰。
由此可见，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确存在个别共产党

员信仰弱化的事实，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将会对党

和人民产生重大危害。 习近平多次强调共产党人坚

定理想信念，正是基于对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现实

情况的准确把握和科学回应。

二、逻辑展开：对新时代共产党人
坚定理想信念的科学回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定理想

信念展开诸多论述，构成了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是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
的逻辑架构展开的，构成了完整的理论形态，是对新

时代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科学回答。
１．“本体论”：对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的

深刻回答

习近平对“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的“本
体论”进行了阐释，对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刻回

答。 习近平在提及理想信念的具体内容时，说得最

多的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

信念，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最核心的部分。
第一，要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中

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１］ 。 信仰马克思主义

就是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崇高性与

现实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是对自然、社会和

人类思维发展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

具有真理性，它站在时代前沿，能够经得起时代变化

发展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具有崇高性，它以人民至上

作为政治立场，为人类寻求自由解放的发展道路；马
克思主义具有现实性，它从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为
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指引了方向。 时至今日，中国共

产党创造的伟大奇迹已经充分彰显出了马克思主义

的这些特征。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

仰，不是神化马克思主义，而是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

义对党和人民命运的至关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信仰

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源头。 共产党人要坚持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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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自觉将其转化为实践活动。
第二，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实现共产主义是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 ［１２］１４２。 共产主义不仅

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一种美好的社会形态，而且

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 共

产主义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建立一个没有

阶级制度、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人类解放的社

会。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

性，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精神特质，是共产党人

的灵魂命脉和精神支柱，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人

的最醒目的标志。 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从成

立起就确定的远大理想，是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

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决定了共产

党代表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决定了党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必然性。 习近平严肃批评了在个别

党员干部中因理想信念不牢固而出现的“共产主义

虚无缥缈”论，他说：“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

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

固。” ［１３］他多次强调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时就确立的远大理想，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是漫

长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要为实现共产主义

理想肩负起自己的使命。
第三，要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要保持必胜信念” ［１２］１４３。 马克思、恩格斯指

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现存历史为基础的、分阶段发

展的社会。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建设共产主

义。 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也就向共产主义迈

进一步、接近一步。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社会主

义信念，就是要坚信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

性。 回顾中国近代的发展历史，在资本主义道路走

不通、各种主义不奏效的困境面前，是社会主义救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国

家的境况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惊人

成就。 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就是要有

充分的道路和制度自信，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把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继续推进。
２．“功能论”：对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坚定理想信

念的深入分析

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回答“共产党人为

什么要坚定理想信念”的课题，只有深刻认识到共

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功能，才能更好地坚定理想

信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漫长，理想信

念为我们提供不竭动力。 理想信念出了问题，就会

从根本上动摇我们的事业。
习近平对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坚定理想信念做出

深入回答。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会议上以“政治灵魂”“精神支柱”“安身

立命的根本”“钙”来强调理想信念对共产党人的重

要性。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研讨班上强调，革命理想支撑一代又一代中国

共产党人不懈追求、持续努力，理想信念是否坚定决

定共产党员的站位、眼界、心胸，从而决定能否在大

是大非面前抵御腐朽思想、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习近平在谈如何选拔和培养党和人民

需要的好干部时，将理想信念的坚定作为好干部的

第一位标准，强调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干部，才是靠

得住、信得过、能放心的干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习
近平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民主生活会时指出，理想

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本，把这个本立好，我们党的道

路、理论、体系、制度才能理得清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

将思想问题比喻成“总开关”问题。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理想信念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本，马克思主义政党放弃了这个本

就会土崩瓦解。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习近平在江西调研考

察时将理想信念比作“照路灯”“把航舵”。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习近平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将理想信念称为党员干部的“压舱石”，强调从严治

党要以思想教育为根本抓手。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习近

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指出理想信念是“灯
塔”，决定我们的方向、立场、言论、行动。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再

次指出理想信念的支柱和灵魂地位。 我们党之所以

要不断地强调理想信念问题，就是因为，只有以马克

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立根固

本，才能从源头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保

证党在岁月磨砺中不变质。
３．“方法论”：对共产党人怎样坚定理想信念的

深刻阐述

“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加强学习。” ［２］４２１习近平

立足于新时代党情新特点，多次阐述了共产党人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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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想信念的“方法论”，提出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

信念的实践要求。
第一，共产党人要通过深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以坚定理想信念。 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的坚

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 ［３］８２共产党人对马克思

主义、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深刻的理论理

解与高度的理论认同，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与共同

理想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立场、方
向、原则、道路上服从党中央，提升政治担当，永葆政

治本色。 习近平多次强调共产党人深刻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以坚定理想信念。 共产党人要对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反复研读、深入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

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坚持运用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共产

党人要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并自

觉把这些学习成果转化到端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中去，转化为坚定的理想信念。
第二，共产党人要通过历史学习深刻把握历史

规律以坚定理想信念。 习近平多次指出共产党人要

学习历史、了解历史。 历史是百科全书，记载着一个

民族的盛衰兴亡；历史是镜子，从历史中我们可以总

结经验、吸取教训。 共产党人要学习中华民族五千

年的历史。 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文

明，贡献了开创历史的科技成果，产生了熠熠生辉的

文化思想，孕育了规范行为的传统美德，形成了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些都是今天中国人以

坚定的文化自信面对困难挑战的底气。 共产党人要

学习中国近代史。 近代中国曾在列强侵略和封建王

朝统治下面临严重生存危机，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

不挠的斗争，走过了艰难坎坷的道路，最终为国家和

民族找到了出路，实现了救亡图存、重新振兴，这种

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奋发向上、永不言败的精

神支撑。 共产党人要学习党的历史。 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从一个只有几十名党员的组织成长为世界第

一大执政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奋斗、创造，取得了

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不断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梦想靠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远大理想

最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共产党人要学习改革开放

史。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各

个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人民的物质和精神

生活都发生了巨大改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断显

现出来，这是共产党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必然性的最好证明。 历史是营养剂，从历史中我们

可以汲取继续前进的精神力量。 共产党人要通过学

习历史，深刻把握历史规律，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趋

势，从而坚定理想信念。
第三，共产党人要通过加强道德修养以坚定理

想信念。 道德既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内化，也是

外显。 高尚的道德助推理想信念生根发芽，败坏的

道德妨碍理想信念发挥作用。 习近平多次强调共产

党人要加强道德修养，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共产党人首先要明大德，要对党忠诚，永不叛党，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坚守政治道德，
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对得起自己的共产党员身

份；共产党人要守公德，不仅要守一般的公民道德规

范，更要践行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时刻以

人民公仆的身份要求自己；共产党人要严私德，不仅

要自我约束、自我修炼，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还要

注意家风建设，防止身边人利用自己的身份做出违

法违规的行为。
第四，共产党人要通过向榜样学习以坚定理想

信念。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讲述毛泽东、邓小平等老

一辈革命领袖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终生的故事；讲
述邱少云、董存瑞等革命烈士胸怀国家、不畏牺牲的

故事；讲述红军战士不怕困难、坚持到底取得长征胜

利的故事；讲述焦裕禄等人民的好干部心中有党、一
心为民的故事；讲述劳动模范、道德模范的故事。 新

时代共产党人要自觉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
命先烈、党员干部先锋模范、行业模范、道德模范等

学习，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价值追求、崇高精神，不
断修正自己，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投入工作生活当中。

第五，共产党人要通过向人民群众学习以坚定

理想信念。 习近平指出：“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
扑下 身 子， 接 地 气、 通 下 情， ‘ 身 入 ’ 更 要 ‘ 心

至’。” ［３］２２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

体。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为了人民的梦，
也是需要通过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完成的梦。 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

基础上的，向人民群众学习才能获得坚定理想信念

的力量源泉。 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人民群众当中，
学习人民群众在伟大创造中积累的经验、产生的智

慧、培育的精神，从中获取坚定理想信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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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逻辑主线：引导全党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习近平在 ２０２２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对年轻干部明确提出“筑牢理

想信念根基，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

绩观，练就过硬本领，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贯彻党

的群众路线” ［１４］ 的要求，勉励年轻干部“追求高尚

纯粹的思想境界，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奉献” ［１４］ 。
共产党人只有筑牢理想信念的根基，才能够在艰难

险阻、风险挑战面前勇往直前，奋发有为。 理想信念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方向上的价值引

领。 引导全党筑牢理想信念根基，作为一条逻辑主

线贯穿于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论述的

全部内容之中。 按照这条主线，才能科学把握习近

平关于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论述的精神实质。
１．教育引导：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

设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引导全

党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习近平指出：“要把坚定理

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 ［１５］思想建

设就是要向党员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固本培元，引导全体党

员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自觉担负起历史使命，党员理想信念坚定与否是衡

量党的思想建设成效最根本的指标。 进入新时代以

来，党中央多次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全党筑牢理

想信念根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在全

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这次活动的主

要任务是加强作风建设，解决损害党同人民群众关

系的“四风”问题，实质上是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

育。 习近平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

和奢靡之风，说到底，是与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牢固

联系在一起的。” ［１６］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金钱权力

的诱惑，犯下严重的作风问题，究其原因是精神层面

信仰迷茫，忘记初心，脱离群众。 因此，抓作风建设

就是以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为重点，整顿党员干

部身上表现出来的伤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不良作风，
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 实践证明，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对党员干

部提高思想、改变作风、拉近党群关系起到了积极作

用，补足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之钙，坚定了新时代

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２０１５ 年开始党中央针对党员干部开展了“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活动。 “三严”是指要严以修身，追
求崇高理想、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要严以用权，树
立正确的权力观，不以权谋私；要严以律己，对人民、
对党、对法律有所敬畏，严守底线。 “三实”是指谋

事要实，从实际出发，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创业要

实，要扎扎实实做出一番无愧人民的事业；做人要

实，要踏实、老实、忠实。 “三严三实”提出了党员领

导干部需要锤炼的政治品德和承担的政治职责，着
重解决了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为官不正、为官

不为的问题，对党员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党中央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党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干

部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 ［２］２２３，解决一些党员

干部表现出来的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不以为然、缺
乏信仰与信心的问题。 “两学”为党员干部坚定理

想信念打好理论基础，“一做”就是要做合格党员，
自觉将理想信念转化到实践中去，“把理想信念时

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 ［２］２２５，做“四讲四有”的
合格党员。 这次学习教育活动对党员坚定理想信念

提出了“学”和“做”两方面的要求，推动了新时代共

产党人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党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要战略部署。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开始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旨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牢记为中华民族

复兴而奋斗的使命。 这次活动对党员的理论水平、
思想高度、道德修养、工作能力等都提出了新的具体

要求。 经过半年多的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信

仰之基更加牢固、精神之钙更加充足” ［１７］ 。
２．标准导向：提出衡量标准以引领全党筑牢理

想信念

习近平一再强调党员干部要有坚定的理想信

念，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并将

这些要求上升到检验标准的高度。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
两次就和平年代共产党人是否坚定理想信念提出衡

量标准。 这些标准可以大致概括为政治标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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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标准、工作标准、作风标准、思想境界标准五个方

面，为共产党员判断自身是否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提

供了一面镜子。 习近平提出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

的检验标准，有助于进一步引导全党筑牢理想信念

根基。
第一，共产党员理想信念的政治标准是指能否

保持对党忠诚，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能否保持政治

定力。 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党员干部应当自觉遵守党

章和党的政治纪律，坚持党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
经验、要求，守好政治方向、立场、言论、行为的规矩；
应当树立对党忠诚意识，牢记党员身份，任何时候都

把党放在最高位置，不以个人一己私利损害党的利

益；应当强化自身的组织意识，相信、依靠、服从组

织，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响应党的号召，照办党的决

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应当增强立场意识，维
护党的权威与形象，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在大是大非

面前第一时间表明立场，同身边的反动言论坚决斗

争，弘扬正能量风气、抵制歪风邪气。
第二，共产党员的人民性标准是指能否坚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理想信念只有通过

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实践运动，才能转

化为现实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从人民中间走出

来、依靠人民力量、为了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始终以

群众史观作为理论基础，正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

作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中国

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

上鲜明地写在了旗帜上，并围绕人民群众利益来提

出和推进新思想新战略［１８］ 。 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

产党员应当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人民的利益当作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用心关注群众的所思、所
需、所盼，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可能地为群众谋利

益，切实解决人民群众遇到的各方面实际问题，把实

现、维护、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根本价

值追求。
第三，共产党员的作风标准是指能否经得起金

钱、权力等的诱惑。 党员干部只有将坚定的理想信

念内化于心，才能忠诚于党和人民，保持高尚品格、
廉洁操守，端正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 有坚定理想

信念的共产党员应当严格做人准则，守住道德底线，
提升道德操守，自我修炼、约束、塑造，远离一些低级

趣味，追求高尚情操；应当及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不以恶小而为之，保持谨慎，心存敬畏；应当保持

廉洁操守，自觉拒腐防变，警惕不当诱惑，摒弃特权

思想，永葆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本色。
第四，共产党员的工作标准是指对工作是否极

端负责。 中国共产党是以先进性为特征的党，共产

党人应当业勤业精、奋发有为，在工作岗位上起带头

作用。 思想深度决定人的行为表现，理想信念坚定

的共产党员才能树立起正确的事业观，创造出无愧

于党和人民的实绩。 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员应

当自觉、主动、终身学习专业知识，不断加强实践锻

炼，以极高的专业能力投入本职工作当中，以高质量

的工作效果为社会创造效益；应当提高工作积极性，
满腔热情、意气风发，不以维持四平八稳的工作状态

为目标；应当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踏实肯干、求真务

实、勤勉敬业，有耐下心来做出成绩的韧劲。
第五，共产党员的思想境界标准是指能否吃苦

在前、享乐在后，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第一个站出

来。 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就要有随时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的觉悟。 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员应当有大

局意识，不沉迷于低级享乐，在集体需要的时候毫不

犹豫地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应当有功成

不必在我的境界，看淡个人名誉利益，一心为公；应
当有责任意识，勇于主动担当、直面矛盾、迎难而上，
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成为人民群众的主心骨。

３．坚贞不渝：共产党人筑牢理想信念才能面对

风险挑战百折不挠、奋勇向前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弱小走向强大、由稚嫩

走向成熟，于濒临绝境中力挽狂澜，在历经磨难后浴

火重生，在于其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百折

不挠，坚持不懈，英勇奋斗。 习近平指出：“在我们

党九十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

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

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 ［３］１７３中国共产党从

诞生那一刻起就将马克思主义真理写在自己的旗帜

上，以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作为矢志不渝的奋

斗目标［１９］ 。 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既是中

国共产党出发的初心，也是要完成的使命。 几代中

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不怕困难，不怕曲

折，坚持不懈为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而奋

斗。 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党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为坚定理想信念不懈奋斗的历史。 这部

理想信念的发展史、传承史，是在中国共产党历经近

７

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论述的逻辑阐释



百年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完善和提升的宝贵精

神财富。
习近平指出：“坚定理想信念不是一阵子而是

一辈子的事，要常修常炼、常悟常进，无论顺境逆境

都坚贞不渝，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 ［１４］ 对每一

个共产党人来说，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和考验。 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要克服急功

近利的心态，要自觉地树立起终身坚守的理念，不断

地磨砺和坚定自己的信仰意志，不断地升华自己的

思想境界，勇于担当风险，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

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共产党人要在守初心

担使命中、在勇于担当中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为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

奋斗，向共产主义目标奋勇前进。
综上所述，习近平关于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

的重要论述主题鲜明、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有着清

晰的逻辑结构，对于新时代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
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推进党的建设有着重要

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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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民主和集中关系：认识的演进发展及运行中的纠偏矫正∗

许 耀 桐　 　 　 刘 佳 佳

　 　 摘　 要：如何认识和处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一个现实实践的难题，也是理论研究的重大课

题。 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建设的思想进程，结合民主集中制的实际运行过程，可以清晰地认识

和把脉民主和集中关系的演进发展及其运行中的偏差症结：马克思、恩格斯把民主和集中两方面都纳入民主制范

畴；列宁创建的民主集中制明确规范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

民主相结合，是对民主和集中关系做出的最为科学的阐释；检视民主集中制实践中发生的问题，都与背离民主和集

中的关系有关，应予纠偏矫正。
关键词：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关系阐论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００９－０８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

核心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中

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 ［１］ ，“是
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 ［２］ 贯彻执行民主集

中制，最难的是如何认识与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
这是一个现实实践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研究的重

大课题。 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

的；既不能片面地只要民主而否定集中，更不能因强

调集中的重要性而抛弃民主。 要树立正确认识民主

和集中关系的观念，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党的组

织原则和制度建设的思想进程，结合民主集中制的

实际运行过程，清晰地把握民主和集中二者间的辩

证关系。

一、马克思、恩格斯把民主和集中
两方面都纳入民主制的范畴

　 　 在民主集中制中包含两个方面，一为民主，一为

集中。 民主集中制的这两个方面，从根本上说都属

于民主制的范畴，是作为民主制中紧密联系的两个

环节和运行过程。 因而，作为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

民主集中制，在制度属性上归于民主制类型。
民主制的产生有着久远的历史。 根据美国人类

学家摩尔根的考察，人类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是以

人与人之间纯人身的相互依赖为基础的氏族社会，
“氏族的组成———这种组织产生了第一种社会形

态” ［３］ 。 在氏族社会活动中，氏族会议是最高组织。
氏族会议解决公共事务问题，采取了全体成员议论、
集体决定的民主制方式。 因此，民主制成为人类历

史上的第一个组织原则和制度。
从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在古希腊的城邦

国家里，既出现了民主政体，也出现了君主政体或僭

主政体。 亚里士多德说君主政体是“一王为治的制

度”“僭主政体为君主政体的变态” ［４］ 。 这就是说，
无论是君主政体还是变态的僭主政体，都是君主或

僭主一人统治城邦，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的独裁制

（或曰专制制、集中制）的组织形态和制度。 独裁制

（专制制、 集中制）是和民主制相对立的组织原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８－１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治理体系跨界协同能力建设问题研究”（２０ＡＺＤ００６）。
　 　 作者简介：许耀桐，男，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福建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刘佳佳，女，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福建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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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度。 在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君主或暴君的

专制统治成为一种制度常态。
马克思、恩格斯受到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从

青少年起就坚定地投身反封建专制的斗争。 马克思

说：“专制制度具有兽性是必然的，而具有人性是不

可能的。” ［５］马克思彻底否定了奴役人民、使人不成

其为人的封建专制主义。 马克思不但肯定了民主

制，而且超越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主张的资产阶级民

主制，要求建立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民

主制。 他指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

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

制度。” ［６］３９恩格斯也指出，未来要实行的民主制，
“不是那种曾经同君主制和封建制度对立的法国大

革命的民主制”，而是“社会的民主制”，“是社会主

义的原则” ［５］５８４－５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在 １８４４ 年 ８
月前，分别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

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并且形成了人民民主制

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于 １８４７ 年着手创建世界上第一

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们要求当时

由德国流亡工人组成的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必须

彻底抛弃和清除受到空想社会主义影响而制定的专

制式的集中制组织原则和制度规定。 在把正义者同

盟改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

与专制式的集中制相对立的民主制，建构了共产党

的民主制组织原则和制度。 后来，恩格斯在回顾共

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时说：“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

的……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 ［７］２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党的民主制，包含了党员

权利平等、干部民主选举、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工作

报告制、情况通报制、集体议决制、职务任期制、撤换

制、监督制、申诉制等。 在这样的民主制中，不仅包

含民主的方面，也包含集中的方面，如《共产主义者

同盟章程》明确规定：盟员入盟“必须获得一致通

过，才能被接收入某一支部”并“将他编入支部”，盟
员要“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

密”，“任何一个盟员迁居时均须事先报告本支部的

主席”，“盟员至少每三个月同所属区部委员会联系

一次，支部每月联系一次”，“每个区部至少每两个

月向总区部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每个

总区部至少每三个月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一次本地区

的工作进展情况”，“凡不遵守盟员条件者，视情节

轻重或暂令离盟或开除出盟” ［７］５７２－５７７。 这些规定

表明，共产党不是一个只谈民主而松散混乱的政党，
而是有着严格的集中要求和纪律约束的政党。

１８４８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更加

强调党的组织集中，他们指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

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 ［８］５６２必须“实行

最严 格 的 中 央 集 权 制 是 真 正 革 命 党 的 任

务” ［８］５６２－５６３。 在第一国际内部与巴枯宁无政府主

义的斗争中，针对无政府主义否定任何权威、任何纪

律，主张绝对自由的言行，恩格斯斥责道：“这些支

部独立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它们不应该承认任何权

威的领导机关，哪怕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自由协商建

立起来的权威的领导机关”。 对他们叫嚣的“如果

在每一个支部中少数都要服从多数，那这就是一种

违反自由原则的罪行，就是承认会导致权威主义和

专政的原则” ［９］５１９。 恩格斯反驳道，如果没有少数

服从多数，“没有任何服从纪律的支部，没有任何党

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我们采用

这种新的组织会得到什么呢？ 会得到一个早期基督

教徒 那 样 的 畏 缩 胆 怯 的 而 又 阿 谀 奉 承 的 组

织” ［９］５１９。
由上可知，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了专制式的集中

制，但没有简单地排斥集中。 民主制需要民主，也需

要集中，若失去集中的话，党就成了一盘散沙，没有

任何力量可言。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集中，
不是君主专制统治的集中，而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的集中和纪律要求。 他们把集中与民主制联系起来

后，就形成了两种集中的创新性思想。 显然，马克

思、恩格斯所讲的民主的集中，和民主一样，都属于

民主制。

二、列宁创建的民主集中制丰富发展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制

　 　 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忠实后继者，他在

２０ 世纪初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组织原则

和制度的思想。 １９０６ 年 ３ 月，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创建了民主集中制，他指出：“民主集中制的原

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 ［１０］ 同年 ４ 月，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四大制定的党章规定：“党的一切组织

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１１］ 从此，民主

集中制成为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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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列宁最初主张建立的党的组织原则和制

度，却是由进行秘密活动的职业革命家实行专权独

断的集中制。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当时俄

国是一个沙皇专制的国家，人民没有丝毫民主权利，
党也没有机会建立和实行民主制。 列宁说实行民主

制需要具备 “完全的公开性、 选举制和普遍监

督” ［１２］１３２三个基本条件，即党能够公开活动而不被

破坏、党内职务能够进行公开选举、党员干部能够公

开受到监督。 这三个条件，在专制制度的沙皇俄国

根本不存在。 列宁指出：“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

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

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

家。” ［１２］１１３－１１４

然而，随着 １９０５ 年俄国革命形势和运动的不断

高涨，沙皇被迫做出让步，实施宪政改革，允许人民

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组织政党的自由，这给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供了摆脱在秘密状态和警察迫

害条件下发展党组织和进行革命的有利时机。 不

过，列宁也清醒地看到，沙皇实施的民主是相当有限

的，在资产阶级革命条件下，虽然人民群众争得了一

定的民主权利，但是沙皇的专制统治依然存在。 因

而，民主集中制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实行它的民主原

则，大范围实行则有困难，在大范围仍需实行集中

制；而且，还要特别注意把党的组织分为秘密机关和

公开机关两类，适合公开的组织就公开，不适合公开

的组织要完全保密，切不可掉以轻心。 这在实际上

阐明了，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公开的、基层的组织实行

民主制，党的秘密的、上层的核心组织实行集中制。
这说明，列宁在 １９０６ 年创立的民主集中制，是指在

一些具备了当时沙皇允许的政治自由的条件下运用

民主制的方法、手段开展党的活动，如进行选举、召
开会议、做工作报告等，而对于党的其他相当大的范

围而言，仍然只能实行职业革命家的集中制，必须实

行这样的民主制和集中制的相结合。 由于实行民主

制的范围小、层次也较低，民主制在党内处于从属的

地位；而实行集中制的范围较大、层次较高，构成主

要部分，在党内处于支配地位。 因而，这样的民主集

中制又是以集中制为主体部分。
本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域里，民主制

和集中制是根本对立、无法相容的两种制度。 但列

宁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

髓，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

列宁作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大师，认为事物内的两

个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可以在一定的条件

下共处一体、相互转化、发挥作用。 因此，他把民主

制和集中制结合起来，提出了民主集中制。 对此，我
国有学者做出高度评价：“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在特

殊条件下提出来的” ［１３］４４２；“１９ 世纪时民主制和集

中制还是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 列宁把这‘水’和
‘火’巧妙地结合起来。” ［１３］４４４列宁创立了不同于

马克思、恩格斯民主制的民主集中制，是带着集中制

的民主制。
应该看到，在列宁创建的民主集中制中虽然包

含了集中制，而这样的集中制是处于白色恐怖的特

殊时期，赋予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无产阶

级政党和职业革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不受监督

的、不对其他人负责的、不经过选举的权力” ［１４］ ，即
在秘密工作状态时具有个人直接进行决策和决断、
可以直接指定和任命党的干部等权力。 但是，这样

的集中制开始和党内基层的民主制相联系了，是建

立在党内基层实施选举制、工作报告制等民主制的

基础上，其所使用的范围和内容也都受到相应的民

主的限定和制约，因而，它与专制君主的集中制以及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集中制已不可同日而语，有着明

显区别。
更为重要的是，民主集中制从 １９０６ 年确立到

１９２４ 年列宁病逝，在近 ２０ 年中经历了不断的演进

发展，尤其是 １９１７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

政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情况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秘密工作状态的特殊时期已

告结束，此时不再需要保存任何不经过民主讨论、商
议和民主授权而能够做出的独断专行的权力了。 列

宁与时俱进，将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制，改造成为与

民主制相适应、相衔接的一种民主性质的形式和制

度。 对此，在 １９１８ 年 ３ 月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

任务〉一文初稿》中，列宁十分明确地说：“我们主张

民主集中制。 因此必须弄明白，民主集中制一方面

同官僚主义集中制，另一方面同无政府主义有多么

大的区别。” ［１５］他提醒人们，不要“把集中制同专横

和官僚主义混为一谈” ［１６］ ，要求用“自觉的、民主

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来同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官
吏的集中制相对立” ［１７］１５８。 这就是说，民主集中制

中的民主制，是和官僚主义集中制（专制集中制）相
对立的；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制，是和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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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主义）相对立的。 这样的集中制，是“自觉的、
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因而，它也根本区别

于专制的集中制。 由是，列宁提出了两种集中制的

理论，一种是剥削阶级实行专制统治的集中制，一种

是无产阶级实行的民主的集中制，进一步发展了马

克思、恩格斯关于两种集中的思想。
至此可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 １９１７ 年

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后，民主集中制中的民

主制，执行的是民主原则，集中制也完全体现民主精

神，二者已融为一体、完全一致。 列宁详尽地阐述了

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具体内容，并形成条文载入党章，
要求全体党员认真遵循民主和集中的规定。 应该

说，此时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

制的内涵是一样的，并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恩格斯的民主制。
列宁创立的民主集中制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建

立的民主制，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民主有广义概

念和狭义概念两种。 作为广义概念的民主，包含狭

义民主，也包含了集中（即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的

集中，因而也是民主）；作为狭义概念的民主，指的

是讨论发言、商谈争议、提出推荐候选人的建议等民

主权利及言行活动。 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则是民

主的另一部分，指由多数人做出的决定、选举产生的

结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服从指挥和纪律等。 因

此，绝不能把狭义民主和广义民主混淆起来、等同起

来，狭义民主只是广义民主的一部分，它和另一部分

的集中（也是民主）合起来，才是广义民主的全部。
这就是说，民主集中制中所指的民主是狭义的民主，
它与集中共同构成广义民主。

既然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制，那么，布尔什维克

党为什么后来没有把民主集中制改称为民主制呢？
这是因为：一方面，从民主集中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

看，它承载着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弥足珍贵，值得

留存和记忆；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从概念本身来

看，有一个突出的长处，它在字面上既有民主（制）、
也有集中（制），一看即知，使民主制的内涵明晰化

了，因而称民主集中制比单纯地称民主制更好。

三、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和集中的关系
做出最为科学的阐释

　 　 列宁创立的民主集中制，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传

入中国。 李大钊明确指出，必须学习俄国、学习列

宁，建立布尔什维克政党，因为“组织更精密，势力

更强大” ［１８］ 。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党的一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规

定：“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 ［１９］ 这里说的“苏维

埃管理制度”，实际上是民主集中制，因为列宁把党

的民主集中制运用于苏维埃国家政权建设，形成了

“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 ［１７］１７５。 这说明，中国共产

党从建党伊始就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和

制度。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党的第五届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

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党部

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

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
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党部之执行机关概

以党员大会或其代表大会选举，上级机关批准为原

则；但特殊情形之下，上级机关得指定之。” ［２０］２３同

时规定：“党部机关之决议，应当敏捷的与正确的执

行之，但对于党内一切争论问题，在未解决以前，完
全自由讨论之”，“党的一切决议取决于多数，少数

绝对服从多数。 党员及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决议

不同意时，得过该党部过半数党员的同意，得对上级

机关提出抗议，但在抗议时期内，未解决以前仍须执

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２０］３０这是在党章中第一次把

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正式确定为“民主集中制”，并
且对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做出了准确的阐述。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党的七大制定的党章对民主集中

制下了一个科学定义：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

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 ［２０］５１。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党的八大制定的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是在民

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２０］１４９，这
一规定把七大党章中的“领导”改为“指导”，从而更

适合于也更有利于民主的发展。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党
的十四大制定的党章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

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２１］ ，突出

强调了民主和集中的相结合。 至此，中国共产党对

民主集中制的定义完整地形成了，这是我们党对民

主集中制做出的独特贡献。 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创始

党，苏联共产党无论在列宁、斯大林时期，还是在以

后的时期，对于什么是民主集中制，一直没有给出一

个明确的定义表述，没有清楚地说明民主和集中究

竟是怎样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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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从民主集中制运行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

“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两个过程，透彻地诠释了民主

和集中的关系，成为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阐释。
１．“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体现在民主集中制的第一个

过程———“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是民主充分展

开、形成正确集中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在一定的组

织范围内、由一定层级的组织机构做出安排的。 这

里，我们以党的会议开展的民主议事为例做一个分

析。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进行，是要经过党的相

关的组织者、领导者的事先提议、建议，汇集了讨论

的事项、议题、议案等才得以开始的，正如刘少奇指

出的：“党的一切会议是由领导机关召集的，一切会

议的进行是有领导的，一切决议和法规的制订是经

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 ［２２］３５９“民主基础上的

集中”从民主起步，但这样的民主不是什么“纯粹民

主”“自由放任的民主” “极端化民主”，无须受到任

何约束，不是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民主有着

严格的纪律要求，它不能违反党章的基本规定，不能

违反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不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以及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等等。
在符合党内法规制度的规定下，党内开展的民

主是广泛、充分和卓有成效的。 １９８０ 年 ２ 月，党的

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指出，发扬党内民主“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

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２３］３６８。 同时，一定“要纠正一部分领导

干部中缺乏民主精神，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压制批

评的家长作风。 对于任何党员提出的批评和意见，
只要是正确的，都应该采纳和接受” ［２３］３６８。 要严格

实行“不抓辫子” “不扣帽子” “不打棍子”的“三不

主义”。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进一步

指出：“畅通党员参与讨论党内事务的途径，拓宽党

员表达意见渠道，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
健全党内重大决策论证评估和征求意见等制度。 党

的各级组织对重大决策和重大问题应该采取多种方

式征求党员意见，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

意见，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

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

党的上级组织直至党中央提出。” ［２４］强调了一定要

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

在进行广泛的民主讨论和协商之后，民主须走

向集中。 对讨论的事项、议题、议案、决定、决议等，
都要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经过表决后形成最终

的决定。 在做决定、形成集中的时候，对于表决的方

式，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口头、举手和无记

名投票等方式。 表决结果和表决方式应记录在案，
对不同意见也要如实记录。 要坚决反对和防止独断

专行或各自为政，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无权擅自决

定。 任何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不能个人决定重大

问题；如遇紧急情况，必须由个人做出决定时，事后

也要迅速向党组织报告。 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

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也要坚决反对和

防止以其他任何形式代替表决形式。
概言之，“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体现民主和集中

的关系是：从民主方面看，民主构成集中的依托基

础，集中若脱离了这个基础就会变质，变成专制的集

中；民主也形成对集中的制约前提，集中只有在充分

民主的条件下达成，才会是正确的集中。 从集中方

面看，集中保障了民主的正确开展、预设的制度和纪

律要求，有效防止了无序民主、极端民主的发生；集
中也保护了多数人的民主权益，经少数服从多数形

成集中后，少数人不能借口“我有我的民主权利”而
拒不实行。

２．“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体现在民主集中制的第二个

过程———“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是集中了集体的

意志和力量、开展民主办事的过程。 这里，我们还以

党组织经由集中形成的决议、决定需得到贯彻落实

为例做分析。 经由党内表决、多数赞成形成的党的

决议、决定和部署等，是众意的集中，要坚决地予以

贯彻实施。 相对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一个议

事决策过程，“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则是一个执行落

实过程，是在执行落实中结合运用民主方法调动积

极性、主动性，更好地完成任务的过程。 在执行落实

党的决议、决定以及部署的任务时，保持行动上的团

结一致、坚决有力，是一个首要的要求。 正如刘少奇

说的，必须防止有人“不严格地遵守党纪，不执行党

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在党内传播各种非组织的、非政

治的、非原则的言论，或者故意夸大事实，在党内播

弄是非，或者在党内实行无限制的空谈与争论，不顾

环境的严重与紧急情况，甚至利用党员群众一时在

思想上没有准备的盲目状态，来表决自己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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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２２］３６０。 因此，在执行落实的过程中，要树立集

中的权威、领导指挥的权威。 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威

和服从，党的任何一项决策的部署、规划的任务，都
无法得以实现、取得成功。

应该指出，作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一个

重要的目的，就是围绕执行落实党的决议和决定、完
成决策的部署及规划的任务而开展民主。 通过促进

更多地使用民主的方法，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如

何执行决定、完成任务，想办法、出主意，克服困难，
扫除障碍。 早在 １９２９ 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

就科学地阐释了“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

具体步骤，要求“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

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

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 其办法是开活动分

子会，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

能），派人出席作报告”，“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

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

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２５］ 。
可见，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呈现出非常生动、活
跃的场景。

还要注意到，在执行落实已确定的决策部署、规
划任务时，具体情况和条件都会因时因地而有所差

别，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

的意见，遇事要拿出办法，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

题，不能过分强求一律。 要保证下级组织能够正常

行使他们的职权，凡属应由下级组织处理的问题，如
无特殊情况，上级领导机关不要干预下级组织。 此

外，在执行落实时还要考虑可能会出现实际情况与

原先的决议、决定不相适应的情况，这时候，党的下

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定不符合本地区、本
部门的实际情况，可以请求改变；如果上级组织坚持

原决定，下级组织必须执行，并不得公开发表不同意

见，但有权向再上一级组织报告。 对党中央做出的

决议和制定的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

提下，可以向党组织提出保留意见，也可以按组织程

序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党中央提出。
概言之，“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体现民主和集中

的关系是：从集中方面看，集中是有资格指导民主

的，因为决议、决定等是经过表决、多数人同意的，具
有正当性和权威性，处于执行状态的决议、决定等，
不容被随意的民主意见打断和否定；集中也有利于

指导民主的深入开展，围绕执行和完成的任务事项，
促进民主地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的智慧。 从民主的

方面看，民主并没有受到集中的压制，集中始终针对

和限制的是分散主义和无序状态；在集中的指导下，
民主能够为纠正错误倾向、实行正确的集中做出努

力并取得成效。
以上中国共产党规定的民主集中制运行的两个

过程表明，在每一个过程中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真
正实现了民主和集中有机的、完美的结合。

四、贯彻民主集中制发生的问题需按
民主和集中的关系纠偏矫正

　 　 尽管中国共产党科学地阐述了民主和集中的关

系，但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仍会不时地发生这样或

那样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

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时，尖锐地指出：“既有发扬

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

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 ［２６］

他还指出，要纠正“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
的倾向，也要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２７］２３－２４的

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点到的四个“不”，是当前贯彻

执行民主集中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坚
决克服。

一是“发扬民主不够”的问题。 有的单位组织

缺少民主氛围，不允许不同看法的交流和磋商，“一
把手”专横独断，以“定调子”来抑制不同意见的表

达，在决定问题时往往先发言，极力营造个人说了算

的氛围，使有不同意见的人知难而退、有口难言，从
而达到表面上“意见一致”，实则个人说了算的企

图。 在有的领导班子内部，有人把书记和委员的平

等关系变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决定问题时出

现委员们的“一边倒”或“静默”状态，最后由书记

“一锤定音”。
二是“正确集中不够”的问题。 由于有的部门

和组织发扬民主不够，于是造成正确的集中也不够。
有的单位组织领导班子软弱疲沓，不愿做或不敢做

集中的事情，致使集中不力、集中无力，放任自流，各
行其是，导致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先斩后奏乃

至斩而不奏的情况时有发生。 有的部门和组织淡化

了“四个服从”，把自己管理的地区和单位当成自己

的利益主体，遇事同上级讨价还价。 还有的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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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片面强调自己所在的地方和单位的特殊性，搞
“本位特殊论”，热衷追求本部门、本系统利益，各吹

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在执行上级的决议、决定时大

打折扣，对合意的决策就执行，对不合意的决策就不

执行。
三是“议而不决”的问题。 出现议而不决的情

况，总的说是放任民主、民主无节制导致的。 在有的

单位和组织的党委（党组）会议上，问题被反复讨

论，东拉西扯，颠来倒去，轻描淡写，避实就虚，顾左

右而言他。 有的领导班子在研究问题、进行决策时，
以遇到难题要“推推放放、等等看看”为借口回避矛

盾，或者遇到矛盾绕着走，空谈一阵，束之高阁。 有

的班子成员没有深入调查，对决策事项研究不够、拿
不出意见和见解。 特别是遇到一些时效性、阶段性

较强的问题时，不敢担当，怕负责任，空发一些牢骚

和埋怨，敷衍塞责，优柔寡断，靠“推” “拖” “绕”的

“三大法宝”应付。 会议开成了“聊天会”“神仙会”
“马拉松会”，最终议而不决或议而难决。

四是“决而不行”的问题。 造成决而不行的结

果，主要是领导者没能抓紧落实、不能见到成效。 问

题发生的原因是：领导不负责任或能力不行、没有胆

识魄力；做出的决策脱离了实际，不好落实，由于条

件不具备，某些要求过高的决策只得落空；决策频率

太快，无法执行，一个领导班子可以在一天内做多个

决策，但具体部门却无法在短期内执行和完成那么

多决策。 不少地方现在会议成灾，上级下达的文件

满天飞，下级一天到晚忙于接受任务，根本没有时间

去组织落实。 由于上级决策太多太滥，造成下级应

接不暇，就只好以不落实来应对。
检视民主集中制在运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虽

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根本症结只有一个，就是背

离了民主和集中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关系：它们或

是“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２８］ ；或是离开集中

讲民主，造成集中缺失；或是既不讲民主，也不讲集

中，致使民主集中制无从落实。 改变这些民主集中

制贯彻执行不良状态的唯一出路，应按习近平总书

记说的：“只有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实行正确集中，
才能及时集中正确意见，及时纠正不正确的意见和

做法。” ［２７］２５中国共产党归纳总结的民主集中制

“两个过程”之所以科学、正确，是因为精当地阐释

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

确的集中；失去正确的集中，也不可能得到民主；民

主和集中不能厚此薄彼，甚或顾此失彼，二者必须均

衡发展，使之相得益彰。
一是解决“发扬民主不够”的问题，改进的方向

当然要弥补民主的欠缺，在加大民主的力度上下功

夫。 要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带头发扬民

主，积极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大家讲真

话、实话、心里话，善于运用民主的办法科学决策、协
调关系、化解矛盾、推动工作。 同时，发扬民主一定

要落实群众的民主权利。 民主，不仅是党员干部的

民主，而且是全体党员和人民的民主，应落实民主的

“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四种权利。
二是解决“正确集中不够”的问题，改进的措施

当然要增强集中的分量，树立集中的权威。 正确集

中不够的原因在于有些领导因情况不清、胸中无数，
故不敢集中、无法集中。 而造成情况不清、胸中无数

的，又是他们没能很好地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事
先没有广泛发扬民主、集中群众智慧。 因此，经过充

分发扬民主，必然促使他们敢于集中、善于集中，并
能够形成正确的集中。 有了正确的集中之后，集中

的分量、集中的权威就有力地显示出来。
三是解决“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问题，最需

要领导干部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 党章指

出：“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

的原则。 决定重要问题，要进行表决。” ［２９］１７党章

也阐明，在党委会做出决定后，“委员会成员要根据

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２９］１６，
这就是党章做出的“议而必决”和“决而必行”的规

定。 一个单位组织无论怎么发扬民主，最终都要进

行集中；一旦决定通过后，进入执行落实阶段，也务

必以民主方式，动员组织各种力量贯彻落实，保证任

务的完成。
归根到底，解决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

题，是要回归到正确认识和把握民主和集中关系的

轨道上来。 只有掌握和运用民主与集中之间互动的

辩证关系，并依据这样的关系对种种错误做法进行

纠偏矫正，彻底改变民主和集中的失衡、失序状态，
才能使民主和集中始终保持张力和活力，才能真正

贯彻执行好民主集中制。

参考文献

［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４３．

５１

民主和集中关系：认识的演进发展及运行中的纠偏矫正



［２］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９：１８５．
［３］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Ｍ］．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８１：３８．
［４］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Ｍ］．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

１５８，１７８．
［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７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６２．
［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７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
［１０］列宁全集：第 １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２１４．
［１１］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Ｍ］．北京：

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０．
［１２］列宁全集：第 ６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３］高放．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Ｍ］．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４］列宁全集：第 ８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３６１．
［１５］列宁全集：第 ３４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３９．
［１６］列宁全集：第 ２４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４９．
［１７］列宁选集：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８］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第 ４ 卷［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９：７７．
［１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１：１．
［２０］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７９．
［２１］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２：９５．
［２２］刘少奇选集：上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４］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４３１．
［２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８９．
［２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３５３．
［２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４４．
［２９］中国共产党章程［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Ｘｕ Ｙａｏｔｏｎｇ　 　 　 Ｌｉｕ Ｊｉａｊ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ｏｗ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ｍａｊｏｒ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ｗｅ ｃａｎ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ｕｘ ｏｆ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ｐｕｔ ｂｏｔ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Ｌｅｎｉｎ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ａｒｅ ａｌｌ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思　 齐

６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中 州 学 刊 Ｓｅｐｔ．，２０２２
第 ９ 期（总第 ３０９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９

【当代政治】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性的守正创新∗

孟　 　 轲　 　 　 张　 　 锦

　 　 摘　 要：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蕴含着丰富的革命意蕴。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指导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大实践，充分展现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性本质，并从政党主体的四个维度

进行了丰富发展：坚持党的领导，确立领导“政治革命”的主体地位和使命担当；坚持理论创新，持久强化“哲学革

命”的思想伟力和本土传承；坚持敢于斗争，持续激发“社会革命”的主体潜能和内生动力；坚持自我革命，创新深化

“自我革命”的深刻内涵和行动自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蕴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０１７－０６

　 　 “革命”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关键词

语，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意蕴，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之所以成为“革命政党”的内在

缘由。 围绕“为什么需要革命、进行什么革命、如何

进行革命”等问题，这一学说深刻阐释了无产阶级

革命政党必须进行四种类型的“革命”：担负历史使

命的“政治革命”、构筑全部革命实践理论根基［１］

的“哲学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必由之路”的“社会

革命”和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本质的“自我革命”，深
刻反映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坚定而彻底的“革命

性”，集中体现其内在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

斗志与外化的革命实践、革命纲领［２］ 。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政党学说为指导，深入思考近现代中国“为
什么要革命、怎样赢得革命胜利” ［３］这一重大问题，
并在百年探索中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 其中，坚持

党的领导、坚持理论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自我

革命，分别从政党主体的使命担当、本土传承、内生

动力和行动自觉等四个维度，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革命意蕴的守正创新，充
分展现出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性本质。
但近年来，无论渲染“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还是鼓吹“革命党”与“执政党”二者

互不兼容的“政党转型论”，无一不使得民众对中国

共产党是否需要继续保持和锻造革命性、是否属于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产生怀疑。 而事实上，革
命性是党之所以诞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定性，继续保

持和锻造革命性是党能否长期执政的内在要求。 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两度提出“革命性锻造”的

重大命题，充分显示出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革命

性本质的一贯坚持。

一、坚持党的领导，确立领导
“政治革命”的主体地位和使命担当

　 　 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革命事业中的领导地

位，既是其实现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和首要条件［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１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建设百年历程与经验研究 （ １９２１—２０２１）”

（２０＆ＺＤ００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巩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研究”（１９ＢＫＳ０７０）。
　 　 作者简介：孟轲，男，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新乡　 ４５３０００）。

张锦，男，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河南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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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充分体现其革命性本质的政治原则。 从本质上

来说，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奋

斗目标的革命党，毫无私利的伟大胸襟与解放全人

类的历史使命共同赋予了它彻底的革命性［２］ 。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虽然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

革命政党的阶级基础，但从革命的视角来说，它又不

同于一般的工人阶级政党。 从革命斗争的目的看，
“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

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５］４１３。
从革命斗争的过程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

整个运动的利益” ［５］４１３，其长远目标是要实现共产

主义社会这一远大理想，近期目标是“使无产阶级

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５］４２１。 这正是无产阶

级革命政党进行政治革命的基本意蕴，也是确立其

领导政治革命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
如何实现党的领导？ 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

败的教训时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必须要

有权威和统一行动，“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

缺乏集中和权威” ［６］５００，“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

何的一致行动” ［７］３７２。 因此，“为了进行斗争，我们

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

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 ［７］３７５。 列宁在领导俄国十

月革命胜利后，进一步从执政党的视角强调：“党是

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国家政

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

共产党领导。” ［８］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探索

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学

说从抽象理论变成现实，为当时处于黑暗中的中国

工人阶级创建先进政党指明了方向。 作为无产阶级

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要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回答

其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一基本问题。 这既是其作

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担负艰巨使命而必须做出的历史

选择，也是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革命

意蕴、充分体现其革命性的现实课题。
从革命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担

负着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大任。 这

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

合的必然要求，也内在地蕴含着中国革命必须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历史逻辑。 李大钊认为“过
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

是其他阶级” ［９］ ，要想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就必须

实现“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 ［１０］ 。 延安

时期，毛泽东总结党领导革命斗争 ２０ 多年的经验时

进一步指出：“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

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

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

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

的。” ［１１］６５２

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党“始终代表中国最

广大 人 民 根 本 利 益， 没 有 任 何 自 己 特 殊 的 利

益” ［１２］ ，深刻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性本

色，成为其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保证［４］ 。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已经“在
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 ［１１］５３５，“领导我

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１３］ ，“工、农、商、
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１４］ 。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

略高度多次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
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 ［１５］２６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１５］３９１；“没有中国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

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 ［１６］ 。 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１７］这一论断

将党的领导地位“从历史发展的必然、实践发展的

必然，深化拓展为道路发展的必然、制度发展的必

然” ［１７］ ，并在党的十九大、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上先后被写入党章和宪法修正案。 习近平还多次

强调：“有人说，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

了‘执政党’。 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我们党是马

克思 主 义 执 政 党， 但 同 时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革 命

党。” ［１８］

实践表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

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

在、幸福所在” ［１９］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１２］ 。 新时代坚持党

的领导，一是必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２０］ ，在实践中深刻

把握“两个确立”，切实做到“两个维护”；二是必须

深刻认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对于实现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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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作用，使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
民族脊梁、人民的主心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坚强领导核心［４］ ；三是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汇聚起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１２］ 。 这既是党的

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为未来坚持党的

领导、切实担当历史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坚持理论创新，持久强化
“哲学革命”的思想伟力和本土传承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蕴含的革命意

蕴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１８７２ 年德

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

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

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

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５］３７６恩格斯还进一

步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

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６］５８８这些论述

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放性的简要阐释，
又在一定意义上蕴含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不断

推进理论创新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深刻内涵。
就本质而言，理论创新体现的是一种理论变革，

或者说“理论革命”。 革命本源意义即在于革故鼎

新，尽管一般是指政治意义的变革，但从价值指向来

看，显然与理论创新完全一致，都是向好、向新。 马

克思、恩格斯之所以突出强调理论创新对于无产阶

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源于其

“哲学革命”的思想根基。 马克思认为：“现在的革

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

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

毁。” ［５］９只要无产阶级充分掌握理论，那么理论也

会变成物质力量，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

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

武器” ［５］１６。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想进行夺取政权

的政治革命和在此基础上的社会革命，必须将“把
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思维基础上进行革命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革命”的战略高度深刻

阐释理论创新的现实必要性，指导了之后的无产阶

级革命政党的建设和发展。 列宁多次强调：“我们

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

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

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

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２１］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列宁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一

国胜利的新思想，并紧密结合俄国党的建设的实践，
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新

思想新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率先创立了

完整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２２］ 。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产生于欧洲，属于典型的

“外来文化”，因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必然要回

答其如何坚持理论创新，探索实现这一“外来文化”
在中国本土的传承发展问题。 这既是其能否真正成

为本原意义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关键环节，也是

在革命斗争中必须长时间着力解决的思想认识问

题。 对此，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

命题，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
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

共产党” ［１１］６５２称为一个伟大的工程。 新中国成立

以后，他又多次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
须读……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员，任何国家的思

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单靠老祖宗是不行

的。” ［２３］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马克

思主 义 理 论 从 来 不 是 教 条， 而 是 行 动 的 指

南。” ［２４］１４６尤其是世界形势日新月异，“不以新的

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

克思主义者” ［２４］２９１－２９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

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

义实 践 的 再 版， 也 不 是 国 外 现 代 化 发 展 的 翻

版。” ［２５］这就要求我们，只有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

伟大社会变革，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才能为建设强大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供理论支撑。 新时代无论进

行伟大斗争，还是推进新的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最
终实现伟大梦想，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

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

上的理论创新。
总之，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

造的历史［２６］ 。 无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

命道路、“和平赎买”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还是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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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体制论”等，无一不是党坚

持理论创新的胜利成果［１２］ 。 新时代，党既要勇于

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又要善于用新的

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

上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真理魅力。

三、坚持敢于斗争，持续激发
“社会革命”的主体潜能和内生动力

　 　 敢于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格，也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革命意蕴之一。 就词义而

言，“革命”的首要含义是指“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

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

社会制度” ［２７］４４１；“斗争”的首要含义则是“矛盾的

双方互相冲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 ［２７］３１７。 显

然，“革命”本质上就是一种“斗争”，而“斗争”本身

就带有一定的革命性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之初

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全文共 ３２ 处用到“斗争”一
词［２８］ ，强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

历史……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

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５］４００，因而

“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

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

使自己从剥削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

放出来” ［５］３８５。 “一个革命的政党也必须懂得斗

争：革命有朝一日或许就降临到它的面前。” ［２９］ 这

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为了实现全人类解放，
就“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

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 ［３０］ 。 而“一切历史

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且
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 ［５］１９６。

就内容而言，这种革命既体现为社会革命，又体

现为政治革命。 原因在于，“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

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 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
所以它具有政治性” ［３１］４８８。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

党来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

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５］４２１。 这既是无产阶级必

须进行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革命，又是进行更加深

刻的社会革命的必要前提。 实践表明，社会革命是

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是更深刻和更广泛的革

命［３２］ 。 简言之，“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也必然以社会革命为依

归” ［３１］６５６。 与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社会革命不同，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

底的决裂” ［５］４２１。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说，这
场革命具有彻底的革命性，要求革命者必须始终

“敢于斗争”，并在革命实践中充分地体现出来，成
为最终取得革命胜利、走向共产主义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

级革命政党，决定了其与生俱来就具有为人类解放

而斗争的革命精神、为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

斗争精神。 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指出：
“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承认无产

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

级区分” ［３３］ 。 显然，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革命目标

和任务，决定了其所领导的革命，不是简单的政权之

争，而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有机统一。 政治革

命决定谁领导中国的问题，社会革命决定中国社会

走向何方的问题［３４］ 。 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党不仅

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成功领导了被称为

“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充分彰显了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有力地回答了“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这一“世界之问”。
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虽然当代中国更

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但面临

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且面临的各种斗争将

长期存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要求我

们必须时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３５］有学者认为，伟大

斗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当代转

化［３６］ 。 因此，作为“执政党”和“革命党” 之统一

体，党必须承认，“斗争”依然不可回避，“革命”依然

任重而道远。 只有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凝
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才能不断战胜前

进道路上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

四、坚持自我革命，创新深化
“自我革命”的深刻内涵和行动自觉

　 　 勇于自我革命既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与生俱来

的政治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本质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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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鲜明特质。 由于社会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

斯并没有提出“自我革命”这一概念，但其理论事实

上均包含着颇为丰富的“自我革命”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不同于

其他政党，本身具有彻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这就使

得其在革命实践中必须具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特质。
从批判性角度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唯物辩证

法为哲学基础，因而始终坚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

无情的批判” ［３１］４１６的科学立场，既要对资本主义以

及各种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也要对自身不合理的

成分和错误倾向进行批判［３７］ 。 尤其当内部出现了

可能会牺牲“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将反映自身性质

和宗旨的纲领抛之脑后、弃之不管的思想或行动时，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进行以自我为对象的革命，
通过内部斗争清除自身“肌瘤”，保持自身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
从本质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本身就是由无

产阶 级 中 “ 最 坚 决 的、 始 终 起 推 动 作 用 的 部

分” ［５］４１３所组成的政治组织，“只有在革命中才能

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

建社会的工作” ［５］１７１。 也正是在这样持续的革命

进程中，其才能够“自己帮助自己”，“一次又一次地

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

力” ［５］４１０。 这实际上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历

史使命决定了其自身必须具有坚定而彻底的革命

性，且这种彻底性并不仅仅在于通常所认为的彻底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在于不断否定自身，革自

身的命［３８］ 。 唯有将自身作为革命的对象，并持续

不断进行增强自身的自我革命，才能肩负起历史赋

予的艰巨重任。 正如有学者所说：“说到底，革命的

目的不仅是推翻旧世界，更是建设新世界，而只有通

过自我革命才能练就新世界的建设者。” ［３９］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

自己的初心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完全是为

着解 放 人 民 的， 是 彻 底 地 为 人 民 的 利 益 工 作

的” ［４０］ 。 这就意味着，党只有从根本上始终保持正

视问题的高度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底气，才能永

葆革命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尤其面对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强敌，党深刻地认

识到，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
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４１］ ，因而能够扎实

传承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自我革命基因，一次次

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的“病症” ［４２］ ，始终保持着

肌体健康和生机活力。
无论土地革命时期指明中国革命斗争方向的八

七会议，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实现伟大

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还是延安时期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统一思想的整风运动，乃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以整顿党员干部作风和党的基层组织为主要内容的

整风整党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纠正“左倾”
错误的全面拨乱反正，无一不是直面问题、修正错

误、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的伟大自我革命［４１］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历史上第一

次明确提出了“自我革命”这一重要概念，并系统论

述其基本内涵、内在动力、实现手段等内容，创新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关于自我革命的内在意

蕴，为新时代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律、永葆青春活力

明确了答案。 尤其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

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

界” ［４３］ 。
可以说，党的百年奋斗史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

社会革命史，也是一部激浊扬清的自我革命史，是一

部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

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的奋斗史［４４］ 。 显然，中国

共产党语境之下的自我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革
命’语义的深入、延伸与贴合本国国情的内涵更新，
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准确把握与意蕴拓

展” ［４５］ 。 新时代，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自我

革命永远在路上，唯有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
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终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才
能从根本上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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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东数西算”驱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对策∗

李 俊 杰　 　 　 姬 浩 浩

　 　 摘　 要：当下，发展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已成为地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虽在数字化浪

潮下取得一定发展，但与东中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东数西算”工程的实施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新契

机。 西部有承接“东数西算”工程的资源禀赋优势，同时也正在形成有利于数字产业发展的政策洼地。 “东数西

算”工程开启了东西部之间以数据产业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转移，该产业转移具有必然性、差异性和联动性。 “东
数西算”工程能催生大数据平台企业增加，带动数据产业发展，赋能产业结构升级，在驱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方面

有投资的直接效应、生产要素组合变更的微观效应和优化国民经济运行动态平衡的宏观效应三重价值。 今后，西
部地区应立足基础层、联动层、培育层、融合层、素养层五个方面深挖数据产业发展红利，培育西部地区经济增长

极，开辟西部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
关键词：“东数西算”；数字经济；产业升级；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Ｆ７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０２３－０８

　 　 人类社会发展先后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

经济时代和信息经济时代。 农业经济时代以“土地

为王”，土地等自然资源在社会生产中起主导作用；
工业经济时代以“资本为王”，资本的增殖积累是推

动经济增长的源泉；信息经济时代以“技术为王”，
技术逐步替代资本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要素［１］ 。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第一生产要素已得到

业内的普遍认可［２］ 。 数据的采集、储存、分析、可视

化和决策应用等能力成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

重要指标。 传统经济学的要素稀缺性和收益递减规

律被打破［３］ ，以前不被重视的“孤岛式”数据被互

联互通，衍生出新的产业形态和应用场景，深刻改变

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国家围绕数据中心

算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提出了以“东数西算”为核

心的多层次、一体化数据中心布局方式，为进一步打

通国家枢纽节点之间的网络传输通道，提升跨区域

算力调度水平，提高云算力服务能力等指明了发展

方向。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

信办等四部门复函同意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八地启动建设国

家算力枢纽节点，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完成

了总体布局的设计，“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①，
标志着我国从数字大国向数字强国方向迈进了坚实

的一步。
“东数西算”工程以构建涵盖数据中心、云计

算、大数据的新型算力网络体系为抓手，把东部算力

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促进

东西部协同联动。 在实现东部地区数据产业“腾笼

换鸟”的同时，为西部地区注入数据增量资源和先

导产业。 “东数西算”有利于我国形成数据产业东

西联动、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如图 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６－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大调查与贫困陷阱跨越策略研究”（１８ＺＤＡ１２２）；国家民委民族

研究基地项目“衔接期深度贫困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难点与对策”（２０２１－ＧＭＧ－０１９）。
　 　 作者简介：李俊杰，男，北方民族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宁夏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姬浩浩，男，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博士生（宁夏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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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和地区经验都表明，承接产业转移是欠发达国

家或地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更换增长动

能的重要途径［４］ 。 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东数西

算”工程是挑战，但更是机遇。 在数字经济和数字

产业成为地区增长极和核心竞争力的当下，西部地

区在服务好全国算力调度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承

接东部地区算力和数据产业溢出，实现产业迭代和

动能转换，助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是其面临的现实

问题。

图 １　 “东数西算”工程数据产业协同发展示意图

一、西部承接“东数西算”的比较优势

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是我国在综合考虑东部

数字产业发展现状和西部现实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

决策。 相较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享有数据中心建

设和运维的独特优势，又有政策叠加对产业发展带

来的支持。
（一）西部地区具有数据产业发展的资源禀赋

据测算，２０２１ 年，我国数据中心机架规模达

５４３．６ 万架，同比增长 ２７％，耗电量占到全社会用电

量的 ２．６％，碳排放占到全国的 １．１４％，耗电量增速

连续多年保持在 １０％以上［５］ 。 一般情况下，通信网

络以人口聚集度为准进行建设，网络节点普遍集中

于东部一线城市。 但大数据中心的运营更适合土地

价格低、电力成本少、无自然灾害且气候适宜的地

区。 我国东部经济体量大、人口密集、各行业生产了

巨量的业务数据，同时东部存在土地资源供应紧张、
电力成本偏高等问题。 因此，东部地区大规模发展

算力、建设大数据中心已“难以为继”。 产业转移的

动力是地区间的比较优势。 无论是从发达国家转移

到我国东部沿海的制造业，还是从东南沿海转移到

西部的资源型产业，都是基于比较优势来实现利益

最大化目标。 在“东数西算”工程中，西部承接东部

数据算力的比较优势十分明显（见表 １）。 首先，西
部光伏、风电、水能等可再生能源丰富。 ２０２０ 年，西

部六省（区）清洁能源（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装
机占西部六省（区）总装机的比重达 ５３．１％，电力供

给过剩甚至“窝电”现象时有发生。 其次，西部地区

年均温度较低、气候干爽，有利于数据中心机器散

热，降低能耗。 按照工业平均电价每千瓦时 ０．５ 元

来计算，１０ 万台服务器的标准数据中心机房所在地

气温每降低 １℃，每天可节约 ９．６ 万元。 最后，数据

中心西移可以节省电力传输成本。 数据中心布局在

西部，能促进西部绿色能源就地使用和消纳，减少电

力传输的数量及产生的损耗，节省电力成本。
（二）西部地区正在形成数据产业发展的政策

洼地

２０００ 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国家对西部

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不断加大，对拉动西部

地区经济发展效果明显。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西部

地区 ＧＤＰ 的年平均增速高达 １１．８％，较全国平均水

平高出约 ２ 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增长约 １１．７５ 倍，占
全国 ＧＤＰ 的比重提高至 ２０．９９％［６］ 。 ２０１０ 年，国务

院发布《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

见》，从财税、金融、产业与投资、土地、商贸、科教文

化 ６ 个方面明确了产业转移支持政策。 ２０２０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

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西部地区要积极发展大

数据、人工智能以及“智能＋”产业，打造区域重要支

柱产业，对设在西部地区的发展鼓励类产业的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到期后继续执行。 《关于延续西部

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提出，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发

展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减按 １５％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 ２０２１ 年，科技部出台《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促

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实施意见》，“支
持开展东西部科技合作……推动京津冀、粤港澳大

湾区、长三角等国家战略区域与西部地区建立科技

创新合作机制”。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发改委等 ４ 部门印

发《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

实施方案》，指出对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可再

生能源丰富、气候适宜、数据中心绿色发展潜力较大

的枢纽节点地区，要重点提升算力服务品质和利用

效率，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夯实网络等基础保障，积
极承接全国范围后台加工、离线分析、存储备份等非

实时需求的算力，打造面向全国的非实时性算力保

障基地。 可以看出，国家对支持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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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了包括企业税收优惠、科技创新合作机制等利

好政策，在数据产业方面确定了西部数据中心的发

展定位。 这些政策对推动西部数据中心建设和数据

产业发展将起到指导和支持作用。
表 １　 “东数西算”工程西部枢纽地区（集群城市）比较优势

枢纽
地区

２０２０ 年发电装机容量
（万千瓦） 集群城市

年均温度
（℃） 气候特征

主要指标
上架率≥６５％

宁夏 ５９４３

风电 １３７７
水电 ４３
太阳能 １１９７
火电 ３３２６

中卫 ８．８ 干燥、风大，全年日照时数 ３７９６． １
小时 ＰＵＥ＜１．２②

内蒙古 １４６３９

风电 ３７８６
水电 ２４２
太阳能 １２３７
火电 ９３７４

和林
格尔

６．２ 干旱、多风、寒冷，日光充足，温差大 ＰＵＥ＜１．２

甘肃 ５６２０

风电 １３７３
水电 ９５７
太阳能 ９８２
火电 ２３０８

庆阳 ９．５—１０．７ 干旱、温和、光富 ＰＵＥ＜１．２

重庆 ２４８８

风电 ９７
水电 ７７９
太阳能 ６７
火电 １５４５

重庆 １７ 冬暖春早，夏热秋凉，四季分明，无霜
期长

ＰＵＥ≤１．２５

四川 １０１０５

风电 ４２６
水电 ７８９２
太阳能 １９１
火电 １５９６

成都 １６ 冬湿冷，无霜期较长，四季分明，热量
丰富

ＰＵＥ≤１．２５

贵州 ７４７８

风电 ５８０
水电 ２２８１
太阳能 １０５７
火电 ３５６０

贵安 １４ 冬无严寒，夏无酷热，阳光充足，雨水
充沛

ＰＵＥ＜１．２

数据来源：１．《中国电力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２．政府官网：中卫、和林格尔、庆阳、重庆、成都、贵安；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官网文件（发改高技〔２０２１〕１８４１ 号、发改高技〔２０２１〕１８４２ 号、发改高技〔２０２１〕１８４３ 号、发改高技〔２０２１〕１８４４
号、发改高技〔２０２２〕８８ 号）。

二、“东数西算”工程开启东部地区
新一轮产业转移

　 　 我国东西部之间长期存在空间的非均质性和发

展的非均衡性问题，产业可以通过时空转换的阶梯

过渡来延长产业的生命线，发挥产业余温，以产业发

展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 “东数西算”工程推动

数据产业向西转移有其必然性，与传统产业转移相

比又有差异性，作为新时期国家战略性“新基建”工
程，转移的联动性也十分明显。

（一）转移的必然性：我国数据算力资源区域供

需失衡

运维成本和算力价值是数据中心建设不容忽视

的两个方面。 数据中心的运维成本超过一半花费在

电力使用上，算力的价值也主要来源于数据资源的

生产和储存。 由此，我国数据中心布局呈现出“哑

铃”型特征：一头集中在西部地区，注重降低运维成

本；一头集中在东部人口密集、产业发达的一线城

市，注重提升算力价值。 ２０１５ 年以来，我国数据增

量年均增速超过 ３０％，数据中心规模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２４ 万家增长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００ 万家［７］ ，坐实全球数

据资源大国地位。 但在国内区域布局上，我国数据

算力资源东西部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供需失

衡。 我国 ８３．７％的数据存量集中于“胡焕庸线”以

东③，但东部地区已无法建设更大的数据中心以满

足超规模算力需求，算力资源表现出“东部不足、西
部过剩”的不平衡局面。 《全国数据中心应用发展

指引（２０２０）》显示，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全国数据中

心总体平均上架率为 ５３．２％，东部一线城市数据中

心利用率已达到饱和状态，但西部绝大多数省份数

据中心上架率还在 １５％至 ３０％，存在巨大的提升空

间。 因此，加强算力资源东西协同，推动全国算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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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一盘棋布局成为我国数据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

问题。
（二）转移的差异性：以利用可再生能源推动数

据产业东西协同发展

“东数西算”工程数据产业向西转移与一般产

业转移存在根本区别。 第一，在主导力量上，相较于

一般产业以市场为驱动进行的转移，“东数西算”工
程的数据产业转移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战略性工程。
在推动其构建数据产业东西部一体化发展的同时，
也有效规避了数据产业地域竞争导致的重复建设和

无序发展，对提升我国整体算力水平和资源利用率

等都大有裨益。 第二，在资源利用方式上，相较于传

统产业以牺牲西部不可再生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

的转移模式，“东数西算”工程利用西部水能、太阳

能、风能等可再生资源，将西部可再生能源与数据中

心建设、运维相结合，为数据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不

竭动能。 第三，在产业类型上，以往西部在唯 ＧＤＰ
增长的压力之下，承接传统产业转移时不得不承受

低端锁定、结构失衡、生态破坏等产业转移带来的副

产品。 “东数西算”工程开启了西部以数据产业为

代表的高新产业承接新格局，为西部增添了发展新

动能，有利于壮大西部绿色能源开发、优化产业结

构、缩小与东部发展差距。
（三）转移的联动性：以数据流为基础构建全国

数据产业大市场格局

“东数西算”是我国继“南水北调” “西电东送”
“西气东输”之后的第四大区域间资源调配的超级

工程。 但与“南水北调”等工程实现实体资源的空

间单向流动相异，“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的是数据资

源跨区域的双向甚至多向流动。 传统资源所处的位

置以及自身结构决定了资源效用的大小。 而数据资

源具有非排他性，可以重复使用，突破了传统经济的

资源稀缺性局限［８］ ，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推动社

会进步方面具有传统资源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东数西算”工程在结合东部数据与西部算力的基

础上形成了数据产业在东西部区域之间发展的闭路

循环。 数据向东，算力向西，对优化我国数据产业布

局，打破长期以来府际博弈导致的产业条块分割壁

垒，助推数据产业实现“帕累托优化”和“卡尔多改

进”，实现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空间异构，进而构

建全国数据产业大市场格局具有良好效果。

三、“东数西算”驱动西部地区
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 “东数西算”工程不

仅有助于消弭东西部之间的数字鸿沟，而且可以加

快西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驱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
“东数西算”驱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体

现为一种链式反应：催生西部大数据平台企业增加

→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赋能西部产业结构升级→
驱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

（一）催生西部大数据平台企业增加

大数据平台企业是数据资源收集、分析、共享和

利用的主要载体，其广泛发展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
少市场不确定性、疏通供需双边交易、产生更大范围

的价值增值。 可以说，大数据平台企业处于数字经

济发展的前沿。
西部地区大数据平台企业虽然在数字经济发展

的浪潮下取得一定发展，但与中东部地区相比，仍存

在很大差距。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大

数据产业白皮书 ２０２１》显示，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北上广大数据平台企业数量占全国（１６５６５ 家）
的一半左右，而西部 １２ 省（市）共有 ２０７５ 家，仅占

全国的 １２．５％，且大多集中在西部省会城市。 与北

方、南方经济发达且平台企业最多的北京市（３５３１
家）和广东省（２７４５ 家）相比，西部地区大数据企业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基础业

务占比（５８．７％）过高，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行

业的高端业务占比（２１％）较低，显现出西部地区大

数据企业结构不合理、竞争力不强的现状。 “东数

西算”工程启动以来，西部地区在政策支持和自身

资源优势的加持下，已吸引腾讯、阿里巴巴、华为、中
国天眼、百度、快手、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众多企业

的数据中心落户西部。 可以预见，在“东数西算”战
略的持续推进下，西部地区大数据平台企业将迅速

增加，进而导致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增加消费

者福利。 数据产业辐射一省、带动一域的作用将得

以有效发挥。
（二）推动西部大数据产业发展

数据要素积累是数据产业集群和集聚发展的前

提。 以贵州和宁夏为例，贵州在优厚扶持政策的有

力推动之下，一方面，采取“弯道取直和后进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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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策略，主动作为，发展大数据产业三类业态、
建设四大中心④。 通过广宣传、频推介，积极投身与

企业的洽谈和招商中，数据要素获得迅速积累，率先

建成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府数字集聚、共享、开放的

“云上贵州”大数据平台。 另一方面，贵州积极培育

数据市场主体，形成大项目带小项目、主体项目带配

套项目、上游项目带下游项目的大数据产业发展模

式，大数据产业集聚效应已初步显现，数据企业从

２０１３ 年的不足 １０００ 家发展到如今的万余家［９］ 。 从

《２０２０ 年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白皮书》来看，贵州大

数据产业发展指数已处于全国中上游水平。 ２０１５
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阳大数据中心时指出，“贵
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自实施“东数西算”工

程以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云计算和大数据

产业作为“一号工程”的重点项目全力推进，相继获

批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

国家枢纽节点中卫数据中心集群，成为全国首个

“双节点”城市，“变黄沙戈壁为创新发展热土”，被
国务院列为典型案例。 中卫大数据中心已累计完成

投资 ８３ 亿元，安装机柜 ３．６ 万个，服务器装机能力

６７ 万台，引进培育美团、亚信、欢聚时代等 ２００ 多家

云计算及配套企业落户中卫；全市 ５５ 个智慧应用上

云部署；建成工业互联网平台 ７ 个，培育“互联网＋
先进制造业”试点 ８ 个，推动 ２０ 家工业企业上云⑤。
可以看出，中卫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的转变，已呈现出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的良好态势，为跨企业、跨主体数据的流通和融合以

及数据要素跨企业、跨主体推进市场化配置开辟了

广阔空间。
（三）赋能西部产业结构升级

２０２０ 年，西部三产之比为 １１．９ ∶ ３６．８ ∶ ５１．３，
“三 二 一 ” 格 局 已 然 形 成， 但 与 全 国 总 体 的

７．７ ∶ ３８ ∶ ５４．３相比仍有差距。 除内蒙古和陕西外，
西部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均超过 ５０％。 整体来

看，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已超过

７０％⑥，已经成为西部主导产业。 但从依存度来看，
西部各省 ＧＤＰ 增长率与三次产业增长率的相关系

数分别为０．７８７、０．９３８、０．７８９，说明第二产业仍是西

部地区的支柱产业和增长之源。 参照干春晖等的衡

量方法［１０］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指

数分别为 ０．１５、１．３９⑦，产业间聚合质量和协调程度

越发提高，正在向服务化方向迈进。 西部地区正处

在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工业化后期阶段，处
于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

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体系中相对较为高级

的产业逐渐成为主导产业的过程，通过技术发明和

扩散推动技术升级与效率提升［１１］ 。 而后发地区产

业升级的途径主要是扩散引进，而非发明创造。
“东数西算”工程在推动西部数据产业化发展的同

时，也赋能西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数据要素

嵌入西部产业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能够

打破实体产业边界，再造传统产业业务流程模式，重
塑价值链和产业链，提升全产业链水平。 但在赋能

效用上，数字经济具有明显异质性特征［１２］ 。 数字

经济与受时空限制较小产业的耦合性较高，即越是

依赖时空约束的产业，赋能强度越弱，因此，数字经

济赋能西部产业的强度表现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

＞第一产业。
（四）驱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就是生产力。 国际权威咨

询机构 ＩＤＣ 数据显示，一国（地区）算力指数平均每

提高 １ 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和 ＧＤＰ 将分别增长

３．３‰和 １．８‰。 “东数西算”是我国优化数据资源布

局的重要举措，在驱动地区经济增长方面有投资带

来的直接效应、生产要素组合变更带来的微观效应

和保障国民经济运行动态平衡带来的宏观效应三重

价值。
１．直接效应

直接效应体现在数据中心 ＩＴ 设备、非 ＩＴ 设备、
硬软件等的投资建设方面。 数据中心投资规模大、
覆盖门类广、带动链条长。 在新基建背景下，“东数

西算”在谋划全国算力一盘棋的同时，也为西部地

区提供了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的良好契机，创造了更

大的对外发展空间。 ２０２２ 年以来，全国 １０ 个国家

数据中心集群已带动各方面投资超过 １９００ 亿元，西
部地区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 ６ 倍，投资总体呈现出

由东向西转移的良好趋势。 预计“十四五”期间，大
数据中心投资将以每年超过 ２０％的速度增长，累计

带动各方面投资将超过 ３ 万亿元［１３］ 。
２．微观效应

创新经济学之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建立全新

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１４］ 。 数据作为

新生代生产要素，被置于比劳动、土地、资本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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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更重要的位置。 传统经济增长范式以劳

动、土地、资本的持续投入为源泉保持高位运行，进
入数字时代，数据 Ｄ 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自变量因素

之中，对既有经济增长范式 Ｙ ＝ Ａƒ（Ｋ，Ｌ，Ｎ）是一种

“创造性破坏”，重构了生产资料之间的重要性序

列，经济增长框架变为 Ｙ ＝ Ａƒ（Ｄ，Ｋ，Ｌ，Ｎ）⑧，弱化了

区域发展对传统生产资料的依赖，一地经济将不再

以传统生产要素的多寡来预判。 此外，新生产要素

的加入和组合使企业迸发内生式增长动力并获得超

额利润，在一定程度上能吸引其他企业模仿和跟随，
从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３．宏观效应

在“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下，生产端和需求端

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条件下只能做出“有限理

性”决策，资源错配和无效供给时常发生。 在大数

据数字技术环境下，全样本数据的利用可以精准分

析和预判市场走势，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有效供给

能力，纾解资源错配［１５］ ，减少经济运行摩擦，使国

民经济四大部门之间“投资与储蓄、总需求与总供

给”的均衡条件进一步优化，达到更加灵敏的动态

平衡。
在西部布局数据产业，是扬西部地区资源、能源

之长，避资本、技术之短，实现后发优势推动经济增

长的可行路径。 西部欠发达省份贵州因时就

势［１６］ ，先行先试，已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
“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的贵州在

大数据产业“三重价值”的关照下，突破交通、地形

等空间限制，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２１ 年，贵州 ＧＤＰ 年均增长

１２．９％。 刘德林等提出，贵州自 ２０１３ 年把大数据产

业作为支柱产业以来，大数据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正

向溢出效应十分明显［１７］ ，数字经济增速连续 ６ 年

排名全国第一，已占到全省 ＧＤＰ 的 ４０％以上，并呈

现延续态势。

四、西部地区承接“东数西算”的对策

在 ２０２０ 年年初国家提出的“新基建”战略中，
明确将数据中心列为七大建设领域之一。 西部地区

在建设好符合“东数西算”标准的“新基建”之外，更
要抢抓“东数西算”带给西部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发展机遇，加快数字人才聚集，助推西部地区实

现现代化。

（一）基础层：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

据产业发展底座

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根基。 数字时代的到来

和“东数西算”工程的布局可以使数字产业在区域

分工上更加合理，但前置条件是西部数据中心建设

滞后地区要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据中心是算

力的物理承载，“东数西算”工程强调国家数据中心

集群与产业经济、区域发展的结合性，这对“东数西

算”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
西部地区数字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无论从企业数

量还是应用行业来看，与东部相比都有巨大差距。
因此，西部地区要善用“东数西算”赋予西部地区的

时代机遇和政策红利，加强云、网和数据中心建设，
推动建设模式向集约化、规模化、大型化、智能化、绿
色化方向迈进，进一步发掘绿色低碳节能潜力，降低

数据中心能耗水平（ＰＵＥ），打造网、云、数、智、安、
边、端、链（ＡＢＣＤＮＥＴＳ）深度融合的高附加值新型基

础设施，在做好服务国家整体算力调度的同时，为西

部各行业“上云用数赋智”提供便利。
（二）联动层：加强数据产业东西联动，提升数

据传输效率

数据流动才会产生价值，而优质的算力网络环

境是实现数据大规模流动调度的前提。 算力网络是

“东数西算”工程的大动脉，没有数据传输和接收基

座，“东数西算”的“数”就很难完成计算和回传。 因

此，东西部之间需要通过建设更大的直连带宽来满

足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之间业务流量的实时交换

和高速互联。 西部地区的传输网络须基于“东数西

算”工程的国家算力枢纽节点要求，积极引入云网

协同和云网融合，优化调整传输网络布局。 一是推

动现有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匹配和满足“东数西

算”的数据传输需求；二是已经适配“东数西算”的
网络要通过建设大容量光纤传输系统推动网络实现

互联和提速。 既需要构建大带宽、低时延、智能化的

承载网络，推动数据要素按需调度和跨域自由流动，
也要构建高效、泛在的接入网络，打通“数”动脉、
“算”网络和“云”市场间的壁垒，加快实现“算力泛

在、算网共生、职能编排、一体服务”的目标，织就全

国算力一张网。
（三）培育层：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构建西部

产业增长极

地区主导产业随时空转换而变化，具有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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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技术上的较高的专门化率和能够带动其他产业

共同发展是主导产业的共性［１８］ ，而数字产业正好

契合主导产业的这一特征。 数字产业化可以通过提

高企业内部控制能力和加强成本管理等途径提升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１９］ 。 如前所述，西部地区目前处

于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 一方面，西部地区在稳住

实体经济与传统优势产业基本盘的同时，要以全新

姿态拥抱数据产业发展新时代，抓住“东数西算”带
来的数字经济 ３．０ 的重大机遇，推出更多有利于数

字企业落户的政策，吸引东部数字企业进驻，打造

“西部数谷”，扩大地区数字产业活动容量；另一方

面，西部地区要引导数据产业集群、集约、集聚发展，
深化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引导传统产业和

数字企业深入合作，积极发挥数据产业回顾、前瞻与

旁侧效应，利用业务外包和个性定制等多种方式，开
展基于大数据应用的创新业务，赋能一二三产业

“上云用数”，提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并向绿色化转

型，重构数字时代西部经济版图。
（四）融合层：支持技术创新融合，推进传统产

业数字化转型

实现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转型是西部优化

产业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２０］ 。 一方

面，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换尚未完成，现代农业、新
型工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体系尚不健全；另一方

面，西部各省市普遍存在的创新型产业少、信息化产

业弱等问题，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

的核心因素。 数据赋能传统产业的本质是将数字技

术和数据要素导入传统行业，替代资本、劳动、土地

等传统的生产要素，提升生产要素重构和扩容的组

合力，进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数字技术

具有自动化、服务化、柔性化、分散化和去中介化等

虚拟经济特点，能实现与传统产业、实体经济的深度

融合。 在农业方面，数字技术融合将促进西部地区

农业生产由“靠天吃饭”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转

变；在制造业方面，数字技术融合将促进西部地区制

造业价值链重构和生产效率提升，推动制造业不断

创新，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在服务业方面，数字技术

融合将推动标准化的福特制服务体系消融瓦解，
“柔性专精”的个性化后福特制服务体系将成为主

流，数字交通、ＡＩ 医疗、ＳＥＴＡＭ 教育、数字金融、数
字防疫、智慧物流等通过平台支撑可以提供更加便

捷的人性化服务。

（五）素养层：完善数字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
提高智力支持

在数字时代，数字素养成为劳动者应具备的基

本素养。 数字素养被联合国认为是与听说读写同等

重要的基本能力，上升到基本人权的范畴。 随着

“东数西算”工程的推进，西部地区数字人才引进与

培养也需及时跟进。 一方面，西部地区要完善“筑
巢引凤”机制。 “东数西算”工程在西部落地给东部

地区的数字人才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机会。 因此，
西部地区要铺平引才道路，做足人才引进前的服务

准备工作。 包括扩宽引才渠道，简化引才程序，在税

收、医疗、社保、住房、子女教育、渠道晋升等方面提

供更具吸引力的条件，为数字人才提供更好的人文

环境和发展平台。 另一方面，西部地区要强化“固
巢养凤”机制。 要引才，更要育才和留才。 西部地

区应立足自身人才资源优势，充分挖掘内部人才储

备潜力，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数据企业”的产学研

深度合作模式，推动建设“大数据信息产业研究院”
等数字人才基地，加大“东数西算”人力资源支撑力

度，构筑西部地区数字人才高地。

注释

①“东数西算”的“数”指的是数据，“算”指的是算力，即对数据的处

理能力。 ②ＰＵＥ 指数据中心能耗水平，数值越低，表明电力利用效

率越高，目前国内 ＰＵＥ 均值为 ２．５。 ③该数据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国家数据资源调查报告（２０２０）》中各省数值计算得出。 ④大

数据三类业态：大数据核心业态、关联业态和衍生业态；大数据四大

中心：大数据内容中心、服务中心、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 ⑤笔者在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采访中卫市委书记张利时获得该材料。 ⑥增长率

和对 ＧＤＰ 贡献率以 ２０１３ 年数据为基期进行计算；贡献率为三次产

业产值增量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量之比，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４—２０２１）。 ⑦产业结构合理化采用泰尔熵重

新定义，计算公式为： ＴＬ ＝ ∑
ｎ

ｉ

Ｙｉ
Ｙ( ) ｌｎ

Ｙｉ
Ｌｉ

／
Ｙ
Ｌ( ) ，其中，Ｙ 表示产

值，Ｌ表示就业，ｉ表示产业。 ＴＬ越趋向０，表示产业结构越均衡，结构

越合理；产业结构高级化采用第三产业产值 ／ 第二产业产值来衡量，
比值越大，产值越高级化。 ⑧Ｙ表示产出，Ｋ表示资本，Ｌ表示劳动，Ｎ
表示土地，Ａ 表示以技术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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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特征、问题及路径∗

于 法 稳　 　 　 林　 　 珊

　 　 摘　 要：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也是全面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应有之义，更是维护中国边疆稳定繁荣的必然要求。 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体现了空间维度上的整体性、时间维度

上的长期性以及内涵维度上的全面性。 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需要解决好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提高、公共服务

设施与能力提升、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利用、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及人民精神富裕的实现与提升等问题，
在路径选择上，应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生态系统健康、发挥民族文化优势、全面树立文明意

识等。
关键词：民族地区；共同富裕；自我发展；生态价值；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０３１－０９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特征。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

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１］ 。 新发展

阶段，民族地区①承担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社会稳定、边疆安全等多重任

务。 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应有之义，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根本要求；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边疆的稳定繁荣，而
且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分析研究实现民

族地区共同富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一、文献梳理及问题提出

共同富裕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不仅涵盖物质富

裕，而且涵盖精神富裕［２］ ，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

的全面富裕；不仅具有鲜明的全局性和阶段性特

征［３］ ，而且体现了质和量的统一［４］ 。 其中，“质”体
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特征；“量”体现了社会财富“总量”与“个量”
目标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动态性、相对性特点，体现

了标准的阶段性特征［５］ 。 由此表明，实现共同富裕

既是一个远景目标，也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具有长

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综

合国力大幅提升，消除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为通向共同富裕、迈向现代化

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６］ 。 要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

目标，需要以共享发展理念为先导，从制度层面坚持

发展成果全民共享［７］ 。 农村依然是实现共同富裕

的主战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需要提高乡村振

兴的包容性，把乡村振兴的过程变成缩小城乡之间、
农村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地区农村之间差距的过

程［８］ 。 特别是，在实现全面脱贫战略目标之后，中
国要实现２０３５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６－１０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ＮＦＳ２０１８Ａ０１）。
　 　 作者简介：于法稳，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研

究员（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林珊，女，通讯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１３



的实质性进展目标，需要推动反贫困战略与政策的

转型［９］ ，实施“三支柱”战略②、常规化战略、差异化

战略以及分阶段战略［１０］ 。
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

优美的生态环境及充足的生态产品成为共同富裕的

重要内容。 生态环境作为典型的公共产品，打通生

态产品的供求渠道可以促进财富的城乡转移，有助

于促进共同富裕［１１］ 。 因此，绿色发展是实现共同

富裕的重要前提，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是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现实需求，是实现人

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的必然选择。 在消除绝对

贫困战略目标完成之后，生态扶贫跃迁到生态富

民［１２］ ，在生态富民的政策设计上需要进行创新，为
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生态保障［１３］ 。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处理好理论、制度、政策层面

的多重关系［１４］ ，未来一个时期，顶层驱动力、内生

驱动力以及行政驱动力，将会协同推进共同富裕进

程［１５］ 。 同时，推进共同富裕需要选择有效路径，采
取综合措施，以达到缩小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的目

的，从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

生福祉［１６］ ；围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公

平参与共创共建、共享发展成果为主要思路，夯实共

同富裕的制度保障［１７］ ，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提高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能力，实现共同富裕的

战略目标。
针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从实现共同富

裕的终极目标出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既要从

战略高度认识对待，也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强化政策

支持，以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１８］ 。 为此，应强化乡村产业发展的底线思

维，采取精准策略，因地制宜推进乡村产业适度发

展，更好地带动农民共同富裕［１９］ 。
已有研究涉及概念界定、路径选择以及对策建

议，勾勒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逻辑框架。 这不仅为推

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思路及决策参考，也为本文研究

提供了有益借鉴。 但针对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

研究，权威文献并不多见。 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具有

哪些特征，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需要解决哪些关

键问题，以及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应采取什么样

的路径等问题，都是新发展阶段推动民族地区共同

富裕进程中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这也正是本文展

开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二、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特征分析

２０２０ 年，我国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战略目标，已经跨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民族地区作为重要的战略区域，其共同富裕具有空

间维度上的整体性、时间维度上的长期性以及内涵

维度上的全面性等特征。
（一）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整体性

实现共同富裕，难点与重点都在农村，目标瞄准

的主体是农村农民，对民族地区而言，尤为如此。 实

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在空间维度上体现了鲜明的整

体性特征，这种整体性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

不同的尺度理解。
１．宏观尺度上的整体性：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

之间差距的缩小

２０２０ 年，民族地区实现了全面脱贫的战略目

标，与全国人民一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但需要

清晰地认识到，当前民族地区实现脱贫的质量不高、
脱贫的稳定性不牢、内生发展动力不强，发生规模性

返贫的风险依然很大。 新发展阶段，民族地区承担

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艰

巨任务，需要通过提升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同时，需
要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发达地区在推进共

同富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先富带后富、先富帮

后富，推进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的缩小。
２．中观尺度上的整体性：民族地区内城乡之间

差距的缩小

当前，缩小城乡差距成为新时代新的奋斗目标

之一，其中最为关键、最受关注的是城乡居民的收入

差距。 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应基于民族地区城

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特别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将乡村发展纳入与城镇平等的框架范围，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逐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最终实现城乡

均衡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３．微观尺度上的整体性：民族地区内乡村之间

差距的缩小

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内乡村之间的差距

可能更大。 扎实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应注重乡

村之间差距的缩小。 从生产力要素来看，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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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乡村在生态环境、文化底蕴等方面具有明显优

势。 然而，乡村居民整体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自我发

展能力较弱，特别是资本投入更为短缺，这也是最突

出的劣势所在。 为此，需要发挥民族地区的特色优

势，选择适宜民族地区乡村特点的产业，让更多的乡

村居民参与其中，以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民族地区广

大乡村的共同富裕。
（二）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长期性

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在时间维度上体现了长

期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这也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

观规律。
１．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时间维度上的长期性

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一个远景目标，也是一个长

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特别注

意的是，不能因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时间维度

上的长期性，就将其认定为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共同富裕远景目标完全可以实现，需要依靠几代人

的不断努力，稳步推进。 对民族地区而言，实现这个

远景目标任务会更艰巨，要解决的问题会更困难、更
复杂，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同时，这个历史发展过

程可能会更长久。
２．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时间维度上的阶段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始终采取阶段性的发展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后又明

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步走”的时间表及目标

任务。 每一个战略目标的实现，都是在阶段性目标

指引下，稳定和持续连贯地推进并实现。 党中央对

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也进行了顶层设计，需要分

阶段、有重点地作出科学谋划，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对民族地区而言，在动态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更要

充分考虑民族地区发展实际，特别是与其他地区之

间、区域内城乡之间、乡村之间的差距，因地因时制

宜，扎实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持续取得新突破。
（三）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全面性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在内涵

维度上自然也体现了全面性，即物质富裕和精神富

裕相统一，在注重实现物质富裕的同时，更应该尊重

民族地区自身特定的文化，实现民族地区人民的精

神富裕。
１．民族地区的物质富裕问题

实现民族地区物质富裕，无论是增加居民收入

水平，还是集聚居民家庭财富；无论是公共产品供

给，还是公共服务能力提升，都应以缩小与其他地区

之间、区域内城乡之间、乡村之间的差距为目标。 实

现上述目标，需要在空间维度上优化配置生产要素，
使生产要素更多地向民族地区倾斜，同时要提升民

族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实现民族

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为实现民族

地区物质富裕奠定基础。
２．民族地区的精神富裕问题

精神富裕是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体
现了乡土性、民族性、时代性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民族地区居民既是从事物质生产的主体，也是

美好乡村的建设者，更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共

享者。 特别是对民族地区的乡村居民而言，其精神

富裕不仅体现了农耕文明的乡土性、民族性特征，而
且体现了开放环境下的时代性特征。 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领下，实现民族地区居民精神富裕，一方

面，通过将城市元素符号、现代元素符号引入广大乡

村，消除农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中的落后性；另一方

面，充分尊重广大乡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乡土

性、民族性及多样性，促进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城
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有机融合，实现民族地区居民

的精神富裕。

三、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需要
解决的关键问题

　 　 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应着重解决经济发展

水平不高，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公共服务设施与能力

不足，以及生态环境保护需要进一步加强、民族文化

传承面临冲击等关键问题。
（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不高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尽管民族地区经济实现了

快速发展，但无论是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还是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依然存在一定

的差距。 缩小这些差距是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应

解决的首要问题。
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滞后

近年来，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整体经济

发展水平仍然滞后。 “十三五”时期，内蒙古、广西、
西藏、宁夏、新疆、云南、贵州和青海等 ８ 个民族省区

的 ＧＤＰ 增幅分别为 ２５． ８９％、 ３７． ４８％、 ６２．２１％、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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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９６％、４３．２７％、４９．８１％、５１．１７％和３３．１１％。 只有

西藏高于 ５３．２３％的全国平均水平，其他 ７ 个省区均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东部地区省份 ＧＤＰ 的增

幅。 从人均 ＧＤＰ 来看，只有内蒙古的人均 ＧＤＰ 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为 ７２０６２ 元。 广西和贵州两省区

的人 均 ＧＤＰ 只 有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的 ６１．５４％ 和

６４．２６％，其余省区的人均 ＧＤＰ 也只有全国平均水

平的 ７０％多③。
２．民族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

２０２０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３２１８８． ８
元，８ 个民族省区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特别是贵州和西藏两省区的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１０３９３． ４ 元和

１０４４４．７ 元。 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２０２０
年全国平均为 ４３８３３．８ 元，８ 个民族省区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内蒙古和西藏两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相对较高，但依然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４８０．７元、２６７７．４ 元；青海、新疆两省区城镇人均可

支配收入较低，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８１５１．４ 元、
８３４４．１ 元。 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２０２０
年全国平均为 １７１３１．５ 元，８ 个民族省区中，只有内

蒙古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较高，为 １６５６６．９
元，但依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５６４．６ 元；贵州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仅为 １１６４２．３ 元，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 ５４８９．２ 元④。
通过比较 ２０２０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差距发现，从绝对差距来看，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

８ 个民族省区层面，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

的差距都在 ２００００ 元以上，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差距为 ２６７０２．３ 元，８ 个民族省区均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从相对比值来看，全国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２．５６ 倍，
内蒙古、广西和新疆 ３ 区分别为 ２．５０ 倍、２．４２ 倍和

２．４８ 倍，贵州、云南、西藏和青海 ４ 省区则分别为

３．１０倍、２．９２ 倍、２．８２ 倍和 ２．８８ 倍⑤。 这些数据表

明，在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不仅要关注

民族地区与其他区域的不平衡，而且要关注各省区

内城乡之间的不平衡。
（二）民族地区公共服务设施与能力不足

理论上来讲，除了上述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之

外，衡量共同富裕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基本公共

服务的均等化程度，这可以客观地反映居民生活的

品质。 对民族地区而言，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及能力

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均衡、城乡不均衡问题，本文从

公共文化、公共卫生两方面进行分析。
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完善、均
衡，公共文化服务应体现出便利性、均等性、丰富性

特征，为实现公众精神富裕提供平台。 公共图书馆

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２０２０ 年全国人均

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为 ０．８４ 册，每万人拥有公共图

书馆建筑面积为 １２６．５ 平方米。 对 ８ 个民族省区而

言，宁夏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为 １．１１ 册，远远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仅有 ０．４３ 册，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广西、云南、贵
州 ３ 省区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远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９８．６ 平方米、８５．９ 平方米、
７７．９ 平方米；其他省区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

为宁夏，达到了 １９４．２ 平方米⑥。 这些数据表明，公
共图书馆建设及图书馆藏量区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

不平衡，这也是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需要关注的

重点之一。
２．公共卫生服务设施不健全

健康是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极其重要的目标。 高

质量推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着力促

进医疗服务可及性与公平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

要内容。 表 １ 是 ２０２０ 年 ８ 个民族省区卫生基础设

施建设情况⑦。 从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来看，全国

平均为 ６４．６ 张，广西、西藏和宁夏 ３ 区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分别为 ５９．０ 张、５０．９ 张、５７．３ 张。 同样，
上述 ３ 区城市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和农村万人医疗

机构床位数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西藏这

两个指标仅为 ４３．２ 张、４１．２ 张，分别低于全国水平

４４．９张、８．３ 张。 从城乡对比来看，差异也非常大，只
有西藏城市与农村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相差无几，
其他 ７ 个民族省区差距明显。 这些数据表明，公共

卫生服务设施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分布极不

平衡。
３．公共卫生服务人才队伍不足

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为
民族地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卫生服务，提升民族

地区居民的健康水平，也是健康中国战略的本质要

求。 从表 ２ 可以看出，２０２０ 年全国每千人口卫生技

术人员为 ７．５７ 人，广西、西藏、新疆和贵州 ４ 省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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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城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

量看，全国平均为 １１．４６ 人，广西、西藏和宁夏 ３ 区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西藏仅有 ５．３１ 人；新疆

和云南两省区情况较好，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３．９２人和 ３．４７ 人。 从农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

量看，全国平均为 ５．１８ 人，广西、西藏和贵州 ３ 省区

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０．４３ 人、０．１６ 人和 ０．３２ 人；

新疆情况较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１．８６ 人。 从城乡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差别看，全国平均为

６．２８人，８ 个民族省区也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中西

藏城乡差距最小，为 ０．２９ 人，广西和宁夏两区城乡

差距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 ５ 省区的城乡差距

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新疆和云南两省区，
城乡差距相对较大⑧。

表 １　 ２０２０ 年 ８ 个民族省区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地区
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张） 城市（张） 农村（张）

数量 与全国相比 数量 与全国相比 数量 与全国相比
城乡相比（张）

全国 ６４．６ — ８８．１ — ４９．５ — ３８．６
内蒙古 ６７．４ ２．８ １０６．４ １８．３ ４９．５ ０ ５６．９
广西 ５９．０ －５．６ ６８．２ －１９．９ ４２．５ －７．０ ２５．７
西藏 ５０．９ －１３．７ ４３．２ －４４．９ ４１．２ －８．３ ２．０
宁夏 ５７．３ －７．３ ７７．２ －１０．９ ４３．０ －６．５ ３４．２
新疆 ７０．２ ５．６ １１６．８ ２８．７ ７２．２ ２２．７ ４４．６
云南 ６８．９ ４．３ １０９．７ ２１．６ ５７．８ ８．３ ５１．９
贵州 ７１．７ ７．１ １０７．９ １９．８ ４８．６ －０．９ ５９．３
青海 ６９．７ ５．１ １０４．７ １６．６ ５０．１ ０．６ ５４．６

表 ２　 ２０２０ 年 ８ 个民族省区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

地区
卫生技术人员（人） 城市（人） 农村（人）

数量 与全国相比 数量 与全国相比 数量 与全国相比
城乡相比（人）

全国 ７．５７ — １１．４６ — ５．１８ — ６．２８
内蒙古 ８．４１ ０．８４ １３．８９ ２．４３ ５．９１ ０．７３ ７．９８
广西 ７．４２ －０．１５ ９．８３ －１．６３ ４．７５ －０．４３ ５．０８
西藏 ６．２３ －１．３４ ５．３１ －６．１５ ５．０２ －０．１６ ０．２９
宁夏 ８．１４ ０．５７ １１．３４ －０．１２ ５．７７ ０．５９ ５．５７
新疆 ７．３９ －０．１８ １５．３８ ３．９２ ７．０４ １．８６ ８．３４
云南 ７．７６ ０．１９ １４．９３ ３．４７ ５．９８ ０．８０ ８．９５
贵州 ７．４６ －０．１１ １２．１８ ０．７２ ４．８６ －０．３２ ７．３２
青海 ８．２６ ０．６９ １３．３７ １．９１ ５．５０ ０．３２ ７．８７

　 　 （三）民族地区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利用亟

待加强

当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成为全社

会的共识及行动的根本遵循。 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

裕，应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有效保护，同时探索生态

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
１．自然生态系统保护需要得到进一步重视

民族地区不仅有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
而且有水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等。 在这些自

然生态系统中分布着丰富的生物种类，生物多样性

特点明显。 这些区域有的还是国家主体功能区，对
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实现民族地区

共同富裕，要注重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提升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更好地为

消费者提供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产

品需要，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
２．生态产品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实现

民族地区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完整的自然生态系

统，这既是最大的价值所在，也是最大的责任所系，
更是最大的潜力所依。 为此，应充分利用自然生态

系统提供的生态产品、生态服务，寻找将“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途径与桥梁，通过生态产

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民族地区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更好地实现生态产品

的价值，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
（四）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亟须得到保护与传承

在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进程中，民族地区传

统文化将会面临内部及外界因素的冲击，为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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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与传承。
１．民族地区传统文化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众所周知，生物多样性不仅是生态系统稳定性

的调节器，而且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同样，民族文化多样性对社会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

意义。 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历史性，即民族文化是

一个民族经过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形成并积

淀的产物。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能够反映其民族特色

的文化，它们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５６ 个

民族的文化共同构成了民族文化生态系统，体现了

民族文化多样性，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思想

文化基础。 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不仅有

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健康发展与传承，而且是共同

富裕的重要内容。
２．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面临冲击

从历史发展视角来看，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始终

处在一个与外部文化、外部生态相互作用与影响的

动态系统之中，特别是在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新发

展阶段，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交流

和融合将会更加频繁、更加深入。 为此，应清楚地认

识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内外因素的

冲击。 一是民族地区居民进入城市务工或者生活，
势必受到现代文化、城市文化的影响，其影响程度会

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深，根植于心灵深处的传统文

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有所弱化。 二是在全域旅游

理念引领之下，乡村生态文化旅游成为地方推动产

业振兴的重要选择，越来越多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

的游客走进民族地区，由此可能会形成多元文化对

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 同时，随着数字乡村建设进

程的加快，民族地区将会借助信息化手段获得更多

的外界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也带来一定程度的

冲击。
（五）实现民族地区人民精神富裕存在困难

将精神富裕和物质富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放在统一的框架内统筹考虑，也是民族地区实现共

同富裕应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１．民族地区的共同富裕更需要精神富裕

对民族地区居民而言，民族文化在其生活中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进

程中，在关注物质富裕的同时，更应关注精神富裕，
以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并
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新征程。 这也是民族地区的文化特点决定的。
２．实现民族地区精神富裕存有困难

当前，民族地区实现人民精神富裕还存在诸多

困难。 相对于其他地区，民族地区特别是广大的农

村，普遍存在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问题，人民个体层面

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能力相对不足，但其身上蕴含了

浓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情结，这种文化情结对其行为

的影响根深蒂固，导致其对新生事物的认知可能有

所滞后，而且内生动力可能不足，对事情的认知方面

可能缺乏较为长远的思考。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

中，民族地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迫切需要提高，但民

族地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全、服务能力不强，
这在短期内将成为实现民族地区人民精神富裕的

瓶颈。
（六）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保障体系尚不健全

在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进程中，无论是经济

发展，还是生态保护、文化建设等，都需要人才、资金

提供有效保障。
１．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人才支撑体系建设落后

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不仅需要技术人才，还
需要管理人才、经营人才。 当前，相对于东部地区的

省市，民族地区的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相对落后，这与

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不充分、质量不够高具有紧

密联系。 数据表明，在 １３７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

中，来自 ８ 个民族省区的高校只有 ９ 所， 仅占

６．５７％。 因此，民族地区人才支撑体系建设，应建立

在民族地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上，这将是实现民

族地区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课题。
２．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资金保障能力不足

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在资金投入方面表现

出需求量大、周期长的特点。 现阶段，民族地区还不

具备资金自我供给能力，特别是财政投资力度明显

不足，而且缺乏相应的增长机制，为此，迫切需要创

新投融资机制，有效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加大资金投

入，建立有效的资金保障体系，为实现民族地区共同

富裕提供资金保障。

四、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新发展阶段，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既面临着

历史性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为此，应围绕民族

地区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采取精准路径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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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正如前面所述，我国民族地区地域辽阔，不仅是

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文化特色区，而且集边疆

地区、脱贫地区于一体。 为此，应基于民族地区的功

能定位，全面提升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民族

地区的共同富裕。
１．强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民族地区具有功能完善的生态系统以及丰富的

资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条件，关键是如

何将这些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将生态资产的

潜在价值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价值，实现民族地区的

物质富裕。 为此，应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基于民族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注重理念

的创新，将尊重生命、健康引领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

理念，实现生态系统健康、产业发展健康以及彼此之

间关系的健康。
２．全面提升产业绿色发展水平

依靠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是实

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之一。 为此，一是

因地制宜选择产业。 在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宏观背景

之下，基于民族地区资源条件、产业发展基础，确定

产业类型及规模、产业空间布局等，确保产业高质量

发展并具有可持续性。 二是提升产业选择标准。 依

据国家环境规制的相关要求以及区域生态功能定

位，提出区域产业发展的负面清单，从整体上提升产

业发展质量［２０］ 。 通过产业选择标准的提高从入口

控制污染产业进驻民族地区，可在提升区域产业发

展质量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区域生态资源环境。 三是

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 根据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时代要求，对民族地区的传统产业进行系统排查，
建立详细的数据库及空间分布图，并从中筛查出具

有一定生态化改造价值的、可实现绿色转型的产业，
根据产业发展特点，依靠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进行

绿色化改造。
（二）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及能力建设

新发展阶段，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要充

分考虑民族地区的实际需求，围绕基本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及能力提升，在全域范围内统筹推进医疗保

障、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均衡发展。
１．加强公共卫生服务设施及能力建设

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提升民族地区人民的

健康水平尤其重要，这也是健康中国战略的根本要

求。 特别是，要着力补齐民族地区广大农村公共卫

生体系的短板，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

和水平，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

务。 更重要的是，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设施的完善及

能力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农村生育质量，进而为通

过教育提升文化素质提供基础性保障。 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情况看，应在民族地区布局配置传染病防

范设施以及专业卫生技术人员等，以提高应对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同时，针对民族地区卫生技

术人员相对短缺的实际，应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加
快补齐民族地区卫生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短板，提
升卫生技术人员对重大疾病和传染病的判断能力、
应急处理能力。

２．加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及能力建设

针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应充分

考虑来自内外因素的冲击，加强适宜民族地区特点

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同时，在
民族地区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外出务工的情况下，民
族文化的传承可能是农村留守老人最关注的事情之

一。 为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注重培养具有乡村情

怀、乡村情感、乡村情愫的乡土人才，以传承民族文

化。 此外，民族地区的基层政府应重视民族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并探讨建立民族文化专员制度，培养乡

村文化传承人才队伍。
（三）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与水平

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良好的生态环境及生

态产品也是重要内容之一。 为此，应采取有效措施，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恢复、生态环境建设，
提升生态系统健康水平。

１．提升生态系统健康水平

提升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是民族地区实现共同

富裕的重要前提。 我国民族地区拥有多样化的生态

系统，承担着不同的生态功能，与此同时，民族地区

的生态系统本身敏感、脆弱，一旦受到外界干扰，就
可能会导致系统稳定性的下降，甚至崩溃。 为此，应
教育和引导民族地区人民增强生态环保意识，共同

努力保护生态环境，按照生态系统类型特点及内在

规律，采取适宜措施开展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和建

设，以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提升生态系统健康水

平，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２．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民族地区良好的生态系统提供了丰富的生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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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需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以实现绿

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为此，一要建立适宜民

族地区生态系统特点的核算方法，对区域生态产品

价值进行核算，为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提供科学依据。
二是要针对民族地区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特别是

民族地区特有的稀缺生态产品，采取相应的指标体

系进行核算，并探索这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

化机制。 三是建立民族地区生态产品价值考核机

制，将一些重要指标纳入民族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

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对不同主体功能区

实行经济发展和生态产品价值“双考核”，以避免在

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因决策不当而造成生态破坏。
同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利益导向机制，加大绿色金

融支持力度，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保障。
（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应充分发挥民族文化

的优势，在做好保护与传承的同时，将其作为发展的

要素，与其他文化、其他产业相融合，形成“文化＋”
产业体系。

１．因地制宜选择乡村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模式

近些年来，乡村生态文化旅游发展势头强劲，一
方面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引导，另一方面得益于消费

市场的旺盛。 在全域旅游理念引领之下，民族地区

在探索乡村产业振兴进程中，应基于区域民族文化、
生态文化、历史文化以及红色文化的优势，将乡村生

态文化旅游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选择，形成“文化＋
旅游”“文化＋科技”等产业体系。 应充分调动广大

农村居民积极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推进民族地

区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与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紧密

融合，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生态文化产业。 这样，居民

在参与中保护和传承了民族文化，推动了产业发展，
增加了经济收入，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２．科学谋划乡村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路径

在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进程中，乡村生态文

化旅游发展要避免同质现象，避免因过多地将现代

元素符号、城市元素符号引入发展之中而弱化地域

特色、民族特色。 为此，应切实坚持实事求是、因地

制宜原则，系统梳理民族地区发展乡村生态文化旅

游的资源及空间分布情况，在分析当前发展状况的

基础上，科学制定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乡村生态文

化旅游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的目标及思路，提出发展

的重点领域、时间表、路线图以及保障措施，绘制出

乡村生态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蓝图［２１］ 。
（五）发挥民族文化铸魂、赋能作用

对民族地区而言，实现个体层面的精神富裕尤

为重要，这有利于民族地区文明程度的提高，有利于

民族地区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利于民族地

区实现共同富裕。
１．注重发挥民族文化的铸魂作用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体层面上

体现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民族地区人民在

追求物质富裕的同时，也对包括文化生活、道德建

设、社会心态在内的精神富裕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

此，应顺应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紧密结合民族

地区文化特点，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与水平，着力

加强人文关怀，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进而凝练出民

族地区人民共同的价值观，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在实

现精神富裕中的铸魂作用。
２．注重发挥民族文化的赋能作用

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

数字化，有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与水平，使得

服务更加精准，更加及时，更具便利性、新颖性和互

动性。 同时，可以借助数字化手段，挖掘、保存民族

地区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如民族地区的民风、民俗，
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手段

立体化、形象化展示，体现出民族文化的赋能作用，
也使得民族文化得以保护与传承。

（六）加强政策体系与制度体系建设

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除了需要国家实施支

持政策之外，还需要地方层面采取相应的政策性措

施，以加强支撑能力建设，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

保障。
１．建立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

新发展阶段，在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进程

中，针对基础设施、资金、教育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国
家应从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在民族地区现有

政策的基础上，出台更加有力的支持政策，包括加大

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产业发展政策、高等教育发展政

策、民族基础教育发展政策等，以强化实现民族地区

共同富裕的支撑能力。
２．制定民族地区人才队伍建设的制度体系

民族地区应立足区域人才实际情况，逐步建立

完善人才队伍建设的制度。 围绕如何识才、如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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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等，精准制定相应的人才政策和制度，解决人才队

伍的数量与质量问题。 同时，建立优化人才激励政

策体系，对人才编制、流动、激励和创业资助等方面

作出具体规定，构建人才扎根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
着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

围，提升人才的存在感、成就感，以更好地服务于实

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注释

①民族地区是指以少数民族为主聚集生活的地区，本文所述民族地

区主要包括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 ５ 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
青海 ３ 个省份。 ②国际上的综合性减贫“三支柱”被界定为经济增

长、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社会保障。 未来中国减贫“三支柱”可由包容

性增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护组成。 ③④⑤⑥⑦⑧此处数

据为作者查询原始数据所得或根据相关原始数据测算所得，原始数

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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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中国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李 翠 霞　 　 　 许 佳 彬

　 　 摘　 要：农业绿色转型既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
本质上讲，农业绿色转型是“减排”和“增效”协同的过程，强调农业生产应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其
理论目标定位于化学投入品减量、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生产效率提升和农民收益增加。 从农业粗放式发展到农业

精细化发展再到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农业绿色经济增长战略实现了从“为增长而增长”到“为发展而转型”的重大

突破。 但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当前中国农业绿色转型依然面临化肥、农药利用率偏低，耕地质量和数量“双压”，
投入产出要素存在冗余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大等诸多现实约束。 因此，从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特征出发，可通过构

建化肥、农药减量多主体协同机制，建立保全耕地质量和数量专项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支撑以及创新农民增收

渠道等举措，加速推进农业绿色转型进程。
　 　 关键词：农业绿色转型；理论阐释；减排；增效；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０４０－０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以下简称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能否从

“高污染、高排放”向“低碳、绿色、环保”转型，成为

检验中国经济增长成效的关键指标。 ２０２０ 年，习近

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碳达

峰”和“碳中和”的发展目标，表示要拿出中国态度

解决全球绿色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这表明了中国

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坚定决心，彰显了“负责任大国”
的良好形象。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征程中，农业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稻田是人工湿地，菜园是人工

绿地，果园是人工林地。 与工业相比，农业本身就具

有“绿色”属性和多重功能，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生态产品的重要供给者，更是生态保护的重

要屏障。 新时期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是

加速推进农业绿色转型。 为此，从理论层面阐释农

业绿色转型的内涵及发展进程，从实践层面挖掘农

业绿色转型的现实约束，并据此探索提出加速推进

农业绿色转型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农业绿色转型是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强调生

产过程和产成品的绿色化，注重农业资源节约和环

境保护［１］ ，其目标是通过采用环境友好型、资源节

约型、物质循环型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及管理措

施，在保证安全、营养农产品供给的基础上，实现减

排和促进农民增收的目标，并推动农业系统及整个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２］ 。 现有关于农业绿色转

型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 更多关注的是农业绿色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５－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与地方政府绿色治理耦合机制研究”（２１ＢＺＺ０４５）。
　 　 作者简介：李翠霞，女，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哈尔滨　 １５００３０），绥化学院校长、党委副书

记（黑龙江绥化　 １５２０６１）。
许佳彬，男，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黑龙江哈尔滨　 １５００３０）。

０４



展问题，既涵盖农业绿色发展内涵、水平测度、实践

机制等宏观层面的研究，也包括微观农户层面的农

业绿色生产问题的研究。
针对宏观层面的研究，农业绿色发展是绿色发

展理念在农业领域的实践与拓展，是新时代农业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延续和深化，是对生态农业和绿色

农业模式的肯定与融合［３］ ，基本呈现出“去污”“提
质”“增效”的递进式发展态势［４］ 。 在农业绿色发

展内涵的基础上，学术界对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以及评价结果的分析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以经济、
社会、生态三重效益作为一级指标，并衍生出了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质量高效等具体量化的

层级指标［５］ 。 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呈

上升趋势，但省域间差异较为明显。 农业绿色发展

是政策导向的发展，是市场激励的发展，是企业引领

的发展，更是农民参与的发展［６］ 。 在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格局下，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加快提升农业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不仅是农业自身发展问题倒逼下

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一场从 “量” 到 “质” 的深刻

变革［７］ 。
针对微观农户层面的农业绿色生产问题，学术

界从基本内涵到行为动因再到路径选择，均给出了

翔实的研究结论。 首先，农业绿色生产是指通过科

学的耕作技术和精细的田间管理，实现资源节约、污
染减少、产出高效、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型生产方

式［８］ ，其目标是降耗、节能、减排，实现经济、生态、
社会“三维”效益的协调统一［９］ 。 其次，农户生产

行为能否“绿色化”决定了农业绿色发展目标能否

实现［１０］ 。 通常意义上的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是指农

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与应用，这些技术包括有

机肥替代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病虫害防控技术

等。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动因大体包括四个层面的

内容，分别是政策支持层面的科技示范、政策补贴、
技术培训等［１１］ ，社会网络层面的信息互换、邻里效

应、宗族亲缘等［１２］ ，组织化层面的土地托管、合作

社带动等［１３］ ，个体禀赋层面的心理感知、风险态

度、行为规范等［１４］ 。 正是由于对这些行为动因的

深入挖掘，才可以探索出规范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实
现农业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 最后，基于农户行为

动因的农业绿色生产路径应包括构建农业绿色生产

政策体系、农业绿色生产组织体系，筑牢农业绿色生

产社会网络，激发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的内生活

力等。
综上所述，农业绿色转型是在既往农业粗放式

发展、农业精细化发展基础上衍生出的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是在传统发展的基础上朝着更加节能、更加

环保、更加高效的方向转型。 以往研究在宏观农业

绿色发展和微观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方面进行了细致

探讨，所得结论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新时期农业绿色转型的

理论内涵是什么，能否结合现有理论和发展实际清

晰界定农业绿色转型的内涵特征并总结发展进程；
新时期农业绿色转型还面临着哪些难以破解的约

束，这些约束的成因是什么，未来又应采取何种举措

精准施策。 解决上述问题既是推进农业绿色转型的

核心，也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二、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内涵
与发展进程

　 　 农业绿色转型是对农业发展的一种全新定位，
是在“绿色经济”“绿色增长”以及“绿色发展”基础

上，在特定时期、特殊阶段衍生出的全新概念，具有

新内涵、新内容、新规定。 在此，有必要对农业绿色

转型的理论内涵加以细致分析，以更加科学的视角

判定农业绿色转型的独特之处。
１．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内涵

厘清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内涵，必须对绿色转

型的内涵加以细致研究，而绿色转型的概念又是由

“绿色经济” “绿色增长”和“绿色发展”衍生而来，
在此需对这三个概念进行简要辨析。 首先，绿色经

济是一种可承受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指不能因过度

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生态资源的保护，超越生态危

机、社会分裂、自然资源枯竭的底线［１５］ 。 其次，绿
色增长是一种寻求兼具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性

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绿色增长，为适应气候变化、
污染防治、健康维持、绿色就业、减少贫困等创造机

遇［１６］ 。 最后，绿色发展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观，强调

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间的系统性、整体性

和协调性［１７］ 。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十四五”规划被审议通过并发

布，其明确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的新命题，指出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基本路径，预示着从“十四五”时期开始，中国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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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入绿色转型新阶段。 准确理解绿色转型的丰富

内涵，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步。 席艳玲认为，
绿色转型是发展模式的一场系统性变革，它以发展

绿色技术为先导、以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
以绿色治理和绿色生态系统建设为基本手段、以绿

色发展制度体系建设为制度保障［１８］ 。 黄润秋等认

为，“十四五”时期，要一如既往地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以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为契机和引领，不断

深化减污降碳总方略，以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助力高

质量发展［１９］ 。
如果说绿色经济是宏观战略目标，绿色增长是

实现绿色经济的动态过程，那么绿色发展和绿色转

型就是绿色增长过程中的两个并驾齐驱的发展形

态。 绿色发展是从始至终一直需要坚持的理念，绿
色转型是发展到了某一个阶段，需要再向更高层次

迈进的一个转折点，更加强调“转”。 绿色经济将自

然资源中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统一纳入到绿色国民

经济账户内，目的是降低经济发展对资源消耗的过

度依赖，以自然资本投资达到生产要素的可持续利

用，以效率、和谐、持续为战略目标，构建以生态农

业、循环工业和持续服务业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结构

和经济增长方式［２０］ 。 因此，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

绿色转型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既需要有宏观战

略的布局，也需要有中观产业的联动，同时需要微观

个体的协同。
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到了绿色转型的

新阶段。 借鉴“绿色经济”“绿色增长”“绿色发展”
以及“绿色转型”等概念，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内涵

可以概括为：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以绿色农产品

和生态服务持续供给为目标，以绿色技术、绿色投

入、绿色生产为支撑，以绿色消费、绿色制度、绿色文

化为保障，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一种新型发展

方式。 农业绿色转型要求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
末端利用的新思维，走出一条农业资源利用集约化、
投入品减量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的新

道路，最终实现“减排”与“增效”的双赢。 具体而

言，农业绿色转型应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化学投入品减量，即持续推进化肥、农药等

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减量行动。 就化肥而言，“减
量”既不能多，也不能少，确保化肥用量控制在合理

的范围内，减少氮、磷、钾等大量营养元素的过量投

入，适当补充钙、镁、锌等微量元素。 就农药而言，

“减量”不能以牺牲作物产量和防治病虫害效果为

代价，要淘汰低效、高毒、高残留品类，大力发展高

效、低残留、生态友好的绿色农药和生物农药，提升

农药利用效率。
二是二氧化碳排放减少，即在“双碳”目标下持

续增加碳汇、减少碳排放。 农业兼具碳排放和碳汇

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农业部门既能通过减少碳排放

助力碳达峰，也可以增加碳汇助力碳中和。 在农业

绿色转型的过程中，要在稳住农业基本盘的前提下，
不断增强农业固碳减排的功能与韧性，拿出“抓铁

有痕”的劲头，充分发挥“双碳”目标导向下农业绿

色转型的支撑作用。
三是生产效率提升，即全面提升农业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 新时期的农业绿色转型政策应以提质增

效而不是单纯产量增长为核心目标，其关键是保障

居民“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突破拼资源、
拼环境、拼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改变以“保增

产”为目标的传统增长方式。 针对目前的结构性短

板，应从生产端和供给侧协同入手，降低资源错配率

和无效、低效供给率，提升有效供给率和中高端供给

率，全面整合相关要素和资源，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

率以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四是农民收益增加，即稳步充实新时代农民的

“钱袋子”。 农业绿色转型最终要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相处，这不仅体现为农业对人文的关怀和对生

态的反哺，还体现为农民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和社会

福利得到改善，其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农民的“钱
袋子”要越来越鼓，社会地位要越来越高。 这需要

在农业绿色转型过程中，确保绿色转型降成本和结

构升级增附加值，通过产业链两端的“一减一增”扩
大农产品的利润空间，实现产品“卖得好”、农民收

益“持续增”的稳定格局。
２．农业绿色转型的发展进程

依据上述对农业绿色转型理论内涵的深度挖掘

可以发现，农业绿色转型是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

必然阶段。 从数量驱动转向质量驱动再转型为绿色

驱动，是发展方式的变革，更是发展质量的提升。 结

合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特征，农业绿色转型跃迁过

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农业粗放式发展阶段。 从新中国成

立到 ２１ 世纪初，农业支持政策以激发农业农村生产

活力为目标导向，通过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农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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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广，推动农业经济增长，促进农业高速发展，
聚焦于“数量兴农”，形成了“高投入、高产出、高消

耗”的战略布局，属于典型的农业 １．０ 时代。 这种长

期粗放式发展严重掠夺了生态资源，为实施农业精

细化发展战略埋下了伏笔。
第二阶段为农业精细化发展阶段。 在意识到农

业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后，中国农业

发展目标转变为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特别

是 ２０１６ 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了农业绿色发展

的概念，一系列以绿色生态为导向，兼顾农业发展的

经济性、低碳性、安全性的农业支持政策逐步深化，
聚焦于“质量兴农”，形成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生态保育”的发展格局，属于典型的农业 ２．０ 时代。
这种精细化发展战略也为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第三阶段为农业绿色转型发展阶段。 以“十四

五”规划提出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为总基调，在保持原有绿色发展目标下，新时期的农

业绿色转型理念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步伐更加

稳健，聚焦于“绿色兴农”，形成了“减排”与“增效”
双赢目标战略格局，农业将全面开启 ３．０ 时代。 农

业绿色转型的战略任务是构建农产品生产和生态产

品生产相融合、生态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

产业体系，实现生态效率和经济效率共同提高。

图 １　 中国农业绿色转型的跃迁过程

　 　 综上所述，图 １ 详细展示了中国农业绿色转型

的跃迁过程。 从农业粗放式发展到农业精细化发展

再到农业绿色转型，从“数量兴农”到“质量兴农”再
到“绿色兴农”，从“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耗”到“资
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再到“减排”与“增效”
双赢，农业绿色经济增长战略从“为增长而增长”到
“为发展而转型”，这是根据中国农业发展的演进特

征及现实发展需要而呈现出的跃迁路径。 新时期的

农业绿色转型更加强调“减排”与“增效”双赢，依托

农业绿色经济增长进程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目标。

三、中国农业实现绿色转型的现实约束

实现农业绿色转型不是开辟独立的发展路径，
而是在原有“数量兴农”“质量兴农”的基础上，加强

顶层设计并优化资源与要素配置，以此达到绿色兴

农，进而实现“减排”与“增效”双赢的目标。 农业绿

色转型是更高层次的绿色发展，应对标农业绿色转

型的理论内涵，挖掘当前农业绿色转型的现实约束

及其根源。
１．化肥、农药利用效率依旧偏低

无论是从发达国家还是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

验来看，化肥、农药是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

的重要因素，其合理施用为稳定农产品有效供给发

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但是，对化肥、农药的过度依

赖乃至滥用，加剧了土壤板结与酸化，导致了基础地

力下降等资源问题。
２０１５ 年以来，我国持续开展化肥、农药使用量

零增长行动，化肥、农药施用数量开始持续下降，分
别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０２２．６ 万吨、１７８．３ 万吨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２５０．７ 万吨、１３１．３ 万吨，分别下降了 １２．８％、
２６．４％，提前实现了“零增长”目标。 与此同时，化
肥、农药利用效率有所提升，２０２０ 年水稻、小麦和玉

米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效率为４０．２％，比 ２０１５ 年

提高了 ５ 个百分点；农药利用效率为 ４０．６％，比 ２０１５
年提高了 ４ 个百分点①。 但是，截至 ２０２０ 年，中国

化肥、农药施用强度依然高达 ３１３．５ 公斤 ／公顷、７．８
公斤 ／公顷②，仍超过国际公认的化肥 ２２５ 公斤 ／公
顷、农药 ７ 公斤 ／公顷的施用环境安全上限。

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下降

掩盖了化肥、农药施用强度增加这一问题，区域种植

结构调整也导致了局域化肥、农药施用量的增加；另
一方面，中国粮食、农副食品供需紧平衡的矛盾长期

存在，在资源有限的情形下，维持一定量的化肥、农
药施用量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供给安全不

得不采取的必要手段。 整体而言，相较于“控增量”
“控总量”来说，化肥、农药的“去存量” “降强度”
“提效率”是农业绿色转型面临的最艰巨挑战。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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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推进农业绿色转型的进程中，需要构建多元主

体协同机制，共同做好化肥、农药的“减法”，保证在

减量的同时提高利用效率。
２．耕地资源“一多三少”使其难以高效固碳

通过对农业碳排放量的估算③可以发现，中国

农业碳排放量在 ２０１５ 年之前增速明显，虽然 ２０１６
年以后有所下降，但依旧徘徊在 ８０００ 万吨左右。 耕

地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不仅是碳排放主体，更
是固碳的重要单元，通过提高农田有机质可以增强

其吸收温室气体和固定 ＣＯ２ 的能力。
中国耕地资源呈现出“一多三少”的典型特征：

一是耕地资源总量多，依据《国际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中
世界各国耕地面积的排行榜，中国耕地面积为

１１８９０ 万公顷，居世界第 ４ 位，仅次于印度、美国和

俄罗斯④；二是人均耕地面积少，中国耕地面积仅约

占国土面积的 １４．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５１．３％；
三是耕地后备资源少，全国集中连片、具有一定规模

的耕地后备资源仅有约 ８０００ 万亩，除东北和新疆部

分地区外，大多分布在生态脆弱地区，水土光热条件

差，补充耕地成本高、难度大⑤；四是高质量耕地数

量少，依据《２０１９ 年全国耕地质量登记情况公报》数
据，中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 ４．８ 等，其中评价在

１—３ 等、４—６ 等、７—１０ 等的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比重分别为３１．２％、４６．８％、２２．０％，即高质量耕地仅

占不足 １ ／ ３，中低等质量耕地占 ２ ／ ３ 以上⑥。
虽然中国的耕地资源多，但是不能掩盖人均耕

地面积少、耕地后备资源少、高质量耕地少的矛盾，
带来的结果是农业碳排放密度⑦依旧在 ４０ 公斤 ／亩
以上，这对于农业绿色转型来说依旧是难以突破的

瓶颈。 因此，在推进农业绿色转型的过程中，要继续

守住耕地底线，着力提升耕地质量和耕地数量，以实

现“固碳减排”的现实目标。

３．投入产出要素存在冗余阻碍生产效率提升

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推动农业生产由增产

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坚持走“减排”与“增效”的农业

发展道路，不断提高耕地与资源利用率、积极治理农

业环境突出问题和大力推广农业绿色生产技

术［２１］ 。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可以较好地衡

量农业资源投入（包括土地、劳动力及资本等）的利

用效率，并且将环境因素纳入指标体系内，全方位衡

量区域农业绿色转型升级的综合水平。 但是，通过

对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

算可以发现：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时期内

有较大幅度波动，“十五”时期呈现“先增长后下降”
趋势，“十一五”时期整体呈增长趋势，“十二五”整
体呈下降趋势，而“十三五”时期呈现“先下降再大

幅提升”趋势，２０ 年间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

呈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为 ２． １３％，累计增长了

４２．６％，农业绿色技术进步年均增长 ２．７３％，但农业

绿色技术效率年均下降了 ０．４７％（见图 ２）⑧。 这进

一步表明，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

依赖农业绿色技术进步，而农业绿色技术效率抑制

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说明在一定技术条件

下，投入产出要素存在较大程度的冗余。

图 ２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年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演变趋势

表 １　 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中国农业绿色无效率分解均值

区域 劳动力 土地 机械 化肥 农药 水 农膜 柴油 农业产值 碳排放

全国 ０．２９４１ ０．２５０４ ０．３４１２ ０．５０４９ ０．５４５６ ０．３７７４ ０．５４０５ ０．５８８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４７８

主产区 ０．２７５３ ０．２８９９ ０．３５９０ ０．５７９８ ０．６８３９ ０．４１２６ ０．５１８４ ０．６２２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３４

主销区 ０．１２６６ ０．０６１７ ０．２９２８ ０．２８９８ ０．３３２２ ０．１５８６ ０．５６３５ ０．４１９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８８９

平衡区 ０．４２２８ ０．３２３８ ０．３５１０ ０．５５３３ ０．５１７８ ０．４７５０ ０．５５１９ ０．６５５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３２

数据来源：依据超效率 ＳＢＭ 模型测算所得。

　 　 进一步在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条件下对中国农业

绿色无效率进行分解发现，无论是从全国整体层面

还是从分粮食生产区域来看，均存在较为严重的投

入产出要素的冗余。 以全国整体为例，化肥、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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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膜、柴油等投入要素的冗余率已经超过了 ５０％
（见表 １），处于要素投入高度浪费的情形，同时碳排

放量严重超标，给农业绿色转型带来较大阻力。 究

其原因在于农业科技创新活力不强，农业科技要素

融入不够，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还未健全。 因此，在推

进农业绿色转型的过程中，要强化科技创新的支撑，
全方位利用好有限的生产要素，打破要素投入产出

冗余度高的现实壁垒。
４．城乡收入差距大加速农村劳动力外流

从微观视域来看，农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客体是

６ 亿多农民，农民的绿色生产行为驱动着农业绿色

转型的进程，这也标志着在农业绿色转型的过程中

需要更多活跃、积极、高素质的劳动力全程参与并付

诸实际。 但不可否认的是，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难度也越来越大，这
损伤了务农劳动力的信心，导致农村大量劳动力特

别是青年劳动力的流失。 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城

乡居民人均产生可支配收入差距达 ２６７０２．３ 元，是
２０００ 年的 ６． ７ 倍。 另外，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２００８—
２０２０ 年，农村劳动力外流人数持续增加，２０２０ 年农

民工数量已达到 ２８５６０ 万人，较 ２００８ 年增加了 ６０１８
万人。 与此同时，利用农民工年均收入减去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农民工收入增加额发现，这
一增加额显著提升，２０２０ 年已达到 ３１７３２．５ 元。

城市吸引了大量农村青年劳动力，留在乡村的

大多为老龄人口，也就是说农业老龄化已经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 既往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将

会显著降低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农地利用效率。 同

时，老龄化还会降低农业劳动力的科学认知水平，制
约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用，从而延缓农业绿色转

型的进程。 总体而言，城乡收入差距大导致农村劳

动力大量流失，加大了农业绿色转型的难度。 为此，
在农业绿色转型的过程中要注重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激发农业的“吸引力”。

四、中国农业绿色转型的实践路径

自古以来，农业发展是渐进式的，农业绿色转型

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受科技进步、全球贸易格局调整、政策演变、疫
情灾害等因素影响，农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随之增加。 因此，农业绿色转型既不能改变方向，也
不能急于求成，要走渐进式发展道路。

１．构建化肥、农药减量多主体协同机制

“十三五”时期，我国化肥、农药减量化行动如

期完成了既定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 “十四五”时
期，在推进农业绿色转型的进程中，应继续做好“减
法”，持续推动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

第一，突出政府主导功能，彰显法律的严肃性。
政府始终是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推进的主导者

和倡导者，法律法规的约束更能彰显行动本身的严

肃性、紧迫性。 要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国家

层面制定“化肥、农药管理法”，强化化肥、农药的登

记和再登记管理，实施化肥和农药的生产、经营、使
用全程监管；借鉴美国、巴西等国家的立法形式，在
大豆等豆科作物种植中强制推广普及根瘤菌接种，
大幅减少氮肥的使用。

第二，强化市场引领作用，凸显服务的专业性。
一方面，优化高质高效化肥、农药供给，深化企业改

革，及时淘汰中小型老旧生产企业，发展新型肥料、
生物农药等环保型产品，同时要注重环境效益与经

济效益的有机结合，打破“科学配方不挣钱，挣钱配

方不科学”的传统思维，让市场机制更加完善。 另

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载体优势，多举

措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 在化肥施用上，做好科

学施肥技术集成推广，辅助农民科学施肥、高效施

肥。 在农药施用上，利用植保服务队的专业优势、装
备优势等，广泛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提高施肥质量

和效率。
第三，明确农民使用的权责，突出认知的重要

性。 化肥、农药施用量的决策权在农民，政府管控、
市场介入促使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更加明朗，但农

民能否遵从制度要求、能否采纳相关服务，依旧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 因此，基于农民视角的化肥、农药减

量还需要宣传推介“用”的权责，即遵循“谁使用、谁
治理”“谁受益、谁治理” “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
务必让农民具备清晰的认知，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

生态效益的关系，充分调动其参与农业绿色转型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２．开展耕地保护专项行动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明确提出了碳达峰、碳
中和的“双碳”目标。 然而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开

放复杂的系统问题，作为碳排放的第二大来源，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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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蕴含的碳减排潜力以及农业碳减排所带来的正外

部效应十分显著，而农业碳减排的成效主要取决于

耕地固碳减排的能力。 为此，要严守 １８ 亿亩耕地红

线，开展耕地保护专项行动。
第一，“稳”耕地数量。 首先，推动耕地保护立

法，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现有《土地管理法》 《耕地

占用税法》《农业法》《城乡规划法》均对耕地质量保

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现有法律对耕地撂荒的重视

程度明显不足。 当前，全国耕地撂荒比例高达

１５％，严重影响了耕地种植数量和生态环境，鉴于其

严重性和紧迫性，应从立法层面解决耕地撂荒问题

以稳定耕地数量。 其次，完善农村承包土地“三权

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农民是

耕地的直接经营者，民心稳定才能确保耕地数量的

稳定，要进一步明确，赋予并保护农民对耕地的所有

权、承包权和经营权，让民心“稳下来”，让经营意愿

“强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保护理念“升起来”，
确保耕地数量稳定。 最后，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规
范土地流转市场。 防止耕地“非农化”，遏制耕地

“非粮化”，增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约束力，全面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统筹优化粮油用

地，稳定耕地数量。
第二，“升”耕地质量。 首先，推动高标准农田

管理体系建设，抓好新建项目全程质量管理，加强工

程建后管护，确保“建成一亩、管好一亩”，形成“田
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连”的高标准格局。 其

次，建立耕地空间数字化管理平台，强化遥感技术的

推广与应用，实时监督耕地数量、质量、空间布局等

动态信息，以耕地的精细化管理加快耕地提等升级、
耕地修复治理等。 最后，设立耕地保护专项专用基

金，在构建“数量＋质量＋生态”为一体的耕地补偿综

合标准的基础上，按照“谁受益、谁付费，谁保护、谁
获补偿”的补偿思路，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参与耕地

保护的积极性，进而提升耕地质量。
３．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支撑

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发展经济学研究

的重要问题，也是农业绿色转型必须关注的问题。
但是，目前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高的直接

原因在于投入产出要素存在严重冗余，根本原因在

于农业科技创新支撑力度不够。 因此，为了有效提

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高效利用有限资源，需要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支撑。

第一，加强农业“卡脖子”技术攻关。 加快推动

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的实施，强化国际区域性良

种繁育基地、海南南繁基地建设，不断健全商业化育

种体系；加快推进低污染、高利用率的化肥、农药、农
膜等投入品的科技研发，全面组织推广与使用；强化

现代农业物质装备支撑，支持智慧农机、智慧灌溉技

术的普及与应用；全力攻克农业碳减排技术，助力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第二，优化农业科技创新组织载体。 积极推进

由政府、科研单位、高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涉农龙

头企业共同组成的综合性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组织建

设，围绕农业绿色科技创新开展理论研究、实践研究

与应用研究，深化分工与协作，突出绿色生产技术的

功能属性，挖掘绿色生产技术的溢出效应，降低绿色

生产技术的采纳门槛，持续推进绿色科技兴农和绿

色科技强农，从而形成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稳步

提升的市场自发扩展机制。
第三，启动农业科技适用型人才培育工程。 在

自然资源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形下，“有知识、懂技

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业科技适用型人才弥足珍

贵，为此要启动人才培育工程，重点面向中青年务农

群体，出台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民创业就业的优化政

策，鼓励社会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涉农企业等

多元化主体创新“干中学”和“传帮带”式的知识、技
术溢出模式，打造多层次、专业化、团队化的农业经

营、管理、服务与技术人才队伍，以高素质人才带动

农业绿色转型。
４．创新农民增收渠道

促进农民增收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农业经济问

题，也是新时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战

略目标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农业绿色转型与农民

增收不仅不能相悖，还要协同发展、共谋出路，要以

农业绿色转型为契机，在实践中畅通多向度、多层

次、多元化的经济增长路径，协调不同阶层、区域、群
体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形成更具普惠性、包容性、持
续性的发展机制。

第一，打造区域特色“绿色食品产业硅谷” （简
称“绿食谷”），以“绿食谷”赋能农民增收。 “绿食

谷”是绿色食品科技产业和绿色食品产业的集群

体，适合在农业大省的中心城市创建（如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２２］ ，其通过科技创新政策和食品产业政

策，以“绿色”为主体，吸引和集中国内外食品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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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主体、食品产业投资主体和风险投资相关主体，
形成“一谷”含“三园”（科技园、产业园和文旅园），
“三园”融“六素” （人才、展示、智慧、文化、企业、创
业）的“政—企—农”联动发展格局，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
第二，铸造“一村一品一绿色”品牌基地，以品

牌促进农民增收。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新模

式，推动“三品一标”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国家

可追溯平台，塑造区域特色农产品绿色生态的品牌

形象，努力打造农业产业化品牌联合体示范县、示范

市、示范省，做大、做强、做优绿色品牌农业，带动农

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融通一二三绿色经济产业链，以点带面保

障农民增收。 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革以后，
居民消费需求同样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对绿色食

品、绿色文化、绿色旅游等的需求不断攀升。 因此，
应以绿色农业为圆心，逐步向二三产业拓展，构建

“绿色农产品生产—商品化处理—营销”“绿色农产

品生产—加工—营销” “绿色农产品生产—绿色农

产品加工—绿色农业旅游”等融合模式，以促农增

收为目标，以消费需求为导向，以绿色化经营为纽

带，形成以点带面的一二三产业利益链条。

启　 示

绿色是农业的底色，推进农业绿色转型是农业

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本文通过系统研究，得出如

下启示：
第一，科学认识农业绿色转型与时俱进的特征。

在上文中已经提到，农业绿色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中国农耕文明奠定了农业绿色文化的底蕴，逐步

释放了“农时观”“地力观”“循环观”。 在全新的历

史交汇期，农业绿色转型是新时期提出的新的科学

命题，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道

路，是巩固农业绿色生产、农业绿色发展的科学指

南，要科学认识农业绿色转型对于中国农业发展的

时代性、战略性和方向性意义。
第二，科学认识农业绿色转型的理论内涵。 实

现农业绿色转型不是开辟独立的发展路径，而是根

据时代发展的要求精准定位农业发展目标。 特别

是，当前依靠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方式没有根本改

变，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态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

控制，作为负责任大国所承诺的碳达峰、碳中和预期

时间临近，这些都足以凸显本文所提出的“减排”与
“增效”的科学性与实际性。

第三，科学认识农业绿色转型的现实约束。 当

前，农业绿色转型的阻力来自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
几乎每一生产环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非绿色”行

为，但是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只要环境

污染风险是在可控的范围内就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

加以解决。 因此，对于农业绿色转型的现实约束要

辩证地理解与看待，从现实约束中激发转型的动能，
寻求转型的着力点，从而突破农业转型瓶颈。

第四，要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谋划农业绿色转

型路径。 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关键在于“绿色”和

“转型”，“绿色”本身涉及要素众多，涵盖了土、水、
气、种、肥、药等，要充分掌握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规

律，全面提升各要素利用率；“转型”要求统筹兼顾、
协调推进，要推进化肥、农药减量行动，守住固碳减

排底线，把握质效提升全局，开拓收益稳增格局。

注释

①此处数据来源于《我国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双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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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０２１０１１９＿６３６０１０２．ｈｔｍ，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②化肥农药施用强度计

算方法为：化肥农药施用强度＝当年化肥农药使用量 ／ 当年农作物播

种面积。 计算所用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

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０２１ 年。 ③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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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指出，该数据为 ２０１６ 年数据，其中印度耕地面积

为 １５６４６ 万公顷、美国为 １５２２６ 万公顷、俄罗斯为 １２３１２ 万公顷。 ⑤
此处数据来源于《访谈严之尧：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自然资源部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ｎｒ． ｇｏｖ． ｃｎ ／ ｄｔ ／ ｆｔ ／ ｙｚｙｆ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⑥此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９ 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

报发布》，农业农村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ａ．ｇｏｖ．ｃｎ ／ ｘｗ ／ ｚｗｄｔ ／ ２０２００５ ／
ｔ２０２００５１２＿６３４３７５０．ｈｔｍ，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 ⑦碳排放密度计算方法

为：碳排放密度＝当年碳排放量 ／ 当年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数据来自

历年的《中国国土资源公报》，自然资源部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ｎｒ．
ｇｏｖ．ｃｎ ／ 。 ⑧此处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作者基于超效率 ＳＢＭ
模型和 ＧＭＬ 指数、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８ｂ 进行测算所得。 测算所用原始

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

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０２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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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刘亦文，欧阳莹，蔡宏宇．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时

空演化特征研究［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２１（５）：３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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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研究”专题】

异化与重塑：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支持起诉制度研究∗

张 嘉 军　 　 　 武 文 浩

　 　 摘　 要：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主体地位的确立，这一制度开始被稀释，并逐渐异化为对诉中活动的参与。 这一变化导致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

程序的虚化，与其他适格主体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需求相悖，且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补充性要求

背离。 这一走势不利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 因此，未来需要对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

诉前程序中的应然地位予以归正，明确其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的具体应用方式与内容。
关键词：支持起诉；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０４９－０９

　 　 我国的“支持起诉”条款早在 １９８２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之时就已经在立

法上确立，但由于没有相应的具体条文保障实施，在
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适用。 因而其地位引发众多学

者质疑，甚至有学者建议废除［１］ 。 从 １９９１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
正式颁布实施并经历三次修订的情况看，这一立法

条文始终得以保留，但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其制度价

值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直至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探

索时期才被逐步激活并被广泛认可。 ２０１７ 年《民事

诉讼法》修改，其中第 ５５ 条（现行第 ５８ 条）第 ２ 款

赋予检察机关在特定情形下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

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地位。 同时，也明确了检察

机关对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可
以支持起诉。 这一规定使我国长期存在的“支持起

诉”条款在制度化建设上又前进一步。 尽管目前在

立法上对这一制度的规定依然十分简陋，但一定程

度上可以认为，支持起诉制度已经随着检察民事公

益诉讼制度的探索发展而涅槃重生。 遗憾的是，随
着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起诉主体地位的进一

步巩固，现行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中，对支持起诉

制度的实践运用却与其制度探索初期的经验做法偏

离，出现一定程度的异化，背离其本身的制度样态。
基于此，笔者拟对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民事公益诉

讼中的现状、问题、危害性等进行初步考察和分析，
进而提出对其进行归位与重塑的改革建议。

一、追本溯源：支持起诉制度在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应然定位

　 　 （一）支持起诉制度的立法溯源

学界一般认为，支持起诉制度是在我国法制建

设初期苏联的 “社会干预主义” 理念在我国民事诉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８－１５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新时代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基本程序体系研究”（２０２１－ＪＣ⁃

ＺＤ－２８）；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学者资助项目“民事诉讼程序实证研究” （２０１９－ＹＸＸＺ－
１７）。

　 　 作者简介：张嘉军，男，法学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院执行院长，郑州大学

中国司法案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武文浩，男，郑州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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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法制体系中的反映。 加之这一立法规范位于《民
事诉讼法》“任务和基本原则”章节，因此很多学者

直接将其作为我国的“社会干预原则”对待。 只是

我国的“社会干预原则”是被简化了的，具体表现为

公民个人不享有支持起诉权，支持起诉方式仅限于

物质精神以及道义的支持，支持起诉的范围仅限于

侵权行为，支持起诉的阶段仅限于起诉阶段等［２］ 。
苏联民事诉讼法中对社会干预原则的体现，在

于作为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干预人可以

为了保护第三方的利益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但诉

讼原告依然是受其保护的当事人。 这既不同于我国

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也不同于我国的支持起诉制

度。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中，作为社会

干预人的检察机关、社会组织等适格主体的诉讼地

位等同于原告；而立法上所规定的支持起诉制度，也
并未赋予社会干预人亲自提起诉讼的权限。 这三者

在立法渊源上有所牵连，同时也存在明显区别。
因此，我国的支持起诉制度实际上是对苏联社

会干预原则的本土化修正，在 １９８２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立法之时，虽然在最初的

立法草案中沿袭苏联的立法模式，赋予社会干预人

为他人权益而提起诉讼的权利，但经立法机关实践

考察、综合分析，在对社会干预的形态以及立法政策

选择后，最终对其进行了部分保留和全面修改，将全

面干预缩减为支持起诉［３］ ，最终确立了我国的支持

起诉条款，并延续至今。
（二）支持起诉制度的应然定位

从文义解释角度看，所谓“支持”，即鼓励、援
助；所谓“起诉”，即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其后果

是使案件发生诉讼系属，进入诉讼状态。 在民事诉

讼法体系内，提起诉讼这一行为有着明确的结束节

点，即法院同意受理。 由此可见，支持起诉的阶段自

应限于起诉阶段，主要体现于诉前程序中。 从目的

解释来看，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将苏联的全面干预缩

减为支持起诉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代为进行诉讼

的行为，导致对当事人处分权、法院审判权的过度干

预。 因此，支持起诉不应过度干预诉讼程序。 从历

史解释看，将支持起诉限制于提起诉讼阶段，符合检

察机关在公益诉讼探索、试点时期的一贯认识。 最

高人民检察院 ２００１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民事行政检

察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要求：“积极稳妥地

开展支持起诉工作，对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的案件，支持有起诉权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行政诉讼”，也将其明确限制于提起诉讼阶段。
综上所述，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体系内，支持起诉

直接体现了国家对于当事人起诉权的干预［４］ ，所肩

负的全部功能应在于“当事人没有起诉时，帮助当

事人挑起一场民事诉讼，而一旦当事人已经起诉或

者帮助当事人挑起民事诉讼后，有关机关、社会团

体、企事业单位就不能再有所作为，无须他人再支持

起诉” ［５］ 。 当然，这一定位具有时代局限性，实际上

自支持起诉条款讨论入法之时，即存在争议，也有诸

多学者针对其立法设计上的不合理而提出过批评，
有学者建议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将原有支

持起诉制度改造为公益诉讼制度，以切实保护受害

人数众多的消费者等公共利益” ［６］ 。 在笔者看来，
为更好地实现公益保护，在民事诉讼法体系内建立

可以代为起诉、参与诉讼的全面干预制度已获得基

本共识。 这一全面社会干预形式，实际上就是现行

的公益诉讼制度。 很明显，在立法模式上，我们并未

选择改造支持起诉制度的立法模式，而是选择了重

新建立全新的公益诉讼制度。 因而，在支持起诉条

款本身并未发生改变的情形下，对这一法律概念内

涵的扩展应当慎重。 我国近年来探索建立的检察公

益诉讼制度作为社会干预的具体形式，不能直接与

支持起诉互相转化，而应当对其进行吸纳，作为诉前

程序的重要一环加以运用。

二、制度异化：检察民事公益诉讼
诉前支持起诉演变为诉中参与

　 　 《民事诉讼法》中支持起诉条款的本意与定位

应是“支持起诉仅限于支持权利受到侵害而不敢起

诉的人提起诉讼，支持者也仅限于通过鼓励受害人

起诉、为受害人提供法律知识、为其书写诉状等方式

来帮助受害人。 支持者并不因此获得参与诉讼的资

格，也不能以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加入到诉讼中继续

提供支持” ［７］ 。
在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探索初期，也

正是通过在诉前程序中对支持起诉制度的运用来实

现公益保护目的。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设

置民事行政检察厅，开始专门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
此时其工作重心主要体现于对案件的“抗诉”。 随

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社会公益保护的需求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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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仅仅依靠对生效裁判文书的“抗诉”这一事后

监督，难以保障检察机关有效地肩负起公共利益保

护的职责。 因此，检察机关开始寻求更为有效的事

前监督方式，并于 １９９７ 年开始尝试提起公益诉讼。
但这一举措毕竟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在探索直接提

起公益诉讼之外，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在既有立法规

定中寻求可资适用的制度尝试，开始寻求唤醒长期

休眠的支持起诉制度，以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使人们认识到检察机关在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方面可以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 ［８］ 。 在这一

时期，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在诉前程序中对支持起

诉制度的运用，积极与相关社会组织进行沟通，“告
知公益受损情况，并在法律咨询、证据收集、提交书

面支持起诉意见等方面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引导、
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及时以原告身份提起公益

诉讼” ［９］ 。 这一有益探索一直延续到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的试点时期，在帮助权利主体进行诉讼准

备、激发权利主体起诉意愿、帮助权利主体通过诉讼

形式保护公共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地

位的逐步确立，其工作重心逐渐转移为如何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 在现有的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框架

内，检察机关在经过诉前公告程序后，如果没有其他

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就直接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如果有其他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检察

机关可以支持起诉。 但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实际上

真正进行支持的案件有限，检察机关更多地作为一

方当事人提起诉讼，支持起诉工作相对弱化［１０］ 。
在当下中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体系中，支持起

诉制度与其应然定位呈现明显异化。
（一）支持起诉制度被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

程序稀释

伴随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探索建立，
对于检察机关应当如何行使诉前程序，一直存在不

同的认识。 在 ２０１５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

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中，对诉前程序的规

定表述为“应当依法督促或者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

或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但对如何支持起

诉并无明确规定，仅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

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中规定了“有关组织提出需要

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的，可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支

持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２０１７ 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明确了检察机关在

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起诉主体地位，但并未对检察民

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做出明确规定。 尽管其中做

出了“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的规定，但结合该

条文前款内容，以及其他单行法律的规定，似乎这一

规定也局限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

全领域”两类主要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并且仅限

于在民事公益诉讼提起之后。 而在 ２０１８ 年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检察公

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中，则将检察民事公益

诉讼的诉前程序简化为“诉前公告”，而对检察民事

公益诉讼中的支持起诉只字未提。
目前对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如何具体

运用支持起诉制度做出规定的，主要体现在最高人

民检察院 ２０２１ 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

规则》（以下简称《办案规则》），其中第四章第四节

（第 １００ 条至第 １０３ 条）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中检

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案件范围、方式等做出原则性规

定。 但从其规范体系来看，不同于将“公告”置于第

二节的安排，“支持起诉”的规定是置于第三节“提
起诉讼”之后，并未将支持起诉作为诉前程序的内

容看待。 此外，从第 １００ 条所规定的“人民检察院

可以支持起诉”的案件类型的表述可以看出，其也

是将支持起诉制度限制于“其他适格主体提起的”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之内，即肯定了检察机关在公益

诉讼案件中的参与，却将其排除在诉前程序之外。
尽管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经过检察机关诉前

公告，其他适格主体在公告期间内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检察机关一般也会在其提起诉讼前，将已经掌握

的办案资料分享给社会组织。 但这一行动是否意味

着检察机关在诉前对支持起诉制度的运用，有待商

榷。 首先，从法律规范上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

程序仅有诉前公告，实践中的这一做法更多是出于

检察机关的自觉行动，不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这一

行为不具有稳定性。 实践中也存在在其他适格主体

在公告期限内向法院起诉后，检察机关并不移送材

料，而是直接终结案件放任不管的现象。 其次，这种

简单的办案资料移送，并不一定符合《办案规则》第
１０１ 条所规定的提供法律咨询、协助调查取证等支

持起诉的形式要求。 此外，检察机关移送材料后，并
不进行后续支持起诉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因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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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现状，并不足以看作是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

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的有效运用。
综上所述，在检察公益诉讼试点探索时期，检察

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基本上还能体现

对支持起诉制度的运用，但随着检察民事公益诉讼

制度的发展，在诉前程序的制度设计中，明显呈现出

排除支持起诉制度的适用，而仅仅是在其他适格主

体提起诉讼后，才提供有限帮助。 在司法实践中，实
务部门对支持起诉制度适用阶段存在误解，甚至在

个案中，法院在受理案件且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才
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并询问其是否支持起诉①。

（二）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异化为诉讼活动的参与

对于检察机关应当如何支持起诉，这一困惑由

来已久，自最初探索之际即存在，并一直延续至今。
如 ２０００ 年初，江苏省常州市某医药公司造成国有资

产流失一案中，常州市检察院从刑事案件中发现线

索后，采取支持起诉的方式对该案进行介入。 在整

个案件中，检察院主要是向原告提供相关证据，并不

直接举证，也不参与辩论，只是在法庭辩论结束后，
出于法制宣传考虑，由检察官宣读了支持起诉意见

书［１１］ 。 与此不同，２００２ 年，在巴南区财政局对某丝

绸厂国有资产流失一案提起的诉讼中，检察院作为

支持起诉机关，则派出两名检察官以原告代理人身

份出庭参与诉讼［１２］ 。 在检察公益诉讼试点时期，
关于支持起诉方式的主要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年通过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 １１ 条规定了检察

机关进行支持起诉的形式，具体包括提供法律咨询、
提交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等。 但细究之下，这一

规定的适用效力究竟能否及于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外的其他类型案件，有待商榷。 尽管 ２０２１ 年最

高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规则》第 １０１ 条规定了提供

法律咨询、向人民法院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协助调

查取证、出席法庭等具体的支持起诉方式，但仅此一

条原则性的规定，并不能满足指导具体司法实践的

需求。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基本上都会向人民法

院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但如何为其他适格主体提

供法律咨询、协助调查取证，则难以有效保障。 出席

法庭的方式也因缺乏明确操作规范导致实践中出现

不同做法：一种是仅仅出庭宣读支持起诉意见书，不
参与法庭审理活动，这是大多数案件的做法；另一种

则是完全参与诉讼，社会组织仅仅处于工具化的形

式地位。 如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在对某社会组

织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进行支持起诉过程中，
全权负责整个诉讼过程，并派员出庭，就案件基本事

实、委托鉴定损害情况、适用法律依据等事由在法庭

上予以举证说明，作为原告的社会组织却仅仅是重

申了检察机关所查明的事实情况以及诉讼请求②。
由于立法上缺少明确具体的规范约束，导致实

践中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方式主要成了向人民法院

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并出席法庭。 在这一过程中，
检察机关为了凸显自身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所发挥的

作用，往往容易过于积极地参与到民事公益诉讼庭

审活动之中，忽视了其本身应有的“谦抑性”地位。
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方式，可以包括全

面支持（将检察机关与被支持主体当作共同原告的

地位同等对待，同等行动）、补充支持（针对被支持

主体的诉讼短板而适当强化，使其与对方当事人平

衡）、取代支持（在其他适格主体不适宜起诉的时

候，检察机关亲自诉讼）等做法［１３］ 。 这一认识反映

了支持起诉制度的实然状况，但其中所谓“全面支

持”“取代支持”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对其他主体所提

起的诉讼活动产生了过度干预，是对民事诉讼法中

所规定的支持起诉制度的曲解与异化。

三、消极影响：检察公益诉讼诉支持起诉
制度的异化对诉前程序制度价值的冲击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制度设计的初衷，
主要是通过诉前程序的履行，最终实现督促其他诉

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试

点时期多种形式的督促支持，所追求的效果是希望

通过诉前程序的行使，让其他适格主体先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只有在其他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形下，检
察机关方可自行提起，这是由检察公益诉讼的非优

先性决定的［１４］ 。 但是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

式入法之后，公告化的诉前程序并不能体现其应有

的制度价值，也无法实现推动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的制度功能，同时也有违检察机关在民事公

益诉讼中所追求的“谦抑”“效率”的价值取向。
（一）导致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虚置

从检察机关尝试介入民事公益诉讼，一直到检

察公益诉讼的试点时期，通过诉前程序，借助于对适

格主体支持起诉的方式来督促相关主体提起民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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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诉讼，是检察机关惯用的方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社会组织的诉讼意愿，增强了社会组织的诉

讼能力。 但随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主体地位的

日益巩固，对于其他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

支持程度有所下降，而且当下检察机关的诉前程序

主要是通过诉前公告来实现，支持起诉制度功能被

稀释。 这种将具有特定性、导向性的支持督促程序，
转化为广泛性、宣告性的公告程序的做法，降低了诉

前程序的督促效果。 而且，由于公告本身的内容简

略、期限较短、送达困难等因素，导致其并不能明确

地通知到其他适格主体，更遑论提高其他适格主体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积极性了。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

诉前程序的虚化倾向，使其最终不可避免地沦为了

推进程序展开的技术性手段［１５］ 。
在笔者看来，这种以公告形式扩大告知范围的

制度设计，对其他适格主体（主要是社会组织）参与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积极性的认识过于乐观，它一厢

情愿地认为，只要其他适格主体知道有公益诉讼案

件的存在，众多主体中大概率会有积极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者。 因此，检察机关将诉前程序本应产生的

“督促、帮助提起诉讼”的制度价值，最终曲解并转

化为“告知”其他适格主体，使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

前程序变成了简单的“案件线索的公示、告知”。 正

是因为诉前程序“公告化”稀释了支持起诉的功能，
这一变化反过来又导致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的虚置。
（二）不能满足推动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的现实需求

社会组织之所以起诉意愿不高，其主要原因并

不在于对公益侵害行为缺少关注。 其实自我国

２０１２ 年《民事诉讼法》确立公益诉讼制度以来，社会

组织并未在公益诉讼领域发挥应有作用，根本原因

主要在于自身诉讼能力的欠缺。
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前期调查、证据收集以

及诉讼过程中，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对于有国家财

政保障的检察机关而言尚属重负，更遑论自身维系

都显困难的社会组织。 而且，当前法律在赋予社会

组织原告资格的同时，严格禁止其牟取经济利益，其
本身又不可能从诉讼结果中获得收益。 同时，公益

诉讼的提起，往往伴随着与当地经济发展的矛盾，对
于缺乏独立性的社会组织而言，这一因素甚至直接

危及其自身存亡。 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组织发

展状况之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然成为大多数

社会组织的理性选择。
在我国目前公民社会力量薄弱、社会自治能力

依然有所欠缺的现实情况下，寻求通过外部力量对

社会组织进行有效帮助，逐步培养其进行民事公益

诉讼的能力，确有必要。 基于此，在检察民事公益诉

讼制度设计中才专门设置了诉前程序，以期通过提

示、引导、支持相关适格主体先行起诉，培育公民的

诉讼意识和诉讼能力［１６］ 。 但遗憾的是，在我国现

行立法中却排除了支持起诉制度在社会组织提起诉

讼前的适用，而仅代之以形式化的诉前公告。 在诉

前无法获得有效帮助的情况下，再加之大多数社会

组织进行诉讼相关准备的能力不足，导致其不愿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
（三）背离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补充

性要求

最高人民检察院 ２０１６ 年工作报告显示，２０１５
年督促支持社会组织起诉 ６ 件；２０１７ 年工作报告显

示，２０１６ 年督促支持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２８
件（增长 ３ 倍有余）。 可见，在彼时检察机关通过督

促、支持相关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设

计框架下，对社会组织参与民事公益诉讼活动有一

定的推动作用。 但在支持起诉制度被排除于检察民

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之后，这一状况发生了显著变

化。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环境资源审判》数

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社会组织提起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１７９ 件，受理检察机关提起

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包括纯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２３０９ 件③；２０２１ 年，受理

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２９９ 件，受
理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包括纯民事

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４９９８ 件④

（详见图 １）。
由图 １ 明显看出，尽管随着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的发展，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量都有所上升，但检察机关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的倾向日益明显；与之相比，社会组织提起的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量增长显著迟缓；而从各年份的案件

量看，社会组织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量，在整体

案件量中的占比甚至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制度设计目的，

出于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具有“谦抑”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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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虑，要求其依法督促或者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

或有关组织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１７］ ，使检察

机关在案件的起诉顺位中居于补充性地位，尽可能

避免成为民事公益诉讼的第一起诉主体，以保障社

会组织的优先诉权，实现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程序

公正，节约司法资源，兼顾司法效益。 尽管导致社会

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量一直难以有效增加的

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

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的缺失，对社会组织等其

他适格主体的有效帮助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其他适格主体参与民事公益诉讼活动的积极性，助
推了上述趋势的出现。 长此以往，将会使其他适格

主体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弱化，进
一步挤压社会组织在公益诉讼领域的发展空间，检
察机关也不得不自行承担起大量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的起诉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力军”。

图 １　 人民法院受理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量变化趋势⑤

四、归位与重塑：检察民事公益诉讼
支持起诉制度的应然回归与程序设计

　 　 现有的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公益诉讼中的制度

安排以及司法实践操作并不符合支持起诉制度的立

法本意，更不利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制度

价值的实现，同时也造成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角色

定位冲突。 因此，未来应使支持起诉制度重新回归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应然地位，在立法上

为其设计具体的操作规范，提供更科学的制度支撑。
（一）支持起诉制度应回归检察民事公益诉讼

诉前程序

从支持起诉这一法律条文入法之初的目的来

看，“支持起诉人不是代替被支持人行使诉权，而只

是帮助利益受损的单位和个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起

诉” ［１８］ 。 支持起诉本应限于帮助那些权利受到侵

害但不敢或不能提起诉讼的人去提起诉讼，具体手

段可以是督促鼓励、提供法律知识、帮助进行诉讼准

备等，但并不能以此获得参与诉讼的资格，更不能成

为诉讼参与人而加入到诉讼之中继续支持［７］ 。
由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机关通过诉前支持起诉

以实现公共利益保护，具有实践经验基础。 在我国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未经立法确

认之前，通过对民事诉讼法中“支持起诉”制度的利

用，在诉前程序中积极地帮助、促进相关适格起诉主

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实现公共利益保护目标，正是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萌芽时期的重要探索，这在

实践中已经取得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成果。 即使在检

察公益诉讼试点时期，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

序尚且为“应当依法督促或者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

或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只是在两年试点

末期，检察机关过于重视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工

作的进展，使其成为突出的政绩展示点，诉前程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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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办理的受重视程度难免会有所降低［１９］ 。 这导致

在试点结束后，未能对这一效果良好的实践经验进

行总结提升，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反倒被简

化为诉前公告程序。
当下将支持起诉制度排除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

诉前程序的做法，既是对《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支

持起诉制度的曲解，也是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

程序功能的误读。 未来应当对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

公益诉讼中的制度定位纠偏，使其回归诉前程序。
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中应充分发挥支持起诉制度优

势，积极推动社会组织等其他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避免自己直接参与到民事公益诉讼中。
（二）支持起诉制度回归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

前程序的路径

由现行法律层面来看，《民事诉讼法》仅对检察

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履行一定的诉前程序作了模糊表

示，对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起诉”仅作了原则性宣

示。 从司法解释层面来看，《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

释》仅规定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应当依法公告三

十日”的诉前程序，并未对支持起诉制度进行规定。
《办案规则》虽然对其更进一步作了细化规定，但仅

在第四章第二节（第 ９１ 条至第 ９５ 条）中规定了“在
具有全国影响的媒体发布”为期三十日的公告，告
知其他适格主体“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
以及“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诉前程序，却将

“支持起诉”的相关规定置于第四章第四节（第 １００
条至第 １０３ 条），安排在了第三节“提起诉讼”之后，
在立法体例上就将其归于诉讼之中。

在笔者看来，支持起诉制度回归检察民事公益

诉讼诉前程序的路径，最简便直接的方案就是针对

《办案规则》中的相应条款予以修改。 在诉前公告

程序部分对公告内容予以重新安排，在其中第 ９１ 条

“公告内容”相关规定中增加“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

支持起诉”项，并将第四章第四节“支持起诉”部分

前移至第四章第二节的“公告”部分之后。 同时，对
支持起诉的具体方式予以细化，对检察机关在司法

实践中应当如何具体开展支持起诉工作，诸如支持

起诉的条件、支持起诉的启动时间与启动方式、具体

操作方法等问题分别做出明确规定。 但这一路径存

在法律位阶较低、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尽管便捷可

行，却并非长久之计。 未来应在《民事诉讼法》或者

将要制订的《检察公益诉讼法》中，对检察民事公益

诉讼程序做出专门的系统规范，专门安排“诉前程

序”一个章节，对现行诉前公告程序、支持起诉制度

相关内容予以细化和完善，进行系统化的制度设计。
（三）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支持起诉制度的

具体设计

１．检察机关诉前支持起诉的条件

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检察机关支

持起诉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对“应当同意”与

“酌定”支持起诉的情形予以区分，否则可能徒增不

必要的程序成本，浪费司法资源。 需要注意的是，对
于“应当同意支持”的情形，不能过于限缩，否则会

导致应支持的不能得到支持，损害公共利益；同时也

不能将其设置得过于宽泛，否则易造成其他适格主

体对检察机关的依赖心理，不利于提升其他适格主

体的诉讼能力。
检察机关“应当”支持起诉的条件应是确有可

能影响其他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并可能导

致公共利益无法实现的情况。 具体而言，主要包括

四种情况：第一，原被告诉讼能力差异较大可能影响

双方公平对抗。 如被告社会经济地位显著高于原

告，或者原告人力资源、法律知识等确实严重欠缺等

情形。 第二，案情复杂、存在现实困难。 如涉案法律

关系复杂、证据收集困难等情形。 第三，具有重大社

会影响。 如涉及跨行政区划、跨流域等大范围的案

件；或者被害人众多的案件；或者引起舆论重大反响

的案件等情形。 第四，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

害的其他情形等。
除上述必要情形之外，则应允许检察机关根据

案件实际情况“酌定”是否支持起诉。 对于检察机

关并未掌握案件相关情况，且其他适格主体足可自

行完成起诉的，亦可允许检察机关做出不支持起诉

的决定。 对于此类案件中公共利益的保护，检察机

关通过抗诉等审判监督途径来实现即可。
２．检察机关诉前支持起诉的启动时间

诉前支持起诉程序的最终任务在于通过检察机

关的外部帮助，补充其他适格主体起诉能力的不足，
达到“督促适格主体依法行使公益诉权”的目的。
因此，在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条件的前提下，在起

诉主体正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都可以启动

支持起诉程序。 对于起诉主体已经起诉进入诉讼程

序的，则不应允许检察机关以“支持起诉”的形式参

与或“干预”社会组织等的诉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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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制度架构或许存在如下疑惑，即如果在

检察机关几乎完成起诉准备的情况下，再去支持其

他适格主体提起诉讼，会造成检察机关的前期工作

是在“为他人做嫁衣”，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此时

再去支持起诉必然导致检察机关的心理抵触。 在笔

者看来，当下检察机关积极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更多是出于对工作绩效的追求。 鉴于当下检察机关

参与、监督民事诉讼的能力较为薄弱的现实［２０］ ，在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完全确立且已经步入正轨之后，
检察机关应更积极主动地督促其他适格主体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将前期收集的有关证据材料等移送给

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等，支持其提起公益诉讼，
真正体现检察机关的监督性和谦抑性。

３．检察机关诉前支持起诉的启动方式

按照我国目前的制度设计，可以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的其他适格起诉主体类型主要有两种：一是社

会组织（包括环保组织、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以及

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等）；二是英雄烈士的

近亲属。 鉴于这几类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适格起诉

主体具有明显的范围差异，对其支持起诉的启动方

式也可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差异化设计。
因为环保组织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且具有

随时变动性，往往无法及时确认可能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的主体，这就导致检察机关无法穷尽所有

主体去逐一主动要求对其支持起诉，只能在诉前公

告发布后，等待相应环保组织向其提起支持起诉申

请方可进行后续的支持起诉工作。 出于现实可操作

性的考虑，对于环保组织这一类主体，仅能“依申请

为原则”这种方式启动。
但对于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国家网信部门确

定的组织、英雄烈士近亲属等起诉主体而言，不仅数

量有限，而且其适格主体特征显著，易于确认。 因

此，为了更好地对其“依法行使公益诉权”进行督

促，除可以依其申请进行支持起诉之外，也应允许检

察机关主动向其发出“拟支持起诉”的建议，作为对

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督促方式。 当然，这种建议

也应当尊重对方的选择。 一方面，应尊重对方是否

提起诉讼的选择，如确实不愿提起诉讼，但又确有必

要的，检察机关则可自行提起；另一方面，检察机关

也应尊重对方是否接受支持起诉的选择，除确实可

能导致公共利益无法实现的“应当支持起诉”的情

形之外，这一拟支持起诉建议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此外，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其他适格主体在表示

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拖延起诉

甚至不予起诉的现象［２１］ 。 对于这一情形，也应允

许检察机关根据案件复杂难易程度以及自身对案件

的了解程度，酌情自行决定是否“主动”支持起诉，
并进行后续跟进监督。 对于经过检察机关支持起

诉，在合理期限届满后仍不提起诉讼且可能导致公

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检察机关则应及时直接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
４．检察机关诉前支持起诉的具体形式

对于检察机关诉前支持起诉的具体形式，应当

以促进帮助其他适格主体完成起诉准备并提起诉讼

为目标。 至于检察机关出庭参与诉讼这种方式，一
者发挥作用不大，二者徒增检察机关负担，三者易招

致对检察机关身份混同的指责，实不足取［２２］ 。 为

此，笔者认为，对于检察机关以出庭方式支持起诉的

方式原则上不应允许。 对于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
应主要针对其他适格主体的诉讼准备能力的短板，
包括线索来源不足、调查取证困难、法律知识匮乏、
经费保障不足等。 其中经费保障问题可考虑借由专

门的“公益保障基金”制度予以解决，检察机关作为

国家机关不宜过多介入。 检察机关应主要着力于为

被支持起诉人提供案件线索、协助调查取证、提供法

律咨询等具体方式。 就提供案件线索而言，对于社

会组织等其他适格主体众多的，通过公告这一形式

进行即可；而对于其他适格主体较为明确的，检察机

关应通过检察建议、通知甚至口头告知等多样化的

形式灵活进行。 就协助调查取证、提供法律咨询而

言，则可为其设置具体的申请、回复等操作规范，亦
可通过口头或者书面函询等方式灵活开展，在检察

机关职权范围内，为其他适格主体诉讼准备活动提

供帮助，对其诉讼策略进行指导，同时也对其诉讼行

为进行监督。 需要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大量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线索源于刑事判决或公安机关的

侦查［２３］ ，检察机关在对这些案件的线索来源、证据

掌握、法律关系认识等问题上，相较于其他适格主体

而言具有天然的优势。 通过设置规范化的信息共享

机制，将这些案件信息与被支持起诉人进行分享，即
可达到支持起诉的制度效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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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研究”专题】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

毋 爱 斌

　 　 摘　 要：从《民法典》等立法的相关规定看，我国并未明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否适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

规则，进而引发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诸多争议。 结合其制度定位和特殊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遵循证明

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由原告对因果关系构成要件承担证明责任。 就其因果关系的证明而言，原告可以借助事实

推定降低证明难度；被告可以通过反证证明妨碍因果关系的推认。 就其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而言，应确定多层级

证明标准体系以及诉讼当事人双方不同的证明标准，并区分救济性与预防性两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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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组

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２０２０ 年颁布的《民法

典》第 １２３４ 条、第 １２３５ 条创设了生态环境破坏导致

公共利益损害的环境侵权责任条款，为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提供了实体法依据［１］５００。 但是，这两条规定

也仍未言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规

则。 立法者似乎有意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侵

权诉讼关于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趋同对

待［２］ ，凸显克服证据偏在的功能。 最高人民法院释

义书认为，《民法典》第 １２３０ 条延续《侵权责任法》
对环境侵权纠纷举证责任的理解，将因果关系举证

责任倒置规则首先并主要适用于环境侵权的私益诉

讼，而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等未尽事

项遵照该条规定予以适用［１］５４８。 尽管第 １２３０ 条增

加规定了“破坏生态发生的纠纷”也适用因果关系

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结合第 １２２９ 条关于环境私益

侵权责任的规定文义析出，第 １２３０ 条的举证责任倒

置规则似乎依旧对应于环境侵权私益诉讼，而是否

真正直接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仍语焉不详。
由此，为了保障《民法典》的环境公益侵权责任条款

全面有效实施，廓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因果关系

证明责任问题实乃当务之急。
从《民法典》等相关规定看，因果关系举证责任

倒置规则一般适用于环境侵权私益纠纷案件，并存

在规则适用的不当扩张之嫌。 换言之，长期以来，环
境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直接法律依据阙如，
“一刀切”地适用环境侵权私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倒

置规则。 再加上相关司法解释模糊不清，过于粗糙

简化，便导致司法实践适用的分歧和混乱。 已有学

者指出，与环境侵权私益诉讼中作为原告的公民个

体不同，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一般为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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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机关和组织，其举证能力得到强化，促使双方

攻击防御基本势均力敌，两造诉讼地位趋于平衡，故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宜继续采用环境侵权诉讼的举

证责任倒置规则［３］ 。 也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第

１２３０ 条被视为环境侵权纠纷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主要适用于环境私益诉讼，不适用于环境公益诉讼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４］ 。 由此看来，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中的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应当如何分配，或者说究

竟采取正置还是倒置，仍存在较大争议，亟待深入探

讨。 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思考：一
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因果关系如何证明，或者

说采取何种证明方法；二是因果关系的证明应当适

用何种证明标准，或者说达到何种证明程度。 有鉴

于此，本文拟从揭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果关

系证明责任分配的应然状态出发，探究因果关系要

件证明的具体路径，并检视因果关系证明标准存在

的问题，提出证明标准类型化的设计思路。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果关系的
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分配是证明责任必不可少的核心内

容，也是一个争议不休的焦点论题。 特别是在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方面，这种

争论异常激烈。 加之立法上仅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之形而无操作之实，司法实

践也由此产生诸多操作不当的问题。 因此，必须充

分准确认识和把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果关系的证

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理，这有助于明晰当事人举证

义务的负担，解决真伪不明时的法院裁判难题。
（一）主要的争论

基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缺乏体系完备证据规则

的现状，特别是在其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缺失的情况

下，很容易产生如此争论：适用于环境私益诉讼的举

证责任倒置规则，特别是因果关系举证倒置规则，是
否同样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对此，法律规定、
学理研究以及司法实践莫衷一是。

立法采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参照适用举证责任

倒置规则的观点，主要出于以下考量：第一，从保护

法益角度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保护的是环境公共

利益，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不法行为人侵害是其提起

的缘由。 由此来看，环境公益诉讼属于环境侵权责

任诉讼的一种，其适用与环境侵权诉讼同样的举证

责任倒置规则并无不当。 第二，就诉讼主体而言，被
告地位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并未发生变化，待证事实

仍处于被告控制领域内，与环境私益诉讼并无二致，
由被告对因果关系和免责事由承担证明责任并无不

适。 第三，从司法实务角度看，因缺乏明确的法律规

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审理时借鉴环境侵权纠纷诉

讼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实属权宜之计［３］ 。
但是，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观点指出，我国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实为不

妥，其与环境私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趋同处理的做

法也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基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的特殊性和类型化，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适用于全部

种类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必将水土不服。 以生态

破坏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例，由于生态破坏类公

益环境诉讼尚未确立完整的举证责任规则，相关司

法解释体系内容和效力等级尚显不足，在此类诉讼

审理时径直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规则难以自洽［２］ 。 一方面，其保护对象仅限于人

身、财产权益，而生态环境权益的保护内容无法得到

体现；另一方面，由于缺失对生态环境权益保护的体

现，从损害结果看，生态环境损害无法涵盖。 因此，
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应当限缩适用，主要针对环境侵

权的私益诉讼，而不可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此外，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多元化，针
对不同主体统一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并不合理。
以检察机关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为例，由于

国家机关往往具有较强的举证能力，当国家机关作

为提起诉讼的主体时，以举证责任倒置来平衡行为

人和受害人之间的举证能力关系已无必要［４］ 。
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如

何分配，司法实务的观点也尚存龃龉，部分判例做出

了截然相反的裁判路径。 一种做法要求比照适用环

境侵权诉讼因果关系举证倒置的特别规则，即被告

应当举证证明环境损害结果与加害行为之间不具有

因果关系，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①。 另一种做法则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举证责任正置，即
原告在提出事实主张后对因果关系的成立承担证明

责任即可②。
（二）选择正置的理由

虽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侵权诉讼私益具

有一定程度的制度共性，在形式上可以共通适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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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责任规则，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其自身特殊性，
不宜再当然采取因果关系倒置规则。 基于如下对二

者不同之处的考量，本文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

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宜采用“正置”。
１．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不同

环境私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以确保被侵权人

权益得到救济为目标，对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做出

特殊安排。 对于被侵权人而言，若要求其证明因果

关系存在，会显得负担过重，因为其需要对包括侵权

行为与环境污染之间以及环境污染与产生人身财产

损害之间存在的双重因果关系加以证明。 考虑到环

境私益诉讼中被侵权人为普通民众，不具备与侵权

人抗衡的平等诉讼地位，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采取

了举证责任倒置，以矫正诉讼结构，实现诉讼公正。
而环境公益诉讼的保护法益为环境公共利益，该法

益具有抽象性，并不以实际发生的损害结果为前提。
换言之，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而言，原告无须对上述

双重因果关系进行证明，只需要举证证明侵权行为

与环境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成立。 相较于实现私益

救济功能的环境侵权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更注

重环境公共利益的预防和补救，实行单一的因果关

系证明，则原告的举证压力也有所降低。 当然，由于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无需对环境破坏与造成的损失之

间这一层次因果关系进行证明，原告便可以集中力

量针对侵权行为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因果关系予以证

成，这也是具备技术支持的专业的组织或机关作为

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理由所在。 正是对于因果

关系的证明本质要求不同，原先举证责任倒置的规

则也应当适时进行相应的改变。
２．诉讼主体举证能力不同

一方面，环境私益诉讼设定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在于保障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矫正双方当事人因

诉讼地位失衡而产生的举证能力差距过大的问题。
基于对诉讼公正的追求，在环境私益诉讼中实现行

为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平衡，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由举证能力更强的行为人承担举证责任，具有充分

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而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
告一般是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以及有关社会组织，
各自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可对诉讼双方抗衡关系产生

影响，自然也不存在传统环境侵权诉讼所谓的“诉
讼两造地位失衡”的适用基础［３］ 。 环境公益诉讼的

原告具备专业技术知识和法律运用水平、资金力量、

技术支持等优越条件，较之环境私益诉讼中作为原

告的公民个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在举证能力

上并不处于劣势地位。 因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

原告与普通环境侵权纠纷中由公民个体等普通民事

主体作为原告相比，无须通过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来

平衡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当检察机关等国家机

关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处于被管理、被监

督地位的环境损害行为人作为相应的被告时，处于

优势地位的是原告，被告可能因诉讼实力存在悬殊

而无法与之抗衡，故作为举证责任倒置基础的诉讼

地位失衡也已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环境公益诉讼

的原告因其自身特点在举证能力方面得以强化，在
环境损害程度鉴定、环境损害后果认定，特别是因果

关系的判断方面证明困难大大降低，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因证据偏在而产生的举证困难。 具体而言，随
着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趋于“刑事化”，公安机关的侦

查或调查为检察机关提供可以直接用于证明被告侵

害环境等的充足证据，极大地减轻检察机关证据收

集的负担，化解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难的困境，甚
至使得检察机关的证据收集能力强于被告［５］ 。 另

外，与环境私益诉讼中作为原告的公民个人不同，当
环保组织依法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时，因其资金

支持和资源整合等优势，在诉讼能力和举证能力方

面均处于优势地位，承受诉讼不利风险的能力也得

以提升，两造诉讼地位可能发生转换。 可见，较之环

境侵权私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举证能

力大幅提升，此类诉讼也不便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规则。
３．侵权损害认定不同

一般认为，环境私益诉讼中环境侵害与“行为

人的行为直接作用于环境要素” ［６］的环境直接侵权

不同，是以环境介质的污染或自然环境的破坏为中

间桥梁而作用于人，其侵权行为具有间接性，所造成

的损害可分为对人的损害和对环境的损害，前者包

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后者包括对环境要素乃至

生态系统的损害。 以污染排放行为为例，既可能造

成对环境的损害，如河流污染，也可能造成对人的损

害，如对该河流附近的养殖户造成健康或经济损害，
以及因排放物的毒性而可能导致该流域不特定的人

罹患某种疾病。 环境私益诉讼常对环境人造成双重

损害；而环境公益诉讼当中的环境侵害是污染者对

环境直接造成的损害。 而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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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实施的是“直接”作用于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

行为，并不具有“间接侵权”特征［２］ 。 基于上述区

别，二者在现实危险性与救济紧迫性方面也存在差

异。 环境私益诉讼以被侵权人遭受了能够证明的实

际损失为前提条件，具有可感知性，现实危险性与救

济紧迫性更强。 而相比权利的救济，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更强调预防和补救的双重救济功能，因此并不

以实际发生损害结果为诉讼提起的前提条件，其现

实危险明确且可证明。 与之不同的是，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中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危险具有潜伏

性，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显现，其还需要科学技术的支

撑才能加以识别，客观上证明更为困难。 从救济的

紧迫性出发，举证责任分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

环境私益诉讼中，受侵权行为现实危险性和权利救

济的紧迫性影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以维护被

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而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受
危险潜在性以及危险认定的技术支撑不足的影响，
若采取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不仅不能更好地发挥政

府的环境监管职能，而且会增加滥诉的风险，进而可

能打击企业生产活动的积极性，影响经济发展。 此

外，诉讼公正的要求也将因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公

益诉讼中的适用而无法满足。
综上所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般处理的是损

害结果已经实际发生的救济性保护请求，以及损害

结果尚未发生的预防性保护请求。 这两类请求在环

境污染或者破坏行为与环境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

的认定上本身就比较困难，在包含查找环境损害的

原因物质、分析原因物质的致害路径和到达受损环

境区域的强度与致害机理等复杂技术因素的案件中

更是如此。 基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其与

一般的环境侵权诉讼的证明要件存在明显差异，一
味为了平衡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而适用因果关系证明

责任倒置规则实属矫枉过正。 因此，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不宜机械地套用环境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倒置

规则，而应当回归证明责任正置规则。

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的
证明方法

　 　 证明是当事人期望获得胜诉的证实活动。 在确

定原告就因果关系的存在承担证明责任后，原告的

证明内容有所扩大，其败诉风险也随之增加。 当事

人在证明活动中适配科学合理的证明方法或者法律

技术，有助于缓和当事人对要件事实的证明困难，减
轻当事人的证明责任，激发当事人在证明活动中的

积极性，简化证明流程，进而提高案件的审理效率。
在遵循证明责任正置的原则下，为了避免案件事实

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助力诉讼促进与发现真实，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可以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证明方法，
包括原告首先提出基础事实（间接事实）进行证明

和被告通过反证或者间接反证证明两个方面。
（一）原告借助事实推定降低举证负担

针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果关系的认定困难，
事实推定为因果关系的证明提供了方法和思路。 一

般而言，按照是否由法律明文确立为标准，推定可以

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７］ 。 顾名思义，法律推定

是法律上通过明文确立的推定；而事实推定是法官

依据经验法则推认事实的过程。 基于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中环境污染所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与内在因素的

复杂性，法官往往需要运用经验法则对个案具体事

实进行心证确认，故属于事实推定而非法律推

定［８］ 。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因果关系推定的运用，
并不意味着证明责任分配发生“倒置”的改变，只不

过是为了降低原告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负担而已［９］ 。
１．因果关系推定

所谓的“因果关系推定”，应当是指能够以达到

证明标准的基础事实推认因果关系的存在，主要包

括疫学统计方法、间接反证等具体技术方法。 根据

日本公害诉讼的审理经验，在判断环境污染是否导

致人身损害时，需要运用疫学统计方法理论进行两

个阶段的法律评价。 第一阶段，法院需要参照因果

关系的判定条件，针对该争议地域内争议疾病的分

布以及有关科学评价进行评估；第二阶段，法院需要

分析对环境负荷原因危险大的因素［１０］ 。 但随着疫

学理论在审判实践中暴露出适用的局限与短板（如
仅适用于环境污染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难以

适用于个案判断），法院也需要依靠间接反证等具

体方法推定因果关系。
间接反证理论发源于德国，受德国法学的影响，

日本继受了间接反证的概念。 间接反证的适用机理

一般为：在直接证据匮乏的情况下，负担证明责任一

方当事人需要证明间接事实存在，进而依据法官的

经验法则即可推定主要事实的存在，而相对方需要

提出证据证明与构成要件无关且能够同时存在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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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间接事实，以排除法则的适用［１１］ 。 日本司法实

务主要将该理论应用于公害等类型的现代型诉讼，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潟水俣病公害诉讼被普遍视

为日本法院采纳间接反证的典型实例。 在日本公害

诉讼中，原告一方需要证明因果关系链条中的部分

间接事实存在，进而通过事实推定形成法官心证。
其理由在于，日本当时的科技水平难以针对公害问

题完全调查清楚，故完全依靠自然科学证明因果关

系的存在是难以实现的。 由此，若一味要求原告对

因果关系的全过程加以科学解释和证明，无异于阻

断了原告请求司法救济的路径［１２］ 。 于是，为了确

定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日本法院运用间接反证的方

法，即原告只需要证明如下间接事实的任意两者：
（１）损害发生的原因物质；（２）原因物质到达受害人

或者污染地的具体路径；（３）加害企业排出原因物

质的情况［１３］ ，法院便可根据原告证明的间接事实，
并结合经验法则推定损害结果是由加害行为所致。
也有学者对公害诉讼因果关系的事实进一步细化，
具体可以分为：（１）污染者生产中形成有害物质；
（２）被告将有害物质向外界排出；（３）有害物质通过

环境蔓延；（４）有害物质进入原告人身财产；（５）原
告遭受人身财产损害。［１４］针对上述事实，原告无须

对所有事实加以证明，只需要证明部分事实如（２）
和（４）或（２）和（５）存在即可［１０］ 。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存在适用因果关

系推定解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做法。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

例之一的“江苏省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泰兴锦汇化

工有限公司等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③，便是如

此。 吕忠梅教授点评认为：“该案的事实认定与因

果关系推定法理十分清晰。 区分该案被告有直接实

施污染物倾倒行为和非倾倒行为直接实施人两类不

同情况，采纳因果关系推定规则，清晰地展示‘受害

人证明基础事实达到低标准证明———法官推定因果

关系的存在———被推定人提出反证证明’的逻辑，
妥当实现原、被告间在诉讼中的平衡。” ［１５］ 这表明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合理性

已经得到司法实践的承认。
２．间接反证

考虑到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同于一般的环

境污染损害人身权益的案件，往往需要科技等方法

对环境污染与损害结果的复杂因素进行确定，故与

疫学理论等因果关系推定的具体方法相比，间接反

证具有更广泛的适用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包括间

接反证在内的因果关系推定需要遵循三段论的逻辑

结构。 根据“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三段论的逻

辑思维，法院在推定是否成立因果关系的时候，需要

进行两次评估和判断，避免出现可能错误或者极不

可靠的推定结论。 第一步，法院需要判断大前提即

加害行为是否可能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确定二者是

否具有常态关系。 第二步，法院根据原告提交的证

据分析小前提即具体相关的基础事实是否存

在［１６］ 。 不过，间接反证主要适用于大前提已经被

技术等方法确定的场域，即一旦基础事实与推定事

实的常态关系已被证明，只需通过具体基础事实推

定因果关系成立即可。 因此，间接反证虽然降低了

原告的举证负担，但仍然要求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

让法院完成上述推认过程并做出心证判断。 参考域

外的司法经验，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果关系的

间接事实可以类型化为：（１）某种污染物可能使环

境受到污染或者损害；（２）被告有排放某种污染物

的行为；（３）污染物到达受损环境区域的路径。 在

适用间接反证进行因果关系推定时，原告主要对上

述间接事实任意两者加以证明，而无须就整体因果

关系链条的所有环节举证证明。
（二）被告通过反证证明避免败诉风险

如上所述，如果原告对与因果关系有关的间接

事实等进行举证，只要这些间接事实得以证明，则可

以根据间接事实与因果关系的常态关系推定因果关

系存在。 对于原告的举证，被告应当对其否认因果

关系的存在提供证据证明。 此时，被告证明的性质

属于反证。 于是，被告既可以通过直接反证证明，也
可以通过间接反证证明。

１．直接反证证明

就直接反证而言，其适用模型一般为：原告通过

对间接事实 ａ、ｂ 提出证据证明共同推认主要事实 Ａ
（即间接本证），而被告为了妨碍主要事实的推认，
动摇法官的自由心证，可以提出直接证据证明主要

事实 Ａ 不存在即－Ａ，同时也可以提出－ａ、－ｂ 的间接

事实，颠覆法官先前对主要事实 Ａ 成立的推定［１７］ 。
依循此种模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被告既可以

直接提出证据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也可以直接提

出证据证明原告提出的间接事实不成立。 举例来

说，在某个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囿于无法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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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关系所有环节进行严密的证明，原告提出并证明

的间接事实有二：一是被告有排放某种污染物的行

为，二是污染物到达受损环境区域的路径。 此时，被
告可以通过直接反证予以反驳。 被告可以提出证据

证明排污行为与环境损害并无因果关系，亦可以针

对原告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证明被告没有排放含

有某种污染物的废水的行为以及排放的废水不会经

过受损环境区域，以阻碍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如

果被告不提出或者无法对提出的事实进行反证，或
提出的间接事实不存在，则会使得因果关系存在得

到推认，进而承受败诉风险。
２．间接反证证明

按照前述间接反证的适用机理，在原告提出间

接事实 ａ、ｂ 并间接本证后，被告可以提出与 ａ、ｂ 无

关且能够两立的 ｃ、ｄ 两种新的间接事实或者特殊情

事进行反证。 按照此种逻辑，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

的被告证明与原告提出的间接事实相矛盾的间接事

实存在，均可以使不利益由哪一方承受陷入争议。
仍以上述例子来说明，在原告提出关于因果关系的

间接事实并加以证明后，被告可以提出证据证明其

他企业也有排放某种污染物的行为或该企业的污染

物通过海流到达受损环境区域的间接事实，或者自

己即便有排放废水的行为，但废水处于排放合格率

范围的间接事实，以阻碍因果关系的推认，避免遭受

不利益。

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果关系的
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的依据，也是

衡量是否证明成功的基准或标尺。 证明标准与当事

人的证明责任分配以及因果关系证明方法的运用紧

密关联。 在确定由原告承担因果关系构成要件的证

明责任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负担证明责任的原

告证明应该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完成诉讼证明活动。
在适用因果关系的事实推定时，证明标准与证明责

任可谓形影不离。 当负有证明责任的原告运用因果

关系推定进行证明活动时，其提供的证据须达到相

应的程度。 在其证明达到证明标准时，被告也须提

出反证推翻本证，此时反证须达到动摇因果关系推

定的证明程度。 此外，为了达到分配正义和矫正正

义之间的平衡，有必要具体分析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的证明标准问题。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

之检视

根据 ２０２２ 年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１０８ 条第

１ 款，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对待证事实的证明需

达到高度可能性程度。 其中的“高度可能性”等同

于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的“高度盖然性”，是指法官

在内心形成了待证事实 “十之八九是如此” 的判

断［１８］ 。 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单一的高度盖

然性标准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标准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 但基于上文分析，我国的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应借助因果关系推定等方式平衡当事人利

益，若一律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则失之偏颇。
与证明责任倒置规则不同，因果关系的事实推

定并未改变诉讼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仅是直接证明

有困难时的减轻证明难度方式。 在适用因果关系推

定规则时，证明责任仍然由原告承担，原告只需要举

证达到某种盖然性即可，使得法官形成初步的心证，
并不必然要求达到高度盖然性。 此时，距离证据与

事实信息较近的被告为避免败诉则产生证明的必要

性，应当提供反证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至少使得

法官内心对因果关系的存否陷入真伪不明、形成心

证平衡，否则它将承担败诉的风险［１９］ 。 该证明路

径与证明责任倒置相比，仅仅为法官指引了一个可

行的方向，其仍需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斟酌当事人就

因果关系的存否所需达到的证明程度［２０］ 。 同时，
考虑到原告在诉讼阶段面临环境污染的紧迫危险，
需要及时救济等特殊状况，法官在认定因果关系时

可以适当降低证明标准。 因此，基于因果关系事实

推定这一特殊的证明路径，单一的证明标准完全适

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能导致公平正义的丧失，
也与世界各国通行的多元化证明标准相悖。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果关系证明标准降

低的适用条件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适用于普通民事诉讼对要

件事实证明的一般情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因果

关系证明标准降低仅是对一般性证明标准的例外，
其应当满足一定的适用条件。

１．事实本身的性质决定证明困难

一方面，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所需的成本过高，
不符合比例原则［１９］ 。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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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较为专业，往往需要借助专家意见书、科学实验报

告等才能完成相应的证明活动，原告在证据的收集、
固定和展示方面难度较大，集中体现在环境污染后

因果关系的证明、损害赔偿的证明等领域［２１］ 。 由

于致害过程的复杂性、技术性、潜在性、交互性与积

累性，原告在多数情况下难以确切地证明污染行为

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使可以证明，所耗

费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也过高。 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资源都是司

法运作的成本［２２］ 。 面对此等因果关系复杂问题，
若坚持以高度盖然性为证明标准，不仅有加剧司法

供给侧不足的矛盾之虞［２１］ ，而且难以发挥损害赔

偿机制实现污染成本的内部化，从而激励违法。 另

一方面，消极性事实难以由诉讼当事人通过直接证

明的方式加以证明。 如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由
于污染来源的不确定性，损害往往夹杂其他污染因

素长期累积而成，被告难以通过直接证据证明“损
害并非其排放行为造成”这一消极性事实。

２．证明困难导致裁判结果显失公平

证明标准降低的前提是证明困难，但要件事实

证明困难并不必然需要降低其所应达到的证明标

准，只有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因待证事实证明困

难而承担不利后果，于审理结果上显失公平时，才应

对降低证明标准予以考虑［１９］ 。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中，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就因果关系等要件事

实出现证明困难时，如果裁判结果明显有失公平、不
为一般的社会公众所接受，那么适用一般性证明标

准（高度盖然性标准）无疑是过高的，可能导致非真

正侵权人被迫承担损害赔偿，使得个体责任扩张为

集体责任，此时证明标准应当予以降低。 相反，若对

现有的证据调查等进行综合评估，审理结果并不会

导致显失公平，则应对适用证明标准降低规则保持

克制。
（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果关系证明标准

设计

１．确定多层级证明标准体系

降低证明标准是相对于一般性证明标准而言

的，为了更为清晰地展示证明标准，有必要将其分为

不同的级别。 德国学者运用刻度盘将证明标准分为

四级： （ １） １％—２５％，即非常不可能； （ ２） ２６％—
４９％，即不大可能；（３）５１％—７４％，即大致可能；（４）
７５％—９９％，即非常可能，且他们认为证明标准应定

于此，民事诉讼当事人穷尽举证后，若达到或超过

７５％的证明程度，则法官应认定待证事实存在［２３］ 。
为了厘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
我们有必要借鉴刻度盘理论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层

次：一是高度盖然性标准。 这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的通常证明标准，相当于德国学者所言的第四级证

明程度“非常可能”（７５％以上），一般情况下适用于

要件事实的本证［２４］ 。 二是优势盖然性标准。 在需

要降低证明标准的例外情况下，可以实行优势盖然

性标准，即相当于第三级证明程度“大致可能”，是
指法官对待证事实的信任度已经达到可能如此的程

度，认为其存在的可能性达到或超过 ５１％。 三是真

伪不明标准，即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与不可能的可

能达到同等程度，真实性为 ５０％。
２．确定不同主体的不同证明标准

对于原告方，宜就因果关系的初步举证采取优

势盖然性证明标准。 由于污染行为致害过程具有潜

伏性、交互性和多因性等特征，原告证明污染行为与

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难度较大、成本较高，
坚持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难以实现污染成本的内部

化，导致审理结果显失公平。 采取此种证明标准以

缓解原告证明压力的做法，在比较法上也有迹可循。
在大陆法系，通常只要求受害者就污染行为与损害

结果的因果关系证明，达到优势盖然性甚至是更低

的程度即可。 例如，德国在《环境责任法》第 ６ 条第

１ 款中规定，某一设备依照案件的具体情形可能导

致损害的，则推定该环境污染损害是由该设备造成。
此时受害者需证明的有：排放行为与该设施的经营

有关；排放物质与既有损害具有时空上的联系；排放

物质有致害可能性［２５］ 。 日本根据公害诉讼的审理

经验，发展出疫学因果说、大致推定理论和间接反证

等理论，因果关系的证明不以“科学严密的检验”为
要求，而是达到优势盖然性的“合理”程度即可［２０］ 。

对于被告方，宜就因果关系的反证采取真伪不

明的证明标准。 当原告就污染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

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明达到优势盖然性的程度时，法
官则可以推定因果关系存在。 作为推定不利方的被

告有权提出反证或间接反证，以阻止原告的证明达

到所要求的标准。 因果关系推定规则适用于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时，并不改变原告在因果关系真伪不明

时承担败诉风险的证明责任，因此，被告的反证导致

因果关系处于“伪”或“真伪不明”的状态时，则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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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３．确定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标准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１ 条的规定，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要分为救济性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两种类型。 预防性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提出，突破了“有损害必有赔偿，
无损害即无救济”的理念桎梏，许多违法者已经违

反了法律，但并没有造成任何可衡量的损害［２６］ 。
例如在美国相关案例中，地方法院发现某公司在数

年内违反法规接近 ５００ 次，但没有证据证明排放对

河水质量产生影响，甚至该河的水质符合游泳的标

准［２７］ 。 对于其因果关系认定之证明标准应予审慎

考量。
预防在德国的环境立法中有“风险预防”和“危

险预防”之分，而我国现行立法采取“重大风险”这
一抽象表述，其规制对象实质上是危险而非风险。
因为低盖然性的风险会产生虚幻的预期，为避免恣

意，应当以高盖然性的危险作为法律规制的对

象［２８］ 。 在环境危险预防概念下，原告需提出证据

证明环境损害可能性，被告需提供证据消除对其行

为具有危害性的怀疑。 与通常的救济性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相比，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并不要求实

际损害的发生，而是以环境危险作为要件事实，其面

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事实状态，对于这种具有试验

性质的预防行为，应持一种谨慎开放的态度［２９］ 。
一方面，尽管基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预防性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对因果关系的证明难度依旧较

大，但如前所述，行为是否会造成环境危险是一个尚

不明朗的事实状态，该证明困难并不会导致裁判结

果明显不公，因此不应肆意降低证明标准。 值得警

惕的是，如果环境监管体制本身没有能力解决特定

的环境问题，降低证明标准、使更多的公益诉讼得到

支持很难对环境保护这一目标产生积极作用［３０］ 。
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

多是企业，而企业乃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若以较低的证明标准要求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的原告，不仅易使其被滥用而对地方经济的发

展造成消极影响［８］ ，同时也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的“环境危险盖然性要件”相悖。 因此，在预防

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对因果关系的证明仍

需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７５％以上），区别于救济性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果关系的优势盖然性标准

（５１％以上）。

结　 语

《民法典》环境公益侵权责任的相关条款，强调

了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立法保护，这与以往倾向

于保护环境私益侵权损害的立场有所不同，是对环

境公益侵权责任的特殊要件、修复和赔偿责任的承

担以及环境公益损害救济的请求权主体的法律确

认。 当然，法律规范固有的抽象性决定了其在司法

实践适用中的不确定性［３１］ 。 《民法典》并未在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的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分配方面提供直

接明晰的规则依据，引起了法院裁判路径的外部矛

盾。 在诉讼两造地位趋于平衡、原告举证能力不断

强化等条件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果关系的证明

责任不宜再适用倒置规则，而应当由原告对因果关

系的存在承担证明责任，并可以借助事实推定缓解

证明压力。 同时，在《民法典》已经实施的重大历史

背景下，未来应当从中国司法实践的语境出发，对环

境公益侵权责任条款的立法目的、司法适用等内容

加强理论研究，以保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目标

的实现以及证据裁判的一体性。

注释

①参见“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环

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豫民终 ８６１
号民事判决书。 ②参见“北京市朝阳区绿家园环境科学研究中心、
桂林慧通沥青制品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广西壮族

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桂 ０３ 民初 ３６ 号民事判决书。 ③
参见“江苏省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等水污染

民事公益诉讼案”，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民申字第 １３６６ 号民事裁定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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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研究”专题】

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自由裁量问题研究∗

黄 忠 顺

　 　 摘　 要：基于检察机关兼具公益代表人与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身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谦抑性、私益损害惩罚

性赔偿请求权的依附性、民事诉讼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滞后性与低效性、民事实体请求权的可处分性，检察

机关在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时可以对诸多事项进行自由裁量。 在进行自由裁量时，检察机关应当综合考

虑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诸多因素，并受上级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消费者协会及有关当事人的监督。
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不应当以行政罚款规定为法律依据，而且在立法论上也不宜创设公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

求权，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集中行使方式宜优先考虑采用特别代表人诉讼等集体诉讼制度。
关键词：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特别代表人诉讼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０６７－０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
法典》）第 １７９、１２０６、１２０７ 条的规定，明知产品存在

缺陷仍然生产、销售，或者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

缺陷但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不力，造
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

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第 ５５ 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安法》）第 １４８
条第 ２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以下简

称《药管法》）第 １４４ 条第 ３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旅

游法》（以下简称《旅游法》）第 ７０ 条第 １ 款等规定

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依附于特定消费者的私益损害

补偿性赔偿请求权，故“我国现有法律关于惩罚性

赔偿的规定，都是以私益诉讼为规制对象的，仅授权

消费者提出惩罚性赔偿的权利，公益诉讼的起诉人

主张这类赔偿，在现行法律中找不到依据” ［１］ 。 但

是，受害消费者与依法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消费者

协会均未能实现惩罚性赔偿请求权集中行使的常态

化，基于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需要，检察机关确有必

要在中央的支持下继续探索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惩

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制度①。 在立法机关尚未创

设独立型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语境下，检察机关未

经受害消费者授权而直接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

诉讼将面临更多挑战。 本文暂且搁置检察机关在解

释论上是否有权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之

争，立足于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实践，对检察机关提起

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自由裁量权及其行使问

题展开研究②。

一、检察机关在实践中进行
自由裁量的事项

　 　 在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实践中，检察机关

不可避免地需要对某些事项行使自由裁量权。 检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诉讼实施权配置视阈下的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研究”（１９ＢＦＸ１０９）；华南理工大

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培育项目“中国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制度构建”（ＺＤＰＹ２０２０２９）；河南省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新时代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基本程序体系研究”（２０２１－ＪＣＺＤ－２８）。
　 　 作者简介：黄忠顺，男，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郑州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院研究

员（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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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在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实践中行使的自由

裁量权种类繁多，本文仅研究检察机关在惩罚性赔

偿消费公益诉讼中的特有自由裁量权问题。 笔者在

Ｇ、Ｙ 两省检察机关进行的访谈表明，在办理惩罚性

赔偿消费公益诉讼案件的实践中，有些事项被检察

机关纳入自由裁量范围的是确有必要的，但有些事

项则是存疑的。
（一）必须裁量的事项

基于惩罚性赔偿的补充性，只有公法责任及补

偿性赔偿相叠加仍不足以遏制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检察机关才有必要在公益诉讼中提出惩罚性赔偿请

求。 决定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检察机关还应当裁

量向哪些主体、以何种方式提出何种内容的惩罚性

赔偿请求。 基于此，检察机关在惩罚性赔偿消费公

益诉讼实践中必须对以下事项进行裁量。
１．公法责任是否足以单独实现遏制违法生产经

营行为的目的

基于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与行政罚款、刑
事罚金等财产类公法责任均具有从剥夺不法收益的

角度遏制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功能，只有公法责任

不足以单独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双重功能

时，检察机关才有必要考虑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
因而，在公法责任已经足以实现遏制功能的情形下，
检察机关提出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

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通常已经足以保

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没有必要提出“要求被告召回

并依法处置相关食品药品以及承担相关费用和惩罚

性赔偿等诉讼请求”③。
２．消费者本人维权的积极性如何

消费者普遍放弃或难以维权是违法生产经营者

保有不法收入的主要原因，消费者普遍缺乏以个别

诉讼、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等形式行使补偿性赔偿

请求权与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积极性，这是检察机

关决定以公益诉讼的方式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的前

提。 在通常情形下，大额消费争议中的受害消费者

通常具备索赔的积极性，因此，检察机关直接提出具

体惩罚性赔偿请求的必要性通常仅存在于小额消费

领域。
３．向哪些主体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

不安全食品药品的生产者与经营者对惩罚性赔

偿责任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而明知他人未取得食

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

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
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民事主体

（以下简称“协助者”）对惩罚性赔偿责任承担连带

责任，检察机关可以权衡向谁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
与受害消费者倾向于起诉最有能力支付惩罚性赔偿

金的主体不同，检察机关应选择主观恶性最大的生

产者或经营者为被告，并裁量是否将协助者作为共

同被告。
４．具体请求被告支付多少惩罚性赔偿金

《食安法》第 １４８ 条第 ２ 款与《药管法》第 １４４
条第 ３ 款均规定受害消费者可以向生产者或经营者

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

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 但是，基于

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可处分性，提出惩罚

性赔偿请求的受害消费者主动请求按照低于法定标

准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受当事人处分

权的拘束。 与此不同，作为形式当事人的检察机关

无权擅自降低法定的惩罚性赔偿标准。 但是，法定

的惩罚性赔偿标准缺乏弹性，适用刚性的惩罚性赔

偿标准可能违反过罚相当原则。 由于惩罚性赔偿消

费公益诉讼案件通常难以准确计算所有受害消费者

应得惩罚性赔偿金的总额，检察机关在事实上仍可

以结合被告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等因素适当降低

惩罚性赔偿金。
５．以何种诉讼形式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

检察机关对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可以向人民

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审理刑事案件

的人民法院的同一审判组织审理④。 因而，检察机

关有权裁量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抑或独立的民

事公益诉讼形式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因履行诉前

公告程序或者调查核实惩罚性赔偿请求相关事实可

能影响相关刑事案件审理期限的，检察机关宜另行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⑤。
（二）存疑的裁量事项

检察机关在是否有必要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
向谁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请求被告给付多少惩罚

性赔偿金、以何种诉讼形式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等

方面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这不意味着检察机

关对任何事项都享有自由裁量权。 受文章篇幅限

制，这里仅举三个真实案例来说明检察机关的裁量

事项范围应当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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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符合特殊的惩罚性赔偿条件的案件可否适用

一般惩罚性赔偿标准

在 Ｇ 市 Ｐ 区检察院对许某某三人生产、销售假

酒行为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中，检察机关认为本案同

时符合提起产品欺诈三倍惩罚性赔偿和食品安全十

倍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综合考虑侵权人的主观

过错、产品缺陷程度、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检察机关

选择行使产品欺诈三倍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并获得

省级检察机关的充分肯定⑥。 检察机关目前仅能在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
而《消保法》第 ５５ 条规定的三倍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不适用于食品药品安全案件，故检察机关似无权选

择根据《消保法》第 ５５ 条的规定提出惩罚性赔偿消

费公益诉讼。
２．刑事罚金、行政罚款是否与惩罚性赔偿金

折抵

在 Ｃ 市检察院对康某某、胡某某提起的食品安

全公益诉讼案中，检察机关以被告生产不安全豆腐

为由请求其支付销售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８０００ 元，但
Ｃ 市法院以两被告已分别被其他人民法院判处

４０００ 元刑事罚金为由，判决两被告免于支付民事惩

罚性赔偿金⑦。 对此，笔者认为，私益损害惩罚性赔

偿责任在解释论上不可能转化为公法责任，检察机

关认为行政罚款与刑事罚金不能在民事惩罚性赔偿

金中抵扣的观点值得肯定，因为这不属于检察机关

或者审判机关可以自由裁量的事项⑧。 检察机关虽

可以将侵权人承担公法责任的事实作为裁量是否提

出惩罚性赔偿请求及请求侵权人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数额的因素，但不能直接将刑事罚金、行政罚款与惩

罚性赔偿金折抵⑨。
３．惩罚性赔偿金是否直接上缴国库

Ｇ 市检察院以刘某某生产、销售假盐为由向 Ｇ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刘

某某支付其所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食盐产品价款

十倍的赔偿金，共计 １２０００００ 元（上述款项上缴国

库）”，Ｇ 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公益诉讼起诉人主

张追缴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应上缴国库”⑩的观点。
由于公益诉讼行使的依然是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

求权，作为形式当事人的检察机关无权对惩罚性赔

偿金的归属进行裁量，惩罚性赔偿金在解释论上只

能归受害消费者所有，受害消费者因故不愿或不

能认领的惩罚性赔偿金则应当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

基金统一管理。

二、检察机关可以自由裁量的理论依据

检察机关在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中进行自

由裁量权的正当性基础与检察机关的定位与职责、
检察公益诉讼的补充性、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归属主

体是受害消费者、以民事诉讼的方式保护社会公共

利益的滞后性与低效性、检察机关以自己名义行使

的实体请求权的可处分性等密不可分。
（一）检察机关的法律定位与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１３４ 条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下简称《检察

院组织法》）第 ２ 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

律监督机关，负有通过行使检察权维护个人和组织

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法定

职责。 检察机关在理论上通常被认为具有法律监督

者与公益代表人双重身份，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诉

前程序中主要扮演的是法律监督者角色，而检察机

关以自己名义提起公益诉讼主要彰显的则是公益代

表人身份［２］ 。 根据立法机关的有关解读，消费者协

会属于“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 ［３］ ，应当

依法履行《消保法》第 ３７ 条所列举包括提起公益诉

讼在内的各项公益性职责。 与此同时，《消保法》第
四章明确规定国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主

要通过行政机关来履行，在行政执法足以制止危害

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情形

下，检察机关没有必要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

讼。 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有权对行政

执法行为与消费者协会履行提起公益诉讼职责的行

为进行法律监督。 基于此，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

偿消费公益诉讼之前有权裁量是通过法律监督者身

份抑或公益代表人身份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进而裁量是否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

（二）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谦抑性

根据《检察院组织法》第 ２０ 条、《民诉法》第 ５８
条第 ２ 款的规定，检察机关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提

起的惩罚性赔偿诉讼只能界定为民事公益诉讼。 最

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农业农村部、海关总

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中国消费者协会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联合印发

的《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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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座谈会会议纪要》也明确指出，“是否侵害众多不

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以是

否存在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造成食品安全潜在风险

为前提”。 检察机关未经受害消费者授权而直接以

自己名义提起的惩罚性赔偿诉讼是以保护社会公共

利益为宗旨，即通过迫使侵权人额外支付惩罚性赔

偿金的方式让侵权人及其他潜在的侵权人丧失继续

或效仿被诉侵权行为的经济动力。 “众多不特定消

费者合法权益”属于社会公共利益，主要通过行政

执法的方式加以保护，受害消费者及消费者协会的

私人执法仅发挥监督与补充作用。 检察机关提起惩

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性质很难准确界定，它既

不属于传统的公共执法，也不属于典型的私人执法，
而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消极私人执法的监督与

补充，其补充性色彩更为显著。 因而，无论以独立的

民事诉讼公益诉讼还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形式

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检察机关都应当履行诉前公

告程序。 基于此，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

公益诉讼应当严格贯彻谦抑性原则，而贯彻谦抑性

原则的结果就是认同检察机关在是否提起惩罚性赔

偿消费公益诉讼方面享有“选择性起诉”的权力，而
且侵权行为是否严重损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判断也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三）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依附性

《消保法》第 ５５ 条、《食安法》第 １４８ 条第 ２ 款、
《旅游法》第 ７０ 条第 １ 款、《药管法》第 １４４ 条第 ３
款等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均被明确界定为依附

于私益损害补偿性赔偿请求权的私益损害惩罚性赔

偿请求权［４］ 。 由于法律尚未创设独立的公益损害

惩罚性赔偿请求权［５］ ，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形式行

使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只能是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

请求权。 基于此，只有无法期待受害消费者积极行

使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检察机关才有必要以自己的

名义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 因而，在决定

是否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时，检察机关应

当评估受害消费者请求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的积极性。 比如，单价上万的高档白酒被认定为不

安全食品，因受害消费者通过私益诉讼的方式获取

的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相当可观，检察机关通常缺乏

推定受害消费者会放弃行使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正

当性基础。 在消费者普遍缺乏行使惩罚性赔偿请求

权的语境下，检察机关还要对消费者遭受的私益损

害进行调查核实，但累计调查并证明特定消费者遭

受的私益损害不具有可行性，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不

得不通过间接方法来评估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基

数，从而使其在确定具体惩罚性赔偿金额方面享有

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四）民事诉讼的滞后性与低效性

在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下同）已足以遏制侵

权人或潜在侵权人继续或效仿实施违法生产经营行

为的情形下，即使受害消费者与消费者协会缺乏请

求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动力，检察机关也

缺乏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在社

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效率方面，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

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效率通常显著高于提起惩罚性赔

偿消费公益诉讼。 在贯彻过罚相当原则方面，由于

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判决不能免除侵权人应当

承担的行政责任，检察机关对侵权人提起惩罚性赔

偿消费公益诉讼后，侵权人仍可能被追究行政责任，
故检察机关通过督促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更有利

于避免过度惩罚。 因而，在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

益诉讼之前，检察机关有必要调查该损害众多不特

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对应的行政

责任是否对其产生足够充分的威慑力。 这种抽象的

判断给检察机关通过监督公共执法（提出检察建议

或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或补充私人执法（提起惩罚

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了

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五）民事实体请求权的可处分性

在公法责任不足以吓阻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且受

害消费者普遍不积极行使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语境

下，检察机关有必要监督消费者协会依法履行提起

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职责。 但是，由于消费

者协会不属于国家机关，检察机关只能通过检察建

议等温和的方式对怠于履行提起公益诉讼职责的消

费者协会进行柔性监督，并在消费者协会决定不起

诉的情形下直接以自己名义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

益诉讼。 检察机关决定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

讼的，通常还需要解决以谁为被告、请求其承担多少

惩罚性赔偿金等问题。 检察机关当前行使的惩罚性

赔偿请求权属于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而私

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具有可处分性。 在复数的

侵权人对惩罚性赔偿承担连带责任或不真正连带责

任的情形下，检察机关在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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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时，应当裁量对谁提起惩罚性赔偿请求以及提

出何种具体数额的惩罚性赔偿请求。 以食品安全惩

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被告的确定为例，经营者与

生产者对惩罚性赔偿责任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而协助者应当与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承担

连带责任。 因而，在决定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

益诉讼之后，检察机关还应当裁量以生产者还是以

经营者为被告，是否将协助者作为共同被告。

三、检察机关合理进行自由裁量时的
行为规则

　 　 由于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尚

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因而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行为

进行调整的规范尚未确立。 为引导检察机关合理进

行自由裁量，本文对检察机关在惩罚性赔偿消费公

益诉讼中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进

行概括式研究。
（一）充分尊重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谦

抑性与补充性

在进行自由裁量时，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尊重惩

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谦抑性与补充性，只能在

确有必要通过惩罚性赔偿实现预防功能的前提下，
针对故意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特定生产经营者及其协

助者，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出符合比例原则的惩

罚性赔偿请求。 检察公益诉讼的谦抑性在很大程度

上奠定了检察机关在诸多符合惩罚性赔偿条件的案

件中“选择性起诉”的正当性基础，但补充性原则在

现行法律框架下有过度适用之嫌。 无论采取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还是采取独立民事公益诉讼的形式

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检察机关都应当履行诉前公

告程序，消费者协会根据诉前公告或者检察建议提

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只能以支

持起诉人身份参加诉讼活动。 对此，笔者认为，消费

者协会根据检察建议或诉前公告提起惩罚性赔偿消

费公益诉讼的，立法机关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在共同

诉讼或支持起诉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而不应一律将

已经完成调查核实等工作的检察机关降格为支持起

诉人，以免打击检察人员的积极性。
（二）调查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

对其预防的必要性

检察公益诉讼的谦抑性奠定了检察机关“选择

性起诉”的正当性基础，而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社

会危害性及对其进行预防的必要性成为检察机关选

择起诉案件的重要标准。 对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预

防存在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之分，前者是指通过惩

罚性赔偿的方式预防该违法生产经营者继续从事损

害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后者是指通过惩

罚性赔偿的方式预防其他生产经营者继续或效仿实

施损害不特定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检察机关提起惩

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通常兼具特殊预防与一般预

防双重功能，但在例外情形下检察机关也可能有必

要仅为了实现一般预防功能而提出惩罚性赔偿请

求。 比如，违法生产经营者正在监狱服刑、已被吊销

相关执照或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对该违法生产

经营者进行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已不复存在，但如果

该违法生产经营者仍保有较多的不法收益，那么检

察机关仍有必要为了实现一般预防功能而对其提出

惩罚性赔偿请求。
（三）考察生产经营者的主观恶性及其承受惩

罚性赔偿的能力

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还应当

重点考察生产经营者的主观恶性及其承受惩罚性赔

偿的能力，以实现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法律效

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在主观恶性方面，小作坊按

照传统工艺生产的轻微不安全食品，小作坊主及其

家人也经常食用该食品的，检察机关宜联合行政机

关与消费者协会进行安全生产教育，经教育后仍继

续采取该不安全生产工艺的，检察机关再提起惩罚

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 在惩罚性赔偿承受能力方

面，即使生产经营者的主观恶性较大，但其属于社会

弱势群体且处于生活困难状态的，检察机关也不宜

对其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 但这并不意味

着检察机关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受制于违法生产经

营者的惩罚性赔偿承受能力，对于不属于社会弱势

群体但处于生活或生产困难状态的生产经营者，检
察机关则无须将其承受惩罚性赔偿的能力作为综合

考虑因素。
（四）分析消费者或消费者协会向生产经营者

索赔的积极性

由于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实

际上依托的仍然是受害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

权，只有难以合理期待绝大多数受害消费者会通过

个别诉讼或代表人诉讼等形式自行行使惩罚性赔偿

１７

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自由裁量问题研究



请求权时，检察机关才具备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

益诉讼的正当性基础。 因而，检察机关应当深入分

析特定案件中的受害消费者本人或者通过消费者组

织行使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可能性。 由于《民诉

法》第 ５６、５７ 条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运行不畅，在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必先履行诉前公告程序

的现行制度安排下，检察机关重点分析的是特定受

害消费者本人是否普遍不愿或不能以个别诉讼的方

式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 特定受害消费者是否普遍

不愿或不能以个别诉讼的形式提出惩罚性赔偿请

求，通常取决于其遭受的实际损失及其可能获得的

惩罚性赔偿金的总数额。 尽管《食安法》 《药管法》
确立了惩罚性赔偿金不少于 １０００ 元的规则，但作为

经济理性人的小额消费者通常不会为了获得 １０００
元惩罚性赔偿金而提起诉讼。 基于此，目前的最低

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虽可以激励受害消费者“搭便

车”式获得赔偿的积极性，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小

额消费者不愿以个别诉讼的方式维权的现状。 因

而，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重点

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小额消费争议案件。

四、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结果的
制约及监督

　 　 根据《检察院组织法》第 １０ 条第 ２ 款关于“最
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

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

院的工作”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通过司法

解释、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规范性文件、指导性案

例、个案请示报告等方式对其他人民检察院行使自

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指导及监督，上级人民检察院

也有权通过上诉或抗诉程序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裁

量结果进行监督，并通过个案请求报告等其他方式

对下级人民检察院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指

导。 除了来自系统内部的制约与监督，检察机关的

自由裁量结果还受到审判机关、消费者协会以及有

关当事人的监督。
（一）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

防范

受司法被动性制约，检察机关经自由裁量决定

不提起公益诉讼的，审判机关应当尊重检察机关的

裁量结果。 但是，检察机关一旦提起消费民事公益

诉讼，审判机关就可以对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进

行必要的限制。 检察机关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但

没有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或者提出的惩罚性赔偿请

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审判机关可以释明

检察机关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 检察机关撤回起

诉的权利也受到审判机关的牵制，只有检察机关提

出的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
审判机关才会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 检察机关

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后在审判机关主持下

进行调解的，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得减免诉讼请求载

明的民事责任，审判机关应当将调解协议进行为

期不少于 ３０ 日的公告，审判机关于公告期满后审查

认为调解协议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出

具调解书，继续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依法做出裁判。
由此可见，审判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职权主义有所

提升，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后的自由裁量权将受

到审判机关的牵制。
（二）消费者协会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结果的

制约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由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的顺位在消费者协会之后，消费者协会根据检察

建议或诉前公告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
检察机关只能退而求其次地以支持起诉人身份参加

诉讼活动。 支持起诉人的身份决定了检察机关不能

提出诉讼请求，而消费者协会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

提出诉讼请求，这就给消费者协会修正检察机关的

裁量结果提供了制度空间。 作为对消费者协会的反

制，检察机关在消费者协会提起的公益诉讼不能有

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下可以撤回支持起诉，
并以消费者协会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

共利益为由另行立案。 由此可见，在消费者协会

根据检察建议或诉前公告提起公益诉讼的情形下，
消费者协会与检察机关的裁量权相互制约，以最大

限度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三）有关当事人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结果的

制约

在检察机关提起的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

中，作为被告的生产经营者自然可以与检察机关展

开全面的攻击防御，进而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结果

形成有力的制约。 由于检察机关行使的是私益损害

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受害消费者在检察机关提起的

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中的地位是“法定被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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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因而，在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

诉讼之前，特定受害消费者选择以“私益诉讼”形式

行使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经作为被告的生产经营

者或其协助者抗辩，审判机关应当相应地扣除该受

害消费者单独主张的惩罚性赔偿金。 在检察机关提

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之后，特定受害消费者

明确放弃、已经实现、声明或以起诉的方式表明其本

人已经或准备自己行使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审判

机关也理应进行相应的扣除。 由此可见，作为被告

的生产经营者或其协助者可以通过与检察机关进行

攻击防御的方式对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结果进行修

正，作为“法定被担当人”的特定受害消费者可以通

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对检察机关进行监督。

余　 论

受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制约，检察机

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不可避免地面临着

诸多疑难问题。 在检察公益诉讼实践中，有的检察

机关与审判机关开始探索绕开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

请求权的策略，即以行政罚款规范作为检察机关请

求违法生产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法律依

据。 该应对策略虽与英美法系的“告发人诉讼”
具有相似性，但明确违反了行政公益诉讼优先于民

事公益诉讼的基本共识［１］ 。 行政机关“当罚不罚”
的，检察机关应当通过检察建议、行政公益诉讼等方

式迫使其依法履行职责，而不能联合审判机关共同

侵蚀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权。
由于在解释论上无法绕开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

请求权，人们开始寻求在立法论上创设专属于消费

者协会、检察机关的公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

权［６］ 。 但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除了难以货

币化的市场秩序破坏以外，违法生产经营者并没有

造成公益性物质损害，公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

的创设很难找到合适的公益损害补偿性赔偿请求权

作为依附对象。 创设不以公益损害补偿性赔偿请

求权为依附对象的公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所能

实现的制度功能，完全可以通过强化行政处罚力度、
健全行政公益诉讼规则、探索告发人诉讼制度等其

他更合理的方式实现。 因而，为消费者协会或检察

机关创设完全独立于受害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请求

权似乎并非保护“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最佳方案。
为此，有学者认为，消费者协会与检察机关的惩

罚性赔偿请求权与特定受害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请

求权构成竞争关系，即消费者协会与检察机关提起

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的，特定受害消费者的惩

罚性赔偿请求权自动丧失。 但是，这样无法发挥私

益损害惩罚性赔偿对私益损害补偿性赔偿不足的补

充功能，缺乏惩罚性赔偿金激励的小额消费者更加

缺乏请求违法生产经营者承担补偿性赔偿责任的积

极性［７］ 。 而且，该制度安排容易助长检察民事公益

诉讼的“刑事化”倾向。 对此，笔者认为，集中行

使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最佳方式，是参照

《证券法》第 ９５ 条的规定，构建以消费者协会乃至

检察机关为代表人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并健全

示范性诉讼、二阶型诉讼等其他消费者集体诉讼

制度［８］ 。

注释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指

出，“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也要求“探索建立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民

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适用”。 ②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某检察官

培训课程的主办方指定笔者研究及讲授的内容，故致力于解决检察

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时遇到的“自由裁量”疑难问题，
而不是从法理上对检察自由裁量权的有关学术争议进行研究。 基于

此，本文将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可以处分的事项一并纳入

自由裁量的事项范围。 这虽在体系上略有瑕疵，但有利于切实回应

检察公益诉讼实践需求。 ③参见《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
第 ９８ 条。 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

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２０２０ 年修正，以下简称《检察公

益诉讼解释》）第 ２０ 条。 ⑤受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规则供给不

足的影响，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形式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的

方案备受基层人民检察院的青睐，并给当前检察公益诉讼实践带来

了很多困扰。 关于如何防止检察机关不当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形

式问题，请参见刘加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困局与出路》，
《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 ⑥参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

察院穗番检民公［２０１９］４４０１１３００００４ 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

书。 类似案件亦可参见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鄂 ０２８１ 刑初

４９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⑦参见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

法院（２０１８）内 ０４ 民初 ９２ 号民事判决书。 相反案例，可参见重庆市

第五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渝 ０５ 民初 ４０１３ 号民事判决书。 ⑧与笔者

持相同观点的判决书指出：“行政处罚属于惩罚性责任，而民事赔偿

责任是一种补偿性责任，两种责任互不替代，故被告关于其已缴纳行

政处罚罚款，民事赔偿款应适当减少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参见山

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晋 ０３ 民初 １２８ 号民事判决书。 持

相反观点的判决书则认为：“民事惩罚性赔偿金与行政罚款、刑事罚

金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将刑事罚金抵扣民事惩罚性赔偿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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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确法律依据，尚属于自由裁量的范畴。”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２０２０）粤 ０１ 刑终 １３０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⑨《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法释〔２０２２〕１ 号）第 １０ 条第 ２ 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

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法释〔２０２１〕４ 号）第 ６ 条

第 ２ 款分别规定生态环境侵权人、知识产权侵权人因同一侵权行为

承担的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均不能抵扣惩罚性赔偿金，但允许人民

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金数额时予以综合考虑。 由于消费者的惩罚

性赔偿请求权与前述两类被侵权人的惩罚性赔偿请权具有完全相同

的法律属性，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案件宜类推适用前述规定。
⑩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粤 ０１ 民初 ３８３ 号民事判决书。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还根据检察机关的诉请，判决被告承担补偿

性赔偿金与惩罚性赔偿金，并由法院直接上缴国库。 参见安徽省阜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皖 １２ 民初 １２１ 号民事判决书。 在广东

省消费者委员会对生产、销售假盐的钟某某、骆某某提起的惩罚性赔

偿消费公益诉讼中，原告“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赔偿金人民币 ８８４８０
元，该款项由法院托管，待相关受损的消费者的诉讼时效到期后由法

院向国库缴纳”，但遗憾的是，法院判决将惩罚性赔偿金直接上缴国

库。 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粤 ０１ 民初 ３８７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民诉法》第 ５８ 条第 ２ 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否履行诉前公告程序

问题的批复》（法释〔２０１９〕１８ 号）。 参见《食安法》第 １４８ 条。 
参见《食安法》第 １２２ 条第 ２ 款。 参见《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 １８
条。 参见《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 １９ 条、《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

案规则》第 ９９ 条第 ２ 款。 参见《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
第 ９９ 条第 １ 款。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２０２２ 年修正）第 ２８７ 条。 参见《人民检察

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 １０２、１０３ 条。 参见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

人民法院（２０２０）冀 ０８０２ 刑初 ２７２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河北省承

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８）冀 ０８０２ 刑初 １８８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书、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辽 ０１０６ 刑初 ４３２ 号刑事附

带民事判决书。 与此不同，破坏生态或污染环境的行为可以造成

纯粹的公益性物质损害，以公益损害补偿性赔偿请求权为依附对象

的公益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在理论上可以成立。 参见黄忠顺：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二元配置论》，《当代法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关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刑事化”倾向及其应对问

题，参见张嘉军：《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刑事化”及其消解》，《河
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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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生建设的创新与启示∗

岳 天 明

　 　 摘　 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和民生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业已取得的民生成就的基础上，
我国民生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对民生事业的重视提升到了前所

未有的新高度，民生建设的范围更加广泛，民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得到全面创新：提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七有”
新目标，明确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原则，践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思路，以“补齐短板”为民生建设的新作为。 整

体而言，我国民生事业取得历史性进展与创造性经验的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生建设之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建设理念，坚持推动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的良性互动，坚持推进民生建

设法治化。
关键词：民生建设；“七有”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０７５－０８

　 　 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发

展的目标就是追求美好生活，而最大限度的生存、尊
重与自由是所有个人和社会都在追求的具有普遍性

的基本人类生活需要［１］ 。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

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２］ 。 在高质量发展

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为迫切，以生存为基

本要义的民生建设及其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时代意

义。 在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基本社会交往方式的信

息社会，历史性与共时性相互交错，各种风险相互叠

加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机遇，创造一个人类宜居的

未来日益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追求［３］７６。 在此背景

下，分析我国民生建设方面的制度创新及其启示对

于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

共同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一、研究缘起

民生事业关系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包括教育、
就业、养老、收入、住房、健康等各个方面，与人民群

众的生存和发展密不可分，事关民心向背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因此，必须持之以恒地不断保

障和改善民生。 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人的

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而人的需要是不断变化的，在
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内容，往往一个需要满足

之后，又会出现新的需要。 人民群众对民生的诉求

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一元到多元

不断变化的过程。
鉴于民生建设具有永恒性、 动态性和全面

性［４］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和民生建

设。 早在 １９２２ 年，党的二大宣言就提出设立工厂保

险、保护失业工人等旨在改良工人待遇的民生主张。
１９３１ 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

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专门设章规定了

社会保险等相关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于 １９５１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

党一直把民生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工程，稳步推进

民生建设，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民族地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１８ＸＳＨ０１４）。
　 　 作者简介：岳天明，男，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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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

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这为新发展阶段推进我国民

生建设锚定了战略方向，对新发展阶段的民生建设

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民生问题和民生建设没有

终点。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让人民过上幸福

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我们的奋斗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

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过上更好的日子。” ［５］１３４更好

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民生理论的根本议题。
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生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

基础上，久久为功，不断推进，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民生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业已取得

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民生建设站在了新的历

史起点。 面向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回顾和总结

我国民生事业取得的历史性进展与创造性经验，将
有助于推进我国民生建设事业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共赢。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生建设的
主要创新

　 　 民生问题关乎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党对民生事业的重视提升到新的高度，对民生建

设的阐释更加周延，全面拓展了民生建设的理论与

实践范畴。
１．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七有”新目标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民生建设的“五有”概

念，即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

出，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

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
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５］１８。 “七有”新目标在

之前“五有”的基础上增加了幼儿教育和帮扶弱势

群体的内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新时代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理论内涵，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

理论的外延，使民生建设的内容更全面更具体。
（１）幼有所育。 幼年是人生的开端，幼儿教育

是人生教育的开端。 儿童社会化最重要的方面是形

成一套完整的认知思维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

有“重要他人”之“育”，那么儿童成长的难度就极

大［６］ 。 幼有所育的提出，意味着日益受到全社会广

泛关注的学前教育将会迎来新的发展和变革。 幼有

所育指的是对 ０—６ 岁学龄前儿童的保育和教育，包
括 ３—６ 岁儿童的学前教育和 ０—３ 岁婴幼儿的托育

服务，不仅强调家庭层面的微观养育和照抚，更体现

着国家对国民教育事业的宏观布局和整体考量。 学

前教育是儿童早期教育的基础，是保障儿童身心健

康成长、促进儿童全面发展、提高儿童素质的基础工

程。 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起点，学前教育对于个人

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

起点。 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学前教育既关乎

每一个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幸福安康，也关乎国家的

前途和命运；既是实现个体起点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所在，也是提升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
（２）学有所教。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教育既能

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又可以促进

阶层流动，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对于个人来说，教育

为个体社会化提供发展的机会和资源。 学有所教就

是要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学有所教不仅意味

着国家保障公民的教育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在坚持

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基础上，保障人民公平享

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还意味着教育要与国家发

展的人才需求相契合，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

要，不断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
（３）劳有所得。 所有人类创造的文化都是劳动

的结果［３］８２。 劳有所得是劳动者权利的基本体现，
是保障个体获得基本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重要物质基

础，是最大的民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

的国内外形势，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把就业摆在突出

的民生位置，各部门深入推进就业工作，高度重视收

入分配问题，着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在经

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

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为实现更高

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破除

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

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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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病有所医。 健康是个人幸福的起点。 病患

是个人生活中最大的不可控风险要素之一，医疗是

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人民健康不仅是社会文明进步

的重要基础，也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党和国家一贯重视

人民健康，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把人民健康放在优

先发展战略地位，并将之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

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重要内容，持续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和大病保险制度，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确保医保

资金合理使用、安全可控，统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

“三医联动”改革，更好保障病有所医，作为国务院

直属机构的国家医疗保障局挂牌成立。 ２０２１ 年，国
家医疗保障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巩固拓展医

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意见》，以切实促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三重制度的常态化统筹保障功能。 目前，我国基本

医疗保险覆盖 １３．６ 亿人，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基本建成［７］ 。
（５）老有所养。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积极

应对老龄化、加强养老保障的呼声越来越高。 让老

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系

百姓福祉与社会和谐稳定。 老有所养，就是要建立

相应的应对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等，进而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增强广大老年人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为均

衡地区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负担，国家近

年来实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仅 ２０２１
年度，东部发达地区省份就拿出 １７６８ 亿元用于缓解

中西部和老工业基地省份社保基金收支的区域结构

性矛盾［７］ 。 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 １０ 亿

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７］ 。
（６）住有所居。 住房关系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和安居乐业，关系社会长治久安。 为进一步深化住

房制度改革，切实解决广大群众的住房问题，党和国

家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手抓”，不断强化政

府公共服务职能，形成面向高中低不同收入群体的

多层次、差异化住房政策体系，即通过保障性住房建

设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以公共租赁房

建设作为工作重点，通过多措并举支持中等收入群

体解决住房问题；通过逐步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和

加强宏观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从而支持有支付能力的群体通过市场解决住房

问题。
（７）弱有所扶。 弱有所扶是国家文明程度的重

要体现［８］ ，是一个社会公共良知的基本表征，是社

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生动体现。 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聚焦社会各类弱势群体的生存

性需求，提供相应的发展性支持，特别是在以新冠肺

炎疫情为典型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治中，对
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高度关心。 为帮助因疫遇困群

众渡过生活难关，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切

实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指导各地综

合考虑困难群众需求、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

疫情影响，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各项工作。
实现“弱有所扶”，关键在于突出社会政策的兜底基

础和普惠性保障作用，全面落实社会政策兜底保障

的功能性安排。 近年来，党和政府有效应对各类突

发重大公共事件的理念思路和策略方法，生动地阐

释了民生建设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要求。 “十
三五”时期，我国累计投入 １３００ 多亿元，为 １２１２．６
万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为 １４７３．８ 万重度残疾

人发放护理补贴；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水平不断

提升，各级各类托养服务机构已达 ８３７０ 个，４８６．３ 万

人次残疾人得到各种形式的托养服务，保障残疾人

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得到进一步健全完善［９］ 。
２．明确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原则

谋民生之路、解民生之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生建设之本。 民生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 民生建设既要

充分考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要立足于我国

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重视和借鉴国外

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

情的民生建设之路［７］ ，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原

则，这些基本原则对指导民生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１）坚持实事求是，处理好尽力而为与量力而

行之间的关系［５］３５。 尽力而为，就是要在一定的经

济条件下，千方百计地解决好民生问题，努力满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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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人民谋幸福的积极作

为，是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 为此，各
级治理主体必须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发挥

主观能动性，本着“民生无小事”的执着，着眼长远，
积极回应和真正关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不断向

往和多层次的需求。 在实践中，不仅要重视解决人

民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而且要以教育、医疗、养老、
住房、收入、社保等多个方面为着力点，全力提升人

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全力推进民生保障。 量力

而行，是指民生建设要立足国情，绝不能脱离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和生产发展的基础，需要充分考虑我国

的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根据国家的实际发展水平

有序进行，努力做好那些在现实条件下可以做到的

事情，推动民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需要认识到，民
生水平的提升是一个从低层次到高层次、从不均衡

到均衡的漫长过程，也是一个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的错综复杂的行动过程。 因此，民生建设

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引，既要立足于当下，循
序渐进，也要综合考量当下需要和未来期望，积极作

为。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兜住基本民生的社

会安全网，最大限度地加强民生重点领域建设，实现

民生普惠之目标。
（２）坚持共享理念，处理好人人尽责与人人享

有之间的关系。 民生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

全社会都要关心的问题，每个人都要为之奋斗，为建

设民生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人人尽责”是指

在保障每一个公民公平享受改革开放整体成果的基

础上，每一个公民都需要积极参与民生建设，并承担

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不能消极依赖或坐视不理。 从

治理层面来看，“人人尽责”也要求党和政府通过制

度完善和政策改进，为每一个公民履行自己的责任

和义务提供保障机制。 “人人享有”是指每一个公

民都应该公平公正享有改革发展带来的民生成果。
（３）坚持与时俱进，处理好循序渐进与持之以

恒之间的关系。 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人的需要同

样在不断发展，民生需求自然也需要不断发展，民生

建设是一项没有终点的长期工作，解决民生问题就

是要与时俱进、因时制宜，要用改革的办法和创新的

思维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７］ 。 民生建设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与国家

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紧密联系。 我国人口基数大、
民生诉求多、民生保障形式多，民生建设能力还比较

有限。 要不断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完善社会保障、缩
小收入差距，就不能急功近利，必须有序推进，一以

贯之。 其关键就在于，“不能有一劳永逸、可以歇歇

脚的思想” ［５］１３６，必须“发扬钉钉子精神，有坚持不

懈的韧劲，推出的每一件事都要一抓到底，一件事情

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

走，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让群众看到变化、
得到实惠” ［１０］３６１。

３．践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思路

“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思

路［１０］３６７，并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民生建

设的基本遵循，是指导民生事业的重要抓手。
（１）守住底线。 守住底线就是要织密民生建设

的安全网，将以民众基本生活为导向的民生建设落

到实处，发挥好社会保障的托底功能。 在实践中，要
时刻保持高度的戒备心和责任感，增强危机意识，积
极做好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相关保障工作的准备，让
人民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医就、有事干，
着力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确保广大群

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２）突出重点。 民生是一个涉及领域非常广泛

的复杂概念，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必须突出重点，紧
紧抓住最紧迫的民生 （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问

题），紧盯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

事，紧盯制约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硬骨头，不断推进

改革” ［７］ 。 在实践中，一要抓好重点群体的民生保

障；二要突出重点民生保障地区的民生建设，保障民

生政策和民生建设资源更多地向经济发展条件相对

薄弱的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三要狠抓重点领域

的民生建设。
（３）完善制度。 稳定长效、健康可持续的民生

事业必须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保障基础上。 建立和完

善制度机制是推动民生制度更加公平、惠普和可持

续的重要前提条件。 新时代，民生建设要以“七有”
民生建设目标为统领，特别要在养老保障、医疗健康

以及教育、就业等领域的制度完善方面追求新的突

破，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民生建设系统化、规范化，
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进而使民生建设体系

更加符合我国国情，使民生制度建设体系更加适应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
（４）引导舆论。 美好生活不是通过“等靠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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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民生建设人人有责。 政府是民生建设的引领

者、组织者，因此，要重视通过树立正确舆论导向合

理引导老百姓的期盼，在社会上营造通过诚实劳动、
自我奋斗奔向个人幸福生活的社会氛围，使群众树

立合理的生活预期和正确的生活观、消费观，不盲目

攀比，不盲目崇拜，客观看待民生建设实际，脚踏实

地创造美好生活。
４．以“补齐短板”为民生建设的新作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力解决事关民生的焦

点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紧紧抓住困难群众的

“急难愁盼”，不断加大基层生活保障力度，牢牢守

住民生底线。 为解决“两不愁三保障”（即稳定实现

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和住房安全）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大工作力度，聚焦突出问题，逐村逐户逐项查

漏补缺、补齐短板” ［５］１６１，明确把补短板当成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硬任务［１１］ 。
（１ ） 高 度 重 视 就 业 问 题。 就 业 是 最 大 民

生［５］３６。 近年来，国家把做好就业工作摆到突出位

置，把解决就业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断创新

和完善就业优先政策体系，在健全平等的就业制度

的基础上，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不断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推动标准化培训、规模化输

出，不断提升劳动者稳定就业、持续增收能力。 此

外，国家和各级政府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为支持年

轻人就业创业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涉及融资、开
业、税收、创业培训、创业指导等诸多方面。

（２）持续关注教育问题。 教育的本质在于提高

受教育者自身能力以获得思想丰富和充实的生

活［３］９４。 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也是社会公平的

重要基础［１０］３６５。 在我国，教育水平在区域之间仍

存在明显差距。 补齐教育短板，促进教育公平，已成

为我国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为促进教育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

国家在坚持区域公平、机会公平、资源公平的前提

下，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持续保障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特别是注重

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基

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保障贫困地区办学经费，健全家

庭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稳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

化，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３）不断完善社会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坚持把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目标，提出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

针，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统一的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建立健全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积极推进

工伤保险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建

设，成功建设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

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大考中，医保基金预拨专项资金超 ２００ 亿元，确保

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医院不因支

付政策影响救治［１２］ 。 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的十年间，我
国社保卡持卡人数从 ３．４１ 亿人增加到 １３．５５ 亿人，
电子社保卡持卡人数增至 ５．３６ 亿人，基本实现全民

覆盖的民生社会保障网保障 １４ 亿中国人民幸福生

活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强［１２］ 。 此外，国家大力发展

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

老保险等政策，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化和

多样化社会保障需求。 与此同时，医疗、教育、住房、
就业等领域的专项救助和临时救助制度也逐步建立

和完善，共同构筑了较为完整的社会救助体系，织就

了严密的社会安全网。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社会救

助对帮助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脱贫

也发挥了重要的兜底作用。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生建设的
创新启示

　 　 要在消除贫困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就需要

坚持补齐在医疗、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上的短

板，持续关注人民生活现状好不好和生活质量高不

高等现实问题。 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生建设

的实践和创新，分析和提炼蕴含其中的规律性因素

和认识，能为继续推进我国民生建设奠定坚定的理

论基石。
１．坚持党的领导是民生建设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

心。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
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最可宝贵的经

验［５］１２５。 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我国民生建

设才能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并取得举世瞩目的

发展成就。 民生建设工作的质量关系人民群众的美

好生活，关系人民群众的公平感和获得感。 面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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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内外风险，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
化民生制度建设，加强兜底性民生建设，坚持实现

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致

力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且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民生

建设才能按照国家顶层设计，坚持制度的统一性和

规范性，做到“全国一盘棋”。 目前，国内外形势正

在迅速变化，矛盾风险挑战较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任务繁重，面临的风险和考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

大。 无数历史事实充分证明，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民
生建设越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越需要发挥党

的主心骨和“定海神针”的作用。
２．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之路

民生建设没有定法，一定要与国家的具体实际

相适应，与时俱进，不断健全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相适应的民生建设体系，以持续推进共同富裕为

目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之路。 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全国各地考察

和调研中，针对解决民生问题的途径、原则、思路等

进行了大量、具有针对性的论述。 其中，他特别强

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保障

道路［７］ 。 党的十八大以来，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生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的一

个又一个的胜利，彰显着我国已成功构建具有鲜明

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事业保障能力、
可持续性不断增强。 然而，还须认识到，在民生建设

问题上，要坚持立足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民生理论为引领，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在解决民生问题

时，既要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好经验、好做法，也
要根据我国国情，紧紧依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社会性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制定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民生建设方案，走符合我国国情和

社会政策体系的民生建设模式。
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建设理念

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党执政最深厚

的根基［５］１３７。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就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一是要遵循人民群众需求变化的基本规律。 民

生是一个具体的、富有时代性的话题，在不同的时

期，解决民生问题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因此，民生建

设一定要根据人民群众需求的变化规律而开展。 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原来的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时代的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更加广泛，要求也更高，既需要更高层次的物质

文化生活水平，也需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
环境等方面的不断提升和完善。 在新发展阶段，民
生建设和民生实践需要根据特定时期人民群众需求

的变化而开展，坚持在发展中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

民生的水平，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通过全面提高教

育、健康、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降低民

众在健康、就业、教育、住房、养老、育幼、助残等方面

的家庭成本和家庭生活风险，以促进社会公平与社

会和谐。
二是要着力激发人民群众在民生建设中的主体

性和内生动力，持续推动民生建设成果普惠共享。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不断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的根本保证。 民生建设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

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 我国民生建设的历史实践反

复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发挥人民的主体性和能动

性，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才能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

积极力量，解决民生建设依靠什么、动力是什么的重

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生目标不断得到丰富

与拓展，从“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的“五有”拓展至“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的“七有”，“以人为本”的民生建设价值指向

不断得到完善。 人民群众不仅是我国民生事业的建

设者和依靠力量，更是民生建设成果的享有者。 新

时代，推进民生建设需要全社会成员共同努力奋斗，
以人人参与、人人奋斗、人人共建实现人人共享；需
要不断将蛋糕“做大” “做好”，为“分好”蛋糕打下

坚实的物质基础；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强调民生建设

的普惠性、共享性，依靠稳定的经济发展、合理的制

度安排、积极的社会参与，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０８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



及全体人民。 民生建设成功与否，第一判断标准是

人民群众是否满意，而不断完善人民决策、监督与评

判机制是落实人民满意标准的重要保障。 只有带领

人民群众参与民生建设全过程，坚持把实施人民决

策、监督与评判机制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环节，
才能确保民生建设事业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意，促进

民生建设成果普惠共享。
４．坚持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的良性互动

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经济发展在民

生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同时改善民

生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民生的改善需要

以巨大的物质财富为基本前提，而改善民生亦能激

活以劳动力为代表的各类生产要素的潜能，进而促

进经济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把握好经济发展

与民生建设之间互进互促、互联互通的辩证关系：一
方面，坚持以制度完善和政策制定促进国家经济发

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重视

通过全面提高教育、健康、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

务水平以全面提升我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从而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
在新发展阶段，把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就是要实现从“保增长”向“促消费”转变，要通过

发展经济为民生的持续改善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通过民生的持续改善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加有效的需

求，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民生

建设的有效保障。 民生建设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没
有经济的发展，民生建设只是空谈。 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保障和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 但

若脱离了经济发展，只专注于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
那改善民生只能是“画饼充饥”“空中楼阁”，成为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 另一方面，改善民生是推动经济

发展的根本目的。 在民生建设的过程中，人力、物力

和财力的投入不是负担，而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发

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改善和保障人民生活，唯有如

此，才能不断激发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的动力和潜能，
进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５．坚持推进民生建设法治化

尽力实现民生改善与国家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生建设的一个基本经

验［１３］ ，也是从治理现代化的全局对我国民生建设

经验的一种概括。 这一概括表明，民生建设和国家

治理直接相连，两者之间具有互相促进和互相影响

的关系。 要提升民生建设的质量和水平，不仅要推

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现代化，而无论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国家治

理体系现代化都与治理法治化紧密相关。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法治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国家的繁荣和社会

的发展都离不开法治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也是维护和增

进人民福祉的重要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

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解

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１４］ 。
新时代，不仅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民生建设的关

系，还需要建立合理的制度保障，通过制度创新，从
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各个环节加强民生建设。
依法推动民生建设，实现民生建设的规范化、程序化

和体系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民生建设的

总要求。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全面改革的深化，社会

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社会矛盾触点杂、燃点多、爆点

低，各种风险的叠加效应给民生保障与社会和谐带

来严峻的挑战。 各类民生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民生

建设法治化进程的推进，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
法各环节入手，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养老钱”
“保命钱”和每一笔“救助款”“慈善款” ［７］ 。 要突破

目前民生建设领域存在的相关部门制度整合不到

位、制度间转移和衔接不顺畅、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

不成熟等诸多体制性困境，就需要着力用法治引领

民生建设道路，加强民生建设立法工作，建立健全制

度体系，加快制定或适时修订社会保险、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养老、住房等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

落实各级政府和相关个人、单位和社会的民生建设

权利、义务和责任［７］ 。 构建法治民政，需要从政府

和市场主体投入、人民医疗和就业、低收入家庭住

房、收入分配差距调节等多领域入手，加强制度保

障，不断推进各类制度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依法保障

人民群众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广泛的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合理调整利益关系，更好地促

进民生问题的解决，确保人民群众各种合法权益的

真正实现。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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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

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在社会建设

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
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

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

奇迹。 民生是现代社会进步发展的“指南针”，民生

建设永远在路上。 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奋斗目标，民生工作始终是检验宏伟蓝图是否

实现的标尺和准绳。 只有更加坚定地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保障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建设理念、坚持经济发展

与民生建设的良性互动、坚持推进民生建设的法治

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才会持续不断地获

得更好、更大的发展，全方位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孔建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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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第三次分配的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

王　 　 卓　 　 　 常 进 锋

　 　 摘　 要：为应对福利危机，西方国家福利治理由传统的国家—市场二元主体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福利治

理，福利多元主义成为社会政策领域的重要分析范式。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第三次分配是以慈善组织、公益组

织等社会力量为主导，由国家、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福利治理形态。 当前，我国第三次分配已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法治政策环境、“过度市场化”、福利递送效率以及社会氛围营造等方面的一些现实困境。 国

家应提供完善优质的法治政策环境，推进“市场＋慈善”互益型的运作模式，发挥社会工作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形塑扎实推动第三次分配的良好社会氛围，从而使第三次分配更好地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福利多元主义；第三次分配；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０８３－１０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基

本构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战略

目标，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

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进一步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

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再次提到“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

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努力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

局”。 这些论述都充分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在我国分

配制度中的重要作用，也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

共同富裕提供了关键指引。 第三次分配是初次分配

和再分配的补充。 它与初次分配、再分配协同融合

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

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本质上，第三次分配是以自

愿为基础，由社会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福利

治理形态。 在现代福利多元主义视野下，第三次分

配既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也不是自下

而上的参与，它需要构建国家、市场、社会等多元主

体的共同参与和互动合作的框架，营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第三次分配格局。 基于此，本文拟在梳理西方

福利国家福利治理由国家—市场二元主体转向多元

主体的基础上，着重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三次分配

中福利多元主体福利责任及其关系是什么？ 福利多

元主体的在场与缺位为第三次分配带来了哪些现实

困境？ 面向共同富裕，福利多元主体如何发挥福利

治理功能，优化第三次分配治理路径？

一、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
对西方国家福利治理的反思

　 　 福利治理是涵盖福利生产、供给与传递的体系

化实现过程，包括福利主体、福利对象、福利资源、福
利递送四个要素，福利主体在福利治理中发挥主导

作用，影响着福利对象的选择、福利资源的形式和福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８－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相对贫困的标准、识别与治理机制研究”（２０ＺＤＡ０７４）。
　 　 作者简介：王卓，女，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常进锋，男，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讲师（甘
肃兰州　 ７３０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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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递送的机制。 西方国家的福利治理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经由不同行动主体干预、权力—权威形式转换

以及功能机制整合所形成的福利国家游弋于普遍主

义与选择主义之间的福利目标的路径轨迹［１］ 。 福

利国家由传统的国家—市场二元主体转向多元主体

的福利治理正是对这一路径轨迹的理论应和。
１．国家—市场取向的福利治理

国家—市场取向的福利治理范式在英美国家福

利治理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在一定时期内更是

主导了福利治理的方向。
在前工业化社会，英国福利主体是家庭和宗教

慈善，官办济贫制度救济功能发挥有限。 １９ 世纪中

后期以来，随着宗教慈善救济与家庭互助捉襟见肘，
社会成员生存型与发展型福利需求难以为继，英国

政府开始将国家对福利治理的干预提上日程，特别

是《贝弗里奇报告》实施后，国家干预成为英国主要

的福利治理范式，政府成为福利主体。 国家干预的

福利治理范式极大缓解了社会失灵造成的福利供给

困境，有效满足了社会成员的福利需求。 但是，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英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石油危机”的打击

下，陷入了“滞胀”的局面，国家干预福利治理问题

逐渐凸显。 政府失灵出现后，市场取向的福利治理

范式成为英国领导人进行福利改革的主要方针。 市

场取向的福利治理范式将为从业者提供工资福利作

为主要内容，以调动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

性，实现个人福利的最大化。 市场取向的福利治理

范式因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会造成贫富差距

的进一步扩大和贫弱群体的形成。 在市场之外，国
家对这些被市场排挤的贫弱群体提供帮助，成为这

时期国家有限福利治理的主要内容。
美国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自由放任曾

是美国福利治理的主要特征。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国

家—市场福利治理取向在美国福利发展史上交替出

现。 １９２７ 年的经济大萧条让美国遭遇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危机。 工厂、银行倒闭致使失业问题成为这

一时期美国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罗斯福在上台

后，以解决就业问题为切入口，制定了《社会保障

法》，真正形成了国家干预的福利治理模式。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困宣战”的

口号和“伟大社会”计划，通过了公民权利法案，社
会立法浪潮在美国再次出现，把美国社会福利推向

了高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美国建立了覆盖大

多数人的社会福利保障网。 国家干预下福利繁荣的

代价是政府财政赤字的出现，因而进入 ８０ 年代后，
美国逐渐减少政府对福利治理的干预，降低社会福

利开支。 这些政府行为的直接结果便是国家干预福

利治理范式向市场取向福利治理范式的转换。 美国

市场取向福利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工作福利计划”
的推行，该“计划”使美国的公共救助政策重心转移

到了劳动力市场政策。 １９９２ 年，克林顿上台后，围
绕“工作福利逐步替代公共福利”进行了一系列改

革。 比如：要求父母领取现金救助的时间只有两年，
其后他们被要求去寻找工作。 如果找不到工作，他
们必须加入政府主导的工作计划，这一计划为受益

者提供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处于工作状态的职

位［２］ 。 显然，这一规定体现了市场之外政府福利责

任的有限性。 １９９６ 年，《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

法案》通过，直接删除了政府福利职能，留给受益人

的只有“走进劳动力市场”这一条路。
总之，“国家—市场取向”的福利治理不仅涉及

福利主体的转换，也促使福利对象从全体社会成员

变为部分社会成员，相应的福利传递机制也发生了

变化。 但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市场二元福利治理

范式未形成长效性的福利机制，甚至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社会成员福利资源的合理分配。
２．市民社会运作的福利治理

“福利社会”是国际社会政策讨论的重要议题，
涉及“福利社会”的概念也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之

一。 过去的 ４０ 年间，“福利社会”在学术研究中不

断被提及，与之相应地形成了“福利视野说” “福利

状况说”“福利目标说”和“福利战略说”四种“福利

社会”的概念论说。 “福利视野说”认为，“福利社

会”以自下而上的视野看待福利体系，强调社会力

量在福利供给和福利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 “福利

状况说”主要用以反映社会总体的福利状况或幸福

状态，它与“大福利”的概念非常相似［３］ 。 相比于

“福利视野说”聚焦于非国家福利，“福利状况说”实
际上把国家福利和非国家福利统统纳入“福利社

会”的范畴。 “福利目标说”将“福利社会”作为一种

能让所有社会成员均能过上美好生活的社会形态。
“福利战略说”认为“福利社会”是一种社会政策模

式或发展战略。 这一论点主张通过家庭、慈善公益

活动、志愿者、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等来满足人民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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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需求，这与“福利国家”的国家保障理念和市场竞

争理念有着根本的不同。
日本的福利治理是典型的“福利社会”模式。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前期，日本的福利扩张促使其社会

福利财政支出大幅上升，经济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
尤其同时期英美福利国家“国家干预”福利治理的

失败，使得保守势力就此产生了对日本福利国家化

进程的危机感。 为了避免患上发达国家的“福利

病”，他们提出了构建“日本型福利社会”的主张，核
心思想是构建一个以个人自助、家庭、邻里和区域社

会连带为基础，高效率政府、适当公共服务为特点的

日本型福利体系。 为了推动“福利社会”的建立，日
本政府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力进行福利改革，其
中影响较大的改革主要有两个：一是 １９８２ 年老人免

费医疗的终止以及年金保险金额的阶段性提高与支

付金额的阶段性下降。 二是 １９９０ 年政府修订了《老
人福祉法》等八个法案，明确了居家福利服务作为

居家生活支援事业的法定地位，保健和福利一体化

的福利计划的制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义务。
毫无疑问，市民社会的福利治理模式在日本取

得了一定的成就，说明社会力量也是福利主体，社会

力量发挥福利供给作用仍需依赖政府福利制度设

计。 由此可见，单一福利主体的福利治理难免会因

自身问题出现福利递送失灵，多元主体的福利治理

或可解决这一问题。
３．多元主体参与的福利治理

如前文所述，英美福利国家在福利治理过程中

先后遭遇了“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特别是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以来，在政府紧缩福利支出的前提下，福
利国家逐渐走向衰退，但其民生保障成就并未迅速

倒退。 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在政府、市
场福利供给功能减弱的前提下，西方福利国家的福

利发展仍能维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 在对这个问题

进行探索的过程中，福利多元主义应运而生。
１９７８ 年，英国沃尔芬登委员会发布《志愿组织

的未来》，首次提出福利多元主义的概念［４］ 。 随后

罗斯提出福利的多元供给主体包括国家、市场和家

庭三个部门。 伊瓦斯在罗斯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

了福利三角分析范式。 １９９３ 年，欧尔森在反思传统

国家—市场二元福利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将民间社

会纳入福利主体范畴，福利多元主义的三分法得以

形成。 鉴于三分法的划分模式依然难以有效覆盖福

利供给的所有主体，１９９６ 年伊瓦斯对福利三角分析

范式予以修订，提出了包含国家、市场、社区和民间

社会在内的福利多元主义的四分法，其中民间社会

的福利生产部门主要为非营利部门，慈善组织和公

益组织①是非营利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福

利多元主义影响下，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的福利治理

地位逐渐得到重视。 甚至格莱斯顿在《变动世界中

的志愿行为》一书中指出，在一个“偏好导向的社

会”中，福利供给职能应主要由慈善组织、公益组织

承担，政府的福利供给职能应该尽可能保留［５］ 。
福利多元主义作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社会政

策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为西方福利国家推行福利

改革、有效应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提供了参

考依据。 福利国家应对福利危机的福利多元主义实

践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健全完善与社会福利

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其二，加大教育和就业培训力

度，建立以工作为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制度；其
三，推动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充分发挥公益组

织在慈善和救助方面的作用，建立国家、市场和社会

三者之间牢固、和谐、有效的伙伴关系。 在福利多元

主义政策实践中，福利国家的福利改革成效明显，依
靠福利制度生活的人口不断减少，脱离福利制度开

始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由此可见，福利多元主义影

响下的福利治理实践有效缓解了西方福利国家的福

利危机，也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慈善文化建设、慈
善组织和公益组织的“去行政化”等方面积累了较

为成熟的实践经验，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与此同时，
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是国

家、市场、社会等福利主体的福利责任边界模糊不

清，致使福利供给碎片化问题比较严重；二是慈善福

利治理中“过度市场化”色彩浓厚，导致福利供给异

化问题较为突出；三是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

量的外援式“输血”功能突出、内生性“造血”功能显

现，而内生动力转变为外在人力资本后，“造血”空

间营造还未引起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的足够重视。
总之，福利多元主义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由于我国福利治理尚未出现政

府失灵、市场失灵带来的福利危机，我国推进福利治

理的多元主体参与，更多的是为了实现福利分配效

能的最大化。 因此，我国的福利治理需要在批评、反
思西方国家福利治理经验及教训的基础上加以推

进，特别是在我国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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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明确国家、市场、社会等多元主

体在第三次分配中的福利责任边界，对不同福利主

体之间的关系予以正确处理。

二、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
第三次分配

　 　 １．第三次分配释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定义了经济学的两

大目标，即创造财富以 “富国”，分配财富以 “裕

民” ［６］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

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特别是绝对贫困的消

除、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为我国的富国裕民奠定了

坚实的经济基础。 与此同时，我国贫富差距和相对

贫困问题较为突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社会的主

要矛盾。 这意味着我国在继续保持财富增长的同

时，还需要更加聚焦通过社会福利分配缩小贫富差

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次分配作为我国福利

分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相

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次分配是一个中国本土概念。 该概念于

１９９４ 年由厉以宁提出，他认为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

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个人自愿缴纳和

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７］ 。 近年来，学
界对“何谓第三次分配”进行了深入探讨。 有学者

指出，第三次分配是个人或企业出于自愿，将自己可

支配收入的一部分通过慈善捐赠、志愿行动等途径

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配置［８］ 。 显然，这是一种第三

次分配的物质取向解释。 有学者认为，第三次分配

是社会成员在道德力量、利他主义的影响下，通过慈

善捐赠、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财富资源的分配与流

动，体现出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９］ 。 这是一种第三

次分配精神取向的解释。 还有学者综合上述物质取

向和精神取向的解释，把第三次分配理解为“丰裕

社会的财富流向如何适应个体精神追求和人民美好

生活的命题” ［１０］ 。 第三次分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分配形式，国外与之相似的是第三部门，主要指非营

利机构、合作与互助组织、社会企业和私人伙伴等，
具有非政府性强、公共服务性高和组织运行自由度

大的特征［１１］ 。 第三部门和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实现

形式在活动内容方面比较相近，而且二者都是自发

形成。 但相较于第三部门，第三次分配更加注重资

源的优化配置［１２］ 。
概言之，第三次分配是一种以慈善组织、公益组

织等社会力量为福利主体，以为贫弱群体提供福利

资源和福利服务为目标，通过福利资源筹集、递送、
分配来实现社会财富优化配置的福利治理范式，是
现代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第三次分配中多元福利主体的责任及其关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

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从
国家战略角度赋予了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主

导地位。 而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及其第三次分配作

用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国家、市场、社会及其他力量

的参与和支持。 德国福利多元主义研究者从后现代

主义视角出发构建了福利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以
此来超越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思想。 他们承认国家、
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存在严格的界限，认为福利治

理应该更加注重不同福利主体的重合与交叠，希冀

通过福利多元主体相互认同、良性互动、对话协商的

方式影响面向公民的社会福利供给，满足公民的多

元化、个性化的福利需要［１３］ 。 西方国家的福利多

元主义实践存在比较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强调不同

福利主体的互动与合作，但由于没有清晰界定各福

利主体的责任边界，在福利治理空间灵活开放的环

境下，福利虚化和各种福利乱象随之出现。 因此，我
国在推进第三次分配过程中，需要明确各福利主体

的责任及其关系，为实现福利主体间的和谐互动与

合作提供基础和前提。
在福利多元主义的框架下，第三次分配的福利

主体是以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为主的社会力量，但
国家、市场及其他福利主体也需要在第三次分配中

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以实现第三次分配中社会、市
场与国家的共责［１４］ 。 第三次分配中的社会福利是

流动的福利，其通过多元福利主体的生产、整合、递
送，最终流向具有相应福利需求的个体。 第三次分

配是基于道德信念的分配，社会是伦理道德的孕育

场域，决定了社会力量是第三次分配最主要的福利

主体。 其中，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作为社会中最活

跃、最积极的代表，是社会价值实践的提倡者、推动

者和践行者，更是福利治理的积极参与者。 生产、整
合并向公民递送福利资源、福利服务以及培育、弘扬

慈善文化、公益精神，是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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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也是其在第三次分配中需

要承担的福利责任。 国家是福利多元主义讨论中无

法绕开的福利主体。 在第三次分配中，国家的福利

责任既可以是直接向社会提供福利，也可以是委托

其他福利主体进行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的传递，还
可以是为第三次分配的其他福利主体（市场、社会

等）作用的发挥提供福利规制，并创造和维系良性

发展的条件，以优化第三次分配的法治政策环境。
市场是福利国家传统福利治理模式中与国家相对的

福利主体，其在第三次分配中既承担福利生产责任，
为实现财富由富有者向贫弱者合法、合理流动提供

物质基础，构建商业向善社会，同时也要通过与慈善

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合作，提升慈善组织、
公益组织等的组织管理能力。 除国家、市场和社会

三种福利主体外，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力量，因其与慈

善公益的同源关系，也成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参与

主体。 社会工作既非直接的福利生产者，与慈善组

织、公益组织也无委托代理关系，它在第三次分配中

主要承担为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提供专业人才、专
业方法，提高福利递送效率的责任。

第三次分配的不同福利主体因福利责任边界清

晰呈现出相对独立的特征。 但实际上，他们可以充

分利用各自的优势与其他福利主体形成委托代理、
合作的关系。 比如，国家可委托市场、社会进行福利

生产和福利传递，市场也可通过企业慈善捐赠委托

社会力量参与福利治理。 而国家和社会、市场与社

会、社会与专业力量可以在实现互利互惠的基础上

进行互动与合作，从而更好地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

用。 因此，明确第三次分配中不同福利主体的责任

及其关系，可以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福利多元

主义范式的实践困境。

三、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第三次
分配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市场主体的参

与下，以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为主要实现

形式的第三次分配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主要包

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慈善福利筹集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
从 ２０１６ 年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年度慈善捐赠总额（含款

物）从 １３９２．９４ 亿元增长到 ２２５３．１３ 亿元，人均捐赠

额从 １００．７４ 元增长到１４７．７７元［１５－１６］ 。 除慈善捐赠

外，志愿服务作为福利资源的重要内容也得到了长

足发展。 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显示，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全国实名志愿者总数为 ２．２４ 亿人，志愿

团体总数为 １２８ 万个，志愿项目总数为 ９４６ 万个，服
务时间总数为 ３９．４４ 亿小时，记录时间人数为 ６８７８
万人［１７］ 。 二是慈心善举助力脱贫攻坚、疫情防控。
慈善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是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脱贫攻坚中

慈善捐赠额度逐年上升，从 ２０１６ 年 ２９２．６６ 亿元增

长到 ２０２０ 年３８５．５８亿元，增加近 １００ 亿元［１５－１６］ 。
慈善事业在改变贫困乡村落后面貌、改善贫困人口

生活状况、提升贫困地区基层治理能力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此外，２０２０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

激发了全社会的慈善捐赠热情。 ２０２０ 年，我国慈善

捐赠主要投向卫生健康领域，共接受款物捐赠

７１０．３６亿元，其中用于疫情防控的捐赠比重最大，仅
２０２０ 上半年，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累计接受抗疫捐款

３９６．２７ 亿元、物资 １０．９ 亿件［１６］ 。
福利多元主义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分权和参

与［１８］ ，这意味着国家不再是单一的福利主体，市场

与社会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福利主体责任，各福利主

体协同参与和功能发挥是实现福利效能最大化的基

本前提。 虽然第三次分配在我国脱贫攻坚、疫情防

控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我国慈善捐赠

规模、慈善和公益服务事业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相

比依然存在不小差距。 在第三次分配多元参与主体

福利治理功能发挥亟须提升的前提下，我国第三次

分配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１．第三次分配的法治政策环境亟待优化

良好的法治政策环境是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及其第三次分配作用充分发挥的基石。 ２０１６ 年我

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

《慈善法》），这是我国慈善法治建设的里程碑事件。
此后，中央和地方共出台了 ４００ 余份配套的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助力《慈善法》的顺利实施，标志

着我国进入了依法治善的时代，推动了慈善事业、公
益服务事业的蓬勃发展。 但是，我国慈善事业、公益

服务事业总体滞后的现实状况依然存在，究其原因，
主要是助力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第三次分配作用

发挥的法治政策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 具体包括以

下方面：第一，互联网慈善、远程公益服务、元宇宙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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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等具有充沛的活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如果相

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对其提供足够的支持并予以规

范，可能会出现部分不良个案导致整体遭受损害的

问题；第二，《慈善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慈善组织、
公益组织的范围仍需规制，司法监督存在缺失，仅凭

行业自律难以有效提升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的公信

力；第三，《慈善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以

及慈善行为、公益服务的法治保障氛围不够浓厚，影
响了公民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第四，慈善事

业、公益服务事业发展后劲不足，专业人才队伍尚未

完全建立，福利递送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第五，政
府主导下的政社合作机制尚需优化，慈善组织、公益

组织的政策传导力较为薄弱。
２．第三次分配的“过度市场化”应予警惕

第三次分配的市场化是指第三次分配承载主体

（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借鉴商业经营模式，实现

自身组织结构、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精细

化、专业化、规范化和高效化，以维持其健康有效运

转，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１９］ 。 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巨大的财富生产使得一些社会

成员逐渐形成对市场的“完全依赖”，市场营销理念

深入人心。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有利于

劳动分工等互利共赢的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市场的

本质是利己主义，唯利是图与损人利己在市场经济

中都会有所体现。 因此，第三次分配在吸纳市场加

入的同时，要警惕第三次分配的“过度市场化”问

题。 第三次分配的本质是利他主义，针对市场的本

质，第三次分配的“过度市场化”可能会造成慈善商

业化或商业化慈善。 如果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

会力量在与市场合作中失去主动权和控制权，社会

成员爱心善举将可能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蚕食，以
道德力量主导的第三次分配也有可能演变为丧失公

共属性的利己主义领地，从而引发慈善错位、公益失

灵问题，导致慈善组织和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成为

第三次分配中的“边疆”而非“中心”。
３．第三次分配的福利递送效率有待提高

第三次分配包括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

量的福利资源筹集、整合与递送，其中福利资源和福

利服务的精准及有效递送是评估第三次分配福利治

理成效的重要指标。 然而，现实状况是一些慈善组

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往往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

在福利资源的筹集上，形成了以福利资源筹集为导

向的实践逻辑，福利资源的整合与递送受到轻视。
此外，第三次分配在对道德力量提出要求的同时，也
对分配主体（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专

业服务能力有更高的期待。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民政部新

组建了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旨在充分整合

慈善社会工作职能，进一步推动慈善事业和社会工

作有机融合与互促互进。 事实上，慈善组织、公益组

织中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人数较少，社会工作的专业

优势尚未得到有效发挥，致使我国社会工作在慈善

事业、公益服务发展中的嵌入性较弱以及第三次分

配福利递送效率低问题的出现。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福利需求对象对福利资源、福利服务的可及

性弱，即在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有供给体系的前提

下，贫弱群体因难以找到相应的福利获取途径，导致

自身福利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二是福利递送的

“短期效应”和“眼泪效应”明显，即第三次分配的福

利递送侧重缓解贫弱群体的“燃眉之急”，而有意无

意地忽视了提升贫弱群体可行能力的福利递送长效

机制的构建，易出现“养懒汉”“等靠要”等问题。 第

三次分配福利递送效率低下既会影响福利主体的自

身发展，使其出现认知偏差和产生挫败感，同时也可

能进一步加剧财富分配差距，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４．第三次分配“人人向善”的社会氛围仍需营造

虽然我国的慈善捐赠总额逐年上升，并在 ２０２０
年突破 ２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大关，达到 ２２５３．１３ 亿元，
但其仅占全国 ＧＤＰ 总量的 ０． ２１％，人均捐赠为

１４７．７７元。 美国施惠基金会 （Ｇｉｖｉｎｇ ＵＳＡ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发布的《２０２０ 美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美国

２０１９ 年慈善捐赠总额约为 ４４９６．４ 亿美元，约合人民

币 ３１５１３．５ 亿元，占 ＧＤＰ 总量的 ２．１％，人均捐赠金

额为 １３７０．８５ 美元［２０］ 。 分析显示，美国的个人捐赠

是慈善捐赠的主体，中国的个人捐赠虽然有大幅上

升，但企业仍为重要的捐赠主体［２１］ 。 由此可见，我
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慈善福利资源规模小、社会成员参与不足等问题客

观上也反映出我国第三次分配“人人向善”的社会

氛围仍需营造。 近年来，社会信任赤字成为社会病

态的主要表征之一，行善受骗、助人被讹屡有发生，
一些社会成员对“善”的不信任态度正逐渐成为一

种社会氛围，以致当有人主动伸出友善之手时，得到

的可能是受助之人警觉的目光，有些人甚至对他人

的友善行为产生某种莫名的恐惧。 这一趋势持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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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将会加剧社会的原子化，让社会成员逐渐退出公

共领域而选择栖居于私人空间，这样下去更难营造

“人人向善”的社会。 因此如何引导个体向善转为

团体行善，构建善文化共同体是第三次分配不可回

避的现实议题。

四、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第三次
分配的治理路径

　 　 福利多元主义强调多元主体在福利资源筹集、
递送、分配过程中协同配合与良性互动，而非各自为

政。 这是有效避免“国家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

失灵”的重要途径。 因而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

用，构建公平合理的财富分配格局，离不开国家提供

完善且优质的法治和政策环境，离不开与市场的良

性合作，离不开专业社会力量的参与，也离不开“人
人向善”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

１．进一步健全完善第三次分配的法治体系

规制是一种促进福利生产的福利资源类型，国
家可以通过颁布实施、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来保

障福利治理的有效性。 法治的本质是以良法促进发

展、保障善治。 以良法保障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能

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式［２２］ 。 因此，为进

一步发挥第三次分配在国家整体福利治理中的补充

作用，需要健全完善第三次分配的法治体系。 第一，
进一步修订完善《慈善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 一

方面，直面互联网时代慈善事业、公益服务事业发展

的新情况、新问题，细化网络慈善、远程公益服务、元
宇宙慈善的边界和法律责任，明确行政部门对网络

慈善、远程公益服务、元宇宙慈善的监管方式，消除

灰色地带，促进互联网慈善、远程公益服务、元宇宙

慈善合法有序；另一方面，对《慈善法》及其相关法

律法规中涉及社会扶贫和社会帮扶的相关内容进行

修订和完善，将治理相对贫困、推进乡村振兴、实现

共同富裕等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为社会力量顺

利服务国家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提供法治保障。 第

二，扎实做好《慈善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执法检

查工作，增强监督实效。 各级人大应紧紧围绕慈善

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组织发展常犯的问题和重点

问题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执法监督，有条件的地方

可尝试引入第三方机构，加大暗访暗查力度，坚持做

到查促并举，对于执法检查过程中暴露出的漏洞，应

立即督促相关部门进行整改，严重者追究其法律责

任。 第三，全力推进《慈善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

宣传贯彻落实。 推进法律法规进企业、进农村、进机

关、进校园、进社区，通过开展专题宣讲、线上线下互

动交流、举办主题文娱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增强各级

政府、企事业单位、慈善组织、公益组织和社会公众

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用法意识，努力形成依法治善、依
法行善、依法促善的良好局面，为促进慈善组织和公

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

作用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２３］ 。
２．积极为第三次分配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国家是我国再分配的福利主体，福利多元主义

下的国家在第三次分配中仍然承担相应的福利责

任，除提供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外，还应制定政策、
履行监管责任和实现政社合作。 社会组织是公众参

与社会治理、获取公共服务的重要渠道，它应有适当

的行为空间［２４］ 。 与之相适应，作为社会组织组成

部分的慈善组织也需要有一定的行为空间。 在设置

此行为空间时，需要警惕慈善组织的营利性操作和

违法性操作。 “国家与社会”理论从整体性角度把

各级政府视为“国家”，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设

计来引导和发展社会组织，倡导“国家社会合作理

念”，致力于缓解国家权威体制与社会组织灵活性

之间的张力［２５］ 。 在“国家社会合作理念”的指引

下，国家一方面可以为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

量第三次分配作用的发挥创造宏观层面的制度环

境，包括进一步健全完善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的注

册登记制度、审计制度、转化制度、适度监管制度、税
收优惠和减免制度、人才培养和人才激励制度等。
在构建制度环境过程中，国家尤其要重视慈善管理、
公益服务专业人才的队伍建设。 比如 ２０２２ 年年初

山东工商学院和浙江工商大学率先获批慈善管理专

业，开我国慈善领域人才培养之先河。 下一步，政府

相关部门可在继续推进相关专业设置的前提下，细
化慈善管理、公益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 另一方面，国家在政策自上而下的传

导过程中，应积极探索赋予基层政府更多的弹性行

政权力，鼓励其重视社会力量在福利递送中的重要

地位，并通过为其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缓解民间慈

善组织、公益组织等力量不足的问题。 国家不仅能

从宏观层面为第三次分配带来政策动力，还可在中

观层面推动政府与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的良性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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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因为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的个体化、松散化程度

比较明显，政府的组织化、规范化结构特征可通过政

社在福利资源递送中的互动合作促进其组织结构的

健全完善。 此外，国家还应大力培育枢纽型慈善组

织、公益组织，充分发挥其在政策传导方面的桥梁纽

带作用，提高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的政策

领悟力和执行力，构建“国家＋社会”的长效性政社

互动合作机制，促进慈善组织、公益组织形成长期发

展的预期。 与此同时，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

量以其深谙民间福利需求的优势，能够将国家福利

更好地转化为百姓福祉，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福利

政策的执行偏差。 由此，政社合作实际上是一种互

惠机制。 国家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能推进慈善、公
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和组织结构的成熟；反
过来，慈善组织和公益组织稳步发展，也可以优化政

府福利再分配，增强国家福利治理的能力。
３．探索推进“市场＋慈善”互益型的运作模式

市场是我国初次分配的福利主体，市场主要通

过向社会生产财富和提供就业发挥福利供给的功

能。 市场的优胜劣汰会带来贫富差距，但其强有力

的福利生产功能也可为第三次分配带来生机。 ２０１４
年，萨拉蒙在其新著《慈善事业的新边疆》中指出，
慈善事业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革命，这场革命的中

心是慈善事业与社会投资工具的爆炸式发展［２６］ 。
慈善组织与市场的合作成为萨拉蒙新的关注点。 毫

无疑问，市场是现代经济系统的核心机制，而促使市

场回归慈善、慈善融进市场，让两个相互依赖而彼此

异同的社会元素产生同向涌动的现象，源于一种可

实现双方互益的隐形契约，这一隐形契约是慈善伦

理与市场规则彼此让渡后的互相成全。 因此，作为

第三次分配主要载体的慈善事业可在守本固元的基

础上，守正创新，实现与市场的良性合作，创新福利

资源募集方式，进一步扩大慈善捐赠规模。 “市场＋
慈善”的合作模式具有互惠性，一方面，市场与慈善

的合作能够把慈善组织的社会效应和商业机构的运

营模式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在满足贫弱群体多样化福利需求的同时，又能将慈

善元文化注入市场，从而孕育出一种资本自觉的革

新之道，一定程度上促进其改变“唯利是图”的本

性。 另一方面，市场追求个性化的理念与方法也能

在二者的合作互动中对慈善组织的发展带来积极影

响，激发慈善组织发展的活力，使慈善组织更好地适

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捐赠者的

慈善捐赠需求，并促进其慈心善行得到即时有效的

转化。 因此，应鼓励和支持慈善组织运用市场理念

经营慈善事业，促进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的高度互联互通，通过创造性的行动实现社会善意

力量的最大化。 “市场＋慈善”运作模式的直接目标

是打造“善经济”，为第三次分配贡献道德资源，社
会企业是“善经济”的重要载体，伴随着第三次分配

从传统的扶危济困转向更多、更广阔的领域，“善经

济”经验理念和运作模式也可扩展到养老、托幼、环
保、健康等多个领域，进一步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提供道德基础。
４．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无论是福利多元主义的福利主体的三分法还是

四分法，它们均未将社会工作这一专业力量纳入福

利治理范畴。 国家的刚性、市场的量化和社会的善

仁在福利治理中主要体现为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的

生产与筹集，而福利治理的最终目标是福利资源的

有效传递，从而增进人民福祉。 因此，在第三次分配

的福利传递环节，社会工作的专业作用需要得到有

效发挥，以实现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的精准递送和

有效转化。 社会工作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动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专业

化发展；二是实现福利资源递送的有效性。 慈善组

织、公益组织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工作，虽然它们更需

要公共管理学、伦理学等多方面人才，但公共管理学

和伦理学专业的学生很少选择从事慈善事业和公益

服务。 相比之下，社会工作因其脱胎于慈善公益，更
适合为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组织培养所需的

专业人才。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兼顾理论与实

务，更加侧重实务。 经过系统培养的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不仅可以为慈善事业和公益组织注入专业力

量，还可将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运用于第三次分配的

具体工作中，促进慈善组织、公益组织专业化发展。
当前，各地不断加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和社工站建设，这给社会工作助力第三次分配、为贫

弱群体提供综合性的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促进其

早日实现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提供了强劲动

力［２７］ 。 社会工作参与第三次分配，强调福利需求

对象的能力培养和资源链接，在解决贫弱群体“燃
眉之急”的同时，更注重福利资源与福利服务的长

效性以及贫弱群体摆脱困境的内生动力的转化。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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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协同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是第三

次分配中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的重要传递主体，专
业力量与社会力量互构下的福利递送模式则是实现

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路径。 这种福利递送模式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工作者通过专业技巧与方

法，将递送的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转化为贫弱群体

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助人自助；二是社会工作者通

过发挥资源链接优势，在激活贫弱群体内生动力的

前提下，还为其寻找、提供其内生动力转化为人力资

本后的投资空间，完成福利的长效“造血”使命。
５．形塑扎实推动第三次分配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三次分配是社会“精神力量”主导的福利资

源分配，社会成员的慈心善意是第三次分配的价值

基础，因而需要采取多种手段形塑扎实推进第三次

分配的良好社会氛围，构建人人向善的美好社会。
第一，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和公益精神。 要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第

三次分配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积极

搜集、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元素”，彰显民间

慈善、公益“共济与互助”的文化底色，并结合现代

慈善组织、公益组织发展对其进行转化、发展和创

新，使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相适应。 各

地宣传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将构建人人向善社会

的理念融入文明城市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中，探索

创办弘扬慈善文化、公益精神的专门报刊，或在当地

已有报刊设置专题，定期刊发相关文章，形成常态化

的慈善文化、公益精神宣传格局。 第二，建立健全参

与第三次分配的激励奖励机制。 各级政府、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等应探索制定“第三次分

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激励奖励办法”，建立健全

慈善行为、公益服务的记录与评估工作机制，根据慈

善捐赠额度、公益服务次数和效果，评选出一批乐善

好施的先进典型。 此外，各单位还可在鼓励职工自

愿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基础上，尝试将积极参与第三

次分配作为业绩考核、职位晋升等的优先条件，以此

提升大家参与慈善捐赠及公益服务的荣誉感和获得

感。 第三，创新慈善文化和公益精神培育方式。 慈

善和公益均是一种以利他主义价值观为导向的自觉

道德行为，利他主义是慈善公益之魂，因此培育慈善

文化和公益精神的关键在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利他主

义价值观，而这种利他主义价值观的培养可以在福

利递送中实现。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句古语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福利递送中慈善文化和公益精

神的再生产功能，即实现福利资源和福利服务接受

者从受助到自觉互助的转变。 因此，第三次分配中

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可以

在福利递送过程中，通过灵活多样的工作技巧对受

助者开展慈善文化、公益精神的培育。 这种培育不

是“讲道理”般的强制性教化，而是通过鼓励受助者

在实现自身及家庭健康发展的基础上自愿积极参与

慈善事业和公益服务工作，在“穷则独善其身”和

“达则兼济天下”中间找到适合的慈善文化和公益

精神的践行空间。

结　 语

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治理经历了国家取向、市
场取向和社会取向的路径转换，实现了福利供给从

消极保护向积极生产的功能转化，逐步摆脱了国家

强干预、市场重自由和社会力量弱的困境，走上了多

元取向的福利治理道路，为后福利国家的福利治理

提供了新范式［２８］ 。 迈入福利多元治理时代后，在
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之外，以慈善组织、公益组织等

为主的社会力量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参与主体，
并在福利筹集、福利递送、财富分配以及促进社会公

平过程中的作用愈加凸显。 为了更好地推动第三次

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国家还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

境、友好的政策和社会氛围，并通过与市场和社会工

作合作，实现慈善组织、公益组织自身的发展创新，
进一步提升福利分配的效率，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

的作用。
共同富裕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裕，强调高

质量发展基础上包括贫弱群体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

共享发展成果。 虽然当前我国已消除绝对贫困，全
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城乡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

存在，地区间和地区内部、群体间和群体内部的贫富

差距问题依然明显。 因此，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

第三次分配协调运行、协同发力的综合性分配模式，
既能弥补单一分配方式的不足，又能实现福利资源

和福利服务的优化配置，为治理城乡相对贫困和实

现物质层面、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动力。

注释

①本文中公益组织指出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致力于社会公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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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解决各种社会性问题、增进社会公众福祉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民间

组织、志愿组织和具有公益性或慈善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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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逻辑与策略

林 园 春

　 　 摘　 要：厘清治理理论的术和道对于治理理论中国化有着重要意义。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迭代发展，人工智能在治理“术道合一”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人工智能在

推动传统政府治理向智慧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也给政府公共行政活动带来了一系列诸如安全失序、公平

缺失的治术挑战以及主体角色替代、行政文化重塑的治道挑战。 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
要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需要以“善智”引领“善治”，在促进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政府治理的过程中，不
断推动技术体系与价值结构的辩证统一和互融互促。

关键词：政府治理；人工智能；治术；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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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进步既描绘出政府

治理智慧化的美好图景，同时也给政府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带来极大的现实挑战，对公共行政管理改

革、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理

论上看，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衍生出的智能治理、智慧

治理等理论新范式有利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府治理模式的理论体系；从实践上看，科学研判人工

智能对政府治理模式的潜在影响，发挥人工智能的

正向治理作用，是当前中国治理实践面临的重大问

题。 面对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模式的深刻影响，国
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大大

拓展了人工智能融入政府治理的研究广度和深度，
但仍有一些薄弱之处有待加强。 一是对人工智能与

政府治理融合的关系、逻辑及其影响机制缺乏本体

论层面的深入辨析。 二是大多数研究倾向于将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作为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宏

观背景，而对引导人工智能融入政府治理的策略和

路径缺乏针对性。 为此，本文在治理理论术和道的

视角下分析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客观

挑战和内在逻辑，以期从治术和治道两个层面探讨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具体策略。

一、治理理论与人工智能

（一）治理理论的术与道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术道合一”，其中的道是形

而上的、常在的，而术是形而下的、不居的。 “术道

合一”即是以道驭术、以术载道，以魂体统一而成就

圆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治理概念由西方引入中

国，经过 ２０ 多年的发展，治理理论对于治国理政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 但还需认识到，治理

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因自身外延和

内涵模糊不清而导致的内核缺乏、实操性不强等问

题［１］ 。 中国在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及思想文化上均

不同于西方国家。 因此，不断推动治理理论本土化，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体系，对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

实价值。
治理理论中的治术本质是将治理理解为通过科

学计算、 重组， 优化提升系统的总体效率和可控性，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３－２９
　 　 作者简介：林园春，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河南郑州　 ４５１４６４）。

３９



利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治理社会，对社会的方方

面面进行专业化、数字化、程式化的改造。 技术治理

的核心原则是科学管理和专家政治。 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起，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科学技术迅猛

发展给西方国家带来的截然不同的深刻影响，希冀

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来解决社会中所有顽疾的技术治

理主义思想（简称“技治主义”）逐渐盛行，并被视为

一种化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灵丹妙药”而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２］ 。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形

态的不断涌现和发展，技术治理的思路和理念逐渐

受到全球各国政府的推崇。 而治道中的道所规范的

是社会群体内部无法通过自身力量实现调节与平衡

的公共领域，其所倡导的是自然秩序和人造秩序的

有机融合，其根本目标是促成良善生活的政治秩序

和伦理秩序。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累积了丰富的有

关道的中国经验。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为中国治理之道融入新的色彩，并逐步

形成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标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内核，以共建共享共治

为格局，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

的治理之道。 研究治理理论中术与道的辩证统一关

系，有助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精髓

注入治理理论，不断促进治理理论中国化发展，使之

不断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国理政的功能

需要。
（二）人工智能的基本内涵及发展

人工智能本质是基于数据和算法的计算技术，
能够模拟人类思维和行为并对外界环境作出反应，
具有自主学习、自主优化、连接扩展的自适应特征以

及联想、记忆、学习、推理创造等类人能力，是能够实

现人机交互、人机互补的机器智能体。 数据、算力和

算法是拉动人工智能的“三驾马车”。 就技术的发

展程度而言，国际上普遍将人工智能划分为弱人工

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三个阶段。 近年来，
随着全球主流人工智能模型参数的量级变化呈指数

模型井喷增长状，全球已进入新的“智能算力霸权

时代”。 就智能政府而言，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的

融合主要体现在政府公共部门在治理中所应用的人

工智能产品：智能政务机器人、智能手机在线政民互

动、政务工作上的智能问答系统、智能搜索、智能翻

译、图像分析、视频监控系统以及基于指纹、人脸、虹

膜、ＤＮＡ、掌纹、声纹等生物特征的识别系统以及个

人助理、语音助手、智能客服等人机交互应用技术。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技术不仅是一种被人类

把握和利用的数字工具，还因其具有通过技术在广

袤的社会信息中捕获属于人的主体性的信息的能力

而逐渐成为“非人行动者”。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通

过不断学习进化，已经开始逐步展现出思考、学习和

创造的能力，还能通过吸收公共生活的各种数据为

人工智能的精准度和广泛度提供丰富的资源，进而

帮助人工智能积聚力量、预测社会，并因此引发政府

治理模式发生变革，影响甚至决定人类的公共生活。
（三）人工智能与治理理论的“术道合一”
纯粹的治道和治术都存在各自的局限之处，

“术道合一”是突破治道和治术局限的融合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是一种专门为海量数据而设计的人造

智慧体，在公共行政领域可以帮助相关治理主体提

高行政效率和治理效能，使其将注意力高效集中在

促进良善生活的“治理之道”上。 智能技术的应用

和发展为治理的“术道合一”创造了可能性。 人工

智能与政府治理模式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 一

方面，人工智能催化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以人工

智能技术为手段和工具的数字政府、智慧政府建设

正在全方位地推动政府治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转型，深刻影响着政府的治理方式、组织重塑、业务

流程等深层治理机制。 另一方面，政府治理模式也

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起反作用，即政府的价值理

念、战略思想及稳定的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会修正

或弱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亦或者引导人工智能

的发展方向，使二者的互动最终呈现相互调适的矛

盾运动过程。 就本质而言，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二

者矛盾运动的内在逻辑是人工智能代表着生产力的

变革，并引发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的变动，进而推

动政府治理模式等上层建筑的系统变革。
对比中西方国家的治理实践，特别是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中的治理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

论的“术道合一”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制度优势：在治道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

为中心的价值优势和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战胜疫情的

强大精神力量所表现出的文化优势得到充分彰显；
在治术上，“数字常态”成为中国应对重大公共危机

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引擎和重要工具［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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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
变革的逻辑分析

　 　 （一）治术驱动：技术驱动逻辑

１．数据驱动逻辑

数据驱动逻辑是指政府依靠数据采集、数字关

联分析、数字建模以及虚拟仿真等技术手段获得具

有整体性、可视化、客观性的决策数据信息基础，进
而推动治理向数据化、科学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具

体而言：一是数据技术可以使政府公共行政所需要

的数据资源得到更加清晰、立体的展示，进而提升治

理的精确性和有效性；二是通过数据实现对社会事

实的信息再现，从而指数级地提升社会治理所需要

的信息和数据资源储备；三是信息共享有利于打破

科层制行政体系中的信息孤岛和数据壁垒等问题，
使政府的整体性治理成为可能。

２．算法驱动逻辑

随着智能算法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开始

超出人类工具的客体范畴，逐渐具备主体性特征并

逐步获得在不同环境中自主学习和判断的能力，甚
至在一些情况下能够在政府治理中“反客为主”，替
代行政治理主体的治理行为生成政治决策，挑战传

统权威［４］ 。 算法驱动逻辑即指随着人工智能相关

技术的不断发展，其逐渐形成了算法权力，并对传统

公共管理主体的专属权力提出挑战，使其不得不站

在全局角度思考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的全面影响。
（二）治道驱动：价值驱动逻辑

治道驱动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驱动，政府治理的

目标宗旨和运行模式都离不开价值引导。 厘清公平

与正义、责任与伦理、安全与透明等原则有助于解决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所产生的价值失序等问题。
１．公平与正义

公共管理是指由政府、非政府组织与民众所组

成的管理体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 公共

性是公共管理的基本属性，追求公平与正义是其内

在价值诉求。 智能时代，公共管理更需要强调对公

平与正义的价值追求与敬畏，增强公共服务品质，提
升治理主体追求公共利益的创新意识和行政责任

感，以维护和发展公平正义的公共利益分配机制。
２．责任与伦理

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在坚持“不伤

害、行善、正义、自觉”等基本伦理原则下保持人类

伦理的多样性和动态平衡，同时限制人工智能以人

的形象发展，保持伦理的有序性。 要促进人工智能

更好地融入政府治理并做出合乎人类道德的决策，
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消除信息歧视，发展机器伦

理规则，实行人工智能伦理审查。 因为大数据技术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政府治理的决策、重塑政治组

织甚至是人类思维方式，所以有必要在算法中嵌入

伦理原则以缓解算法伦理与人类伦理的冲突，在治

理策略选择上坚持追求“最善解”的原则，不能仅凭

机器基于数理逻辑而做出的“最优解”指导治理行

为，并以多元共治、合作治理的方式把握人工智能在

其与政府治理融合过程中的主体定位［５］ 。
３．安全与透明

随着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日渐深化，社会治

理主体在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和利用数据的同时，还
需要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基础上维护个人信息、数据

和隐私安全。 在通过引入智能技术打造人人参与的

“智慧城市”、建设“智慧政府”的同时，亦需要建设

“阳光政府”“透明政府”，通过不断完善公众与政府

之间的信息交互平台，推动传统封闭型政府治理模

式向公众参与、开放包容的治理模式转型。
４．共享与包容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

智能》报告明确指出，包容共享、开放协作是人工智

能技术开发和应用的重要原则。 发展人工智能技

术，需要最大化地考虑广泛的人类需求和经验，最大

程度地理解其使用者和服务对象的情境、需求和期

望，运用信息技术来维护公民权利和增进公共利

益［６］ 。 对于发展中的人工智能而言，为避免将公民

彻底置于监控系统中，甚至使政府陷入自我循环的

封闭系统，坚持包容、开放和共享的价值原则是智能

时代政府治理实现“术道合一”的必要原则。

三、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
变革所面临的挑战

　 　 （一）治术挑战：安全失序、公平缺失、隐私泄露

随着人工智能与公共行政的融合程度不断加

深，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隐含着诸多不可回

避的技术风险。 当前，这种风险主要体现在安全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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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公平缺失、责任界定三个方面。
第一，安全失序主要体现在数据安全和人身安

全的失序。 在公共行政部门应用人工智能系统的实

践中，既存在大规模监视及其产生的个人隐私泄露

的风险（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发数据和个人信息

泄露的不道德行为），还存在系统被黑客攻击、破
坏、非法使用等风险。 此外，智能机器人失控所产生

的危险具有不可逆性和难以预测性，对人类的人身

安全具有潜在风险。
第二，公平缺失。 一方面，在实践层面，政府依

靠智能技术进行决策和服务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

技术偏见和歧视。 这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依靠数

据、算法和算力驱动得出的数据可能存在片面和失

衡的问题，而算力和算法的好坏又与数据来源密不

可分，所以无法确保百分之百地实现公平公正的决

策。 在不完美的数据基础上产生的决策及行为会产

生偏见和失误。 同时，治理行动中非编程人员有意

识的主观选择也会增加识别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难度。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机器属性决定了

其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无法完全或真正做到如人一样

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因此，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单

纯依靠人工智能实现对人的需要的积极满足是非常

困难的。
第三，责任界定。 智慧政府建设过程中存在的

技术责任问题主要是指当人工智能程序漏洞造成的

问题危害公共利益和政府权威时，责任追究困难的

问题越来越突出。 应当如何界定政府、企业、技术开

发者以及人工智能自身等主体的责任边界尚缺乏制

度性的明确规范。 目前，技术责任挑战主要涉及四

个方面：由谁负责任、向谁负责任、应负何种责任以

及如何负责任。 首先，现阶段，人工智能体并不具备

像人类一样对自身行为负责的主体地位。 其次，由
人工智能引发的“负效应” （如公民隐私泄露、数据

失控、对传统公共管理者的替代效应和挤压效应）
在侵犯公共利益、危害政府权威的情况下，如何向政

府负责和如何向社会公众负责的问题还无法定论。
再次，技术本身作为工具属性没有善恶之分，取决于

使用者的价值取向。 基于这样的认识，由人工智能

系统失控所引发的技术应用型责任和技术性责任区

分和划分问题，也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 最后，
由人工智能引发的“负效应”纷繁复杂，涉及意识层

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在实践中如何根据不同情

况具体划分技术责任也是相当困难的［７］ 。
（二）治道挑战：主体角色替代、行政文化重塑、

行政伦理冲突

第一，主体角色替代。 在人工智能融入政府治

理过程中，公共管理者的传统行政角色面临人工智

能的挑战和重新定位，主要体现为信息角色挑战、服
务角色挑战、决策角色挑战。 其一，信息角色挑战。
随着一些涉及信息咨询、人工服务、身份核查等简单

重复、冗杂枯燥的工作岗位由人工智能替代，公共管

理者在逻辑推理、信息处理和智能行为领域的主导

地位受到极大的挑战。 其二，服务角色挑战。 如浙

江省政府推行的“最多跑一次”行政改革使传统公

共管理者直接面对公众的程序性、服务性事务在很

大程度上被人工智能系统所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因

此受到挑战。 其三，决策角色挑战。 人工智能具有

超强的自我学习、自我适应和自我优化能力，在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支持下，人工智能系统

可以全面地适时更新决策信息系统并生成智能的决

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这极大地挑战了基于科层制

的传统行政决策模式。
第二，行政文化重塑。 行政文化随着行政实践

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在人工智能融入政府治理的过

程中，行政环境氛围和行政人员的心理观念也随着

行政实践的技术拓展而面临着挑战。 人工智能的高

效与便捷增强了人们对于“智慧政府” “智能政府”
的迫切需求，使大众更加期望政府的行政文化理念

能够由传统的封闭型走向开放型、由传统管制型走

向服务型、由人治型走向法治型、由保守型走向创新

型。 而现有的法律规范、制度体系以及行政人员素

质远不能支撑政府全方位地运用人工智能开展自身

管理活动和公共事务管理。 当前，关于人工智能的

发展众说纷纭，尚未形成政府、公民、技术“多位一

体”的集体理性和社会共识。 人工智能所具有的纯

粹技术理性是单一的、割裂的，政府和行政人员如何

运用公意契约、公共秩序、公平政策和公开流程令社

会整体向善并把握好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的平

衡，成为政府治理面临的行政文化困境。
第三，行政伦理冲突。 智能时代，面对算法伦理

与人类伦理的冲突、政府治理中“最优解”与“最善

解”的冲突，人工智能基于数理逻辑规则遵守算法

伦理，可能会做出违背人类伦理的选择，对人类的价

值和意义造成伤害。 对于公共行政领域的决策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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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行政价值体系中坚守公共利益、社会发展、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性价值以及秩序、效率、公
平、正义等工具性价值是第一位的，而数理逻辑所推

理出来的所谓“最优解”不一定就是政府治理所追

求的“最善解”。

四、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
变革的策略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术道合

一”，就是要以道驭术，保证术不会偏离道的方向，
同时以术载道，让道发挥出实用价值，进而实现价值

理性和工具理性、公平和效率的辩证统一。 既要在

治道上遵循以“善智”实现“善治”、智慧与智能有机

统一的逻辑思路，又要在治术上促进认知层面的理

性化、全民化、与时俱进，技术层面的协同化、精准

化、全面化，保障机制的科学化、系统化、专业化。
（一）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治道

策略

１．“善智”驱动“善治”
本文的“善智”指高明的、良好的人工智能，是

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的最佳状态；“善治”指政府治

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优良的、有效的政府治理。 从

价值维度看，“善智”的核心原则是人工智能不应伤

害人、不应歧视人、不应操纵人、不应完全取代人，其
目标是增进全人类的福祉。 从技术维度来看，“善
智”体现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要重视人工智能的安

全标准，不断发展其科学理论方法、掌握测量验证方

法，能够通过技术实验保证人工智能的可靠性和安

全性，避免人工智能失控。 从应用维度来看，人工智

能必须是可获取的、可用的、共享的，其首要目的是

给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来福祉，通过使更多的人享受

到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红利，促进包容发展和普惠

发展。 “善治”是要实现优良的政府治理，这与人工

智能向善的根本价值定位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增进

人类福祉。 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需要依

循以“善智”实现“善治”的基本路径，通过人机互动

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以达到人机合一、“术道

合一”的应用目标和实现善治的治理目标。
２．“智能政府”与“智慧政府”有机统一

“智能政府”与“智慧政府”相互促进、密不可

分。 人工智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智能化就是将人

类智慧不断注入人工智能的过程。 要发展好智能

化，就需要通过智慧化持续改进并予以完善，而智慧

化要实现不断发展，也需要依赖智能化为其提供全

方位、多功能、整体性的智力支持。 保持“智能政

府”与“智慧政府”之间动态平衡关系的主要实现机

制是：在政府治理过程中，要将人的智慧嵌入政务系

统，使政务系统具有智能性；而在政务系统的运行过

程中，要通过人机交互持续不断地输入人的智慧，并
通过政务系统汇聚与整合人的智慧；只有人机之间

完成融合和领会，使政务系统具有智慧，并且政府治

理能够依靠政务系统融入更多人的智慧甚至全体人

民的智慧，进而实现智慧的良性循环和系统建构，才
能解决“智能化从哪里来”和“智慧化往哪里去”的
问题。

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过程中，应
统筹兼顾“智能化”和“智慧化”，方能使人类智慧更

好地发挥效力，使新一轮技术革命下的政府治理达

到“智能政府”和“智慧政府”比较理想的境界。 而

其关键在于形成针对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社会共识

和公意契约，以保障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始终坚持

民主理性和集体向善的发展目标。
（二）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治术

策略

第一，以价值理性牵引技术理性，促进认知层面

的理性化、全民化、与时俱进。 理性化是指在人工智

能嵌入政府治理过程中，必须提升对人工智能的理

性认识，重视人工智能对人类政府运行的各种影响，
如对传统政府运行状态的冲击、对传统行政人员职

能和角色的替代，辩证地看待其对“智慧政府”的创

造力和破坏潜力。 全民化是指要面向全民普及人工

智能的相关理论知识，既要对政府领导干部和广大

公务人员进行人工智能知识的普及宣传和教育，也
要将有关人工智能的知识讲解和科普活动深入基

层，最大程度地争取公众对于政府向数字化、智能

化、智慧化转型的理解和支持。 与时俱进是指要在

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巨大潜力的基础上，保
持对人工智能的开放态度，形成善用人工智能技术

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行政文化氛围。
第二，以技术理性驱动政府治理现代化，促进技

术层面的协同化、精准化、全面化。 协同化是指人工

智能参与政府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协同，即人工智能

嵌入政府治理的良好生态环境需要科学家、政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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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者、企业管理者以及使用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具体而言，科学家要保证人工智能的设计和部署能

够增进人类福祉。 政府决策者必须审慎监管，建立

公开透明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向善。
企业及其管理者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过程中要

增强社会责任感，践行科技向善理念。 人工智能技

术的使用者会影响产品的用途和发展方向，因此，有
必要提升每一个人工智能产品使用者在治理中的自

主性、自律性和责任感。 精准化是指人工智能在嵌

入政府治理过程中要精准适应政府的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的多重职能，以更高的效率整合现有的资源

来推动在政府机构中运行人工智能项目。 随着人工

智能的不断发展，政府要在管理和服务中积极同科

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等建立合作关系，整合传统

电子政务的基础设施，最大程度地利用好现有信息

技术基础设施，避免资源浪费。 全面化是指要形成

全方位、多主体的完备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一是

要健全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规范体系。 保证人工智

能向善离不开伦理的规范和约束，唯此，才能实现人

机和谐共生。 二是要不断完善有关人工智能开发和

应用的法律法规，以规范人工智能在当今人类社会

生产生活中的各种作用边界。 三是要健全有关人工

智能发展的各种制度和政策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

人工智能技术标准体系。
第三，以制度理性限制技术理性，促进保障机制

科学化、系统化、专业化。 科学化是指建立适应智能

化的行政管理内部规则制度、伦理规范和适用于人

机交互场景下的法律法规。 系统化是指政府部门间

要实现数据共享，打破数据壁垒，实现互联互通，成
立部门联动机制和信息交换机制，构建人工智能技

术责任应对体系。 专业化是指要构建专业的人工智

能领导机构和领导体系、专业的人才管理制度和培

养机制、专业的人工智能应用科学评估机制。 总之，
以制度理性矫正技术可能存在的越轨行为，就需要

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以科学化、系统化、专业

化的保障机制推动人工智能加快融入政府治理，以
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在政府治理中的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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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公民国家认同教育的生成逻辑与现实路径∗

龙 静 云　 　 　 孙 银 光

　 　 摘　 要：国家认同教育是一种培养公民对国家形成稳定认同感的教育形式。 国家认同教育具有维系国家稳定

性存在和个人本体性安全的价值。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织、价值多元化和单边主义交错的复杂时代趋

势，国家地位受到冲击，国家认同教育面临着一些困难。 为应对这种变局，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有必要从国家的制

度性优化、社会的公共性赋予和公民的反身性筹划等路径来进行变革。
关键词：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全球化；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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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是实行

“一国两制”的国家。 这种由于历史原因孕生的复

杂而独特的现实，使部分公民对国家的整体性认知

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因此，推进国家认同教育来巩

固和提升公民的国家认同，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

而紧迫的历史性课题。 在新时代的境遇下，经济全

球化和逆全球化趋势交织，价值多元化和单边主义

观念碰撞，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暴发，国家

间多层面的冲突更加剧烈，这些都对公民的国家认

同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此背景下，如果国家认同教

育依旧局限于传递国家的宏大叙事、文化的对立冲

突、价值的集体统摄等，就可能不利于持续激发和聚

合公民认同国家的动力，甚至有可能导致公民对国

家认同的表达走向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 有鉴于

此，在新时代面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

对国家认同问题进行形而上的追问，以寻找国家认

同教育的发展逻辑，探索公民认同教育的现实进路。

一、国家认同的内涵和价值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只有得到本国公民和国际

社会的认同才能得以存在。 那么，国家认同是如何

产生的，国家认同又具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这是

本文首先要进行深入分析和研讨的问题。
１．国家认同的原初特质

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融入社会的过程，逐渐面

对诸多“他者”的存在，这让个体会持续追问“我是

谁”“我们是谁”等最基本的存在性问题，以明晰自

身存在的意义并获得归属感。 这种对归属感的本能

追求会唤起个体的本体性焦虑，并不断被文化传统、
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所回应或塑造。 “在传统已经

在某种程度上被例行化的日常生活所代替，‘意义’
已经居于私人和群体边缘的条件下，滋生于语言共

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等因素倾向于结合在一

起以维系本体安全。” ［１］ 而国家作为语言和民族共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０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强国背景下的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研究”（２１＆ＺＤ０５９）
　 　 作者简介：龙静云，女，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

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湖北武汉 　
４７１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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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的具象载体，便成为人获得群体归属感的对象，
并发展为个人最大的首属群体，从而催生了国家认

同的出现。 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国家认同是一种具

有差异性的群体成员通过相互承认而结合成“国
家”，并将之作为身份和情感归属以消除存在焦虑

而产生的自觉认同。 国家认同是基于生活事实的，
却也是“想象”的［２］ 。 它涵括两个相互冲突的截

面：一面是“同一性”，即主体通过与其他主体进行

确认实现自我归类；另一面是“差异性”，即主体借

由构建某些标准以实现区别于其他行为体的规定

性。 在人的心理活动中，这种求“异”的过程通常以

建构某种“偏见”的方式得以实现，携带着明显的我

国中心主义色彩［３］ 。 可以说，国家认同最初是通过

“想异”而“构同”实现的，借由想象出对立面的“他
者”，进而建构出“我者”的认同。 在这种建构逻辑

下，“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

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 ［４］ 。 这导致个

体在形成和表达国家认同时常常携带着某种非此即

彼、情感对立的色彩。
对国家认同进行具体分解，我们会发现，就其对

象的性质而言，国家认同的核心是政治性认同态度。
它是指公民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制度的承认，是
对以宪法为支撑的国家政治体系、法律规章的认可。
因为“一个国家是一个法律上的政治性组织，拥有

要求公民对其顺从和忠诚的权力” ［５］ 。 因此，国家

认同伴生着明显的政治属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国

家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连的。 就其主体的身份而言，
国家认同的主体是国家公民。 公民在心理层面将自

身认定为归属于某个国家，形成一种归属性认同；同
时承认并肯定相关的政治体制，形成一种赞同性认

同［６］ 。 这两种认同的交叠，构成了公民国家认同的

基本形态。 作为国家认同的主体，公民身份表征着

平等性与开放性。 前者是指无论种族、肤色、文化习

俗、历史传统等有何差异，公民作为国家成员的资格

都是等同的，都可以也应该认同自己的国家；后者是

指公民身份不是封闭和固定的，个体可以依法选择

自己的国籍，决定认同的国家。 以此观之，国家认同

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认同。 就其形成的方式而言，
国家认同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现代国家的形成和维

系不再基于同宗同源的宗族关系，而是依赖于不同

成员对制度生活的共同参与、相互承认。 “一个国

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

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

国家的人民决定的。” ［７］因此，与基于自然归属感的

原生性民族认同有所不同，国家认同不再完全扎根

于血缘、种族或生活方式的共同性，而在于公民积极

地民主参与和权利实践。 可见，真正的国家认同应

属于一种建构性政治认同，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双

向建构，即国家的制度品质决定着塑造公民形成国

家认同的能力，而公民形成国家认同的过程也影响

着国家的制度品质。
２．公民国家认同的价值

国家认同教育是一种通过处理制度信息、文化

传统、民族意识、历史知识、道德观念等材料，并按照

国家要素重新安排其意义，以培养公民对国家形成

稳定认同感的教育形式。 就目前而言，国家依然是

当今世界主导性国家形态，也是现行国际体系的政

治单元。 为了维持、巩固和提升自身的存在，国家必

然会推动国家认同的建构工作，而国家认同教育正

是优先选项和基础工程———通过系统推广国家通用

语言、普及民族文化和塑造国家形象，为实现塑造公

民形成稳定的心理认同感或独特的文化归属感进行

的制度化设计。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不断

加强国家认同，“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
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公民心中牢牢扎根” ［８］ 。 同样，
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公民需要借由国家认同教

育获得群体认同以化解本体性焦虑，从而获得存在

的意义感。 因此，从国家和个人层面而言，国家认同

教育具有双重价值。
其一，国家层面：稳定性存续。 通过分析国家认

同的实质并结合相应的教育实践，我们会发现，公民

形成国家认同是一个区分内外群体并将国家置于核

心地位的过程。 具体而言，公民在接受国家认同教

育的过程中，通过识别共同特征将自我与他者区隔，
让自身归属于“我”国并产生“我”国偏好，从而形成

对国家归属和忠诚的确认。 换言之，当前国家认同

教育是通过对“我们感”的传递，培养公民产生一种

排他性认同，以此圈囿出具有相似价值观念的共同

体。 在共同体生活中，公民借由维持积极的国家认

同来提升情感依附保障，而积极的情感依附则来源

于“我”国与“他”国的有利比较。 因此，国家认同教

育是基于国家的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实施效果在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现代化建构———制度与结

构的优化程度和国家的公共性能力———公平分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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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源、有效供给公共产品和维护公共秩序等，并在

国家与公民互动中充分发挥作用。 换言之，公民对

国家的认同取决于制度对个人权利和福祉的保障能

力，而国家认同也会反过来强化公民对国家的统一

性认识，消解公民对国家的离心力。 可见，这种国家

认同教育，能够将一定区域内存在差异性的群体成

员整合为具有相同价值观念并共享一套制度安排的

共同体，让其形成稳定的国家认同感，从而实现国家

的稳定性存续和发展。 尤其对于具有民族和制度多

样性的现代国家，公民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维系

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９］ 。 然而，公民若是过

分热衷于偏好“我”国、偏见“他”国，既不利于对所

属之国形成整全的理性认识，也不利于国际理解。
一旦国家认同教育无法处理好这个问题，人们就

“不得不在各种矛盾的价值与利益中间巧妙穿行，
寻找既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又支持民族国家强势运

行的厚实理由” ［１０］ 。
其二，个人层面：本体性安全。 国家认同教育借

助例行化的意义传递和情境化的生活境遇回应了个

体关于“我是谁”“我们是谁”的追问，促使公民对国

家赋予的群体身份进行认知、判断和确认，进而获得

归属感和意义感。 “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

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好

的或坏的，什么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对你

有意 义 和 重 要 的， 以 及 什 么 是 浅 薄 的 和 次 要

的。” ［１１］但国家认同教育是基于国家对个体利益、
安全、权利的有效保护之上的，在此意义上，国家认

同可以为个体的社会生活提供稳定的心理依托，并
提供确定的价值指引，甚至可以说，它“是个人安身

立命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认同所在，是他们赖以为

生的社会价值所系” ［１２］ 。 基于此，国家认同教育通

过可视的国家物质形态、可感的国家集体记忆、可参

与的国家制度体系等方式，让公民在与国家互动过

程中形成基于整全认识的心理认同。 在国家认同教

育的牵引下，公民借由不断调整自身的角色和行为，
从私己性领域过渡到共同体生活。 在积极参与和权

利实践过程中，公民会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

冲突，超越日常生活和活动范围的限制，实现从家庭

认同到家乡认同进而到国家认同的迁移，逐渐适应

并认可国家的规章制度和道德体系。 经由国家认同

教育的长期熏陶，公民会被整合为具有相似价值观

念的共同体成员，获得相同的情感归属和生存意义，

缓解存在性焦虑，从而获得本体性安全。 这种本体

性安全是个体对社会世界的信心或信任，以自我认

同与国家认同为基本存在性衡量因素。 当然，国家

认同教育确定了内容记忆、空间边界和交流网络，在
让公民获得本体性安全的同时，也易于陷入缺少理

性审视和选择的境地。 一旦主流的国家话语、稳定

的文化传统抑或例行的教育形式被打破，公民的国

家认同所依赖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就会随之消散，从
而陷入存在性焦虑之中，甚至产生国家认同危机。

由上观之，国家认同的原初特性决定了国家认

同教育往往以一种以异构同的教育方式，借由制度

信息、民族记忆和历史传统等教育方式，使公民形成

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 在此过程中，公民层面的存

在性焦虑被消解，回归到本体性安全；国家层面的离

心力风险被消弭，催生出国家向心力的生产和再生

产，这充分彰显出国家认同教育的功能性力量。 值

得注意的是，国家认同教育让公民在获得本体性安

全的同时，又维系着国家的稳定性存在，但也让其在

“我”国与“他”国之间划定了界限，在外界因素的刺

激下可能会异化出某种情感性偏见或情绪性对立。

二、公民国家认同的新时代之变

随着国际资本和文化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扩

张，经济全球化、价值多元化已经成为新时代切身可

感的特征，并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现实。 与此相

伴的是，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始终阻碍着经济治理

和国际理解的进程。 “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
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

空间不平衡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

题。” ［１３］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和快速扩散，作
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导致经济全球化受挫放缓、
人员和文化交流隔绝，进一步助推了逆全球化的趋

势。 在此复杂而紊乱的背景下，国家的地位处于动

荡之中，公民的国家认同也面临着冲击。
１．全球化涡流：国家地位的变化

在以往的国家生活中，公民的活动空间相对固

定，并受到自然衍生的民族文化、语言符号、风俗习

惯的滋润，与此同时，公民还处于稳定的集体教育情

境之中，国家通过严格的组织、被筛选的知识、构建

的氛围和较为严密的纪律以及生活现实、教育情境，
给公民以意义赋予和角色安排，因而很容易产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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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的心理认同。 于是，“国家认同由个体获

得的历史经验以及参与的象征性文化活动（如语

言、信仰、习俗等）凝聚而产生” ［１４］ 。 可以说，此时

国家的地位是超然而稳定的，而公民的国家认同也

被赋予了原生性色彩。 与之相应，国家认同教育借

由“集体—学校—国家”同构的渠道对民族文化、风
俗习惯、历史知识等内容进行传递，很少受到异质性

教育形式和观念的挑战，从而让公民自然而然地形

成国家认同，生成民族意识。 即使偶尔有公民产生

了所谓“个人—国家”冲突的认同的怀疑，也不会形

成对整体性国家认同的挑战，因为公民的认知是规

整的、情感是稳定的、行为是统一的，对国家和民族

的认识不会表现出显著的个性化特征。 这就是涂尔

干所言的：“当集体意识完全覆盖了我们的整个意

识，并在所有方面都与我们息息相通的时候，那么从

相似性产生出来的团结就发展到了它的极致状态，
但此时此刻我们的个性却已丧失殆尽。” ［１５］９０ 因

此，这种国家认同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工程，而国

家作为公民认同的唯一对象不会遭到质疑。
与之形成剧烈反差的是，在全球化狂飙突进的

时代背景下，作为公民认同对象的国家正受到以下

挑战。 一是去中心化的威胁。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
超国家组织丛生，彼此错综交织，这让国家成为日益

增多的政治实体中的一员，其完全“独立行动者”的
地位正在受到侵蚀。 与之相应，“全球化在削弱国

家自主性的同时，也引起了政治认同的 ‘去中心

化’” ［１６］ 。 二是泛边界性的冲击。 现代网络和交流

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延展了人

们的生活边界和交流途径，在某种程度上也让国家

间的界限不再分明。 “民族国家着眼于一定的地

域，相反，‘全球化’表达的是一种动态的图景，它会

不断挑战边界，直到动摇民族国家的大厦。” ［１７］ 随

着国家间界限的不断模糊，“我”国之同与“他”国之

异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个人对国家的理解逐渐变化，
甚至呈现出渐进融合的趋势。 但由于全球化具有一

些破坏性，例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

夺，部分发达国家把工业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导

致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污染，还有诸如价

值观念的冲突、移民的增长、恐怖主义盛行等，使得

逆全球化潮流也在涌动，并蔓延至多个主要发达国

家，致使国家间的交流被滞碍、边界被阻隔。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放大了逆全球化的

破坏性，暴露出超国家组织的虚弱性，也导致国家强

化了自身的优先地位，甚至让以“脱钩论”为代表的

单边主义甚嚣尘上。 面对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织形

成的涡流，很多国家都卷入其中，陷入冲突、动荡的

境地。 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经济全球化产

生了极大冲击，对个体的身份认同也造成了影响。
“这种身份认同的改变正在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

法，特别是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看法。” ［１８］于是，个
体身份认同已经转向基于民族文化、历史传统、风俗

习惯等特征，凸显了民族差异而非共同，强调了国家

优先而非理解。 显然，处于全球化涡流之中的国家，
不仅地位受到冲击而不再稳固，其催生的国家认同

也面临诸多挑战。
２．多元化场景：教育体系面临的挑战

国家认同的实质是个体对从属于某个国家的认

可和确认，是主体在相关制度、历史、民族和文化特

质的基础上完成的意义建构，以获得归属感和认同

感。 “认同的建构所运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
物，来自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来自集体记忆和个体

幻觉，也来自权力机器和宗教启示。 个人、社会团体

根据社会结构、时空框架和文化规划，处理了所有这

些材料，并重新安排了它们的意义。” ［１９］事实上，人
既是一种能动性存在，也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存在于

特定的时空之中。 这意味着国家认同是人在特定时

空境遇中活动的过程和产物，并非是主体单纯的意

识内化或者形象塑造，而是在不同诱因和压力下对

各种要素进行选择的结果。 然而，在当前国家认同

教育体系中，公民受限于教育的形式、活动的情境和

接受的观念，进行理性选择、自主建构的机会较少，
是在一元的国家话语、稳定的价值系统、统一的认识

路径中对国家形成认同。 国家认同教育会向公民传

递特定的“历史使命”———通过认同国家意志形成

政治忠诚，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复兴。 从数

十年的实践情况来看，国家认同教育体系在特定的

时空环境下确实具有消弭内部冲突、统合国家利益

的作用，有利于促使公民消除差异、凝聚共识，实现

民族力量的聚合。 然而，这种让公民被动地依附于

国家而获得的认同感是脆弱的，很容易由于外在环

境的变化或异质性思想的冲击而发生断裂，甚至出

现国家意识淡薄、国家认同薄弱等问题。
在新时代境遇中，由于人的自由流动和互联网

的发展，地域的隔阂被打开，文化的封闭被沟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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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价值文化被卷入充满冲突的全球文化系统之

中。 于是，外在的价值样态表现出多样化展示、流变

性呈现甚至断裂性改变，以至于人的观念及认同变

得更加多元。 “对多样化的多元理解，过去被视为

对正 统 观 念 的 挑 战， 如 今 变 成 了 正 统 观 念 本

身。” ［２０］在这种文化场景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会出

现重叠而又变化的态势，导致国家认同的稳定性生

成基础发生改变，也让相应的教育体系不再稳固。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愈益严重，国际交往合作的系统

性风险上升，各国的“疫情文化”趁势抬头，导致民

粹主义混入多元价值、单边主义冲击国际理解，让原

本多元化的价值场景变得更加混乱无序，甚至冲突

和对立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
以往国家认同教育体系中的语言符号、文化风俗、历
史传统等要素聚合在一起，提倡一元性的价值统摄

和集体性的行为模式，致力于培养公民生成非此即

彼的国家偏好和民族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公民难

以形成理性抉择能力，也就无法回应渐趋复杂且充

满变动的多元价值场景，这也让国家认同教育体系

的作用被渐趋弱化。 事实上，面对观念的分殊、价值

的驳杂，公民的理性分辨、选择和体认将发挥更加重

要的作用，从而避免偏见意识的挟制和价值观念的

冲突消解多元理解的可能。 在一元价值和多元价值

冲突的境遇中，公民难以形成稳固的国家认同，反而

会因为价值的龃龉出现存在性焦虑。
尽管经济全球化和价值多元化是无可逆转的发

展趋势，但近几年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仍然会扩散和

外溢，对公民的国家认同产生巨大影响。 为应对外

在的冲击，国家必然会强化国别和民族意识，并辐射

到社会场域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认同教育会

承担更大的压力。 若其依然聚焦于传递差异意识、
价值统摄，极有可能会导致公民无法形成稳定的国

家认同，而个体也难以获得本体性安全。

三、提升公民国家认同的现实进路

国家认同的变化不仅没有让人放弃对其进行追

寻，反而进一步让人们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 尤其

是在世界范围内重大疫情的威胁下，全球化形成的

共同体意识被撕裂，多元化造就的文化交互性被割

裂，而国家和民族的角色与功能反而得到凸显，这让

国家认同能够给予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会愈发强

烈。 然而，长期以来的国家认同教育在新时代境遇

下已经难以为继，既未能回应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

织的复杂局势，也无法处理多元化和一元化的价值

冲突。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制度性优化、公共性赋予

和反身性筹划等角度，重新寻找国家认同教育的现

实进路。
１．以制度优化催生公民的国家认同

随着全球化的冲击、逆全球化的反复，民族国家

在多个层面面临着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扩

散，进一步催化了国家经济、政治、制度乃至舆论安

全的连锁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为了获得安全

感和归属感，会趋向于形成内聚性认同。 这让公民

基于民族特性、文化传统产生的文化—心理取向的

国家认同变得愈发强烈，但也更加强调文化的特殊

性、民族的差异性和国家的偏好性。 事实上，文化—
心理取向的国家认同无法应对紊乱的价值观念和网

络信息，也难以引发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构和

优化。 其实，渐趋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日益上升的生

活风险，使公民对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因此，面对有别于以往的内外压力，国家不

应将历史文化、习俗传统置于主导地位，而应着力进

行现代化制度建构和治理体系完善———以公民的福

利、幸福和尊严奠定国家认同的基础，从而降低国家

面对的风险挑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严峻

的发展环境下，更要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治理体

系，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地转化、融合，善
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２１］ 。

由此可见，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公民基于政治—
制度形成的赞成性国家认同会凸显出独特的价值。
这种认同形成于公民对现代化制度建构的理性认

知，并通过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而激发的热情。 可以

说，在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趋势交织、价值多元化

和单边主义观念碰撞的大时代背景下，围绕现代国

家建设所形成的公民国家认同建构，以国家制度及

其所决定的国家结构体系的全面优化最为关键。 或

言之，新时代国家认同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国家的现代化建构———治理制度和结构体系的优

化，并在国家与公民的相互塑造中形成。 有鉴于此，
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的关键基础必须由传统的国家

话语、民族主义和文化传统转变为国家制度与公民

的有机互动，从而让公民在与之相互形塑的过程中

生成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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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应是一种以认

同国家制度的公民为主体，通过审慎分辨、理性选

择、实践体认等方式形成规范、协调“国家—公民”
关系的一系列价值观念的教育形式。 它培养公民形

成的是关于国家制度与公民关系的间性道德，是一

种嵌入制度生活的生成性认同。 这意味着公民的新

时代国家认同涵括三种特质：一是以群体认同为心

理基础，二是以“国家—公民”关系为核心内容，三
是以制度生活为生成场域。 因此，在新时代国家认

同教育中，公民形成国家认同不再是单向的行动，而
是双向的互动，既依赖于国家制度对公民国家认同

的建构，也依赖于公民建构自身的国家认同。 在这

种双重建构中，人的主体性及其所形成的选择是基

础，而国家为每个人生存与发展所营造的整个国家

结构体系是关键［２２］ 。
换言之，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不应再简单地坚

持并强调“我”国偏好，而应让公民身处与国家制度

的良好互动关系之中，以此来判定“我”之意义与归

属，并确认“我们”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包容什

么、完善什么，进而形成真正的国家认同。 其实，在
这种以“国家—公民”关系为核心内容、以制度生活

为生成场域的国家认同教育过程中，公民关注的是

国家制度的一致性、国家之间的共同点，能够形成国

际理解和人道主义情感。 显然，国家的现代化制度

建构是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的基本前提。
２．以公共生活培育公民的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个体认同的一部分，是公民对自身

国家身份的确认。 “它是一种个体自觉意识的形

式，也是一种他者意识的形式，即识别出与我们有共

同身份的人和我们具有特殊责任去帮助的人。” ［２３］

可见，国家认同是以个体的自觉意识为前提，以归属

感、意义感、忠诚感等为情感性表达，最终表现为在

公共生活中的行动实践。 或言之，公民对共同体利

益的自觉服务，对公共善福祉的自觉诉求，构成了自

身践行国家认同的意愿和能力。 这意味着公共行动

不仅是公民表达自己的看法、与他人商谈并达成和

解的工具，也是公民表达国家认同的方式，更是国家

认同的生成机制，其核心是公民对公共生活和事务

的参与，对义务的履行和权利的实现，如网络监督、
言论发表、关注社会公共问题。 社会公共生活之所

以是公共的，是因为它不是“你”或“我”的独自生

活，而是“我们”的共同生活；公共生活的依据也不

是“你”或“我”的行为偏好，而是“我们”共同协商

形成的共识，这为公民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生成领域，
其最重要的特性是“他人的在场”。 “被他人看到或

听到的意义都来自于这个事实：每个人都是从不同

的角度来看和听的。 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所

在。” ［２４］正因为每个公民都存在立场和观念的不

同，这要求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不仅要分清彼此之间

的界限，也要在寻找到双方互恰的状态下形成共同

体，并在共同生活中获得“我们感”。 这种“我们感”
不再是基于对对立他者的共同排斥，而是形成于公

民之间的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 公民以此为耦合点

生成的国家认同，注重的是涵括个体差异性的共同

体利益，即并不是无视差异，更不是消除差异，而是

要整合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公共生活可以让

公民在参与公共事务过程中学会共存、包容差异，进
而形成国家认同。 因为一元价值奠立于独有的文化

传统、语言符号、生活习惯的基础之上，以此形成本

位观念和分界意识，在传递时会出现价值观念外溢，
让公民在其引导下产生价值偏好，无法包容文化差

异和利益冲突。 社会公共生活则尊重话语多样、利
益多元和个体差异，让公民能够在公共事务中求同

存异，能够有效清理极端一元价值的生存土壤。 因

此，作为一种以公共价值为引领、以利益耦合为取向

的公民自主建构的生活形式，社会公共生活可以为

公民生成新时代国家认同提供生成场域。
在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中，公民不再是国家话

语的单向接受者，而是拥有权利和义务、理性能力和

批判精神的国家公民。 他们在公共生活实践中形成

对国家的理性认知，包括且不限于勘定国家与公民

的关系、检视国家的制度和功能、形成国际理解和人

道主义等，实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以
此生成认同国家的行为动机和理性表达。 当公民在

真实的公共行动中形成理性的国家认知后，会逐渐

内化为一种切己的情感体验，而让国家认同不再仅

仅是一种权利和义务之间的精细比较和置换。 作为

一种情感体验，国家认同对公民的认知、行为具有强

大的驱动、催化和调控作用，并且会在作用的过程中

被进一步强化。 “国家认同的情感体验‘寓于’理性

认知……深刻的理性认知激发着深切的情感体验，
深切的情感体验强化着深刻的理性认知。” ［２５］值得

注意的是，社会公共生活与公民国家认同之间并非

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即公共生活不具有甄别善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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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也不存在直接催生公民形成国家认同的天然

机制。 相反，社会公共生活因为容纳多元化价值观

念和多样化行为方式而具有极大的混存性，甚至寄

生着不利于公民形成国家认同的负面因素。 因此，
尽管它构筑了公民形成和践行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和生成场所，但并非国家认同教育本身，仍然需要教

师进一步引导。 可以说，社会公共生活是新时代国

家认同教育的实践场域。
３．以反身筹划深化公民的国家认同

在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织、价值多元化和

民族主义错杂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生活环境正在形

成，并呈现出复杂而不确定的样态，也让是非善恶的

观念混淆在一起。 正如施特劳斯（Ｌｅｏ Ｓｔｒａｕｓｓ）所

言：“寥寥几代之前，人们还是普遍确信人能够知道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够知道什么是正义的或

者最好的社会秩序……在我们的时代，这个信念已

经回天乏力了。” ［２６］ 在此种境遇中，惯常的生活样

态已经不复稳定，稳定的国家形象也不再清晰，随之

而来的是个体认同的冲突，必须独立承担各种无法

预知的风险，但也让人们对国家的认识呈现出个性

化特征。 事实上，个性化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必然结

果，也已经成为人的一般性存在维度，必然会影响到

个体对国家的认同情况。 “当国家进入分工状态

时，人的个性开始成长，出现了游离于集体意识之外

的倾向，个人的反思和批判意识得以培育。 人们一

旦学会了反省，思想就不能不产生分歧。 思想一旦

在质上和量上都随人而异，那么国家的离心力就会

逐渐增强。” ［１５］１１３可以说，个性化已经成为新时代

国家认同教育中公民形成国家认同无法避免的趋

势。 当然，新的生活环境建构起个人新的认知发展，
即个体对自身发展做出“反身性筹划” ［２７］ ，进而对

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进行调控。 面对逆全球化和多

元价值导致的复杂现实和价值冲突时，反身性筹划

涵括的“自我指涉”“自我反思”和“反身调控”发挥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对国家观念的判断、族别意识

的过滤和国际理解的接纳，从而实现对借由机械团

结产生的依附性国家认同进行超越。
在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中，公民的反身性筹划

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未验证的国家认同阶段，表
现为素朴的盲目顺从。 在这个阶段，公民对国家制

度、民族文化、历史知识等方面的认知主要来自教

师、父母或其他社会群体，但并不清楚其中的实质意

义，对国家形成了初步的、不稳定的认同感。 二是国

家认同的探索阶段，表现为理性的自我反思。 此时，
公民开始对国家制度的内涵、自身与国家的关系等

进行理性反思，并在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过程中与外

界因素相互形塑，从而渐进地对国家产生较为深入

的理解，形成较为稳定的国家认同感。 三是国家认

同的稳固阶段，表现为反身调控的引导。 在新时代

国家认同教育中，公民深刻理解了“公民—国家”关
系、国家的制度安排、国家的优势及问题等，从而更

为理性、自觉地认同所属国家、认知他国，进而自觉

地监督制度优化进程。 在此过程中，国家认同教育

仍然需要借由不间断地传递特定的价值理念，形成

对公民“反身性筹划”外在的结构性力量，从而促使

其将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内化为自身的价值信念，再
经过理性反思、诠释和再建构，彻底完成对国家认同

的塑造。
经由三个阶段的反身性筹划，公民会不断深化

对国家的理性认识，不断强化对国家的价值信念，进
而基于对国家现实的深切体认而逐渐形成充分理性

的国家认同。 除此之外，公民的理性反思和反身调

控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让自身能够突破集体话语

的权威，甄别一元价值的偏好，自觉为国家认同寻找

终极的理论支撑。 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惟有自

由要求实现对公共权威的限制，因为自由是唯一有

利于所有人们的目标，惟一不会招致真心实意反抗

的目标。” ［２８］这也意味着公民的反身性筹划会拒绝

以往国家认同教育灌输的价值观念，并保持对国家

形象和政治制度的理性审视，这也对国家的现代化

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我国而言，国家的现代

化建构必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２９］ 。 可见，
公民的反身性筹划是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中的个体

内化路径。
总之，在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中，公民形成国家

认同不再完全是单向的演进，而是双向的形塑，源于

两方面的供给。 一方面需要自身提供心智的支持，
以便对国家和民族形成理性的整全认识，并在公共

生活中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建构；另一方面则需要接

受国家认同教育传递的一系列制度信息、价值观念、
仪式象征等，以规范和修正自身的反身功能。 公民

唯有经历制度性优化、公共性实践和反身性筹划等

长期积淀，才能让真正的国家认同成型并化为日常

５０１

公民国家认同教育的生成逻辑与现实路径



意识和实践行为，从而消弭全球化的时代风险、多元

化的价值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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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论道德意愿的原始发生及其实践逻辑∗

晏　 　 辉　 　 　 张 蕴 睿

　 　 摘　 要：人的意愿由心灵自发而生，是以需要为内心活动和外在实践的根基，以实践理性获得材料与正当性，
融合兴趣与偏好结构，在惯习的限制下形成的“有意于”结构，在努斯与逻各斯的指引下向往着属人之善。 然而，现
实生活中的意愿问题具有复杂性，现代性与全球化造成了意愿的非自主、非现实、分裂与冲突，相较于人清楚表现

于客体世界的行为事实而言具有隐匿性。 只有将人之意愿作为客观而普遍的要素概念置于人的行为逻辑中加以

考察，才能完全地将特殊因素包含于普遍性之中加以思考，这样的道德判断原则才具有建构性，在其面对现实、解
释个别时才具有范导性。 意愿虽然对于道德选择具有存在因、始因、动力因的意义，对于道德判断与道德归责具有

主体性的价值，但迫于诸多不确定、不可控因素，意愿仅能作为道德选择与判断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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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看来，人们的道德行为既有历史

必然性的最终决定作用，也有人的相对意志自由。 出于感

性的经验直观与理性的神圣尊严，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

行为由自己决定，能够“做自己的主人”，拥有将获取的有

效知识付诸实践并转化为品质、德行的能力。 而内发于心

灵的意愿作为此种能力的初始实现，决定着行为的方向，
推动着行为的产生，与道德主体性紧密相连，直接关涉主

体的道德选择。 因此，意愿也就成了社会对主体行为进行

道德判断与道德归责的根基，成了伦理学不得不讨论的范

畴。 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意愿具有隐匿性，我们能看

到的只是一个人的表面很少的一部分———行为，而更大的

一部分内在世界却隐藏在更深层。 而且行为的性质并非

仅由意愿决定，这就生成了具有复杂性与内在矛盾性的意

愿问题，给道德判断与道德归责带来了困难。

一、何为意愿之所是

　 　 “意愿”一词在伦常生活中并不少见，在早期古典文

本中常分开使用。 “意”在哲学意义上常指意图，如“用君

之心，行君之意” ［１］ ； 指思想， 如 “书不尽言， 言不尽

意” ［２］ ；也指个人私意，如“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 ［３］ ；也有愿望之意，如 “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

意” ［４］ ；还有猜测、 怀疑之意， 如 “君子善谋、 小人善

意” ［５］ 。 《说文解字》有言：“意，志也。 从心察言而知意

也。” ［６］３５０许慎将“意”阐释为“志”，认为用心体察他人

言语就能知道他的心意，此处之“意”便有“意愿”之意。
“愿”常指心愿、希望达到之目的，也指合于心意，如“愿无

伐善，无施劳”；还有倾慕之意，如“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

而愿之”。 《说文解字》称“愿，谨也，从心原声” ［６］３５０，即
恭谨、老实之意。 “意”与“愿”二字合用，较早见于李白的

《书情寄从弟邠州长史昭》：“谁言贵此物，意愿重琼蕤”，
此处的“意愿”表为心愿，实指情感。 现代意义上，《辞海》
将“意愿”解释为“通常指个人对事物所产生的看法和想

法，并因此而产生的个人主观性思维”，常与英文单词

“ｗｉｌｌ”“ｗｉｓｈ”“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ｖｏｌｉｔｉｏｎ”对应。
然而在伦理学学科内，少有学者将“意愿”作为行为

过程中的一个独立要素加以考察，自然不存在一个没有争

议的定义， 伦理学研究者对此也甚少关注， 因此意愿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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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或以“行为意向”“道德动机”“道德需要”等相关联

的表述形式出现。 江畅教授的《德性论》一书结合德性对

意愿进行了讨论，将意志的意愿定义为：由欲望与兴趣构

成的“有意于”结构。 他认为“意”就是意向，“愿”就是心

愿，意愿的实质则是有意于符合心愿的事物［７］ 。 但正如

吉尔伯特·赖尔（Ｇｉｌｂｅｒｔ Ｒｙｌｅ）所指出的那样，意愿是一种

缺少经验根基的心理官能。 它作为一种无原因的心理活

动，生发于超越人类目前认知水平的心灵之中，且不论其

是否具有意义，对其直接进行属加种差式定义无疑是困难

且易于产生争议的。 而若先运用发生定义法，对意愿进行

发生学的描述与归纳，而后进行整体性的综合，或许更能

说明意愿之所是。
当我们在伦理学意义上使用意愿一词将其作为道德

行为过程的一部分时，它一定是属人的。 因为只有人才拥

有道德概念，才能产生相应的道德意愿，因此意愿必定包

含区别于其他存在者的人的本质规定与最高规定，即亚里

士多德意义上的逻各斯和努斯。 人类灵魂存在有拥有逻

各斯的部分、分有逻各斯的部分和反逻各斯的部分，逻各

斯的实现活动就是人所特有的活动。 努斯是人与神所共

有的部分，对应着人的沉思活动，既是人之始点，也是人之

目的，“合于努斯的生活对人是最好、最愉悦的，因为努斯

最属于人” ［８］３３７。 由此，逻各斯和努斯不仅指导人的行

为，更是作为行为意愿的部分而存在，赋予行为人之属性

与道德价值。
产生对某事的意愿，即有意于做某事，意味着主体产

生了对某事的欲望，希望以此满足自己对此事背后之形式

的需要。 人常处于不足、匮乏与过量、饱和两种存在状态，
用以描述和表述不足和匮乏、饱和和过量、占有和表达之

状态与指向的总体性概念就是需要。 需要是生命有机体

的本体性存在，是始点、始基，它以自身为目的，拥有需要

的生命有机体所思、所行的一切，都是以满足需要为目的

的，不断制造需要、持存需要和满足需要就是生命的全部，
生命有机体的一切价值和意义都源于需要及其满足之上。
适度地开显需要、正当地满足需要，正是承认生命、尊重生

命和赞美生命的根本事项；放弃了这一点就是放弃了生命

有机体对自己的责任以及相互间的责任。 需要经过主体

的自我构设便形成了欲望，欲望的形成过程中融入了主体

的兴趣与偏好结构，因而欲望常超于需要，甚至过度而走

向贪婪。 因需要而成的欲望即意愿之主体，构成了意愿的

“有意于”结构。
主体意愿的产生是自由的，但也要受到具体场域的限

制，在具体场域中把握材料、产生合于情势的意愿，因此主

体产生意愿离不开实践理性。 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指
的是离开自然界的必然性而指导人的道德行为的主观思

维能力，实践理性与道德法则相对应，以自由为原则，表现

于一个人既可以产生这样的意愿，又可以产生那样的意

愿，人的意愿是自由的。 实践理性作为应用于实践的理

性，带给意愿的不仅是自由，而且还是人们在特殊情势下

决定自己如何行为才算正当的理性能力。 人的意愿是具

体场域中的意愿，因此，把握具体相较于意愿产生是逻辑

上在先的，欲望向意愿的蜕变也需要实践理性赋予其正当

性，实践理性构成了意愿产生之前提与正当性基础。
虽然在实践理性的作用下，主体既可以产生这样的意

愿，也可以产生那样的意愿，但现实生活中意愿产生的可

能却是有限的，意愿的产生具有他律的倾向性，这就需要

引入“惯习”概念加以解释。 布尔迪厄的“惯习”指的是，
借过去经验铭写于身体以使实践认知活动得以进行的一

种感知、判断及行动系统。 一方面，它来自行动者自身，表
现为一种策略生成原则，指导着人们的实践；另一方面，它
是个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对生存条件和经历的不断内化，
表现为一种长存的、可变更的、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可不

断吸取各种经验以应对各种不同的情况，不同于类似于机

械式习惯的“心理定势” ［９］ 。 人们这样做的意愿正是在

惯习的作用下产生的，之所以不那样做，并不是在那样做

的意愿产生之后加以否定，而是通常就不会产生那样做的

意愿。 惯习对于意愿的产生是逻辑在先的，正如一个受过

良好法制教育的人通常不会产生违法的意愿一样，人们通

常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在惯习的倾向性中产生意愿，因
此，对意愿进行道德哲学考察决不能忽视惯习的作用。

在上述意愿呈现出的四个方面的表象中，人的需要是

人的行为的始点，主体充分运用实践理性在具体场域中获

取材料，比照暗陈于心的道德律，寻找意愿的正当性基础，
解决意愿行为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结合自身需要与所处

的境遇，将自己的兴趣和偏好结构融入需要中，在惯习的

隐匿作用下形成欲望，造就了意愿之实体，同时主体内的

逻各斯与努斯使意愿具有了人的特性，构成了意愿属人的

规定性。
综上所述，我们是否可以对意愿这样定义：人的意愿

是在逻各斯与努斯的规定下发生于主体内部的，以需要为

始点、以实践理性获得具体场域材料与正当性，融合个人

兴趣与偏好结构，在惯习的限制下形成的“有意于”结构。
由此，意愿虽然具有隐匿性，但当人们使用“意愿”这

一范畴进行表达时，他者就可以获得如下信息：首先，主体

有着对作为表象的意愿事物所代表的形式的需要，如主体

产生对饮品的意愿代表着其对水分的需要。 其次，主体所

“有意于”的是在具体场域中能力范围之内的正当事物

（能力范围之外的事物或许如亚里士多德一般称其为希望

更为合适），而意愿的正当与否则赖于主体的实践理性。
由于意愿当中内含着主体理性的运用，因此主体性对意愿

而言就具有具身性，也就如 Ｊｏｓｈｕａ Ｋｎｏｂｅ 所言，意愿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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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带来关于主体是否应该对他的行为负责的某些暗

示［１０］ 。 最后，意愿绝非仅出于行为个体的自由意志，而
是个体长期经历以及内化社会结构形成的、惯习限制下产

生的结果，因此同时具有社会性。

二、出于行为逻辑的意愿考察

当意愿的概念以分析的方法得到了初步的确定，并要

将其规定为行为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时，那么，
就应当在整体性的视角下，在与其他行为要素的互动关系

中找到意愿的正确位置，即明确人类道德行为过程的要

素、环节和道路。 只有当意愿经受住建构性原则的检验

时，意愿才具有成为独立要素与道德判断根据的正当性与

必要性，我们对其所讨论的一切在面对现实难题时才具有

范导性。 否则，意愿就会如同《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

那般，丢失了其在行为过程中的应有地位，沦为主体行为

的限定性修饰词，从而丧失了意愿对行为进行道德选择与

道德判断的范导性。
人的行为酝酿于心但尚未落实到经验世界时属于“前

行为阶段”，即道德心理学的领域。 道德心理学研究远非

囿于美德伦理学的“冰山一角”，相反，它是整个伦理学和

道德学知识大厦的“奠基石”，人的道德行为因此而展开。
行为意愿的产生需以信念为基础，信念的树立是意愿

产生的根据，因此人类具有主观意向性的道德行为当以认

知阶段为始。 时间和空间构成了人的先天感性直观形式，
人们以此为经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但人的先天感性直

观形式也带来了局限性，人们只能看到这个世界的现象而

看不到现象之外的东西，因此无法穷尽这个世界的信息，
人们在外部无限的物自体中凭借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能

力创造了属人的认识领域，即人的现象界。 时间和空间作

为人的先天认识形式，使人对外部世界产生感觉，获得经

验，但却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形式的杂乱的经验，这种经验

只是表现为空间信息和时间信息的材料，而不是明确代表

一个东西的确定的概念，如“一个苹果”，因此就要对这一

团材料进行综合判断，运用先天知性对经验材料进行知性

范畴的规定。 人的先天知性在人的感性能力结构（时间、
空间）之上打开了联通外部世界与人的内部世界的窗户，
外部的未知世界首先通过感性直观让人感受到这个世界

的感觉经验（一种关于时间、空间的材料），感觉经验材料

映射于人的先天感性能力结构之上，通过人类先天知性范

畴的规定在人的心灵深处呈现出一个概念，至此便完成了

对外部质料经验的整理，得到了知性规定的经验材料，便
可称之为知识。

然而，知识并不能直接构成意愿的认识基础，意愿作

为一种“有意于”结构，通常意味着主体对意愿对象以及

自己后续行为有着可信的、认同的基本认知，呈现在表象

里为知识，把握在意识中是信念。 人类通过其特有的认识

能力获取材料，通过规定的方式将材料生产为普遍有效的

知识，但知识并不足以作为意愿产生的依据，如“吸烟有害

健康”广为人知，但却很少有吸烟者会因此而被唤醒。 人

们只愿相信其所愿意相信的知识，并以此为依据生成意

愿、展开行为。 人只有相信所得到的知识，并形成与之相

对应的观念，即有效知识（姑且称之为信念），在适当的刺

激下才会产生相应的意愿。 信念体现于人的行为中即指

行为主体对行为的性质、达成这一行为的手段、可能的结

果等有着一定的认知、实践经验或可信推理；换言之，在意

愿产生之前，行为主体就应知晓如何达成这一目标，以及

达成之后可能产生的结果，或通过理性分析达成后果前置

的形式得出其可能，这时意愿才具有产生的常规基本条

件。 行为的认知阶段在追求过程中得以完成，而非独立于

行为先行完成，“追求的目标是在追求本身之中被给予的，
或者说，是在对进入追求之中的价值组元的同时感受中或

先行感受中被给予的” ［１１］ 。
经过认知阶段的铺垫，意愿在自身需要与外界环境的

刺激之下得以产生，但意愿并不能直接地支配行为，还需

经过后意愿阶段对所产生的意愿进行检验与选择。 出于

意志的自由，意愿的产生具有无限性，行为主体既可以产

生这样的意愿，也可以产生那样的意愿，这个过程中难免

会产生不合实际、不合情理的意愿，而这样的意愿却不常

被行为展现出来，这得益于置于意愿之后的考虑。 考虑的

过程是由理性主导、情感辅助、主体作为人之所是而自发

的校正过程。 一方面，行为主体需要通过理性考虑来直接

消灭那些可能会使自身受损、处于不利情势的意愿，即发

于始点的自制；另一方面，行为主体需要结合理性与情感

完成意愿的择优，遵照适度原则确定特殊场域下最利于主

体的具体行为对象，即过程与结果上的节制。 意愿作为一

种内含欲望、偏好与惯习的“有意于”结构，并不是直接意

味着行为对象，而是意味着行为对象所能满足的需要，比
如，当人的机体在有补充水分的需要时，人的心里就会产

生相应的意愿，即产生对于水分的“有意于”结构，此时人

可以通过多种事物满足这一需要，这事物即为意愿的对

象。 当意愿之事物确定后，意愿有了终点，就构成了主体

对事物的意向，人与该事物之间就具有了意向性。
意向性意味着主体对事物产生了占有欲，如何占有就

成了问题，随即进入选择阶段，即获取意愿事物的手段的

选择。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针对手段的选择，虽然出于意

愿，但并不能与意愿相等同，儿童、低等动物以及突发的行

为可以说是出于意愿的，但不能说是出于选择的［８］６９。
儿童、低等动物并不具有成熟、完整的理性，因此并不具有

选择的能力；而突发情况下的行为，由于始因在内可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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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出于意愿的行为，但由于事发突然，人的理性没有得

到充分的运用，也不能称其为出于选择。 意愿与选择联系

紧密，甚至其中的偏好结构与惯习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无意

识的选择，而使手段的选择区别于隐含于意愿之中的选

择，独立于意愿之外的除对象不同外，就是逻各斯的运用。
行为主体完成选择，就意味着主体世界内部的行为实践已

然结束。
当意愿之事物通过考虑与选择后要在客体世界得以

落实，主体世界内发生的一切要在客体世界展开，意愿就

要受到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自然法则的约束，行为结果

就有了脱离主体意愿的可能，结果无外乎三种：首先，结果

可能符合意愿，这种情况下，通常认为行为是出于意愿的，
那么结果中就包含了行为主体的自主性；其次，结果可能

是不完全出于意愿或违反意愿的，这既可能由行为主体能

力不足所导致，也有可能因始因在外的不可控力所导致；
最后，迫于人的生物性本能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或是

缺陷，其所导致的结果也可能是无意愿的。 可见，意愿在

客体世界的实现不完全在人的控制之下，其受到诸多不确

定因素的影响与阻碍，并不完全“因我而成”，这也使得命

定论等神秘主义的观点有了立足之地。
在意愿向行为结果的实现中自然不能忽视这些不确

定性因素带来的影响，因此还需引入“道德运气”概念对

此加以解释。 构成方面的运气所蕴含的先验性，对意愿的

产生具有原发性的影响。 就如一个生于贫苦人家的人，相
较于普通人而言，先天地缺少受到良好教育的可能，其规

约与教化不足，自然也就缺少了相应道德意愿产生的可

能。 构成方面的运气因广涉人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
化资本，所以其对人之意愿产生的影响根本而久远。 环境

方面的运气、行为原因方面的运气、行为结果方面的运气

均属于后天运气，偶发于人的后天实践当中，即便行为主

体因此而产生违反意愿的结果，也并不会动摇此类意愿产

生的根本趋势，即人的品质。
至此，可以清晰明了地看出意愿是人的整个行为过程

的起点与核心，行为过程中的其他要素完全可以被认为是

对意愿的铺垫或发展。 意愿作为独立的核心要素与其他

要素紧密相连，诸要素相互嵌入、作用、变动过程、功能性

状态以及外部的排列组合的方式，构成了人的行为结构，
构成了人类行为逻辑的“道路”，因此，意愿当是对行为进

行道德考察不容忽视的概念。
但是，行为主体所在的社会结构会以经验—惯习的方

式融入主体意识之中影响着意愿的产生，人的意愿本身以

及其指向的结果在行为过程中也会遭受道德运气的影响，
道德运气的偶发性、突发性与随机性消解了意愿对道德选

择与道德判断的决定性。 那么，意愿对主体的道德选择与

客观的道德判断又具有何种程度的价值与意义呢？

三、何为意愿之所能

上文说到，意愿伴随着人的需要于心灵深处自发而

生，呈现为心中的表象，指向现实的对象。 然而，这一创

制、获取的过程极为复杂。 《尚书》有言：“非知之艰，行之

惟艰。” ［１２］对于道德行为，人可以通过经验的积累与理性

的自问存有道德认知，可以伴随刺激与需要产生相应的道

德意愿，在意愿所持的倾向性下进行道德选择，但可能屈

从于情感、欲望、经验而不会产生对应的道德行为，或可能

由于能力的局限与道德运气的不可控而产生违反意愿的

结果。 主体意愿既可能在主体内部消解，也可能在进入客

体世界后“误入歧途”而致使行为受到错误的判断，这大

概也是康德将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而区别于神的原

因。 毋庸置疑的是，主体的道德选择与主客并存的道德判

断都无法脱离主体意愿而独存，但对目的之物的确立，追
求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不可控因素，使意愿对于道德选

择与道德判断的意义与价值具有了模糊性与复杂性。
道德选择通常指人在道德意识支配下自发地从若干

种可满足人之需求的事物、行为方式、可能的结果与评价

中以特征、状况、属性为标准，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取指向

某一目标事物的行为。 这一定义具有如下内涵：一是道德

选择意味着与意愿相对应的可选对象、方式在两个以上，
否则不足以构成“选择”；二是道德选择是人所特有的活

动由人来决定并完成，凭借人的自由意志完成选择；三是

道德选择代表着行为主体对道德选择的可选对象拥有一

定的道德认知，可运用人所禀赋的想象力通过后果前置的

方式进行可选对象的比较，对可选对象进行价值排序，在
理性的充分运用下完成选择；四是道德选择发生于主体世

界内部，由行为主体主动完成，选择的“始因”在主体世界

之中，因此当道德选择得以完成也就意味着主体为此担负

了责任。 意愿作为道德选择的前结构，或隐含于道德选择

之中，或被道德选择所消灭，构成了道德选择存在与实现

的基础。
第一，意愿构成了道德选择的存在论基础。 一方面，

人类机体或心理需要的产生，即人类行为的原始发生，意
愿伴随着需要的产生而出现，表现为满足需要的“有意

于”结构，具体的意愿之物在意愿阶段尚未择定，因此需要

遵照行为主体心中的道德准则进行道德选择，倘若没有意

愿，自然也就没有选择。 另一方面，意愿隐喻着自由，人类

意志的自由构成了道德选择的可能性基础，道德选择因此

得以实现。 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存有两种事物，一种是因我

而成的事物，一种是不因我而成的事物。 不因我而成的事

物归属于自然世界，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与规定，在因果

律的视角下，事物之起源无所循迹；因我而成的事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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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属人的世界，受到自然法则与自由法则的双重规约，此
类事物的产生，依赖于人所具有的开启因果链条的能力，
即具身性的自由。 人既可以在特定的需要下产生这样的

意愿，又可以产生那样的意愿，人的意愿是自由的，对自由

的意愿基于价值进行个性的自由选择，而不是被客观外在

的法则规定，事物由此因我而成。
第二，意愿构成了道德选择的原发性力量，通过道德

选择连接潜能与现实。 从自主能动性角度考察，生命个体

具有充分且艺术地运用身体的天赋，身体自在地就是一种

表达，要么是生物性的、社会性的表达，要么是精神性的表

达。 而自为的身体表达则是心灵基于需要、出于意愿、通
过意识将肢体置于各种姿态，以传递明晰的信息，以表达

明确的目的，要么取得物质上的回报，要么获得情感与精

神上的馈赠。 善意地占有与表达被视为道德的，反之，恶
意的责备被视为非道德和不道德的，道德选择依据意愿的

自为发生而展开。 意愿呈现为心中的表象，通过道德选择

指向现实对象的表象，经过正确的道德选择，人的行为据

此落实于现象界，潜能因此成为现实。
第三，意愿中蕴含的正当性与倾向性促成主体在价值

排序中完成道德选择。 人的所有选择无时无刻不与人的

需要、欲求、欲望相关，而能满足人的需要、欲求与欲望的

事物，就被认定为具有价值。 价值不是独立于存在和认识

之外的事情，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价值就是它们的原理、定
义与所是，因此，人的道德选择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层面

的价值选择。 选择的终极依据为适度原则，即追求之物的

适度与所求方式的适度。 所求之物的适度，意味着适度地

满足主体的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的需要，满足主体对所

求形式的渴望，意愿具有满足需要与渴望的倾向性；所求

方式的适度，意味着行为主体追求所求之物的方式具有通

过道德法则而建立起的正当性基础，这有赖于实践理性遵

循道德法则对意志与行为的关系进行判断，要么选择满足

意愿的适度方式，要么消灭不正当的意愿，而实践理性为

意愿的形成提供场域材料是逻辑在先的。
由于意愿与道德选择同在主体世界内部发生，前后承

接，历时较短，后天偶发因素难以直接对其产生重大影响。
虽有理性缺位造成意愿不得适度实现的可能，但理性作为

人的是其所是不存在长期缺位的可能，否则也就丧失了在

意愿属人的语境下讨论的意义。 总而言之，道德选择因意

愿而存在，意愿为道德选择的完成与实现提供可能与

动力。
道德选择与道德判断密切相关，虽常常相伴出现，但

并非属于同一话语体系。 道德选择是遵照道德法则以意

志与行为的关系作为对象进行判断，其所对应的语词为

“应该”与“不应该”或“应当”与“不应当”；道德判断则是

以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为尺度辩证地对行为结果进行判

断，其所对应的语词为“善”与“恶”或“好”与“坏”。 道德

选择通常指向“将要是”的多个对象，延展至实践领域，而
道德判断则通常指向“不再是”“正在是”“将要是”的单一

对象，完成于观念系统中。 就道德判断的主体而言，道德

判断具有双重意蕴。
一方面，道德判断是行为主体以道德准则为依据对自

身行为进行善恶判断以及责任的预见。 倘若主体在社会

的规约与教化下能以道德共识作为自身的道德准则，那么

此种判断的真实性就得到了确证。 因为行为主体既是道

德判断的主体，也是道德判断的客体，意愿的具身性消灭

了隐匿性，行为的善恶会因意愿的明晰而确认，表现为主

体的道德感、荣誉感、幸福感抑或是耻感与罪恶感。 但是，
也正因主客一体，出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难免会不同程度

地在道德准则中掺杂情感与利益，主动重塑并利用意愿的

隐匿性，开脱自己的恶行。 因此，当行为主体对自身行为

进行道德判断时，意愿就成了明晰与隐匿的矛盾综合体，
行为是否得以实践几乎完全取决于需求的紧迫性、欲望的

强烈性，意愿对道德判断的价值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道德行为是“一种连结（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行为：与

他人连结，与社区连结，与社会连结，直至与人类种属连

结” ［１３］ ，关于道德判断的思考存在着“利己”与“利他”的
双重维度，道德判断的主体既可以是行为者自身，也可以

是社会的其他个体。 这时，道德判断的对象不再是“将要

是”的事物，而是因行为者而成的“不再是”或“正在是”的
事物，判断的标准由主观的个人准则转向相对客观的道德

共识。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倘若判断者如亚当·斯密讲

的那般，以共情为判断的主要方式，将道德判断带入经验

个性之中，不同的人关于道德判断的意见也就无法得到统

一，在情感强烈时主体意愿甚至根本不会得到充分的考

虑。 而且，道德判断所依据的善恶标准并非永恒不变，“善
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变更到另一

个时代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 ［１４］ 。
对于过往行为而言，行为的意愿与结果可能并未发生变

化，但道德判断的结果却因观念的转型而改变。
较为理想的情况下，即主体行为的过程与结果达到其

所预期，合乎其意愿；道德判断的主体是“公正的旁观者”
“正义的言说者”，此时行为主体的意愿对道德判断才会

被充分考虑，从而具有客观效力，成为影响道德判断与归

责的核心要素。 对于出于意愿的行为，即需对其行为负有

完全责任，对违反意愿的行为或无意愿的行为则可减轻责

任甚至得到谅解。 那么，当道德判断面临复杂性难题时，
人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伦理学》认

为，“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限度，是由三个因素综

合而成的：第一，当时的社会已形成表达历史必然性的道

德行为要求，使人们能够根据这种要求来抉择行为。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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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时道德选择处境的集中可能的行为决定中，包括人

们应当选择的行为决定（即与历史必然性相适应的行为决

定）。 第三，个人具有或可以具有的认识和支配符合历史

必然性的行为的能力。” ［１５］此种解释固然不错，但尚缺乏

对社会责任的认定与改造。
既然独立于社会的人是不存在的，那么社会是否需要

为人的行为担负责任呢？ 前文说到，意愿的自由需受到惯

习的限制，而惯习是个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对生存条件和

经历的不断内化，某种程度上或可说是社会结构的不断内

化。 人所产生的恶的意愿不仅出于人的自由意志，更是在

社会结构的深层影响下产生。 毕竟一个人所处社会的生

存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就决定了这个人是什么样

子。 因此，不论是出于归责还是出于促进社会秩序的和谐

稳定，面对恶行不能仅着眼于个例、个体，还应从社会层面

加以考虑。
意愿由需要—欲望、逻各斯和努斯、实践理性、惯习共

同促成，是人的意愿在逻各斯与努斯的规定下发生于主体

内部的、以需要为始点、以实践理性获得具体场域材料与

正当性、融合个人兴趣与偏好结构、在惯习的限制下形成

的“有意于”结构，具有自发性、主体性、隐匿性特征。 意

愿既是行为阶段的开端要素，也是整个行为过程的核心要

素，在与其他行为要素的相互嵌入、作用、变动、排列组合

中建构了人类的行为结构。 意愿虽然对于道德选择具有

存在因、始因、动力因的意义，对于道德判断与道德归责具

有主体性的价值，但迫于诸多不确定、不可控因素，仅能作

为道德选择与判断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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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ｃｅ， ｉｔ ｏｂｔａｉｎ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ｓ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 ｉｎ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ｙ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ｕｓ ａｎｄ Ｌｏｇｏ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ｗｉｌｌ ｉｎ ｒｅ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ｉｎ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ｕｎ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ｈｉｄｄ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ｏｎｌｙ ｂ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ｗｉｌｌ ａｓ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ｉｎｇ 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ａｎ ｗｅ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 ｗｈｅｎ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
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ｗｉｌｌ 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ｕｓｅ ｆｏｒ ｍｏｒ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ｈａ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ｍｏｒ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ｍａｎ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ｕ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ｔ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ｂｕｔ ｎｏ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ｒ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ｉｌ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ｏｒ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ｍｏｒ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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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论邵雍先天学视野下的理性“神”思想∗

翟 奎 凤

　 　 摘　 要：在邵雍思想中，神是变易之主宰，变化为神之功用表现；太极不动为性，发用为神，实则太极、道、性与

神是统一的。 神是一，同时也是二，“一”更多从先天的角度来讲，“二”更多从后天“乘气变化”的角度来说。 邵雍

说“心为太极”，这与其“人之神则天地之神”的思想实则是贯通的；天地之神、心神与太阳、阳密切关联。 与神统一

的“阳”是绝对的阳，是不与坤元相对的绝对的乾元。 邵雍以不可分的心神为先天、可分的形体为后天，并以先天之

神为用、后天之形为体，形成了其以用为本、以体为迹的独特体用观。 邵雍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释为形神关系，
他所说的“鬼神之情状”强调的是神以阳之功能生化万物之表现。 在邵雍看来，至人之所以能感应到他人的意识活

动，因为己之心神与他人之心神，实际上是共在一个“无所在，无所不在”的“神”之中。 与程颢一样，邵雍也讲生生

之理，并将其与神用功能联系起来。
关键词：神用；易体；太极；心性；先天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１３－０９

　 　 “神”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作为哲理化的神

在先秦集中体现在《易传》中，《易传》之“神”与古

希腊哲学家塞诺芬尼所说的理性神有相似处，都是

形而上的作为整体存在的“一”①。 北宋诸儒如周

敦颐、邵雍、二程，特别是张载，对《易传》之哲理神

皆有深刻而精彩的阐发。 目前学界对张载论神与神

化有较多讨论，对周敦颐、邵雍、二程论神关注还不

够。 总体上看，邵雍对神与易、太极、性、气、心、形等

相关范畴的关系有集中论述，神在其思想中既是本

体性的道、太极，也是主体性的心，两者实际上是一

体的，是一个神。 邵雍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在其于独

特的体用观，其“体”多是指形而下的气质、形体（质
料因），“用”则是类似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动力因、
形式因和目的因意义下的“神”。

一、神者易之主

《周易》之易的基本意思是变易、流变不息，而

变易、变化之主宰者或者说动力因，在邵雍看来是

“神”。
《易传·系辞上》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

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

体。”对于这里的“神无方而易无体”，现在能看到的

比较早的注解是干宝所说：“否泰盈虚者，神也；变
而周流者，易也。 言神之鼓万物无常方，易之应变化

无定体也。” ［１］４０１“神”鼓万物，即表现为使万物否

泰盈虚、消息盛衰，“易”为“应变化”之“周流”，这
里有以“神”为主动方、动力因的意思，相对地，“易”
为“神”流动、鼓动万物之表现。 其后，东晋韩康伯

说：“方、体者，皆系于形器者也；神则阴阳不测，易
则唯变所适，不可以一方、一体明。” ［２］ 这里主要解

释了“无方”“无体”，没有明确揭示“神”与“易”有
什么内在关系。 旧题“北魏关朗撰，唐赵蕤注”、今
人多认为此为北宋阮逸伪托［３］ 的《关氏易传》中说

“夫易极乎神而已矣”②，又说 “神也者，易之灵

也” ［４］ ，这里非常突出“神”的重要性，如果说易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５－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１７ＺＤＡ０１３）。
　 　 作者简介：翟奎凤，男，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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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之变化，那么其灵为“神”。
邵雍在《观物外篇》中说，“神者，易之主也，所

以无方。 易者，神之用也，所以无体” ［５］１６１，又说，
“‘神无方而易无体’，滞于一方则不能变化，非神

也；有定体则不能变通，非易也。 易虽有体，体者象

也，假象以见体，而本无体也” ［５］１６０。 应该说，这里

“主”与干宝所说“鼓”、《关氏易传》所说“灵”都是

可以贯通的，强调了“神”的能动性、主动性，而“易”
为“神”之能动功用的表现。 南宋张行成解释邵雍

这句话时说：“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神也。 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所以应天下之故，
易也。 故易为神之用。 易者，阴阳也。 神者，阴阳不

测也。” ［６］１４２４“寂感” “变动” “周流” 之说皆出自

《易传·系辞》，“感”与鼓动义是相通的。 这里用到

“应”字，与干宝所说“应变化”意思接近，易表现为

阴阳流变，可以测以阴阳，而神则阴阳不测。 张岱年

解释邵雍这句话说：“神是变易之主宰，变易是神之

作用。 神便是不滞于一方而能变化的。” ［７］以“主”
为“主宰”，“易”为“变易”，应该说张先生这个理解

是非常精准的。 类似地，王永祥也说“神是变易的

主宰或主持者，它是没有方所的，变易则是神的作用

或表现，它是没有定体的” ［８］２４１。 这些解释也都突

显了“神”的主动性、能动性，而“易”、阴阳变易流

行，则可视为“神”鼓动万物变化之表现。
比较而言，邵雍此“神为易主、易为神用”的观

点，应该说与张载 “神体化用” 的思想较为接近，
“化”为阴阳气化之变易。 “神”为变易大化的动力

因，神为本体之“一”，“易”体现为阴阳变化③，为
“二”。 这些都突显了“神”的重要性，突显了其本体

性、灵动性，当然，神在化中，神不离易，体在用中。
程颢曾说，“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

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

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 ［９］４，这里看似与

邵雍之说相反④，即以易为体、神为用。 程颢还说

“‘生生之谓易’，生生之用则神也” ［９］１２８，这里也是

以神为用⑤。 对于程颢此说，牟宗三曾指出，“至于

‘其用则谓之神’，用即是道体生物不测之神用。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故神即是寂感之神，亦曰

诚体之神，皆即指道体自己说：全道体即是一神用，
全神用即是道体之自己。 此神用之用非是如普通之

可以分解为体用，而体用各有所当属之用也：此神用

不与体对，神即是体；道体亦不与神用对，体即是

神” ［１０］ 。 这样来看的话，程颢此说与邵雍的观点也

是内在贯通的。

二、太极不动，发则神

实际上，邵雍也有类似程颢以神为用的看法，而
且多次论及，是其思想的重要特色。 他在论太极与

神的关系时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
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 ［５］１６２又说，“太极不动，
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 器之变复归

于神也” ［５］１６２。 这里相对“太极”（不动，性），“神”
又被表述为太极功用之表现（“发则神”），这与程颢

所说“其用则谓之神”的观点更为契合，如此比较的

话，邵雍所说“太极不动性也”也相当于邵雍所说

“其理则谓之道”。 南宋张行成解释邵雍此说认为：
“太极本静，故不动为性。 发则神者，应感而通也。
神则数者，动静变化，倐阴忽阳，一奇一偶，故有数

也。 有数之名则有数之实。 象者，实也。 气见则为

象，凝则为形。 器者，形也。 形者，神之所为而以自

托焉。 如蚕作茧，本自我为，非外来也。” ［１１］这里张

行成基本上是顺着邵雍的意思作了述说，他由邵雍

所说“神、数、象、器、神”之论，认为形为神所变现，
如蚕作茧，蚕如“神”，茧如“形”。 张伯行这里对太

极与神的关系没有深入讨论。 邵雍说“器之变复归

于神”，没说“复归于太极”，应该说“归于神”大体上

也可视为归于太极；当然，也可视为在神—数—象—
器—神之流变中，太极皆在其中而不动。 “数、象、
器”也可视为“变易”之展开，主宰这种变化的还是

神，这与上节所说“神为易主、易为神用”的观点也

可以贯通。 张载也曾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

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循是出入，是
皆不得已而然也。 然则圣人尽道其间，兼体而不累

者，存神其至矣” ［１２］ 。 此“太虚—聚—万物—散—
太虚”之流变过程，神贯穿于其间，这与邵雍所说

“太极：神—数—象—器—神”之过程可以形成较为

有意思的对比。 如果参考《易传·系辞》所说“易，
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来看，“寂”与“感”实际

上皆为易或神之表现。 太极之一即在阴阳两仪之

中，这种一与二的关系可以说是不即不离的。 因此，
太极与神用实际上也是一体的，只是从不同角度、不
同层面有此区分。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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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认为在邵雍思想中，“最高的‘太极’或‘道’
既是‘无’，但又表现而为万有，这就和纬学中的‘太
一’一样，其实是神，邵雍也正把它称为神” ［１３］ 。 王

永祥在论及邵雍思想时也认为，“太极自身是不动

的，这是它的本性。 太极之所以表现出发展，完全在

于神。 正是由于神的作用，才有了数的变化，数变即

引起象变，象变即产生了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再变，
即又复归于神。 可见，太极表现出的变化，完全不在

太极自身，而是‘神’作用的结果” ［８］２４０，又说，“从
实质上来看，太极之‘一’的衍化，不仅发动者不在

太极自身而在于神，而且它的各种变化也只是神自

身的各种表现” ［８］２４１。 姜国柱也强调，“邵雍所讲

的‘神’，不是指上帝鬼神之‘神’，而是主宰、推动

‘气’的变化之‘神’，它潜天潜地，出入于有无生死

之间，无所在，又无所不在，万物由它产生，又复归于

它，这个‘神’，实际上是推动万物神秘莫测变化的

原动力，即‘神’是表示‘太极’创造万物所显示的神

妙变化的作用” ［１４］ 。 这些解释有一定道理。 应该

说，太极是静与动的统一，即静即动。 就太极本身作

为一个自在统一的混沌整体而言，谈不上动静，但是

以人观之，即从人的视角来观太极，又展现为天地、
阴阳、动静。

关于太极，邵雍还说“道为太极” ［５］１５２，“太极，
道之极” ［１５］１６４，由此而言，太极即是道。 他又说

“道与一，神之强名也” ［５］１５２，这样来看，太极、一、
道，实际上均是本体（神）的不同称谓。 赵中国认

为，“我们理解认识邵雍的观念，必须要把道、太极、
心、神等合起来考察，才能真正领悟其本体论层面的

思想精义” ［１６］ 。 “强名”之说取自《老子》第二十五

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
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 邵雍还说，“元有二，有生天地之

始者， 太极也。 有万物之中各有始者， 生之本

也” ［１５］１６３。 朱熹也曾说，“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

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 ［１７］ ，这与

上面邵雍的说法有些类似。 太极也可称为“元”，此
元为生天地之始者，可以相当于朱子所说的“统体

一太极”，“有万物之中各有始者”相当于朱子所说

“一物各具一太极”。 “生之本”之说，《史记·太史

公自序》中也说“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⑥，
这样比较来看，“万物之中各有始者”之“元”也相当

于“神”。 这样，在邵雍的思想中，太极、一、道、元，

也可以看作是本体之“神”的不同表述。 神是一，同
时也是二，“一”更多从先天的角度来讲，“二”更多

从后天“乘气变化”的角度来说。

三、神，乘气而变化

上面讨论了神与易、太极的关系，神主导变易流

行，同时神也可以说是太极妙用之灵。 变易流行实

际上就是气化的过程。 那么，神与气又是什么关系

呢？ 邵雍说，“气一而已，主之者乾也。 神亦一而

已，乘气而变化，能出入于有无死生之间，无方而不

测者也” ［５］１５０。 对此，张行成解释说，“乾者天德，
一气之主也。 分而禀之，有万不同，皆原于一而返于

一。 天德者，诚也。 至诚不息，则不为死生间断。 刚

健粹精，有气之用，无气之累，故能载神而与之俱也。
神者太虚之灵，在乎有物之先，当为一而应乎次二

者，以虚必寓实而显仁，神亦乘气而变化也……惟其

变化不测，出入于有无生死之间，不为实之所碍，是
之谓神。 凡人皆有神而不能自神者，为实之所碍尔。
惟至诚存心者，其心虚明，有心之用，无心之累，不累

于物，乃能如神”⑦。 这里主气运化之乾，为天德乾

元。 在中国哲学，“天”大体上有绝对的“天”与相对

的“天”两种含义，绝对的“天”为上帝意义上的至上

神或理性神意义上的主宰者，相对的 “天”，即与

“地”相对的天。 那么，相应地，乾也可以说有绝对

的乾，及与坤相对的乾。 邵雍这里所说“主之者乾

也”当是绝对意义上的乾元⑧。 张行成认为，此乾元

天德刚健至诚，能“载神而与之俱”。 这里“载神”未
必契合邵雍原意，在邵雍，乾元、神大体上是一致的，
张载也曾说“神，天德；化，天道” ［１８］１５，可以说，天
德、乾元就是神。 南宋朱子在《周易本义》中解释乾

卦彖辞“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时说，“天
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尔。 以其流行之统

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矣” ［１９］ ，明代罗钦

顺认为朱子此意与这里邵雍之说合［２０］９４。 朱子又

曾说，“气之精英者为神。 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

金木水火土者是神。 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

信者是也” ［２１］ ，这里朱子关于“神”的理解有些复

杂，从“所以为”的角度来看，神是根据因，是形而上

之理，是但从“气之精英者”来看，“神”似乎又是一

种特殊的气（精英），仍是形而下。 罗钦顺显然从后

者即形而下的角度理解朱子这里所说“气之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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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邵雍所说“乘气而变化”之神与朱子所说“气
之精英”之神“不合” ［２０］９４，他大概认为，邵雍之“乘
气变化”之神是形而上的，而朱子“气之精英”之神

是形而下的。 当然，这也只是罗钦顺的个人之见，全
面来看，朱子所说的神实际上也有形上之理的意思。

《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下》说，“天以气为质

而以神为神，地以质为质而以气为神，唯人兼乎万物

而为万物之灵”，对此，南宋张行成解释说，“天以气

为质，以神为神，是天无质也，故能动不能静。 地以

质为质，以气为神，是地无神也，故能静不能动。 惟

人备 乎 神 气 质， 故 兼 天 下 之 能 而 为 万 物 之 灵

也” ［６］１４０４，张行成的意思是天主于神、地主于质，人
是神、气、质兼备。 实际上，这也未必十分契合邵雍

的原意。 邵雍这里表述了一种相对的体用观，不过

邵雍的体用论思想，用是本，是灵魂性的，体反而是

形而下的、气质性的⑨。 “天以气为质，而以神为

神”实际是说天以气为体、以神为用；而“地以质为

质，以气为神” 实际是说地以质为体、以气为用。
“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当是说人可以灵活

地以不同层次的存在为体或为用，这与古希腊哲学

家普罗泰戈拉（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 “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

点有相通之处⑩。 邵雍还说“气者神之宅，体者气之

宅” ［５］１５１，这里也可以说气为神之体 （宅），而质

（体）为气之体（宅）。 “天以气为质而以神为神”一
句与“气者神之宅，体者气之宅”是可以贯通解释

的。 张行成说“地以体为体而宅气，天以气为体而

宅神” ［６］１４０３，实际上就是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做了

解释。

四、人之神即天地之神

上述讨论更多从一般本体论的角度来论“神”。
本体论意义上的神可称为天地之神，相对地，邵雍还

多从主体的角度论及心神、形神，此主体之神也可称

为“人之神”。 在邵雍看来，“人之神则天地之神，人
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戒哉” ［５］１５３，此观点有点

类似黑格尔所说“实体即主体”的思想，与陆王心学

强调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一致性。 张行成解释

说“神一而已，人之神即天地之神也。 人为外物所

蔽，不能得一，是以彼此之间不相知。 天地虚明，不
用耳目而无不见闻。 人自欺即是欺天地，天地已知

之矣” ［６］１４１１。 也就是说人之神与天地之神实际上

还是一个神，人之神可以视为天地之神的显现，人心

即天心，自欺即是欺天。 邵雍既认为“道为太极”，
又强调“心为太极” ［５］１５２，这与“人之神则天地之

神”的思想实则也是贯通的。 唐君毅认为，“康节之

尊心为太极者，其旨正同其言神为太极……天地间

之神之不测，惟显于此心之神之不测；亦惟因有此心

之神之不测，乃见天地间之神之不测。 二者若相为

内外，而于义无别；则天地间之神之不测，即吾心之

神之不测也。 人于天地间之神之不测，谓之道，谓之

太极，则于此心之神之不测，亦可谓之道，谓之太极，
自亦可言心为太极矣” ［２２］ 。 应该说，天地之神、心
神都有阴阳不测之形而上性。 同时，神不离气，于天

地如此，于人心也是如此，人心之神功能的展开离不

开气血。
受中医思想影响，邵雍也以神对应心脏，他说：

“心藏神，肾藏精，脾藏魂，胆藏魄。 胃受物而化之，
传气于肺，传血于肝，而传水谷于脬肠矣。” ［２３］１１７这

段话与中医经典的表述有所不同，《素问·宣明五

气》中说“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
是谓五藏所藏”，《灵枢经·九针论》也说“心藏神，
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志也”。 比较来看，
就“心藏神，肾藏精（志）”而言，邵雍的观点与《素
问》《灵枢》一致，但其他几条出入较大。 “心藏神”
之神指人的神气、精神，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医多认

为此神与“心脏”关联甚大，这其中也关联着血脉，
《素问·平人气象论》中说“藏真通于心，心藏血脉

之气也”。 邵雍曾说“体四而变六，兼神与气也”，南
宋张行成解释说，“神者太虚之灵，其光为血。 气者

太和之发，其液为精” ［６］１４０１。 这些都揭示了神、血
脉、心脏之内在密切关联。 现代医学会认为人的精

神、意识活动与大脑关联更密切。 站在道家修真的

立场来看，意识、精神活动还只是识神，不是元神，道
教特别是丹道学也认为元神与泥丸宫（大概在大脑

中心）有密切关系。 实际上，进一步来说，这些也还

是从后天来看，从先天本体来看，包括心脏在内的

“身体”仍是意中物象之我，尚非本我、本心、本神。
这一点其实邵雍本人也有点破，他在《自余吟》诗中

说，“身生天地后，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余何

足言”。 心，即人之神，与心脏已无关系，此神为先

天之神、天地之神，后天返先天，可以说即是回到天

地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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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形可分，神不可分

中国古典哲学把人的生命体看成由形、气、神三

个方面构成，其中神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根本的，
邵雍也强调说，“神统于心，气统于肾，形统于首。
形气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２３］１１７。 这是把

人的生命作了形、气、神三分。 南宋俞琰解释邵雍这

句话说：“人之一身，首乾腹坤，而心居其中，其位犹

三才也。 气统于肾，形统于首，一上一下，本不相交，
所以使之交者神也。 神运乎中，则上下浑融，与天地

同流，此非三才之道欤？” ［２４］ “神”为形气之主，此
“神”当兼具两方面含义，一是元神之体，二是有具

体内容包含知识、情感、意志、智慧等综合心理因素

的“识神”。 “形、气、神”又可简单概况为形神两方

面。 就形神关系而言，邵雍认为“形可分，神不可

分”，张行成解释说：“可分者不能分，不可分者能

分，犹可变者不能变，不可变者能变也。 神者形之

用，形者神之体。 神寓于形，形有殊而神则一，故一

体动而四支应者，神本一故也。 人能体神致一则万

物应感，如同一形，故曰‘至诚如神’，又曰‘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 神为主则能一，形为主则不一，众
人以形为主，物为之累，安能体神而致一乎？” ［６］１４０５

张行成此发挥可谓相当精彩，他对“神”的发挥，所
谓“不可变者，能变也”，有点类似亚里士多德论

“神”时所说“不动的推动者”。 张行成所说形神体

用关系，实际上还是强调“用”是“体”之根本性、灵
魂性，“体”无“用”不活，“用”无“体”不立，这与邵

雍的主张是一致的。 邵雍曾说，“用也者，心也。 体

也者，迹也” ［２５］１３，显然，“用”与“心”才是根本性、
灵魂性或形而上的存在，“体”是“迹”，反而是形而

下的。 邵雍还说，“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
也。 出入有无死生者道也” ［５］１５２，张行成解释说，
“先天造物之初，由心出迹之学也。 后天生物之后，
因迹求心之学也。 心虚而神，道亦虚而神。 能出入

于有无死生、在先天之初不为无、在后天之后不为有

者，迹不能碍，本无间断故也” ［６］１４０７。 心、神之用，
为先天存在；迹、形之体，为后天存在。 “形”的特征

是“殊”，“神”的特征是“一”。 张行成的这一解读

确实抓住了邵雍思想的精髓。 邵雍强调“神”为不

可分的“一”，张载也说“一故神” ［２６］ ，但张载说，
“神，天德；化，天道。 德其体，道其用” ［１８］１５，以神

为体、化为用，这与邵雍以神为用的说法看似相反，
实际上还是相通的。 邵雍、张载所说体用内涵不同，
张载所说体是形而上的本体，而邵雍所说体是形体、
迹，有形而下性；邵雍所说神用是先天的，有灵动性，
这与张载以神为变化动力因的思想，实际上还是一

致的。
邵雍还有独特的性神情鬼观。 他论性情说，

“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 性公而明，情偏

而暗” ［５］１５２，“情”有主观、私我的偏向，而“性”则是

客观之公理。 邵雍又说，“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

昏矣。 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 潜天潜地，不
行而至，不为阴阳所摄者，神也” ［５］１５２，这与上句应

该说是一个意思，这里引入了超越阴阳的“神”观

念。 “性则神”与“情则蔽”相对，“神”与“蔽”相反，
也是公而明的意思。 张行成解释说：“任我者，一人

之私意；因物者，天下之公理。 私者情也，情则血气

之欲；公者性也，性者精神之灵。 人心为政，血气不

能乱之，则精神内守，反乎性原，其中虚明，神而灵

矣。 潜天潜地，不行而至，不为阴阳所摄者，御气而

不恃于气故也。” ［６］１４０６－１４０７此解释对原文思想内在

精髓的把握应该说还是准确的，其中“性者精神之

灵”“精神内守，反乎性原，其中虚明，神而灵矣”的
说法非常深刻，揭示了心、性、神、灵的内在一体关联

性。 邵雍还说，“月者，日之影也。 情者，性之影也。
心性而胆情，性神而情鬼”，这里“心—性—神”一
个系列，是明（阳）的意思，“胆—情—鬼”一个系列，
是暗（阴）的意思。

邵雍还说：“神无所在，无所不在。 至人与他心

通者，以其本于一也。” ［５］１５２ “他心通”为佛教六神

通之一，在邵雍看来，至人之所以能感应到他人的意

识活动，因为己之心神与他人之心神，实际上是共在

一个“无所在，无所不在”的“神”之中。 张行成解释

说：“形可分，神不可分，以其不可分，故未尝不一。
天下无二心者，亦以本一而已。 本一而不能一者，形
为之累，物或碍之也。 至人与他心通者，其心虚明，
形不能碍，尽诚之极，体物之至也。 《记》曰‘天降时

雨，山川出云。 耆欲将至，有开必先。’凡人吉凶祸

福，或得之梦寐，或见之证兆，有知先觉焉者，神之灵

也。 人心皆有神灵，多为血气外物所昏，如鉴之蒙

垢，己则先暗，何以照人？” ［６］１４０７张行成的注解重点

强调了人心本一本神，有灵觉感应能力，凡人之心之

所以不再如至人那样神灵，主要是由于形气之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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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物的遮蔽。

六、鬼神者无形而有用

宋儒多从阴阳屈伸的角度来讲“鬼神”，这样的

话，真可谓“其鬼不神”。 程子曾说“鬼神者造化之

迹”，张载说“鬼神者，二气之良能”，这些都是从阴

阳气化、屈伸往来的角度讲鬼神。 大体上来说，邵雍

也是在这个理性化的向度上来论鬼神的，但是在具

体观点上，其鬼神观与张载、二程又有所不同。
《易传·系辞》中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

说。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东

汉虞翻解释说，“魂阳物，谓乾神也。 变谓坤鬼。 乾

纯粹精，故生为物。 乾流坤体，变成万物，故‘游魂

为变’也” ［１］３９９，此以“精气”“游魂”为万物生成的

过程。 但是一般认为，这里“精气为物”是说“生”，
“游魂为变”是说“死”，如东汉郑玄注曰：“精气，谓
七八也。 游魂，谓九六也。 七八，木火之数也。 九

六，金水之数。 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气为物。 金

水用事而物变，故曰游魂为变。 精气谓之神，游魂谓

之鬼。 木火生物，金水终物，二物变化，其情与天地

相似。 故无所差违之也。” ［１］３９９所谓“七八，木火”
实际上是说春夏，为万物生发的季节，而“九六，金
水”是说秋冬为万物收藏（死）的过程。 东晋韩康伯

说，“精气絪缊，聚而成物。 聚极则散，而游魂为变

也。 游魂言其游散也” ［２７］ 。 邵雍对此句的解读与

这些又有不同，他说，“‘精气为物’，形也；‘游魂为

变’，神也”，又说“‘精气为物’，体也；‘游魂为变’，
用也” ［５］１５６，邵雍这里说的“体”指形体，“用”指神

灵。 张行成解释说，“形者体也，神者用也。 言‘精
气’则知‘游魂’为神气，言‘为物’则知‘为变’者性

也。 言‘游魂’则知‘精气’为沈魄，言‘为变’则知

‘为物’者常也” ［６］１４１４。 这样来看，在邵雍，精气构

成事物的形体，游魂是事物的神灵，神灵是变化的动

力因。
邵雍又说：“鬼神者无形而有用，其情状可得而

知也，于用则可见之矣。 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

之枝叶华实颜色，皆鬼神之所为也。 福善祸滛，主之

者谁耶？ 聪明正直，有之者谁邪？ 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任之者谁邪？ 皆鬼神之情状也。” ［５］１６０张行成

解释这段话说：“《管子》曰‘流行于天地之间者谓之

鬼神’。 鬼神者太极之英气，正理行乎两间，为天地

之用者也。 气，其状也；理，其情也。” ［６］１４１９ 所引

《管子》的话见于《内业》，“凡物之精，此则为生。 下

生五谷，上为列星。 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 藏于

胸中，谓之圣人”。 《内业》还说，“抟气如神，万物

备存。 能抟乎？ 能一乎？ 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 能

止乎？ 能已乎？ 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 思之思

之，又重思之。 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

力也，精气之极也” ［２８］ 。 可见，张行成所说的“英
气”相当于《内业》所说“精气”，鬼神是一种精气、英
气，也是一种灵气。 在此语境下的“鬼神”，应重

点是指“神”，“鬼”字义虚，甚至“鬼”字可省略掉。
这一点也可以通过《管子》 《庄子》中一些语句来作

为说明，如《管子·心术上》说，“虚其欲，神将入舍。
扫除不洁，神乃留处” ［２９］ ；《庄子·人间世》说，“夫
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
《庄子·知北游》说，“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
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 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

居”。 显然，“神将入舍”“鬼神将来舍”“神将来舍”
是一个意思，说“鬼神”重点是说“神”，“鬼”字可省

略。 那么，结合这些背景，再回来看邵雍所说“鬼神

者无形而有用，其情状可得而知也，于用则可见之

矣”，此“用”主要还是就神而言，与其以“游魂为变”
为神之义是贯通的。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说“神
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易传·系辞上》说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显然，邵雍化用

了这些话来讲“鬼神之情状”，其所言“鬼神”重在说

“神”与“神用”。
邵雍还说， “‘天地之心’ 者，生万物之本也。

‘天 地 之 情 ’ 者， 情 状 也， 与 ‘ 鬼 神 之 情 状 ’
同” ［１５］１６３。 《周易》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

乎”，大壮卦彖辞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复

卦一阳来复，于此见天地生物之心，至大壮，是万物

盛开之时，天地生物之情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邵雍

认为此“天地之情”即“天地之情状”，与“鬼神之情

状同”。 此“情” “情状”应该说主要都是就“神用”
而言，而且此生物之神与“阳”关联密切。 因此，邵
雍还说，“阳者道之用，阴者道之体”，“阳尊而神，尊
故役物，神故藏用，是以道生天地万物而不自见也。
天地万物亦取法乎道也” ［３０］１４３，又说“阴对阳为

二，然阳来则生，阳去则死，天地万物生死主于阳，则
归之于一也” ［５］１５３。 因此，总结来看，在这些语境

下，邵雍所说“鬼神”往往偏指神，神是万物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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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而其功能又通过阳气来实现。
《礼记·乐记》 中说 “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

神”，在宋儒的诠释中，礼乐、鬼神皆为阴阳屈伸之

义。 邵雍套用这句话略做转化说“明则有日月，幽
则有鬼神”，这里日月、鬼神对应明幽，主要强调的

应是慎独之义。 他在《幽明吟》中说，“明有日月，幽
有鬼神。 日月照物，鬼神依人。 明由物显，幽由人

陈。 人物不作，幽明何分”，也就说是鬼神、幽明实

际上还是以人之主体性对世界的分判。

余　 论

北宋五子普遍重视《易传》“神”的问题，这是早

期理学发展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 他们论神既有

相似性，也有各自的特色。 如周敦颐在《通书·诚

几德第三》中说“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
在《通书·圣第四》中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

通者，神也”，这与邵雍所说“太极不动，性也；发则

神”的思想颇为相似，都是从“用”的角度来讲“神”。
程颢说，“冬寒夏暑，阴阳也；所以运动变化者，神
也。 神无方，故易无体” ［９］１２１，以神为运动变化的

动力因、主宰者，这与邵雍“神者易之主”的思想也

有类似性。 程颢还说“神是极妙之语” ［９］６４，邵雍也

说“以神为神者，至言也” ［５］１５２，都非常重视“神”的
问题。 唐君毅认为邵雍论神“与周濂溪、张横渠之

言道、太极、神等之义，似不甚相远” ［３１］ 。
在邵雍，神为易之主，具体在人，心神也为形体

之主，形可分，神不可分。 神是太极发动之妙用，神、
太极、道皆为“一”，同时，神乘气而变化，是气化的

动力因。 这里再引申讨论一下在邵雍思想中神与性

的关系。 邵雍说“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又说

“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从这些来看，性与

神是一体贯通的，两者当皆在形上之道的层面。 邵

雍还说，“气则养性，性则乘气，故气存则性存，性动

则气动也” ［３０］１４９，这里性与气的关系如果表述为神

与气也是可以的，性乘气即神乘气，神、性以气为载

体，也可以说气质为体、神性为用。 邵雍认为，“性
非体不成，体非性不生……性得体而静，体随性而

动” ［３０］１４５，可见，性是有能动性的“形式因”，是用，
而“体”则类似质料因，是被动性的，这里性也可以

视为神。 但邵雍又说“神无方而性有质”，从这句话

的表述来看，似“神”为形上存在，而“性”为形而下

存在。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张行成说：“神依于气，
性依于质。 故气清则神清，昏则神昏，质明则性明，
暗则性暗。 曰‘神无方’者，主神而言也；‘性有质’
者，主受性者言之也。 谓性为万物之一原者，以性为

神，在命之先也。 谓性为有质者，以质为性，在命之

后也。 性正如精神，有精而后有神，有命而后有性，
此世人所共知，后天之学也。” ［６］１４０９这种解释实际

上是认为，性有先天之性、后天之性，就先天之性而

言，性为万物之本原，此性与神是一体的，就后天而

言，性嵌入形质之中，为具体之性。 也就是说“性有

质”之性，是从后天的角度来讲的。
以神性为用、以气质为体是邵雍非常独特的体

用思想，他还说，“体无定用，惟变是用。 用无定体，
惟化是体。 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 ［２５］６，
应该说这与“神无方而易无体”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神为用，易为体；性为用，气为体；阳为用，阴为体。
其体有形而下性，而其用反而有形上性，而其体与用

也有相对性，体在一定的关系中也可以视为用，而用

也可以变为体，有其相对性、灵活性。 陈来就强调

说，“邵雍讲的体用还不是理学一般讨论的典型的

体用问题，但他的提法具有相当的辩证色彩” ［３２］ 。
总体来看，“神”是邵雍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

神为用，有主动性、能动性，神是一，乘气而变化，神
与道、太极是一体的。 神有天地之神、有人之神，人
之神即天地之神，这与邵雍既说“道为太极”，又说

“心为太极”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邵雍也视鬼神为

神用之表现，此神用与阳的功能也密切相关，在阴阳

范畴中，阳为用，阴为体。 神用以气质为载体，又是

气质之灵性、能动性之所在。 邵雍还说：“天之象数

则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则不可得而测也。” ［５］１５０又

说：“天以理尽，而不可以形尽，浑天之术，以形尽

天，可乎？” ［３０］１４７显然，“神用”是高于象数的，象数

是“形”的层面，“神用”则在理、形而上的层面。 邵

雍《观物外篇下》甚至还说，“所以造物者神也，神不

死，所更者四时也。 所以造人者神也，神亦不死。 假

如一木，结实而种之，又成是木而结是实，木非旧木

也，此木之神不二也。 此实生生之理也”。 李申认

为这里的不死之“神”是现代科学所说的物质性的

生物“基因” ［３３］ ，这个理解是不够准确的。 邵雍用

木结果实来讲“生生之理”，有些类似种子基因，但
这是一种比喻，不死之神实际来说是形而上的灵性

存在。 吕思勉、陈钟凡认为邵雍的这些主张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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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神论思想［３４－３５］ 。 其实与其说泛神论，不如说是

一种理神论，是一种理性神思想。 泛神论容易理解

为万物有灵，与宗教性信仰层面的一神论似无本质

性区别。 而理神论更强调神的本体性、整体性，相对

万物有超越性，同时又是万物运动变化的动力因，此
为哲理之神。 亚里士多德曾认为，“神就是理性，就
是最高的善”，“在可感觉事物以外，还有理性———
神，这是第一原则，它既是目的，又是本质，又是动

因” ［３６］８２，８９。 亚里士多德此说也是一种典型的理

神论。 当然，邵雍所论之神，与塞诺芬尼、亚里士多

德所说的理性神有相似处，但也有很大不同，其与阴

阳、太极、道、性、心等范畴密切关联，体现了中国思

想的特殊性。

注释

①塞诺芬尼“凝视整个太空，说‘一’是存在的，‘一’就是神”。 这个

“一”与“神”，也就是宇宙全体的本性，后来就被发展为巴门尼德的

“存在”范畴。 参见姚介厚：《古希腊与罗马哲学》上册，叶秀山、王树

人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二卷，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０８ 页。 塞

诺芬尼“说的‘一’是神，就是通过理智的抽象将宇宙存在全体的本

性看作‘一’，也有理性一神的含义”。 参见《古希腊与罗马哲学》上
册，第 ２０７ 页。 ②《关氏易传·统言易义第二》，明范氏天一阁刻本。
其下小注曰“未通神则未知易”。 ③邵雍还曾说：“易者一阴一阳之

谓也。”《邵雍集·观物外篇·中之中》，中华书局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２５
页。 ④对此，葛瑞汉（Ａ．Ｃ．Ｇｒａｈａｍ）也有指出，参见［英］葛瑞汉：《中
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程德祥等译，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８５ 页。 ⑤程颢所说生生之易体实际上当指包体用之

道体。 参见翟奎凤：《“心性情”与“易道神”：朱熹对程颢思想的创造

性诠释》，《中国哲学史》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程颢还说“天地只是设位，
易行乎其中者神也”，参见《二程集》上册《遗书》卷十一，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２１ 页。 这里对“神”的突显，与邵雍以神为易之主的

观点也有相似性。 ⑥《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３２９２ 页。 类似思想，《淮南子·原道训》中也说“夫形者，生之所也；
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文子·九守》也有与此几乎一样

的表述）。 ⑦“当为一而应乎次二者”句，郭彧、于天宝点校《邵雍全

集》（三）附录《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标点为“当为一而应乎次。
二者以虚，必寓实而显仁”。 郭彧、于天宝点校：《邵雍全集》 （三）附
录《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４０２
页。 此标点是不准确的。 李一忻点校、王从心整理的《梅花易数》附
录《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将此句标点为“当为一。 而应乎次

二者，以虚必寓实而显仁”，此标点大体无误，但不够连贯。 神是一，
这是以先天言，神即太极；从后天言，“二则神”“发则神”。 张载也说

“一故神”“两故化”，参见《张载集·正蒙·参两篇第二》，中华书局

１９７８ 年版，第 １０ 页；“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
“不有两则无一”，参见《张载集·正蒙·太和篇第一》，中华书局

１９７８ 年版，第 ９ 页。 ⑧邵雍还说“不知乾，无以知性命之理”，参见

《邵雍集·观物外篇·下之中》，中华书局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５１ 页。 这

大致也是源于乾卦彖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所做的发挥。 ⑨类似

表述，邵雍还说，“性者，道之形体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

区宇也；物者，身之舟车也”。 参见《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序》，中华

书局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７９—１８０ 页。 这里“道、性、心、身、物”也可谓构

成了不同等级的体用关系：性为体，道为用；心为体，性为用；身为体，
心为用；物为体，身为用。 这里“用”是灵魂性、功能性存在，有形上

性，而体是有具体性的“迹”。 ⑩邵雍也说：“人之类，备乎万物之

性。”参见《邵雍集·观物外篇·下之中》，中华书局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５３ 页。 《邵雍集·观物外篇·下之中》，中华书局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５１ 页。 张伯行解释说：“精神者，性命之本原。 血气者，精神之佐

使。 血气者，喜怒爱欲之所生，情之所起也。 人端本则情复于性，逐
末则性败于情。 性阳类，故为神。 情阴类，故为鬼。 《书》称尧曰‘乃
圣乃神’。 神者通乎死生之称，而鬼则非所以称人也。 情静性复，阴
消阳纯，学至于此，死而不亡矣。 若肆情纵欲，丧精失灵，其死曰物，
岂惟鬼乎？”参见《邵雍全集》 （三）附录《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４２４ 页。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
《管子校注》卷十六《内业第四十九》，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９３１
页。 房玄龄注曰“精，谓神之至灵者也。 得此则为生”。 如《内业》
中所说：“静则得之，躁则失之。 灵气在心，一来一逝。 其细无内，其
大无外。 所以失之，以躁为害。 心能执静，道将自定。”黎翔凤撰，梁
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十六，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９５０ 页。 陈

明点校：《皇极经世书》 （下），学林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９３５ 页。 此

整理本当本于《四库全书》本。 这段材料见于四库本《皇极经世书·
观物外篇下》，不见于道藏本《皇极经世》，也不见于张行成的《皇极

经世观物外篇衍义》，郭彧整理的《邵雍集》 《邵雍全集》以张行成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为底本，故也没有收入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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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邵雍先天学视野下的理性“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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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对朱子的辩难及其思想史意义∗

李 敬 峰　 　 　 刘　 　 俊

　 　 摘　 要：朱子学在晚清突破乾嘉汉学的藩篱，迎来中兴和复振。 如何对待朱子学、如何回应时弊成为以郭嵩焘

为代表的晚清理学群体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郭嵩焘以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依据《大学章句》为切入点，兼
采汉宋，无所依阿，诉诸经世，从文本到义理向朱子展开系统的辩难，显豁出依违朱子的鲜明特质。 它一方面绾合

汉学、宋学和经世致用之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开显出诠释《大学》的新维度；另一方面在理学中兴的视域下，以“尊
经即所以尊朱子”为宗旨，指明判释朱子的新视角和新方式。 更为重要的是，由郭嵩焘这一个案透显出晚清经典诠

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浓郁色彩。
关键词：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朱子；辩难；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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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于乾嘉汉学的强势挤压，程朱理学一度从清

初的鼎盛转入凋敝式微的境遇。 而后随着乾嘉汉学

的没落，程朱理学亦在道光末年至光绪初年迎来再

度复兴，形成一股强势的“理学中兴”思潮。 而这一

思潮在理学传统较强的湖南表现尤为突出，涌现出

一大批尊奉理学为圭臬的学者，如唐鉴、曾国藩、罗
泽南、郭嵩焘等，他们既是主导晚清政治格局的重要

一脉，更是复振晚清程朱理学的中流砥柱。 换言之，
晚清程朱理学复兴的重镇在湖南，而湖南程朱理学

的中心则在包含郭嵩焘在内的湘军集团。 他们既是

理学名宿，亦是政坛巨擘，在学术与政治的双向互动

中推动程朱理学的中兴。 而这其中，尤以郭嵩焘较

为典型，缘由即在于他是循着汉宋兼采的思路，以批

判性继承的方式在程朱理学的营垒里清理门户，用
“就朱订朱”的方法裁断朱子学说［１］ ，以期从更高

层次上尊朱，着意开掘经学的治世维度。 这就与同

时代的“奉一先生之言而据之以为是” ［２］ 的学者拉

开距离，显豁出其求真求是的治学旨趣。 郭嵩焘这

一学术取向在其倾心著述的《大学章句质疑》当中

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因为《大学》最能整全地显豁

儒家内圣外王之旨；更为重要的是，《大学章句》是

朱子用心甚笃、用功最勤的著作，以此切入既能剑指

朱子学的核心内容，亦能彰显郭嵩焘回应朱子学的

极致，更能由小见大，一窥晚清的学术样态，成为晚

清复杂多变的学术格局的一个具体而鲜活的个案。

一、《大学章句质疑》的撰写缘由

郭嵩焘（１８１８—１８９１），字筠仙，湖南湘阴人，学
名先杞，后改为嵩焘，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 早

年曾入曾国藩幕府，襄赞军务，成为湘军集团的重要

成员。 后出使英法，成为清政府首任外交公使。 郭

嵩焘绝非是单纯的官僚型士大夫，他一生笃志理学，
注经解经，成为晚清理学复兴的中流砥柱。 我们需

要追问的是，郭嵩焘既以复振理学自居，何以又质疑

朱子的《大学章句》，撰写《大学章句质疑》呢？ 这就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１９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关中朱子学研究”（２０２２Ｃ００４）。
　 　 作者简介：李敬峰，男，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陕西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在职

博士后（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刘俊，女，哲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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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考察一下晚清的学术背景。 我们知道，早
在晚明时，已经出现“由王返朱”的思潮，程朱理学

渐趋从阳明心学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至清初康熙时

期，再度跃居庙堂之上，成为一时显学。 然好景不

长，乾嘉汉学的异军突起，出现“从事于词章十之

七，从事于训诂十之二，从事于性理或十不得一” ［３］

的情形，相应带来的后果就是“程朱二子之学，今之

宗之罕矣” ［４］ 。 程朱理学再度被边缘化，跌入低谷

近百余年。 但随着乾嘉汉学流弊的不断显现，“汉
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 ［５］２６，其已无

力回应晚清的社会关切和内生危机，完全成为皓首

穷经之业，无补于浇漓之世道。 是时学人吴廷栋在

反思这一时弊指出，“正学不明而积渐至此也” ［６］ ，
蒋琦龄说，“正学不明，欲以施教化、厚风俗、致太

平，必不可得矣” ［７］１４３３。 既然是学术不明导致的，
那就必须倡明正学，而这正学就是程朱理学。 清儒

李元春就说，“考据之学，袭汉儒之学而流于凿者

也。 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精” ［８］ ，所以必

须“退孔、郑而进程朱，贱考据而崇理学” ［７］１４３３。
在学者的呼吁下，重新标揭程朱理学已经成为上至

庙堂下至民间的共识。 同治皇帝明令天下道：
　 　 各直省学政等躬司牖迪，凡校阅试艺，固宜

恪遵功令，悉以程、朱讲义为宗，尤应将《性理》
诸书随时阐扬，使躬列胶庠者，咸知探濂、洛、
关、闽之渊源，以格致诚正为本务，身体力行，务
求实践，不使以空语灵明，流为伪学。［９］

清廷最高统治者的这道旨意直接将程朱理学拔

擢至朝廷功令，推动是时学风的转向，那就是“学人

轻蔑宋学的观念为之一变” ［５］２６。 郭嵩焘正是在汉

学式微、宋学日昌的学术背景下开始其《大学章句

质疑》创作的。 这样的学术背景能交代郭嵩焘将学

术旨趣聚焦在宋学，但仍然无法说清楚郭嵩焘何以

不是羽翼而是质疑朱子。 细究之下，这一方面与湖

南理学群体确立的“汉宋兼采”基调有关，如湖湘理

学集团的典范人物曾国藩就指出：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

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 彼意由

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

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

本末兼赅，源流毕贯，虽极之军旅、战争、食货凌

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１０］

可见，曾国藩对汉、宋之学互相排挤是极为不满

的，主张应该相济互补，不能偏废其一。 曾国藩的这

种态度赖其卓绝的政治地位得到强有力的贯彻，影
响着整个湖湘理学集团的治学旨趣。 作为辐辏于曾

国藩周围的核心成员，郭嵩焘受其影响自是情理中

事。 这就决定了郭嵩焘不可能完全以宋学为是。 故

而在《大学章句质疑》序言中直接交代了其何以质

疑朱子的缘由：
　 　 《大学》一书完具无缺，数百年辨争盖皆求

之于外，而于中之要领有未究也。 用其书以求

朱子之学，深味而力行可也；强《大学》之书以

从朱子，比类而附之，循章以求之，则亦徒见其

陵越而已……朱子之言理后人无能有易也，而

求之过密，析之过纷，可以言学而不可以释经。
稍因朱子章句就经以求其义，而后此经之微言

大义以明，即朱子之言唯其所以附丽之而精神

愈出。 尊经也，亦即所以尊朱子也。［１１］

在郭嵩焘看来，《大学》原文义理完备，学界之

所以纷争不断，就在于不能领会文内之义，全是在文

外打转，尤其是以《大学》本义去将就朱子，致使《大
学》本义不明。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郭嵩焘对朱子

的否定，他同样高赞朱子诠释《大学》所透显的独到

视野和不易之理，不足的是朱子用力太过，走向极

端，背离《大学》本义太甚。 因此，必须以《大学》本
义为基准，裁断朱子之言，祛除朱子章句中的不实之

论。 这恰恰是一种尊经的态度，是合乎朱子的初衷

的，绝不是冒犯朱子，反倒是尊重朱子。 当然，在回

应友人的善意提醒，也即“‘质疑’字有意设难，启后

生轻议先儒之心，属改为‘补注’等字”时，郭嵩焘不

为所动，反而指出“补注”二字与自己立论之初衷不

合，婉拒提议。 郭嵩焘这一治经取向显豁出其客观、
理性的态度，与同时期那些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的

学者拉开距离。 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郭嵩焘的

《大学章句质疑》在《大学》文本上，以《大学》古本

为基础，先抄录《大学》古本文本，然后再附以朱子

的解释，最后加上自己的案语，显示出其兼采汉宋的

治经主张。 故而受到王先谦的高度赞赏：“先生此

书还古本之旧观，息数百年之辩争，使大义粲然复明

于世，为功于学术治道甚钜。” ［１２］足见此书之不俗。

二、文本质疑

文本无疑是经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文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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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着思想的选择和归属，有时甚至是颠覆性

的。 郭嵩焘以“汉宋兼采”为进路，就必然决定着其

要在版本、篇章等汉学视域内与朱子较量一番，这亦

与其“以所得训诂古义寻求义理之所归” ［１３］２７的一

贯治经宗旨相吻合。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郭嵩焘对

《大学》版本的择取：
　 　 《大学》原本次序最为倒乱，于义无取。 程

子以《大学》为有错简，盖亦有由来矣。 明道移

“克明德” 至“止于信”，于“则近道矣” 下，移

“听讼”节于“节南山”节下，至伊川始定为今

本，而于“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二语犹

莫知所属。 朱子别为章句，于经文两言“此谓

知本”，以其一为衍文，学者至今宗之……皆各

以其意改定经文……安溪李安贞公《大学古本

说》直以首章总论大意而归重格物之指，次章

申释意之义，所见又各不同。［１３］７２９

郭嵩焘言简意赅地列举和评述以往学者如二

程、朱子、董槐、秦笃辉、黄扇、李光地等在《大学》文
本和结构上的调整，虽然都是 “各以其意改定经

文”，但郭嵩焘最为钟情的则是李光地的《大学古本

说》，他认为完全应该 “以安溪 （李光地） 之说为

断” ［１３］７２９，缘由在于李光地“以开章四节通论《大
学》，而于‘知止’两节先透出‘致知诚意’之相因，以
明《大学》之本，章旨极为完密” ［１３］７３０。 当然，郭嵩

焘只是借褒扬李光地来为其推崇古本《大学》张目。
由此，他自然不能同意朱子对《大学》的经、传之分，
认为“《大学》本无经传之分” ［１３］７２９，朱子此举实乃

是让经文将就己意，绝非推究经学所应秉持之态度。
不唯如此，郭嵩焘认为朱子对《大学》划分经传所衍

生出的问题更加严重：“朱子分经传而以曾子传孔

子之言为经，门人述曾子之言为传，似属以意拟

之。” ［１３］７３０《大学》的作者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话

题，涉及归属何种学派乃至思想定位，甚至正统抑或

异端的关键问题。 学术史上既有主孔子所作，又有

主子思所作，亦有主曾子所作，更有如朱子划分经传

以分属孔子、曾子。 郭嵩焘因不赞同朱子划分经传，
自然也就难以认同朱子对《大学》作者的判定，反而

赞同程颐的孔子所作之论。 他说， “程子云 ‘《大

学》，孔氏之遗书’极允” ［１３］７３０，也就是说，郭嵩焘

是力主《大学》为孔子所作的，朱子分属孔子、曾子

实是一己之私意，毫无文本和义理的根据可言，故不

足信，亦不足取。

既然朱子的经传划分不合理，那就必须对《大
学》的文本结构做出新的划分，以使其血脉贯通，义
理通畅。 郭嵩焘的划分如下：

第一章：“《大学》之道”至“未之有也”，也就是

朱子所谓的《大学》经部。 这一章主要是“首明《大
学》之旨，归本诚意致知，而先释致知之义” ［１３］７３５。

第二章：“所谓诚其意者”至“此谓知本”。 这一

章解释诚意。
第三章：“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至“此谓修身

在正其心”。 这一章主要是来解释正心修身。
第四章：“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至“此谓身

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这一章解释修身齐家。
第五章：“《康诰》曰”至“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这一章解释齐家治国。
第六章：“所谓平天下”至“以义为利”。 这一章

解释治国平天下。
很明显，郭嵩焘依据古本《大学》将《大学》划分

为六章，每一章依次对应“致知” “诚意” “正心修

身”“修身齐家” “齐家治国” “治国平天下”。 这与

朱子的传十章分别对应“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明显不同。
在《大学》是否有阙文这一问题上，也就是《大

学》是否要增加“格致”补传这一焦点上，郭嵩焘实

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他说：
　 　 朱子章句改定《大学》古本，而补格物致知

一传，以发明圣功之要……而尤以格物致知为

圣学之基。 以圣经有所未详，补明其功，朱子之

用心勤矣。 嵩焘少读是书，求之诸儒传记，或有

异同，则亦窃以补经为疑……读之既久，而后知

《大学》一书于致知、诚意二者实已反复推明，
穷竟其义，无复余蕴。 又窃疑《章句》之书，纲

领条目之分疏，未足以贯通圣经之全，而或失之

纤曲。［１３］７６０

可以看出，郭嵩焘早年对朱子格物补传是相当

赞同的，不惜溢美之词，高赞其补明圣学之功。 但随

着知识的增益和体会的加深，他渐悟朱子之非，认为

朱子此举未必能整全和客观地彰显《大学》之义，反
倒落入细密曲折之窠臼。 故而他指出：

　 　 郑注以致知在格物，别为一节。 格物即是

致知，故直曰在而不曰先。 自诚意章以下，首言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齐家治国诸章并同此例，疑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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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云致知在格物而结之。 以此谓知本，此谓知

之至也，即朱子所补格物致知一章之义，经文本

自无缺也。［１３］７３３

郭嵩焘驳斥朱子的逻辑是这样的：格物即是致

知，并非格物之外又别有致知功夫，而物不过是明

德、新民事，这就是对格物的解释，原文已具，根本不

需要像朱子那样进行补充，这纯属画蛇添足之举。
很显然，郭嵩焘的思路和大多数否定朱子格物补传

必要性的理由均是一样的，那就是认为文内已有解

释，无须再另作补传。 这就彻底否定了朱子格物补

传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受乾嘉汉学余波的影响，郭嵩焘亦多次指陈朱

子在《大学》名物制度上的训诂之失，我们试举几例

以显其义。 如在对“大学”的释义中，郭嵩焘指出：
　 　 大学自对小学言之，即《王制》天子辟雍、
诸侯泮宫之学也。 三代立教必于学，而天子之

学谓之大学。 《释文》大，旧音泰者是也。 太学

者，成人之学。 章句云：大人之学，似此学以人

为名，恐非圣人所以发明三代立教之旨。［１３］７３１

郭嵩焘与朱子的相异之处在于：一是大学之

“大”应当读太学，而不是朱子所主张的读“如”；二
是大学应该解释为成人之学，而非大人之学。 原因

在于解释为大人之学容易将其理解为有特定受教对

象的，不如“成人之学”完备。 可见，郭嵩焘完全是

因袭郑玄之义而来的。 再如对“格物”的解释，郭嵩

焘指出：
　 　 《尔雅 释诂》：格，至也。 此格字本义。 须

是穷究到至处，引申为度，格凡物到至处，亦各

有其限量。 格字兼此二义。［１３］７３４

这就是说，朱子训“格” 为“至” 乃是渊自《尔

雅》，但郭嵩焘认为这并不完备，因为“格”虽然是穷

究至极，但也有个限度，因此“格”应该含有“至”和
“度”两个意思。 在《大学章句质疑》中，诸如此类字

词义涵、名物制度的考辨不胜枚举，旨在矫正他所认

为的朱子之误，虽然未必就准确无误，但显示出其深

受乾嘉汉学“以古为是”和“不易经典”两个学派律

条的影响。
至此，郭嵩焘从《大学》的文本、作者、篇章、结

构和训诂全面驳斥了朱子之非，将其“读经书必自

训诂始，学问本原必由于此” ［１４］的治学原则加以强

力贯彻，尤其是对朱子精心构思的格物补传也予以

否定，显示的是回归原始经典、吸收汉学成就、革除

朱子过密之论，以还圣经之旧的经学取向。 实际上，
这里隐含的是郭嵩焘在考据和义理之间所做的权

衡，那就是义理的得当必须建基于训诂的合理。

三、义理质疑

围绕文本方面的质疑只是郭嵩焘矫补朱子的第

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因应时变从义理完成对朱子的

纠偏。 在郭嵩焘看来，朱子的《大学章句》主要偏差

在于：一是将“格物”作为《大学》的统领性、首出性

功夫；二是没有整全地揭示《大学》内圣外王的要

旨，失于偏颇。 就第一方面来讲，也就是何谓《大

学》的第一要义问题，朱熹曾说，“格物致知是《大
学》第一义” ［１５］ ，这就是把“格物致知”作为《大学》
的核心要义，原因在于它“关系到一切理学体系的

着眼点———为学之方，又是他全部哲学的一个最终

归宿” ［１６］ 。 但后来王阳明并不赞同朱熹此论，着意

标出“诚意”来替代“格物”，他说，“《大学》之要，诚
意而已矣” ［１７］ ，旨在将“诚意”作为《大学》的统领

性、第一义功夫，用“诚意”来规范“格物”，以期使

“格物”在“诚意”的框架内展开，将“格物”完全转

向内在，落实在德性伦理之内，提防朱子“格物”滑

向单纯的知识化一边。 很显然，朱子强调的是格物

在《大学》功夫体系中基础性地位，而心学强调的是

诚意在《大学》功夫体系中的统领性地位，前者是先

格致，后诚意，次序井然，不容躐等，后者则是以诚意

范导格物，格物只不过是达至诚意的手段，它要从

属、服务于诚意，而不能逸出诚意的内容之外。 而郭

嵩焘则独辟蹊径，提出新的看法，他说：“致知、诚意

二者实为入学之要义。” ［１８］７２９ “《大学》之旨，归本

诚意、致知。” ［１８］７３５很明显，郭嵩焘是不同于朱子以

格物为《大学》纲领功夫的，反倒与阳明重视“诚意”
和“致知”的意思相近，主张致知、诚意为《大学》的
根本功夫和核心要旨。 只是，他们提揭和重视的理

由不尽相同。 不唯如此，郭嵩焘更是以“致知—诚

意”的结构来取代朱子“明德—新民”的结构。 郭嵩

焘何以提出这样另类的解释呢？ 细究起来，郭嵩焘

主要从三个相连而又一体的维度展开论证。
从篇章结构来讲，郭嵩焘指出：“首章言致知而

以知本结之，此章言诚意亦以知本结之，正见致知诚

意皆圣学之本。” ［１８］７４４在郭嵩焘看来，《大学》第一

章也就是朱子所谓的经部分，其核心要义要落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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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意、致知上，且第一章主要是来解释致知的，第二

章是解释诚意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篇末结构高度

一致，皆以“知本”结束。 这恰恰印证他所说的诚

意、致知为《大学》根本功夫的主张。
更进一步，他指出：“《大学》开端说个知止，而

推言始终本末之序，始提出明明德于天下，穷究到致

知诚意，以显明德新民之实功，大义微言毕具于

此。” ［１８］７３５如果说在上一段引文中，郭嵩焘只是笼

统的说法，而在这一段中，郭嵩焘则深入到文本当

中，认为在第一章中，《大学》虽然首先提出明明德

于天下，但必须到致知诚意，才能彰显明德新民的功

效。 郭嵩焘这一指陈实际上将致知、诚意作为明德、
新民的前置条件，凸显了致知、诚意的枢纽地位。 另

外，从致知与格物的关系来讲，我们知道，在朱子那

里，“致知”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只是“格物”的结

果而已。 但郭嵩焘却并不认同此说，他指出：“格物

者，致知之功也。” ［１８］７３２ “格物即是致知，故直曰

‘在’而不曰‘先’。” ［１８］７３３很明显，郭嵩焘颠覆朱子

的看法，主张“格物”即是“致知”，“格物”并不独立

于“致知”之外，“格物”不过是“致知”的手段和功

夫。 这就与朱子之意恰恰相反①。 他更为明确地指

出：“章内知止、知所先后与下知本，皆吃紧归到致

知上，所以致知二字尤《大学》之首功也。” ［１８］７３２郭

嵩焘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章中的所牵涉的“知止”
“知所先后”以及“知本”中的“知”皆与“致知”中的

“知”是同一意思，且它们最终皆要落脚到“致知”
上。 也就是说，“致知”实际上与“诚意”构成了统领

《大学》的纲领。
再就“诚意”来讲，在朱子那里，他并未赋予“诚

意”特殊的地位，反倒是阳明一意将“诚意”拔擢，在
这一点上，郭嵩焘实际上倒与阳明之意相近。 他指

出：“《大学》之要，至诚意而极矣。 故曰：‘必诚其意

为圣功揭示第一要义，不可轻易看过。’” ［１８］７３８这

就是说，《大学》的义理只有到“诚意”时才得到淋漓

尽致的体现，故而“诚意”才是提揭圣学的首要功

夫。 当然，郭嵩焘拔擢“诚意”的理由与阳明并不相

同，阳明是出于矫正朱子偏于外向之病，而试图通过

“诚意”来凸显儒家心性之学的优先性和第一性，从
而扭转朱子的逐物于外。 而郭嵩焘的理由是：“诚
意之始事，即在至于至善，家国天下之事同而修身其

本也。” ［１８］７３５“明德新民之所以止于至善者必归本

于诚意二字，所以为《大学》之统宗。” ［１８］７３９这里，

郭嵩焘是从诚意与“三纲领”的关系来论述“诚意”
的重要性的。 他认为不仅“止于至善”是“诚意”的
入手功夫，更为重要的是，“明德” “新民”之所以要

达至“止于至善”，完全是由于“诚意”，因此“诚意”
自然是《大学》的统领。 这实际上就有将“诚意”置
于“三纲领”之上的嫌疑。

至此，郭嵩焘完成了以“致知”和“诚意”作为

《大学》之两翼的论证。 当然，“致知”和“诚意”绝

非是两条平行线，它们是这样的映照关系：“诚意者

又为圣学之基也，必致知乃能诚意，尤必诚意乃能致

其知， 《 大 学 》 之 精 蕴 正 须 熟 读 深 思 而 自 得

之。” ［１８］７３３在郭嵩焘这里，“诚意”与“致知”不可偏

废，具有同等的地位，前者是“行”，后者是“知”，能
“致知” 方能“诚意”，反过来，能 “诚意” 才能 “致

知”，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促发。 这虽有朱子思想的

印迹，但意思已经大相径庭。
就郭嵩焘质疑朱子的第二点内容来讲，郭嵩焘

认同《大学》是最整全地体现儒家内圣外王之旨的。
但朱子却偏重于心性之学，影响所及，致使《大学》
的外王一面长期处于失语的境地，无力回应现实关

切。 而处在风风雨飘摇的晚清，如何推阐《大学》的
经世维度以解决时弊，自然成为郭嵩焘纠正朱子的

重心。 我们知道，《大学》八条目中，“齐家、治国、平
天下”三者主要面向的外王和经世。 就“齐家”来

讲，在朱子那里还没有将其与经世之学直接打通，更
多局限在伦常之内，而到郭嵩焘这里，则赋予“齐
家”别样的意味：

　 　 齐家、治国皆须有教。 教成于家者，无他，
孝、弟、慈而已矣。 尽一家之人统于是三者，而

其条理节目亦须逐渐涵濡，如语言行动，必依于

理，自是成教之本。 教成于身而父子兄弟尊卑

上下之则，由家以推之国，无二理也。 故曰：
“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大学》 之所以齐其家

者，固自有事功在也。［１８］７４６

郭嵩焘是认同朱子所讲的家国一理的，主张以

教化的方式，将孝悌慈由家推扩至国，从而实现家国

同治。 依此可见，郭嵩焘依然是循着传统儒家家国

同构的思路来打通齐家与治国的。 所不同于前贤的

是，他十分明白地将“齐家”与事功关联起来，将“齐
家”向“事功”方向引入，显示出其因应时变诠释经

典的特殊诉求。
我们再来看郭嵩焘对“治国”的解读，相较于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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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对“治国”的简单化解读，郭嵩焘则着墨甚多，他
的关注点有二：一是对“机”的把捉，二是次序问题。
就前者来说，郭嵩焘指出：

　 　 机者，发动所由，发于此而动于彼，所谓圣

人之运量也……其机如此，只操在一人身上。
圣人范围天地，曲成万物之功用，只在机之发动

处，着实不差……《大学》 于治国章发明一机

字，皆是如此，尽古今天下治乱之数。 先儒但以

感应之理言之，非也。［１８］７４７

在这段引文中，郭嵩焘实际是在推衍朱子之意。
他认为朱子讲“机”只讲到了“机”的内涵，但没有将

“机”所蕴含的“条理节目”开显出来，这容易导致诠

释不足，没有为学者指明具体的步骤和阶梯。 而郭

嵩焘则对此予以详细说明：
　 　 求诸人，非诸人，便是治国大头脑。 五礼之

施，五刑之设，皆由此出。 《大学》吃紧于此说

个有诸己、无诸己，乃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次第功夫。 一毫假借不得……其所以求之人

者，要皆自己，而推所以非之人者，亦皆自己。
而推斯以为成己成物，内外合一之理。 治国之

道，只在教民为善，禁民为不善。［１８］７４８

郭嵩焘认为治国的首要原则就是“求诸人，非
诸人”，而“求诸人，非诸人”的核心就是君主的德性

涵养，然后层层向外推进，成己成物。 尤其是指明治

国之道的核心就在于教化民众向善，禁止民众为不

善。 郭嵩焘的这种解释着意要凸显的是治国的方法

和步骤，尤其是强调循序渐进，不容躐等之意。 由此

可见郭嵩焘意欲开掘《大学》经世的良苦用心。
就“平天下”来说，郭嵩焘依然有自己独到的理

解，指出“平天下章说个‘挈矩’之道” ［１８］７４９，这就

把“挈矩”之道作为平天下章的核心。 那么，何谓

“挈矩”之道呢？ 郭嵩焘指出：
　 　 挈矩之道，须是以此度彼，使各得其分，非

但如恕字之推此一心，以度之人而已……夫上

下前后左右之各适其宜，无他，礼而已矣……于

治国章言教，平天下章更不及政教字，而惟约其

义于挈矩二字之中。 上下前后左右尽人有个相

处之法，圣人之以规矩法度整齐天下，亦即出乎

其间，未可仅以推己度物之义囫囵看过。［１８］７５０

很明显，郭嵩焘对“挈矩”之道的理解已然不同

于朱子的推己度物之义。 朱子强调的是无差别的对

待，而郭嵩焘着重强调的是差异，因为在他看来，平

天下涉及处理各种关系，而不同的对象情势不一，绝
对不能简单地用朱子所谓的“推己及人”来处理。
可见，郭嵩焘实际上更加务实，更加贴合时代地来解

读“挈矩”之道。 要之，朱子处理齐家、治国和平天

下相对简单，以“推己及人”作为共同的原则来规范

三者，而郭嵩焘不仅意识到不同条目的特殊所在，更
为明显的是从政治层面、事功层面解读三者，显示出

与朱子迥异的学术取向。

四、《大学章句质疑》的思想史意义

晚清的学术格局是多元并存的，呈现出汉学式

微但依然余响不断、宋学复兴但未至极盛、今文经学

缓慢崛起的学术态势。 更为重要的是，晚清风雨飘

摇的社会现状急需能够经世的学问。 在这样的学术

背景下，郭嵩焘循着传统士大夫的“依经立说”的学

术进路，通过重新诠释《大学》、整合义理来寄寓其

现实关怀。 他的《大学》诠释呈现出如下特质：一是

汉宋兼采，二是导向经世，三是依违朱子。 而这丰富

又多元的特质也使其《大学》诠释显豁出独特的思

想史意义。
首先，郭嵩焘的《大学》诠释融入时代元素，将

汉学、宋学以及经世致用之学打并融会，彰显出其试

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绾合三者的努力②。 《续修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书乃“兼存汉宋，无所依

阿” ［１９］５６５，郭嵩焘的这种努力是否成功仍可再议，
但其借经典诠释以推阐治世要义的苦衷无疑是值得

肯定的。 他曾直白地指出，“治经当求通圣人之志，
而非通其文，则志固无由通” ［２０］ ，从政治哲学的角

度开显出《大学》诠释的新面向，将《大学》在尽可能

的诠释方向上提揭出来，尤其是着重提揭了《大学》
的经世面向，与以往那种专从心性之学维度诠释自

是不同，成为晚清多元交织学术背景下经典诠释的

一个典范。
其次，郭嵩焘的《大学》诠释亦为晚清“理学中

兴”视域下如何审视朱子哲学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

的方式和角度。 作为官方哲学，在上行下效的夹持

下，朱子哲学很容易陷入“此一亦述朱，彼一亦述

朱” ［２１］的固化局面，这在明初就已经有所体现。 而

在晚清理学再度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对待朱子哲学

自然是需要直接面对的。 郭嵩焘《大学》诠释所展

现的以审慎、理性的而非宗教般狂热态度待之，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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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效仿那些 “学一先生之言， 暖暖姝姝而私自

说” ［２２］ 的 门 户 之 见， 更 不 愿 与 “ 专 求 异 于 朱

子” ［１８］５９９之徒为伍，而是主张以尊经亦即所以尊朱

子的态度视之，这无疑是着了时代先鞭，成为晚清对

待朱子学的一种较为理性的可取的态度，故而学者

称其“治学态度尤为难得” ［１９］５６５。
最后，从郭嵩焘经典诠释这一个案中，我们亦可

以窥见经世之学在晚清已然成为显学，即使相对书

斋式的注经亦被灌入浓郁的经世色彩，这也就说明

每逢世道浇漓之际，经学所本具的经世致用色彩会

得到格外的放大和重光。 要之，郭嵩焘的《大学章

句质疑》因其卓越的经学成就，“于国朝经师中卓然

为一家” ［２３］ ，其学术价值自然不容小觑，成为透视

晚清学术思潮鲜活而具体的个案。

注释

①在朱子这里，“致知”并不是独立于“格物”之外的功夫，它只是“格
物”的结果而已。 就如同“吃饭”和“食饱”的关系。 ②范广欣亦有类

似的看法，但他认为义理、考据和经世之学三者分工和并存，但以经

世之学为主导。 参见范广欣：《以经术为治术：晚清湖南理学家的经

世思想》，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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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汉 唐 之 际 的 中 西 音 乐 交 流∗

夏 雄 军　 　 　 张 雅 萌

　 　 摘　 要：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与中西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密不可分。 丝绸之路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要

道，也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 汉唐之际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 国家间的使节、音乐艺人以

及粟特商人的交流是音乐交流的主要人群，汉唐之际大量西域乐器流入中原地区，受到广泛欢迎，西域乐理乐曲也

随之传入，并与中原地区的乐曲相互融合，促进了中西音乐的进一步发展。 中西间的音乐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同一

时期大量的中原乐器和乐曲也传播到了西域、日本和朝鲜半岛，中外的音乐文化交流互动使各地区的音乐文化得

到了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西域；音乐；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２９－０７

　 　 汉唐之际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是丝绸

之路，有关丝绸之路上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研究的成

果颇为丰富①，内容涉及乐人、乐器、乐谱、乐律、宫
调等。 总体而言，丝绸之路上的中西音乐文化交流

仍有相当多的课题需要深入研究，研究的视野也应

兼顾古今，侧重于对现实问题的具体考量。 从这个

角度出发，本文将对丝绸之路上从事音乐交流的人

群、音乐交流的内容、音乐交流的影响和作用等相关

问题展开讨论。

一、丝绸之路上音乐交流的人群

音乐是没有国别的语言，可以跨越国家和民族

存在，可以在各文化主体之间搭建起交流的桥梁。
但是，音乐又彰显着民族特性。 音乐的独特性就在

于无族性的声音外壳内包含着深刻的民族性，在无

族性的前提下音乐同样具有音响的乐感，所以，音乐

比语言更容易被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所接受，

音乐所具有的这种特性，使其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 丝绸之路上流动着许多国家的使

节、商人、僧徒、降户、质子、乐舞艺人等，他们为着不

同的目的在丝绸之路上奔走，在进行物质文化交流

的同时，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断进行。 在这众多的

人员中，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大致有三类。
１．各国使节间的音乐文化交流

统治阶层在音乐方面的交流主要是互派使节时

的交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统治阶层派

出使者带回和输出音乐，二是派遣艺人传播音乐。
使者带回和输出音乐是主要方式，如张骞出使

西域，带回了西域乐器“横吹”和由多首乐曲连缀而

成的鼓吹套曲《摩诃兜勒》。 “张博旺入西域，传其

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 李延年因胡曲更

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 ［１］李延年改编的

“新声二十八解”，在文献中被反复提及，影响巨大，
流行于中原地区。 再如前秦建元十九年（３８３ 年），
吕光征西域， 次年， 吕光载西域珍宝及歌舞艺人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５－１０
　 　 ∗基金项目：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 “高师音乐专业研究生 ‘五维一体’ 培养模式研究”

（２０１９ＪＧＺＤ０２７）。
　 　 作者简介：夏雄军，男，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　 ４１００００）。

张雅萌，女，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湖南长沙　 ４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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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来西域地区的音乐及音乐艺人。 “坚以光为骁

骑将军，率众七千讨西域”，“光以驼二千余头，致外

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

匹而还” ［２］ 。
大量的艺人随使者或和亲团队传播了音乐，如

西汉元康元年（公元前 ６５ 年），龟兹王迎娶解忧公

主之女弟史为妻，汉宣帝赐以“歌吹数十人” ［３］ ，把
中原地区的乐舞艺术、乐器传到龟兹及更远地区。
“公元前一一○年至前一○五年间，汉武帝以细君

公主嫁给乌孙王猎骄靡。 跟着公主前往的官属及随

从人员有数百名，其中必有乐舞艺人。 他们把中原

乐舞带到赤谷城（在今中亚伊塞克湖东南方），对当

地以及更远地区的乐舞一定会有影响。” ［４］

西域乐舞也不断流入中原地区，如：北周天和六

年（５７１ 年），“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

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 ［５］３４２。 精通龟兹音乐理论

的苏祗婆也随同皇后来到中原，“有龟兹人苏祗婆，
从突厥皇后入国” ［５］３４５，向郑译传授“五旦七调”理
论，郑译在此基础上发展融合，创制了中原二十八

调、八十四调理论，“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
然其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 “合成十

二，以应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

十二律，合八十四调” ［５］３４６。 隋唐时期，宫廷乐发

展到十部，其中有八部是外来音乐，西域乐舞构成了

唐代宫廷燕乐的主体。
丝绸之路的通达，使得许多西域音乐艺人来到

中原。 如：“北魏时期的龟兹琵琶乐人曹婆罗门为

世家乐人，其孙子曹妙达是深得北魏、隋、唐三朝皇

室恩宠的乐人”。 “来自安国的乐人（安马驹、安未

弱、安吒奴等）、康国乐人 （康昆仑、康唐卿、康遒

等）、米国乐人（米嘉荣、米和郎、米都知等）、疏勒乐

人（裴承符、裴兴奴等）外，龟兹、疏勒、安国、康国及

天竺等大量的胡乐人的来朝带来了各方之乐，极大

地丰富了大唐宫廷的音乐文化。” ［６］３０

２．以粟特商人为代表的民间音乐文化交流

沿着丝绸之路东来的粟特人主要是康国、安国、
曹国、米国、何国、史国、石国等国的商人［７］ ，其中有

很多粟特艺人。 粟特琵琶高手曹婆罗门、曹僧奴、曹
明达祖孙三代皆擅此绝技，他们历仕西魏、北齐、隋
三朝。 何满子以歌曲誉满京师，元稹诗云：“何满能

歌能婉转，天宝年中世称罕。” ［８］ 米嘉荣的歌声动

人，刘禹锡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

声。”“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 ［９］粟

特人的音乐艺术颇受中原士人的喜爱，如岑参《酒
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诗：“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

雏齐 唱 歌。 浑 炙 犁 牛 烹 野 驼， 交 河 美 酒 金 叵

罗。” ［１０］再如白居易的《胡旋女》诗：“天宝季年时
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

能胡旋。” ［１１］这些都描述了粟特音乐艺术对中原地
区的影响。

３．僧人与中西音乐的交流

隋唐时期，佛教的繁荣带来了与之相关的佛教

乐舞艺术的发展。 唐代，天竺的不少佛曲经过龟兹

传入中原，如贞元年间，骠国派遣使者来唐，并带来

水平相当高的骠国乐。 “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献

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 ［１２］６３０８这些乐人在长
安演出时，“盛况空前，极受欢迎。 骠国乐和扶南

（柬埔寨）、林邑（越南西南部地区）都有受印度、斯
里兰卡的佛教音乐影响，成为南海诸国佛教音乐文

化的重要支点，与我国文化交流不断” ［１３］ 。 一些洞

窟中的佛教壁画也有非常丰富的音乐艺术形象，如
敦煌莫高窟 ２９０ 窟北周时期的壁画，东壁上部描绘

出“天宫伎乐”的场景，有古筝、秦汉琵琶、曲项琵

琶、竖箜篌、横吹等［１４］２３。 西域地区的“龟兹乐”是
受佛教音乐影响最大的一种乐曲。 张骞带回的《摩
诃兜勒》也是佛教音乐。 东汉明帝时期，印度佛教

传入洛阳，之后，印度和西域的佛教音乐也走进了中

国千百座寺院，受当地乐舞的影响不断发展，有些佛

曲成为当地的乐曲。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考证，
天竺音乐的传入比隋、唐时记载为早，应与佛教的传

入同时。 为了宣传宗教，不论中外都把音乐作为有

力工具。” ［１５］唐代的佛教音乐受到统治者的喜爱，
得到极大推广。 《新唐书·礼乐志》载：“玄宗既知

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
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 ［１２］４７６唐玄宗创作的大型
法曲《霓裳羽衣舞》，据说采用了印度 《婆罗门曲

调》，是唐代音乐艺术集大成的体现。 僧人利用变

文等艺术形式对群众宣讲教义，一些西域传入的佛

曲得以流传。 现在敦煌出土的文献资料中有乐谱、
舞谱、曲子词、变文等，反映了当时寺院的音乐艺术

活动。

二、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内容

丝绸之路上的人员流动带来了音乐文化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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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原乐器、乐曲与西域乐器、乐曲产生了融合，形
成了新的音乐表达形式。 中西音乐之间的交流是双

向的，产生的影响也是相互的。
１．乐器传播

丝绸之路上音乐传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乐器的

传播，我国许多民族乐器都是在汉唐之际从西域引

入或融合西域乐器发展而来。 同时，中原地区乐器

的外传也丰富了西域地区乐器的种类。
第一，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乐器。 这一时期乐器

的传播品类颇为丰富，主要有：琵琶、扬琴、唢呐、竖
箜篌、凤首箜篌、五弦、横笛、义觜笛、羯鼓、腰鼓、都
昙鼓、毛员鼓、鸡娄鼓、担鼓、和鼓、正鼓、齐鼓、铜鼓、
侯提鼓、铜、铜角、双筚篥、桃皮筚篥、檐鼓、匏琴、
葫芦笙、龟头鼓、铁版、贝等［６］４－５。

琵琶是丝绸之路音乐交流中最典型的代表。 古

代把琵琶分为四弦曲颈琵琶、五弦琵琶和阮咸。 其

中四弦、五弦琵琶来自波斯和印度，阮咸是我国固有

的乐器，也称为“秦琵琶”。
据林谦三考证，五弦和曲项琵琶同源于中亚地

方［１６］ 。 曲项琵琶源自波斯（今伊朗），《中国大百科

全书·音乐舞蹈》描述道：“半梨形音箱的琵琶，曲
颈，颈上有四个相（柱）。” “约在 ３５０ 年前后由印度

传入中国的北方。” “因其头部向后弯曲，以区别于

当时的直柄圆形的汉琵琶，故名曲颈琵琶；因其经过

龟兹传来，又称龟兹琵琶。” ［１７］ 曲项琵琶传到中原

最早的时期在 ３４６ 年至 ３５３ 年之间，即前凉（今甘肃

西北部和新疆南部及宁夏、内蒙古一带）张重华据

有凉州这段时间。 印度传来的《天竺》乐舞就已经

有琵琶，据《隋书·音乐志》载：“《天竺》者，起自张

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 即其乐

焉。” ［５］３７９所以说曲项琵琶最早是随“天竺乐”一起

传到中原的。
有关五弦琵琶最早的文字记录在《通典》卷一

百四十二：“自宣武以后，始爱胡声。 洎于迁都。 屈

茨，琵 琶， 五 弦， 箜 篌。” “ 胡 舞 铿 锵 镗， 洪 心 骇

耳。” ［１８］３６０３又《通典》卷一百四十六的龟兹条目记

载：“龟兹乐者，起自吕光破龟兹，因得其声。 吕氏

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 有曹婆罗门，受
龟兹琵琶于商人，代传其业，至于孙妙达，尤为北齐

文宣所重，常自击胡鼓和之。” ［１８］３７１３吕光破龟兹的

北魏时期，五弦琵琶由龟兹传入，到 ６ 世纪中叶以

后，北齐的胡乐开始盛行。 五弦琵琶亦称五弦，梨

形、直项。 五弦琵琶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较为盛行，
唐朝后期，其影响力逐渐减弱。

阮咸是“一种由我国人民自己创制的乐器”，
“从东汉至魏晋，秦琵琶的形制”，“最后定型为直

项、圆体、四弦、十二柱或十三柱”，“到了南北朝时

期，由于文化的频繁交流，产生了形制的各种变异，
出现了五弦、三弦，长柄、短柄，大腹、小腹等。 到了

唐武则天时期，秦琵琶易名为阮咸” ［１９］ 。 阮咸是融

合西域琵琶后的新名称。
隋唐时期的琵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乐器，在宫

廷和民间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唐的十部乐

中五弦琵琶被用于西凉乐、疏勒乐、燕乐、天竺乐、龟
兹 乐、 安 国 乐、 高 昌 乐 及 高 丽 乐 八 部 伎 之

中” ［６］４９－５０。
箜篌，也是流传两千多年的古老乐器，在我国古

代宫廷和民间都曾广泛使用。 《隋书·音乐志》记

载：“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

夏之乐器。” ［５］３４６ “箜篌最早出现在西亚的两河流

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公元前 ５３９ 年，波斯人统治

两河流域和埃及，古代西亚文明成为波斯文明的一

部分。 此时箜篌也从两河流域传入波斯。 至少在公

元前八世纪已经从波斯传入西域地区。 这一时期的

箜筷在新疆地区活跃了数百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

凿开始进入河西走廊及中原。” ［６］２１ 《通典》卷一百

四十 四 载 有： “ 竖 箜 篌， 胡 乐 也。 汉 灵 帝 好

之。” ［１８］３６６６

唢呐，“唢呐”是古代波斯语的音译，曾译作“锁
奈”、锁呐、苏尔奈等名，“波斯、阿拉伯地区的唢呐

出现要早于中国，并且可能于北朝、至迟于唐代经某

种途径传入了中国” ［２０］ 。 “我国学术界认为唢呐自

明 正 德 年 间 （ １５０６—１５２１ 年 ） 在 我 国 普 遍 流

行。” ［２１］在新疆拜城柯尔克孜石库第 ３８ 窟中的伎

乐壁画中有吹奏唢呐的形象，可以明确唢呐是经由

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的。
羯鼓在南北朝时传入中原。 据唐代南卓《羯鼓

录》记载：“羯鼓，出外裔乐，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
其音主太簇一均，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

用之。” ［２２］羯鼓是唐代非常流行的乐器，尤其为唐

玄宗所喜爱，“帝又好羯鼓”，并说：“羯鼓，八音之领

袖，诸乐不可方也。” ［１２］４７６莫高窟北魏第 ４３５ 窟北

壁上部天宫伎乐中，即有羯鼓的图像资料［１４］４８６。
第二，从中原流向西域的乐器。 我国古代将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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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 中原地区

的乐器如筝、笙、琴、瑟、锣、竽、箫等伴随着丝绸之路

的开通流入西域国家。
笙，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笙在公元前

一世纪已经传入西域” ［２３］ 。 “为数不少的汉族音乐

家来到西域，促使了笙在西域的流传。 在西域少数

民族中也产生了吹笙的著名艺术家，如《乐府杂录》
中云：‘自古能笙者多矣，太和中，有尉迟璋，尤妙’。
这个尉迟璋，就是于阗人。” ［２４］ 如新疆库木吐拉 １３
窟左壁上有一列四幅佛说法图，从图画上可以看到

笙的图形，其形制与现代汉族民间流传的相同。 说

明汉族音乐文化对古代新疆音乐的影响。
筝，是我国传统的弹拨类乐器。 “筝，秦乐也，

乃琴之流。 古瑟五十弦，自黄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

止，破之，自后瑟止二十五弦。 秦人得古瑟，兄弟争

之，又破为二。 筝之名自此始。” ［２５］后传入日本、韩
国、新加坡等国家，并在那里生根发展［２６］ 。

箫，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二世纪，距今

２０００ 多年前的汉代陶俑、北魏云冈石窟雕刻就已经

有了吹箫的形象” ［２７］ ，说明箫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在

丝绸之路传播了，文献记载龟兹乐也使用这一乐器，
而现今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中也有其形象资料［２１］４８。

２．中西之间的乐曲交流

中国古代乐曲分雅乐和俗乐，隋唐时期，出现了

雅、俗、“胡”三乐鼎立的格局。
“胡”乐的传入集中在南北朝时期，《通典》卷一

百四十二中记载：“自宣武以后，始爱胡声。” ［１８］３６０３

《隋书·音乐志》记载：“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

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 自河清以后，传习

尤盛。” ［５］３３１西域各国的音乐风格以及乐律、乐调

与中原音乐有着很大不同，令中原民众兴趣盎然。
第一，西域乐律、乐调与中原音乐的融合。 东晋

永和年间张重华占据凉州之际获得天竺乐，吕光灭

龟兹得龟兹乐，凉州当地的清商乐与龟兹乐相融合

产生西凉乐。 汉武帝以来，疏勒、安国、龟兹乐陆续

进入中原，还有康国、突厥、悦般等国的乐曲。 《隋
书·音乐志》中记载，郑译听到北周苏祗婆所奏胡

琵琶，对其带来的五旦七调进行考释，一均中间有七

声，“译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饮为均，推演其声，
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 律有七音，音立

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

和合” ［５］３４６。 以上记录表述了郑译将北周龟兹乐

人苏祗婆的“五旦七调”在胡琵琶上演绎成中国乐

调，成为雅乐八十四调，这是我国固有的五声七音十

二律接受、融合了外来乐调形成新的乐调。 西域乐

曲与俗乐的融合大大地推动了中原乐曲的发展，对
我国乐调理论的研究有重大意义，该乐调方式延续

到现在。
第二，乐舞的交流。 由西域等地传来的乐舞，基

本上都以其流传的地方命名。 唐太宗时，提出“于
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 ［２８］１０６９的指

导思想，所以唐代的雅乐既掺杂了流行于汉族地区

民间的所谓“俗乐”，又吸收了“胡”乐。 从隋朝的七

部乐、九部乐至唐贞观十六年（６４２ 年）收复高昌建

立十部乐，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音乐文化的高

峰［６］１３。 十部乐中除了中国的燕乐、清商乐外，其
他八乐均为外来。 《天竺乐》 《龟兹乐》 《疏勒乐》
《安国乐》《康国乐》 《高昌乐》 《西凉乐》来自西域，
在汉唐之际传入。 如：《天竺乐》，“张重华时，天竺

重译贡乐伎，后其国王子为沙门来游，又传其方

音” ［２８］１０６９。 《龟兹乐》，“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

声” ［５］３７８，《疏勒乐》 《安国乐》，“疏勒、安国、高丽

并起，自后魏平冯氏，乃通西域，因得其伎” ［５］３８０。
疏勒乐和安国乐传入中原的时间是 ４３６ 年，《康国

乐》，“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
其声” ［５］３７９。 《西凉乐》，“西凉乐者，后魏平沮渠氏

所得也”，“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芜胡之声

也” ［２８］１０６８。 《高丽乐》来自朝鲜，“宋世有高丽、百
济伎乐。 魏平拓跋，亦得之而未具。 周师灭齐，二国

献其乐” ［２８］１０６９。 《高昌乐》，“太祖辅魏之时，高昌

款附，乃得其伎”，“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

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

焉” ［５］３４２。 武德七年（６２４ 年），唐太宗统一高昌后

在九部乐中加上了高昌乐，组成了十部乐。
十部乐是总体非常庞大的乐曲，每部中又都包

含若干首曲子，从史书记载来看，可以想象当时乐坛

的规模和盛况。 由此可见隋唐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

广泛程度。
第三，民间乐曲木卡姆。 木卡姆为“古典音乐”

的意思。 其主要分布在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的 １９
个国家和地区。 我国维吾尔木卡姆主要包括十二木

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和刀郎木卡姆四

种。 作为维吾尔木卡姆主体和代表的十二木卡姆是

十二套古典大曲，十二套中的每套都包括穹乃额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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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斯坦和麦西热普三部分，每一部分又由四个主旋

律和若干变奏曲组成。 十二套木卡姆包括近 ３００ 首

乐曲，连续演唱一遍大约需要 ２４ 个小时②。 以龟兹

为中心的木卡姆音乐，是以龟兹苏祗婆“五旦七调”
的音乐理论为基础，形成的大型音乐歌舞套曲，包括

其向东传至中原形成汉族地区的大曲，有世代相传

的固定曲调。
第四，中原乐曲的输出。 中原的一些优秀音乐

也不断地传到了国外。 “如汉代的鼓吹曲就曾传到

高句骊，《秦王破阵乐》也传到了印度，玄奘在印度

也听到过当地人演奏这一乐曲。” ［１５］８６隋唐时期中

日文化交流频繁，日本曾多次派遣唐使。 “日本留

学生吉备真备于公元 ７１６ 年来到中国留学 １８ 年，归
国时带回铜律管 １ 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 １２ 条，《乐
书要录》 １０ 卷，使得中国的音乐理论在日本传

播。” ［２９］据日本园仁法师《入唐求法巡礼记》记载，
“日本遣唐使藤原贞敏于唐文宗开成四年（８３９ 年）
入唐，拜长安刘二郎为师学习琵琶，再向扬州 ８５ 岁

琵琶博士廉承武学习，归国时带回中国乐谱数十卷，
其中《琵琶诸调子品》留存至今”③。 中国古代乐谱

主要流传于日本，明清以前的古代乐谱在中国几乎

荡然无存，现存绝大部分的古乐谱藏于日本。 如 ６
世纪的《碣石调·幽兰》现藏于东京国立图书馆，
《番假崇天平琵琶谱》 （７４７ 年）藏于日本正仓院，
《五弦琵琶谱》 （７７３ 年）藏于京都明文库，《博雅笛

谱》（９６６ 年）藏于上野日本音乐资料室等，１０ 世纪

以来 日 本 模 仿 中 国 乐 谱 传 承 写 作 了 大 量 乐

谱［６］１７７－１７８。
汉武帝曾先后将公主刘细君、刘解忧嫁给乌孙

王，她们都带去了许多随从，其中也有乐工。 解忧在

西域生活五十多年，她的女儿成年后又到内地学习

音乐，后嫁给龟兹王宾。 汉宣帝时（公元前 ６５—公

元前 ６２ 年）龟兹王宾到中原学习汉制，又带回包括

乐工在内的大量人员。 “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

鼓琴” ［１５］８３，是西域国度学习长安音乐的明确历史

记录。 而龟兹王得乌孙公主女，“元康元年，遂来朝

贺”，“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 ［３］３９１６，同时把

长安的音乐传入西域④。

三、丝绸之路音乐交流的影响和作用

音乐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交流，交流促进音乐文

化的提升。 多元化是音乐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 丝

绸之路上的音乐交流对我国文化艺术发展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前面，已经详细地分析了丝绸之路上

多个时期从事音乐交流的国家、民族、人员，交流融

合的乐曲、乐器和过程方式等，可以看出音乐在丝绸

之路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影响

也是深远的。 隋唐 ３００ 余年间中外音乐文化的双向

交流达到空前的规模。 丝绸之路通过诸国向西延伸

到欧洲大陆。 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使中国与东邻

日本、朝鲜以及南亚等国有了频繁的往来。 隋唐音

乐文化吸收了国内各民族和各国家的音乐精髓，鼎
盛时期的唐代又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使音乐对世界各

国，尤其是亚洲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中西音乐交流推动中原乐舞的繁荣

首先，音乐的交流特别是音乐的借鉴和吸收，极
大地提升和丰富了我国音乐的内涵和形式。 原有的

《清商乐》已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所以唐在原有乐

舞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大量外来音乐，对其进行

吸收、加工、提高，使唐代乐舞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

象。 如：大型的《十部乐》乐舞曲，八部是外来音乐，
在吸收、消化、改良后形成了一部完整套曲，大大地

丰富了中原地区的音乐艺术。 诗人白居易的《杨柳

词》就记录了这样的场景：“《六么》《水调》家家唱，
《白雪》《梅花》处处吹。”生动描述了唐朝社会音乐

文化生活一派繁荣的景象。 音乐的交流融合促进了

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又促进音乐的交流和音乐艺术

的升华。
其次，外来音乐的冲击使其强化了宫廷音乐管

理体制。 随着音乐的不断丰富，原有的音乐机构已

经不能适应。 开元二年（７１４ 年），唐玄宗改组大乐

署，扩充“衙前乐”机构。 将唱奏民间音乐的乐工分

出，成立了四个外教坊和三个梨园，四个外教坊分设

在长安、洛阳，三个梨园分别为唐玄宗的新作试奏，
为艺人们创作的法曲试奏，演奏各种民间音乐。 教

坊直属宫廷管理。 这些改革为唐代音乐的发展创造

了必要条件。
最后，理顺了乐律、乐调，实现了雅、俗、“胡”三

乐的融合。 顺应音乐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接受西域

七声音阶和多种调式，演绎成中国乐调乐律，形成雅

乐八十四调理论和俗乐二十八调，这一俗乐调的形

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对唐朝，实际上对宋元及其

以后的乐曲理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音乐的交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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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地冲击了宫廷僵化的乐制，为中国传统音乐注入

了新的活力。 这些乐律、乐调一直沿用至今。
汉唐数百年间，随着西域音乐的东传，带来了异

域音乐的元素，丰富了中原音乐体系。 并建立在深

邃的中原音乐文化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和庞

大的规模。 唐代音乐的交流和融通，为我国音乐文

化创造了一个新高度。
２．中西音乐交流丰富了中原乐器的种类

伴随着外来音乐的传入，外来乐器也接踵而至。
外来乐舞演奏时的乐器多是使用原乐器，这些乐器

进入中原，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艺术欣赏空间。 很

多乐器落地生根、糅合融汇，并推陈出新。 有些衍化

成为我国主要的民族乐器，延续至今。 如曲项琵琶

和五弦琵琶传入后，深受人们的喜爱，迅速风靡中

原。 文献记载了许多北朝至隋唐期间琵琶演奏家的

事迹和故事。 如唐朝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忽
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
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

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就是讲述

琵琶弹奏者的故事。 “对中国音乐影响最大的可以

说是琵琶，曲项琵琶在传入时只有四弦四柱，共 ２０
个音位。 五弦琵琶五弦五柱，２５ 个音位。 唐以后，
五弦琵琶在中国逐渐销声匿迹，而四弦的曲项琵琶

逐渐演变，成为地道的中国乐器。 至清代，琵琶已经

有四弦四相 １２ 品，大大地扩展了音域。 除音域外，
演奏姿势已经由横抱变为竖抱” ［３０］７０，活跃在全国

的舞台上。 《十面埋伏》 《春江花月夜》等为琵琶所

创作的名曲仍是琵琶的民乐保留曲目。 唢呐由西亚

传入中原，得到继承而发扬光大。 唢呐被广泛应用，
成为我国“俗乐”的代表。 ２０ 世纪上半叶，民间的唢

呐音乐达到了历史高峰，成为流行全国的民间礼乐

的代表［３０］７０，留下了《百鸟朝凤》这一独具特色的

经典民乐曲。
３．中西音乐交流丰富了古代传统音乐教育的

内涵

我国古代自周公“制礼作乐”始便形成了代表

中华民族的审美属性和道德价值观念的礼乐教化体

系。 汉唐之际，宫廷燕乐体系的建立和乐律理论的

传入丰富了我国传统音乐教育的内涵，成为专业音

乐教育的主要内容。 如白智通精通西域各族音乐，
有丰富的音乐理论知识，颇具作典才能，“羯人白智

通教习，颇杂以新声” ［１８］３７３。 通过白智通的音乐教

习，西域的乐舞输入中原，极大地丰富了中原艺术，
还对隋、唐、宋三代音乐舞蹈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唐代成立乐坊这一专门音乐教育机构，为宫廷

燕乐培养人才。 唐玄宗在宫廷成立的梨园，专门教

习法曲。 这一时期复杂的乐律理论和繁多的乐器种

类的发展也促进更为专业的音乐教育的产生，白智

通（亦被认为即是苏祗婆）就是古代优秀的音乐教

育家⑤，通过他的教授，“五旦七声”的乐律理论在

中原传播并对音乐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因西域音乐

的传入，中原地区的传统音乐兼容并蓄，取得长足进

步，古代传统音乐教育的功能也由片面关注政治教

化而向注重艺术审美和娱乐功能转变，极大地丰富

了传统礼乐教化的内涵。

结语

古往今来，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与发展都是我国

音乐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形成于两汉时期的丝绸

之路，是一条“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

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

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是中华文化走向世

界和西方文化流入中国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一条

各国、各民族文化得以互相沟通、交相呼应，在跨越

中彰显魅力，在交融中体现特色的汇聚之路。 丝绸

之路作为中西交流的要道，有着深厚的经济、政治、
文化价值，我们要深入挖掘整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

音乐文化交流内涵，不断创新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

思路和空间，进一步提升音乐文化发展水平，促进社

会和谐、人民幸福，需要我们重新梳理中西音乐文化

交流脉络，一览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全貌，从而理清

丝绸之路上音乐文化交流的突出作用和影响。
古代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与西域各国和邻国之

间的交流，促进了各自音乐文化的丰富发展。 华夏

音乐文化一直秉持着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怀，积
极吸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形成了

灿烂辉煌的华夏音乐文化体系，极大地丰富了自身

文化内涵。 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交流为我国文化艺术

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参见，岸边成雄：《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人民音乐出版

社 １９８２ 年版。 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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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 年版。 宋博年、李强：《丝绸之路音乐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②万桐书：《十二木卡姆简介》，《音乐舞蹈研究》１９８１ 年

第 ９ 期。 ③日本正仓院《琵琶诸调子品》卷末，有藤原贞敏关于廉承

武传授琵琶和赠送乐谱的记述。 ④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第 ３９１６—３９１７ 页。 ⑤沈白智：《中国音乐史纲要》，上海文艺出

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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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试论东周时期的都城与同期希腊典型城市的规划布局

张 文 硕

　 　 摘　 要：东周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处在同期的希腊城邦时代是其文明的鼎盛之时。 在城市规划布局和

建设上，东周的王城和主要诸侯国都城、希腊城邦的典型城市均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时代性，体现在城市选址的精

要、王权和神权的交织、防御功能的强化、功能区规划的完善实用等方面。 双方处在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备许

多人类认知的相同相似之处，又因地域相隔遥远，经济、政治、文化、宗教背景及不同民族发展之间的差别等因素，
在城市布局上显现出共性与差异并存、各自特征鲜明的特点。

关键词：东周时期；希腊；城市建设；规划布局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３６－０９

　 　 公元前 ８００ 年至公元前 ２００ 年左右，在北纬 ３０
度上下，东西方两个主要文明分别出现了文化和思

想上的腾飞，人类在这一时期真正开始构建属于自

己的东西方文明。 中国此时正处于东周时期，是社

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 希腊于公元前 ７５０ 年左右

开启有史时代，到公元前 ３２３ 年，是希腊文明发展最

重要的阶段。 东周时期，周天子的地位不断衰落，大
国争霸的局面愈趋显现，作为一国统治中心的都城

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族、地理等多种因

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类型和规划布局均具时代

特色的都城模式。 希腊城邦时期是其文化发展与城

市建设的黄金时期，城市模式较前序时代有明显变

化，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市空间、建筑类型。 东周时期

的主要都城与希腊城邦典型城市的比较研究，是城

市史学的跨文明研究课题，学术界对此的研究较为

薄弱，本文试图在此方面略做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东周都城与同期希腊典型城市

王朝都城和主要诸侯国都城规模大、规格高，是

东周时期城市建设的集中代表。 这里选择东周王

城、郑韩故城、曲阜鲁城、临淄故城、楚都纪南城、中
山灵寿城、燕下都、赵都邯郸等遗址，作为与古希腊

典型城市对比研究的主要对象。 处在同期的希腊城

邦典型城市也有很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雅典、
斯巴达、普里恩、奥林索斯、比雷埃弗斯、米利都、叙
拉古、科林斯和萨索斯等。

１．东周时期的都城

中国古代城市分城区和郭区两个范围，一般来

说，城、宫城、内城、小城等大致为同一概念，而郭则

有郭城、外城、大城之称。 因内城多属宫殿区，往往

被称作宫城，广义的宫城为内城，包含了与宫室有关

的各种建筑、手工业作坊等附属建筑；狭义的宫城则

是指用垣墙围起的宫殿区主体建筑的大型院落［１］ 。
这里所指的宫城，皆取其广义，或称内城。 东周都城

的兴建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分别为春秋早期至战

国中期（公元前 ７７１ 年—公元前 ３８０ 年左右）和战

国中晚期（公元前 ３８０ 年左右—公元前 ２２１ 年），建
城思想和城市布局发生了一定转变。

第一阶段， 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 这一时期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１－２０
　 　 作者简介：张文硕，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博士生，河南工业大学城市更新与遗产保护研究所

负责人（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６３１



城址布局特征为宫城多居中，如东周王城、曲阜鲁

城、楚都纪南城等，都属此时期。
东周王城在春秋时期为单一宫城制，至战国时

期发展为内宫外郭制。 东周王城西、南两侧临河，宫
殿区位于城址的西南部，为高台建筑。 手工业作坊

区集中于城址西北角，粮仓位于南城墙北边，为战国

遗存。 墓葬分布于城址中部、北部及涧河西岸，大型

墓发现于王城东北约 １０ 公里处①。
曲阜鲁国故城呈不规则长方形，总面积约 １０００

万平方米。 北墙和西墙外有洙水，南墙和东墙外有

护城壕与洙水相连。 城内共发现东西向及南北向道

路各 ５ 条，分别连接城门与重要建筑。 宫城位于城

址中部偏北的高地，手工业作坊区散布于宫城外的

北、西、南三面及城外东北部。 居住区散布于城内

东、西、北部靠近城门和大道处。 墓葬区位于城内西

北部和西南部②。
楚都纪南城呈长方形，面积约 １６００ 万平方米。

城西部、北部和东部有山脉环绕，西部临沮漳河，东
墙外邻湖泊，四面皆有城墙，外设护城壕。 城内共探

明相互交汇的古河道 ４ 条，宫城位于城内东南部中

心，手工业区位于城内东部，居住区位于城内西、北
部，墓葬多分布于城周数十公里的范围内③。

第二阶段，战国中晚期。 这一时期城址布局出

现了宫城与郭城分开的现象，有的是两城东西并置，
如韩国故城、燕下都、中山灵寿城；有的是两城分离，
如田齐临淄、赵都邯郸。

韩国故城建于公元前 ３７５ 年，为西宫东郭制。
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内面积约 １６００ 万平方米，
东西侧被黄水河与双洎河环绕，城外有壕沟。 中部

的南北向隔墙将城址分为东、西两部分。 宫城位于

郭城外西部，宫殿区基址多分布于宫城中部和北部，
为高台建筑。 手工业区、居住区和仓窖多分布在东

城内。 高级贵族墓区多分布于城外④。
燕下都建于公元前 ３６１ 年，为西宫东郭制。 城

址略呈不规则长方形，总面积约为 ３２００ 万平方米。
中部有一条南北向的古河道（俗称“运粮河”），其东

侧有与河道平行的城垣，二者将燕下都分成东、西两

城。 东城为都城的主体，西城为防御性的附郭城，两
城四面有围墙，外环绕河道或城壕。 宫城位于郭城

外东部，宫殿区位于宫城内东北部，主体宫殿建筑位

于宫殿区最南端，为高台建筑。 手工业区多分布于

东城，居民区分布于东城南部、东南部以及西城的东

南部。 墓葬区分布于东城西北隅和西城中部⑤。
灵寿城约于公元前 ３８０ 年建成，为东宫西郭制。

城址平面形状不规整，依地势修筑曲折城墙，总面积

约 １８００ 万平方米。 北面靠山、南面临河，东、西两侧

均有自然河沟，地势呈现“山在邑中”的形式。 城址

分为东、西两部分，两城之间利用南北向夯土城墙隔

开。 宫城位于郭城外东部，宫殿区主要集中于宫城

东北及南部，宫殿为高台建筑。 手工业区位于东城

内，居住区主要位于西城王陵区内、西城南部和东城

手工业作坊区东南角［２］ 。
田齐临淄于公元前 ３７９ 年前后形成宫、城分离

的格局，为西宫东郭制，总面积约 ２０００ 万平方米。
城址东临淄河、西依系水。 城址现存大、小两城，小
城为宫城，位于大城外西南隅，宫殿区居于其中，宫
殿为高台建筑。 大城、小城均分布有手工业区，墓葬

遍布城外四周［３］ 。
赵都邯郸建于公元前 ３８６ 年，为西宫东郭制，面

积超过 １７００ 万平方米，由赵王城和“大北城”两部

分组成。 赵王城为宫城，由西、东、北三城构成，呈品

字形布局。 王城内主要的宫殿区位于西城中部偏

南，宫殿为高台建筑，其他两城也皆有宫殿区。 手工

业区与居住区大多分布在“大北城”内，城西北 １５
公里有赵王陵园，贵族墓地位于城西北，一般墓葬区

位于城西⑥。
２．希腊城邦典型城市

希腊从公元前 ８ 世纪起确立了一种特殊的国家

形态———“城邦制”。 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城
市居民为主体、国家为本质的政治共同体，每个城邦

在政治上都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在经济和

文化上相互往来，在军事上时有联盟时有对峙。 城

邦通常包含中心城市和围绕其周围的广大农村区

域，其中，中心城市是城邦发展的核心区域，具有绝

对的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它容纳着一定数

量从事非农业的聚居人口，同时是城邦生产生活和

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 这一时期兴建起许多典型城

市，其形制、布局和发展内涵或相同或不同，与东周

时期的都城有着一定的对比意义。
希腊城邦时期的城市格局可分为两种形制：

“卫城—市集（ａｇｏｒａ）”中心制和“市集”中心制。 以

公元前 ４８０ 年前后为界，典型城市的发展可分为古

风和古典两个历史阶段，两种形制的城市均有发展

或有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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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古风时期（公元前 ７５０ 年—公元前

４８０ 年）。 这一阶段覆盖城邦建立和发展的前期阶

段，“卫城—市集”中心制城市的典型特征是初步形

成以卫城为宗教中心、以市集为政治和商业中心的

城市格局。 此类城市多位于希腊本土及爱琴海周

边、西西里地区，城市地貌特征多为背山面海，且城

址内多有较高山峰，城市均具有一定高差。 典型城

市包含雅典、阿克拉加斯、萨索斯、科林斯、德雷罗

斯、希梅拉、底比斯等。
古风时期的雅典城址坐落于一个群山环绕的盆

地，南侧为海岸线。 公元前 ８ 世纪，宗教和政治中心

位于城市中部的卫城（ ａｃｒｏｐｏｌｉｓ），在它南部的山脚

下形成最早期的居民点。 公元前 ７ 世纪之前，卫城

有城墙，其中央建造过大型建筑，公园前 ６ 世纪修建

了下城城墙。 古风早期的市集处于卫城东北部，后
逐渐转移至城市西北部的阿罗帕戈斯山的北侧山脚

下，形成最初的城市政治和经济中心，卫城也逐渐向

单纯的宗教中心转变。 主要商业和手工业区位于市

集周边和凯拉米科斯，居住区散布于城中。 城市有

两个港口⑦。
阿克拉加斯建于公元前 ５８２ 年—公元前 ５８０

年，北、东、南三面被山脊环绕，城市下方有两河汇

聚。 城址坐落在平行于大海的“东南—西北”走向

山脉之间凹陷的低坡高原上，一条天然山脊结合城

墙形成城市的防御工事，城墙内面积为 ６２５ 万平方

米。 卫城位于城址北端的制高点雅典娜山，是城市

的宗教中心。 南部下城分为“上市集”和“下市集”，
分布着重要的神庙和公共建筑。 住宅区围绕卫城及

市集分布，墓地位于城市卫城及市集以外的区域。
城市有海港⑧。

萨索斯位于萨索斯岛（希腊最北端的主要岛

屿）的东北角，公元前 ５２０ 年—公元前 ５００ 年建立起

防御性围墙，将城市空间整个纳入其中。 城址南高

北低，北部临海，利用自然地形形成梯形台地，分为

两个主要的区域，即上城和下城。 上城围绕卫城组

建，决定了聚落的格局和主要街道的方向。 下城围

绕市集发展，市集位于城市西北部台地，分布有重要

圣所和公共建筑。 两个居住区分别靠近市集中的两

座神庙发展。 城市有两个港口⑨。
科林斯位于希腊中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的

科林西亚，科林斯地峡的入海口附近，公元前 ５ 世纪

前后建立城墙，城市面积 ６００—７００ 万平方米。 城址

分为上、下两城，上城阿克罗科林斯是城市的卫城，
为一座天然堡垒，也是城市最早的防御工事。 下城

围绕市集发展，公元前 ７ 世纪，建造有神庙建筑和公

共建筑。 公元前 ５ 世纪前后，下城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 城市有两个港口［４］ 。
“市集”中心制的城市有一部分于这一时期建

城，表现为早期的初具网格布局，虽有人为规划因

素，但形态上并不十分严整。 此类城市多出现于希

腊本土和西部殖民地，后续建设多在原有格局上发

展，如叙拉古和阿尔戈斯。 且城址内多有较高山峰，
具有一定高差。

叙拉古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东南角，于公元

前 ７３４ 或公元前 ７３３ 年建立城市。 城址紧邻爱奥尼

亚海的锡拉丘兹湾，建在一急剧上升的高地上，海拔

约为 ２０００ 米。 一条南北大道是城市的主动脉，连接

主要圣地，城市规划具备早期起源式的正交布局形

式，为早期城市规划的范例。 城市无卫城，重要的宗

教建筑位于奥提吉亚岛（一条狭窄的地峡将城市与

其相连），城市还有几处重要的城外圣地。 最早期

的公墓位于城市东部，之后环绕城市建设［５］ 。
第二阶段，古典时期（公元前 ４７９ 年左右—公

元前 ３２３ 年）。 这一阶段覆盖城邦发展的鼎盛时

期，两种城制的城市均有较大发展。
“卫城—市集”中心制的城市大多在这一时期

进行重建、改建或扩建，为建城的高峰期。 城市格局

进一步发展，各种类型的建筑不断增多，城市空间也

日益复杂和多元。 这类城市大多位于希腊本土，完
好保留了固有的传统规划方式，仅在城市的局部设

计中对不规则市集及卫城区域进行改造和发展，其
中最典型的是雅典公共市集区域的改建和卫城的重

建，另外科林斯、底比斯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古典时期的雅典，在原址上重建城市，公元前 ４

世纪城市外围多出一道环形围墙和护城河，将整个

下城区域围合起来，面积扩大到 ３０５ 万平方米。 重

建后的卫城进入全盛时期，由几座重要的神圣建筑

构成，分别是山门、帕特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广
场上的雅典娜青铜雕像及阿耳忒弥斯圣区。 重建后

的市集开发了北部、西部和南部区域，增加了新的公

共建筑形式（柱廊）。 城市的主干道为连接主要城

门、市集和卫城的帕纳辛奈科斯大道。 主要商业和

手工业区位于市集周边和凯拉米科斯，居住区散布

于城中。 比雷埃弗斯港发展为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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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市集”中心制城市在这一时期得到进

一步发展，如叙拉古和阿尔戈斯。 公元前 ５ 世纪之

后出现的“市集”中心制的城市，开始出现严谨有组

织的城市规划，采用“正交网格”布局，限定出整齐

的路网和街道系统，使希腊城市几乎所有的古老元

素适应这一刚性框架，并在此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

现对建筑各种可能性的探索，这类城址多集中于小

亚细亚、土耳其和马其顿地区，在希腊本土也有出

现，米利都、雷埃弗斯、普里恩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城

市。
阿尔戈斯于公元前 ５ 世纪进入建城高峰期，这

一时期的遗址位于两座高低不一的山丘之上，南部

的拉里萨 （ Ｌａｒｉｓａ） 悬崖高 ２９０ 米，北部的德拉斯

（Ｄｅｉｒａｓ）山丘高约 ９０ 米，两座山丘均被防御性城墙

环绕。 城市沿着拉里萨（Ｌａｒｉｓａ）山南侧逐渐扩大，
市集位于古老剧院下方的低洼区域，包含主要圣所

和公共建筑。 居住区以城市主要大道为轴线进行组

织⑩。
米利都位于小亚细亚的米里西亚半岛最北端，

城市在古风时期围绕卫城发展，后遭废弃，于公元前

４７９ 年重建新城，定居的重点区域转移到海港附近。
新城进行了正交网格规划，将整个城区划分为 ４００
个街区，东北向和西南向各有一条主街。 以南、北两

个市集为城市中心的公共空间，呈曲尺带状分布，将
整个城市的居住空间分割为三个独立的片区。 城市

有不少于 ４ 个的港口。
比雷埃弗斯位于阿提卡半岛中部平原的西南、

西北部，公元前 ５ 世纪中叶由希波达姆斯重新设计

整体规划，形成网格格局，发展为港口城市。 新城具

有方格网式布局，平面结构和功能空间的划分完全

依照城市的功能需求确定，将公共空间、私人空间和

中心市集广场安置在经过规划的特定区域内，各个

区域板块间彼此相通，在各区布局相应的建筑群，并
以界石划定边界。 城市有 ３ 个天然港口。

二、东周都城和希腊典型城市的
规划布局

　 　 东周都城和希腊典型城市在各自的建城史上，
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各自文明

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处在相同的历史发展阶

段，具备许多人类认知的相同相似之处。 又由于地

域不同，经济、政治、文化、宗教背景和民族发展历程

的差异，导致城市布局差别大于共性。 由于篇幅所

限，下面从城市发展建设要素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

的几个方面略作探讨。
１．选址与城市形态

城市的选址对其规划布局及长远发展具有决定

性的影响力，东周和古希腊城市的选址，既有共性特

征，也有个性化差异。
首先，看东周时期的城市。 东周都城的位置选

择具备“依山傍水”和“位居要地”的特点。 东周都

城的建城位置大都选择临河台地，或依岸而建，或距

河流不远，这种临水筑城的方式不仅能有效解决城

市供水，还能提供便利交通，同时河流亦可作为天然

屏障起到防御作用［６］ 。 有些都城还会利用二水交

汇处的台地建城，至少一侧有山峦盘踞，形成披山带

河的格局。 《管子·乘马》中对这样选址建城的优

势总结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

上；高 毋 近 旱， 而 水 用 足； 下 毋 近 水， 而 沟 防

省。” ［７］８３先秦时期，先民们认为河流水系与国家

（国都）的政治命运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国家和城市

所依靠的河流一旦枯竭就有亡国的危险。 《史记·
周本纪》就言：“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今

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 夫国必依

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 ［８］ 这也解释了东周

城市、尤其是王朝和大国都城的选址都特别注重与

水系关系的原因，以至有的城市为了适应临水台地

的地形而选择“城郭不必中规矩” ［７］８３，郑韩故城、
中山国灵寿城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依地势而建的

不规则都城。 自春秋中叶以来，由于封建经济因素

的滋长，兼并战争的发展，更加重视利用天然河流航

运之利以发展城市经济，同时又凭借河流天险加固

城防［９］ ，因此依水筑城的都城位置经营模式就显得

尤为重要。
同时，东周建城讲究“因天材，就地利”，善于利

用交通冲要和险要地势的优越地理条件［１０］ ，或依

托较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城市选址，都城还要讲究

“择中而立” “位居要地”这一位置布局特点。 如王

城洛阳既是东周王畿地区的中心，占据“河山拱戴，
形胜甲于天下”之势，又符合择中建都的定都理念，
是控制区域的中心位置，乃“天下之中”。 再如郑韩

故城地理位置处于其统治区的要地，“周道”联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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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往来。 晋都新田位于西南地区的十字路口，是
十分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

另外，东周主要都城的整体平面多呈不甚规则

的矩形，地势起伏相对较小。 究其原因，或许东周时

期城市的建设主旨起初应是追求方正规矩的矩

形，但上文提到“因天材，就地利”也是此时经营

城市的一个重要思想，因此在追求矩形的同时又照

顾到自然地形的变化，局部顺应地形而建，整体上就

形成了近矩形或不规则矩形的形态。 城内地势往往

略有起伏，但通常没有非常剧烈的变化，整体相对较

缓，能够为城市具体建设提供较好的基地条件。
其次，看希腊城市。 从目前材料来看，希腊城邦

时代中心城市的建城位置大多选择在背山面海的缓

坡平原和高地平台上，抑或临河的内陆平原或高原

地区，它们特点不一，有些沿海而建，有些位于内陆

平原属农耕体系，但以沿海岸城市居多。 希腊境内

少大江大河、降雨稀少，择城位置大多是富含丰富的

地下泉水或山泉的地点。 这种位置选择，虽然在地

理形态上与东周不同，但二者利用自然地势和水资

源的思路却是相近的。
大多数希腊城址需有至少一座较高的山峰，作

为其早期面向陆地的防御堡垒，有些逐渐发展成为

卫城，如雅典。 有些则逐渐形成一侧或多侧的天然

防御屏障，如科林斯、萨索斯等城。 这种靠山临水筑

城的方式，不仅可以为城市提供天然的防御工事，还
便于城市开展海上通商及贸易活动，对海上军事力

量的增强也起到积极作用。 少数位于内陆的城市主

要依靠农业生产维系经济发展，多选取土地相对肥

沃的平原地区，周围环绕大山作为城防工事，城市附

近大多有河流作为防御屏障，这与东周城市建城理

念接近。
城邦时期的城市由于选址和地势差异，呈现出

多样的形态，并无统一制式。 各个城市的整体平面

多为不规则形，偶尔出现较为规则的形状，如希梅拉

和普里恩均为近缺角矩形，萨索斯近梯形，但这些城

市形状并不是预先规划的。 希腊城市的建城理念多

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城址均依地势而建，城墙的建造

沿地形起伏和战略需要划定，即便是在正交网格规

划布局的城市中，城墙的划定也是自由多变的，某些

城市中还会出现相当大的高差，且部分城市起伏较

大，如叙拉古位于急剧上升的高地，普利恩南北高差

达 ３８０ 米，这与大多数城址背山面海的选址原则不

无关系，这种剧烈的地势变化也会影响城市形状的

形成。
２．城市的防御功能

东周时期的都城往往具有较强的防御功能，大
多数城市建有必要的防御设施，以大规模环形城墙

为主，辅以外围防线。 有些还结合自然屏障或城市

周边的军事堡垒、军事重镇等设立预警系统，构成理

想的防御体系。 建造城墙的基本原因，都是以防御

为出发点，城墙基本都包含以下要素：城门、塔楼或

角楼、垛口等，有些城市的城墙还辅以护城河或护城

壕。 建造技术的发展方面，工艺水平、战略技巧都随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增强，逐渐出现复杂的结构和

设施，且使用坚固的建筑材料。 有学者指出，东周城

市的防御特点表现为防御设施规模大，构建相对稳

固，军事防御能力提高，防御设施种类多样化、复杂

化且建造技术有了较大突破等［１１］ 。
古希腊与东周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地形地

貌不尽相同，但其注重城市军事防御的建城理念与

东周都城十分相像。 在城邦繁盛时期之前，城市中

的主要防御堡垒是卫城，至多向外延伸出中等规模

的外垒。 到了古典时期，城市的防御工事被环形城

墙所取代，城墙多包含大型城垣及其附属的城门、瓮
城、塔楼、城垛等，有些城市城墙还带有护城河或城

壕。 规划建造时往往利用最有利的地形和坚固的材

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摒弃之前带有卫城的城区而

选择新的区域建城。 某些城市会利用有利地形条件

形成的天然卫城堡垒，作为城市环形城墙的一部分，
如普里恩。 还有一些城市由于某个方位地形险峻，
成为天然屏障，便可不修建城墙，如阿克拉加斯。

３．功能区的分布

在城市规划中，东周主要都城显现出以宫殿和

宗庙区为核心的城市模式，而希腊城邦中心城市则

凸显出以神庙和公共建筑为主体的城市形态。
东周主要都城的功能区有宫殿区、祭祀区、墓葬

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仓窖区等，有的城市还发

现有“市”。 这些功能区事关整个城市政治文化发

展与生产生活，通过把各个功能区的用地合理组织、
统筹安排，实现城市的有效运转。 其中，宫殿和宗庙

区多为城市的政治核心，形式上表现为居于中心或

一隅，多数区域至战国时期都有围墙，并逐渐独立于

郭城之外，成为都城的统治中心。 其他功能区围绕

宫城布局，或位于郭城中的相应位置。 例如东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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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宫殿区位于城市西南部，墓葬区有城内墓葬区

和城外墓葬区之分，城内外均有王陵区以及中小型

墓葬。 仓窖区位于宫殿区的东部，手工业作坊区主

要分布于王城北部一带［１２］ 。
再如郑韩故城，郑国的宫殿区在西城中北部，宗

庙与社稷在东城内。 韩国的宫室和宗庙均设置在西

城内。 郑国贵族墓葬区置于城内，韩国王陵级墓均

设在郊外，城内外都有一些家族墓地［１３］ 。 郑韩故

城从整体上看西城是政治活动区，东城是经济活动

区。 郑国和韩国的仓窖区在东城西南部一带，手工

业作坊区在东城内，只有个别作坊位于西城或城外。
临淄故城的小城应是田齐宫殿区之所在，姜齐

王陵在大城内东北部，田齐王陵在城外东南，大城南

部也有贵族墓葬区，而大城临近城墙处分布有战国

时期的国人墓葬。 临淄故城的小城内有中央官府的

手工业作坊区，冶铁在东、西部，铸铜和铸币在南部。
大城内广泛分布居民区，中部、西北部、东南部和东

北部都有手工业作坊，城内中部有“市” ［３］５３９－５４４。
以上所论表明，东周主要都城的宫殿区和墓葬

区等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区域。 宫殿区采取“王宫

居中” ［１４］ “择国之中而立宫” ［１５］的制度，都城整体

上遵循着“宫室居中”的布局原则，但其位置并非一

定要拘泥于城市中心点，还会考虑具体位置、是否适

合统治者居住、是否便于都城管理等因素做适当调

整。 因此宫殿区的具体位置并没有形成统一定式，
但综合来看，宫殿区多位于城内地势较高之处，宫殿

往往为高台建筑［１６］ 。 祭祀区的设置往往和宫殿区

的宗庙关系密切。 墓葬区在城内城外均有，但王陵

区主要在城外较远处择地势而建，与平民墓葬的墓

区相分离。 城市中的仓窖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

等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区域，仓窖区既有如东周王

城设置在宫殿区内，也有远离宫殿区的。 居民区则

分散于城内宫殿区以外的地方，有些则与手工业作

坊区相结合。 手工业作坊区多位于城内，有时与平

民居住区和墓葬区杂处。
希腊城邦时代典型城市的功能区主要包含宗教

祭祀区、行政活动区、商业活动区、文化活动区、手工

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港口区等，通过对这些区

域的有效组织，将整个城市的政治、宗教生活和经济

生产统筹联系在一起。 大部分的城市中，这些区域

在各个城市中的位置和分布有共性也有差异。 例如

雅典主要宗教祭祀区位于卫城，一部分神庙位于市

集周边和城外郊区。 墓葬区一部分位于城墙外的外

凯拉米科斯区，另一部分位于法勒伦港口。 行政区

位于整个城市的西北部，处于市集广场及周边。 城

市中最宽的道路为彭特利克大道，宽度达七米多，连
接行政活动区和卫城。 商业活动一部分位于市集中

部，另一部分则集中在城墙内的凯拉米科斯区。 文

化活动区分散于城市边缘，居民区并无固定位置，住
宅区见缝插针安排在公共建筑的空隙之中，住宅中

设置有家庭手工业作坊、窖藏区和临街商铺。 两个

港口区位于城市的西南方海岸。
叙拉古古风时期主要的宗教祭祀区位于奥蒂吉

亚岛、城郊的阿纳波斯河以西区域以及埃皮波莱高

原的东北郊区。 最早的墓葬区位于城市东部和北

部，之后的墓葬区环绕城市延伸至泰切圣地，古典时

期又向外围延伸。 古典时期行政和商业活动区集中

于奥蒂吉亚岛。 文化活动区位于阿赫拉迪纳的郊区

特米内茨以及那不勒斯的郊区。 古典时期的居住区

环绕城市建造，覆盖了古风时期的大片墓地。 两个

港口区分别位于城市东边和西边。
米利都新城中主要的宗教祭祀区位于南市集的

西侧，另有一部分在巡游大道的北端，迪迪玛的阿波

罗神庙位于城郊。 行政区和主要的商业活动区位于

新城中部的带状区域，分布于南北两市集中。 文化

活动区位于南市集以西的狮子港北岸。 其他区域几

乎都为居住区，被中心的公共空间分成了东北、中部

和西南三块，以统一的方格网状布局。 有 ４ 个港口，
围绕半岛分布。

以上所论表明，希腊城邦时代的典型城市中，卫
城或市集附近的圣所是核心的宗教空间，设置有最

主要的神庙和祭坛，另有一些宗教建筑会位于城市

中不同区域、城墙外部或城市近郊。 其他重要的政

治和商业活动以市集为中心展开，形成了新宗教中

心与新市民中心的结合。 文化活动空间往往会置于

距离行政和祭祀区较远的位置，并且在城市中的分

布并无统一制式。 居民区多见缝插针安置在城市空

隙中，无标准形制，在后期正交网格布局的城市中，
对住宅区进行了系统规划，呈现规整的形制，但它们

的共同点是建制简陋，多与手工业作坊和商铺结合。
大多数的墓葬都设于城墙外部及海岸附近。 许多城

市都有港口。
综上，在功能区的规划布局上，东周都城注重体

现王权的中心地位，大多数功能区围绕宫城展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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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功能区的分布讲究城市生活的便捷实用，将仓窖

区、祭祀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和用于商品交易

的市设置于指定区域。 而希腊城市中各种功能区的

分布，除体现出宗教祭祀的广泛影响以外，各个空间

布局相对自由，并无太多约束。

三、东周和希腊城市的比较分析

东周时期的中国与城邦时期的希腊分别在各自

的地域内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并奠定了后世东

西方文明形态的基石。 这两大文明在地域上相隔遥

远，基于各自的文明路径相对独立发展，两者之间的

内核与外在形态既呈现出某些相似之处，又显示出

诸多不同的特点。 在城市建设上，东周是中国古代

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关键阶段，它在继承

商周（西周）社会的基础上，迎来了社会大变革的时

代，建城充分体现出这种变革性和创新性；而希腊的

城市建设同样奠定了西方后世城市形态的基础。
第一，建城主导思想和理念方面。 平王东迁以

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周
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逐步下降。 尽管如此，在宗法

制与分封制的双重作用下，东周前期王权的作用和

影响力还能够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王城的建设，
“天下之中”理念的实施，宫殿区、宗庙区、墓葬区的

定位等，都能显现出周天子王权的延续。 “礼制”是
周人治国的重要精神，方方面面都要守“礼”，在城

市建设方面也有所规定，《考工记》所记载的建城理

念可以作为理解西周、春秋时期城市规划思想的重

要文献。 虽然在东周的城市中未发现完全符合《考
工记》所描述的都城规制的城市案例，但其对城市

等级、规模及模数的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国之前

城市建设中礼制的重要性，体现出城市规模与该城

统治者的身份等级象征的关系。 随着诸侯兴起，大
国争霸局面形成，在“诸侯力政”下，主要诸侯国都

城已开始越过此规制，并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而违

规扩张，文献中对扩大规模违制建城现象的记载也

屡见不鲜。 然而，尽管礼制观念开始更新，各国在都

城营建中亦体现出王城的建都思想。
古希腊城邦文明形成和发展阶段，其宗教活动

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表达方面都有明显痕迹。 前序的

黑暗时代，希腊全境由若干小国组成，其权力的代表

是作为统治者的君王，最重要的建筑形式为国王的

宫殿和一些必要的堡垒。 随着共和制城邦的建立和

发展，君权逐渐为神权所取代，最重要的建筑形式转

变为城邦守护神的神庙。 这一时期的神庙继承了古

代宫殿的某些特征，同时具有满足宗教活动的必要

特点，如外圈的柱廊围合出的过渡空间用以形成一

定的活动场地，同时在视觉和空间上形成室内外的

过渡区域，神圣建筑群的布局也体现出宗教仪式相

关的活动轨迹及内涵。 不仅如此，城市出现新的政

治活动中心，即市集，重要的公共政治建筑几乎都建

于此，向所有城市居民开放。
所以，在东周都城建设中，贯穿着“礼”和“礼

制”精神，非常重视“天下之中”的理念，目的是突出

王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随着以宗法制和分封

制为核心的统治体系的逐渐衰落以及各个诸侯国的

兴起，“礼崩乐坏”现象愈加频繁，宫城逐渐脱离开

郭城单独存在，城市建筑布局逐步由以宗庙为中心

转为以朝堂和宗庙并重方面发展。 希腊的典型城市

建设上，随着城邦制的发展，神权的影响力逐步扩

大，各个城邦都有相应的守护神及其庙宇盛行，它们

不仅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公共活动的中

心。 在信仰神灵的同时，古希腊人同时承认人的伟

大和崇高，将人的智慧和力量投射于现实世界的生

活之中，不但造就了人神同形同性的宗教特点，也在

城市建设中体现出以市集为核心的公共政治活动的

盛行，城邦制度与积极向上的个人主义相互依存、互
为条件，这对于维护城邦奴隶主贵族体制政治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军事方面，东周时期诸侯并起、列国相

争、战乱频仍、兼并不断，随时有灭国之忧。 各国均

十分重视都城建设中军事防御功能的强化，不惜动

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筑牢固的防御工事和各种设施。
列国为寻求自保，都必须建造坚固的城池，设立较好

的城市防御体系，从而达到维护城市安全的目的。
且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筑城技术也在不断发展，
尤其是大版筑等筑城技术以及城垣防御方法与技能

的推广，列国纷纷掌握了建造大规模的城垣、城壕等

各类防御设施的技术，加之人口的不断增多，用来投

入防御建设的人力资源也更加丰富，因此城市防御

体系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 遂成为这一时期都城建

设的一个特色并延及后世。
希腊的城市规划布局中，卫城是早期重要的防

御性堡垒，到了城邦高度发达的时期，它的作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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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转变成城墙上具有防御功能的一部分或仅作为城

市内部的堡垒存在。 因此，在城市的防御工事演变

过程中，卫城的主要功能逐渐演化为对宗教作为主

体的城市居民生活与艺术表达的物化载体，而真正

的城市防御体系则被环形城墙取代。 在许多城邦时

代的城市基址中，城墙都是保存得相对完好的遗存，
建造城墙所用的砖石都经过了精心加工和组装。 亚

里士多德在论及城邦的防御体系时曾说卫城适用于

寡头政治和君主政治，意指卫城的防御功能对于国

王、寡头和僭主而言，已经能够满足对内防止暴乱、
对外抵御外侵的作用。

东周与希腊相比，城市的防御和保护功能是相

同的，对城市的稳固、持续和久远以及在安定政权、
保障民心向背乃至在列国争斗或抵御外敌中立于不

败之地等方面的作用也很一致。
第三，经济及城市功能方面，东周以后随着铁器

的普遍使用与推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封建生产关

系逐渐确立，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到战国中期，
形成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之势。 在此前提下，用于

都城建设的物品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各国都城规

模宏大，城内纷纷设“市”，商品交易活跃，其经济功

能益发凸显出来。 在经济和技术的推动下，城市功

能更加完善，成为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

人口大量增加，带动了都城的繁荣与稳定。
城邦时期的殖民运动对希腊的经济产生了极为

深远的影响，加强和拓展了奴隶制生产方式，促使手

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促进了商品贸易范围和

品类的扩大。 在主要城邦的中心城市中，市集及其

周边都建立有丰富的手工业活动区和商业活动区，
商品交易频繁。 一大批特色优势产业逐渐形成，如
建筑业、矿产采集业及制陶业等，其中，建筑业的发

达主要体现在市政建筑的兴建。 同时，商业也促进

了海上运输条件的改善，古希腊人利用对海上航线

的控制，建立了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奴隶制商品经济

结构，也确立了海上贸易的霸权地位［１７］ ，表现为在

港口建立大型船篷、开通运河、建立海岸设施等，这
也是许多希腊城市择良港而建的重要原因。 城际之

间的“互市”贸易频繁，当时的雅典、米利都、科林斯

等城，都是互市贸易最重要的中心城市，这种贸易的

往来一方面繁荣了经济，另一方面也有效促进了文

化的交流，表现在城市发展和建筑形式上，呈现出建

筑艺术和技术的有效传播与融合。

就东周都城与希腊城邦典型城市在此方面的比

较而言，城市的经济作用都更加突出，各种功能更加

齐全，聚集效应更加明显。
第四，东周时期的都城，既有对此前历史的延

续，不少都城是在西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有因时

因势，在此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应运而生，和以往都城

已经有所不同，其规划布局均体现出都城发展的创

新性。 另外，东周时期的都城建设，为秦统一中国后

的历代王朝都城建设提供了样板和借鉴，不少王朝

的都城建设，都参考了东周时期的建都思想、理念、
规划、布局、模式等。

古代希腊文明是一种融合的文明，多民族的混

合造就了多样化的文化风格和技术体系，体现在城

市建设和建筑艺术方面，呈现出多种文化风格、多种

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的特征。 这些特征对此后希腊城

市发展和文明进程同样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因此，东周时期与希腊城邦时期的都城规划布

局模式在各自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上均有重要地位，
意义重大，影响至深且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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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孔子诗论”文本性质与“今文”解诗传统

张 瀚 墨

　 　 摘　 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孔子诗论”一篇是大家认识这批竹书的开始，也是这批竹书中学者讨论最多

的一篇，为研究先秦解诗传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但这篇文献并不完整，也不像之前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

篇结构和逻辑都很严密的论文，而是论诗材料的汇编。 这批材料不同于《毛诗》序，缺失类似于《毛诗》序中关于诗

歌分类以及解诗历史框架之类的信息，反映的是一种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今文”解诗模式：“孔子诗论”之于《毛诗

故训传》和《毛诗》序，类似于《春秋公羊传》或《春秋穀梁传》与《春秋左氏传》的关系，是通过单个字词构成的语义

链条，来探求诗背后所隐藏的圣人思想和微言大义。
关键词：“孔子诗论”；微言大义；文本性质；毛诗序；解诗传统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４５－１０

　 　 “孔子诗论”是上海博物馆藏那批被称作“战国

楚竹书”（为行文方便，本文简称之为“上博简”）的
文献里的一篇，发表在 ２００１ 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

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 标题是整理者根据这组简

的内容而定，并非原简自带。 由于这批竹简的发现

时间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墓的盗掘和发掘日期

不远，所以有人推测它们或许是盗墓贼之前从郭店

一号楚墓中盗出之物①。 但整理者也清醒地意识

到，上博简与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竹简的这种联系还

没有确实的证据支持，只能算是推测，而我们对于上

博简的研究也不宜建立在这种猜想的基础之

上［１］前言２。 最稳妥的处理方法，是实事求是地将这

些竹书视为来源不明之物，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地界

定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这也应该视为研究所有失去

了考古背景的早期书写的一条基本原则。
正因如此，我们对简文内容要保持谨慎态度，对

研究所得结论，要清醒地意识到其局限性。 也就是

说，如果证实这批竹简属于当代赝品，就必须重新审

视我们研究所得的有效性。 这是基于第一条原则对

非出土发掘早期书写研究的第二条原则。 本文对上

博简“孔子诗论”的讨论，理所当然接受这两条原则

的支配。
学界对“孔子诗论”的研究和探讨曾经很热，成

果也很多。 “孔子诗论”一经发表，短时间内生产出

数以百计的文章以及若干硕士、博士论文和研究专

著②。 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对“孔子诗论”本身的

研究和从《诗经》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框架

下对“孔子诗论”的考察。 本文探讨的重心是从“孔
子诗论”的内容特点出发，从其解诗传统的角度进

一步探讨这一批简文内容的性质。 本文的一个基本

假设是，如果“孔子诗论”果真属于战国文本，那么

它的内容就不会脱离当时的书写传统，而是与战国

文本———尤其是与解诗传统有关的文本———存在某

些联系，而这些联系在由出土和传世文献共同构成

的语境下是可以识别的。 本文就是从这一假设出发

对“孔子诗论”所代表的解诗方法进行考察，并从这

一角度来理解“孔子诗论”的文本性质。 当然，我希

望这一探讨除了帮助我们解读和认识这篇竹书，也
为我们有效地研究其他类似早期文献，从研究思路

和方法方面提供一些借鉴。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２１
　 　 作者简介：张瀚墨，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成员（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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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诗论”文本组织与作者问题

现存“孔子诗论”不完整、有残断，这是不争的

事实，但根据现有存简内容，不少学者得出“孔子诗

论”为一篇组织严密的论文的结论。 比如，竹简的

整理者就认为，“孔子诗论” “为我们认识先秦时期

《诗》的编次、诗的本意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史

料”，认为“孔子对诗与志、乐与情、文与言的关系论

述，对诗篇的简短、深入、一论、再论、三论乃至多论

的递进解说，使我们看到了今本的《大序》、《小序》
之宗，同时，也使我们明白了后世传《诗》中的发挥、
增益与变动”，因为“孔子诗论”让我们看到，《诗》三
百之篇名并非孔子所授诗之原貌［２］ 。 因此，“孔子

诗论”整理者的排序遵循诗序论述、颂诗篇名论述、
大雅篇名论述、小雅篇名论述、邦风篇名论述、综合

论述等六个部分依次展开③。
但是，廖明春从竹简形制的角度出发，主张在竹

简编联的问题上，应该遵循内容服从形制的原则：
“孔子诗论”第二到第七简两端留白，显然与其他各

简有异，因此即使留白简与他简内容上有关联，也不

应该将二者合为一篇文章［３］ 。 曹建国从先秦文学

理论发展的角度出发，也认为“孔子诗论”的内容和

语体还不足以显示这是一部主旨统一、逻辑严密的

论著，而极有可能是关于诗篇的散论，因此建议在编

联的时候将“诗论”内容分章处理［４］８５。 陈斯鹏虽

然受李学勤的启发对“诗论”内容作了分章处理，却
明确表示“诗论”所包含内容并没有紧凑严密的组

织结构［５］ 。
如何理解早期文本的组织结构，怎样判断一部

早期作品是不是组织紧凑逻辑严密，仍然是一个迄

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这涉及对早期文献形成和形制

整体情况的考察和对早期文献历史的研究，不能完

全以今天我们评判文章组织和逻辑是否严密的标准

来做简单的衡量。 举例来说，“孔子诗论”“子羔”和
“鲁邦大旱”这三篇竹书最早的整理者李零先生，就
是从竹简形制、书写特点以及古书体例等方面出发，
得出如今分开发表的这三篇内容并无直接关系的文

本原本属于一篇、篇题统称为“子羔” 的结论［６］ 。
三篇内容独立的东西被连续抄录成一篇，而且使用

同一个题目，这就是与今天的实践明显不同的早期

书写的实际情况。 余嘉锡对古书体例进行考察，得

出了类似的结论［７］ 。 这就提醒我们，一部传世的早

期文献，即使是同一个章节之内，其内容甚至体例都

可能是驳杂的。 因此，我们在评判一部早期作品的

组织逻辑是否严整时，首先需要有理解古书形制的

历史同情心，历史地看待组织逻辑严密等概念，或许

只有这样才能把问题的讨论落到实处，才有可能在

一定的框架下达成某些共识。 在这样的共识达成之

前，我们恐怕还不能将“孔子诗论”称作是一篇组织

严密的文章。
对“孔子诗论”具有严密组织这一结论持保留

意见，是理解“孔子诗论”文本性质的前提。 前面提

过，根据竹简形制、编联和简文书风，“孔子诗论”与
“子羔”和“鲁邦大旱”属于同一篇文本的不同单位，
篇名位于整理者给出的“子羔”简编号第五简的简

背，即“子羔”。 从竹书形制来看，“子羔”和“鲁邦大

旱”尾简都有重墨丁标志，而且墨丁之后留白，以与

之后的文本单位进行区分。 “孔子诗论”所包括的

二十九支简中，我们没有发现类似的将“诗论”文本

与其他文本区分的标注。 “孔子诗论”编号第一简

所见的重墨丁，还不能被看作是分隔“孔子诗论”和
其他文本分隔的符号：像第一简上那样的重墨丁，在
“孔子诗论”第五和第十八简上都能看到，而第一简

“孔子诗论”内容之前残存的那部分内容，因简文太

短，还不足以显示它跟“子羔”存在着必然联系。 也

就是说，虽然抄撮编联于同一篇书内，“孔子诗论”
与其他文本单位在内容上并没有紧密的联系。

“孔子诗论”内部各简之间的联系也并不像之

前大家所认为的那么紧密。 除了第八和第九简根据

断痕形状确认二者可以拼接（属于同一简的拼接）
以外，多简之间较有把握直接编联的只有第十六和

第二十四两支简，其他各简的残存信息无法提供确

切直接编联的证据④。 简与简内容之间必要联系信

息缺乏的原因，除了材料本身的不完整，恐怕也要考

虑到“孔子诗论”文本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缺乏必要

联系的情况。 现存“孔子诗论”文本显示，该文本内

部由许多个松散的小文本块构成，类似于早期文献

中像《论语》和《淮南子》里的《说山》《说林》篇等一

类文本的汇编，还谈不上有多严密的组织和逻辑。
也就是说，与其说“孔子诗论”是由哪一位特殊的作

者———孔子或其后学———谋篇布局“作”出来的，不
如说它更有可能是论诗材料的汇编。

这些材料的来源恐怕也并不单纯。 尽管“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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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论”这批简书在其形制、编联和书风方面呈现出

很大的一致性，存在着由单个书手制作、抄写这批书

简的可能性，但留白简的存在提醒我们古书撰作、抄
录以及流传的复杂性。 目前关于留白简的讨论集中

在是否可以根据其内容与满写简进行编联这一点

上。 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留白部分原本有字，因
此尝试着根据已有简文内容进行补字；而持否定态

度的学者则主张留白简和满写简应区别对待，即使

两种简简文内容上存在着联系，也不应放在同一篇

内进行讨论。 其实，这两种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并

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都假设“孔子诗论”应该是一

篇组织严密、讲求逻辑的论文，而这样一篇论文在作

者、创作、抄写以及竹书形制等方面都应该保持严格

的一致性：文本内部没有矛盾，抄写笔迹前后统一，
竹书形制不能多种并存。

但这样的假设显然忽视了古书形成的实际情

况。 早期书写的作者和文本的形成与今天最大的区

别，就在于早期书写中作者信息的缺失以及对文本

内部一致性的忽略［８－１０］ 。 尤其像“孔子诗论”这样

的文本，涉及的是对诗篇的具体评价，未必是某个作

者为了特定的目的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完成的作品。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该文本一定逻辑严密形式统

一，即使这批竹简在长短、厚薄、编绳数量和位置以

及文字书写特征等方面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我们

也不能肯定文本内部的不同部分同时同地产生、彼
此之间紧密关联。 正相反，就像“孔子诗论”“子羔”
“鲁邦大旱”这样的文本可以同抄于一篇竹书，同一

文本内部也可以由多个来源不一、没有紧密关系的

文本块组成。 就留白简和满写简之间的关系而论，
二者可以是同一抄手不同时间使用不同形制竹简抄

录的结果，也可以是同一时间使用形制不同的材料

抄撮而成，而且抄录用简未必形制一定一致。 当然，
将这些材料编联在一起也并非随机行为，毕竟简文

内容都与诗论有关。 马承源先生在“孔子诗论”的

释读中所公布的讨论小雅的那支简就是一个例

子［１］１２９。 虽然由于与其他二十九支简在笔迹书风

和竹简形制方面的差异导致这支简被排除在整理出

来的“孔子诗论”之外，但因为“孔子诗论”并不是一

个结构和逻辑严密的文本，所以它的抄写和简书形

制方面也不一定非要保持严格的一致性。 另外，如
果我们考虑到现存“孔子诗论”简的不完整性，考虑

到或许只是由于保存的偶然性才导致这支简如今看

起来好像是一支孤简，那么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理由

将这支简排除在现有“孔子诗论”的文本之外。 事

实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得出的多种不同编联

方案，正好体现了这种不确定性［４］７５－７９。
这里还有必要简单提一下“孔子诗论”的作者

问题。 自“孔子诗论”公布以来，探讨其作者归属的

研究很多，比如认为此篇作者为孔子、孔子弟子或孔

子之再传弟子，而其弟子又分子夏或者子羔，等
等⑤。 其实“孔子诗论”的作者问题必须要与其文

本性质结合起来探讨。 早期的文本作者（ａｕｔｈｏｒ）与
文本的书写者（ｗｒｉｔｅｒ）或者创作者（ ｃｒｅａｔｏｒ）是有区

别的。 我们通过《汉书·艺文志》所看到的早期文

本的作者权（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实质上是文本的整理者所

作的作者归属（ ａｕｔｈｏｒｉ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因此我们所看

到的这些文本的作者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它们的创作

者，也不是其书写者，而是一些将关联程度不一的文

本块聚集在一起的提示词（ ｃｕｅ）；没有这样的提示

词，这些文本块就面临着散失的危险［１０］ 。 就“孔子

诗论”而言，它和现在命名为“子羔”和“鲁邦大旱”
的另外两个文本一样，提示词或者说篇名都是“子
羔”，但我们却不能说子羔就是这三个文本的创作

者。 同样，我们也不能说孔子、孔子的弟子或者其再

传弟子就是“诗论”的创作者，因为虽然有“孔子曰”
的字样出现在“诗论”当中，但与希罗多德的《历史》
相比，“孔子诗论”这一文本本身并不带有关于作者

的任何印迹［１１］ 。 “孔子诗论”这一文本更有可能是

关于讲《诗》的信息的汇编，其创作者和书写者我们

均不得而知；但如果我们接受早期文本的作者权是

一种人为的归属，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孔子诗论”
和“鲁邦大旱”“子羔”篇一样，其作者就是子羔。

二、“孔子诗论”对诗篇的分类

现存“孔子诗论”文本内容的呈现形式，告诉我

们其中对具体诗篇的评价似乎遵循一定的顺序，而
参照《毛诗》，有学者认为，“诗论”所论之诗很有可

能按照一个与《毛诗》分类具有可比性的分类原则

进行了大致分类⑥。 比如留白的第二到第五简简

文，明确提到了“讼”（即颂）、“大夏”（即大雅）、“邦
风”等范畴，并有相关描述和阐发。 但具体到每支

简上的论诗内容，情况则比较复杂，单位文本所讨论

的诗篇，好像并不受风、雅、颂范畴的局限，而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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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地对诗篇分组评论。 虽然现存竹书并不完整，
简与简之间的编联关系也不甚明晰，但即使根据单

支甚至残简的内容，我们也能大致看出：有的全部为

雅诗，比如第七简所列全属《毛诗》大雅诗篇，第八、
第九简所示尽为《毛诗》小雅诗篇，而第二十三简内

容则既包含小雅也包含大雅诗篇；有的简文全为颂

诗，比如第五和第六简上的内容；有的简文则全属国

风，比如第十到第十七简，第十九、第二十四、第二十

九简等简文；还有的则风、雅、颂诗篇混合出现，比如

第二十二、二十五和二十六简国风和大雅混合，第二

十五简国风和大小雅诗混合，第二十一简则混合了

风雅颂三类诗篇。 当然，第二十一简简文或许可以

以“孔子曰”为界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的“大车”
（属《毛诗》王风）和“湛露”（属《毛诗》小雅）与“孔
子曰”之后的内容不属于同一组所论诗篇。 但即使

这样，“孔子曰”之后的内容也包含了国风、大雅和

颂诗。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只包含国风诗篇

的简文中，我们还发现围绕周、召二南或者二南加邶

风诗篇集中展开的评论。 比如第十一到第十五简简

文所示评论都是针对周南、召南或者是周召二南里

的诗篇的，第十简和第十六简则既包括周召二南，也
包括邶风里的诗篇。 如果第十六简简文以“孔子

曰”为界分成前后两部分，则之前包含召南和邶风，
之后包含邶风和周南里的诗篇。

除了显示所论之诗或许有可能像我们今天看到

的《毛诗》一样大致按照国风、雅诗、颂诗进行过分

类，我们从“孔子诗论”中似乎看不出更多关于《诗》
早期的形成和流传情况，从“孔子诗论”所依据《诗》
文本的类序方面，也得不出有意义的结论。 事实上，
我们在研究中似乎也不应过于强调这种分类的意

义，因为，论诗的展开未必一定遵循《毛诗》的分类

和排列，而且论诗的角度也可以多种多样。
诗篇篇目的统计似乎也与《诗》的分类问题相

关。 现存《毛诗》的小雅、大雅以及颂的部分都以十

为单位对相应部分的诗篇进一步分组，也就是我们

看到的“××之什”，××通常是每十篇一组的起始诗

篇名，比如“鹿鸣之什”首篇为“鹿鸣”，“都人士之

什”首篇为“都人士”。 当然，传世《毛诗》里也有例

外。 比如小雅首组诗篇“鹿鸣之什”，其实只包括九

篇诗，而紧接着“鹿鸣之什”的“白华之什”则更跟其

他组诗不同：不但首篇不是“白华”，而且该组名义

上是十篇，实际上却只有五篇。 另外，大雅部分的

“荡之什”和颂诗周颂部分的“闵予小子之什”实际

上都包含了十一篇诗作。 究其原因，“荡之什”和

“闵予小子之什”包含十一篇，很可能是编者的权宜

之计：即将剩下的一篇附于本部分的最后一组，使得

该组的“××之什”变成了约数而非实数。 至于小雅

部分的“鹿鸣之什”和“白华之什”，尤其是后者，则
有可能与诗经传播过程中诗篇的散逸有关。 国风部

分不采用“××之什”的计数方法，可能与各国风诗篇

数大多低于二十篇甚至低于十篇有关系，这样一来

就让以“什”分组失去了意义。
《独断》告诉我们，事实上有些《诗》篇还存在另

外的分类计数方式。 根据《毛诗》，颂诗的周颂部分

包含“清庙之什” “臣工之什”和“闵予小子之什”，
一共三十一篇。 《独断》卷上将这三“什”归为一类，
称作“宗庙所歌诗”，从宗庙祭祀的角度，分别对“三
什”所包含诗篇的题名、章句数目和歌诗适用场合

等做出了说明。 其格式略举如下：
　 　 宗庙所歌诗之别名：《清庙》、一章八句，洛
邑既成，诸侯朝见宗祀文王之所歌也。 《维天

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
《维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所歌也。 《烈文》、
一章十三句，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之所歌也。
《天作》、一章七句，祝先王公之所歌也。 《昊天

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也。 《我

将》、一章十句，祀文王于明堂之所歌也。 《时

迈》、一章十五句，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
《执竞》、一章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 《思

文》、一章八句，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 《臣

工》、一 章 十 句， 诸 侯 助 祭 遣 之 于 庙 之 所 歌

也……右诗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礼乐也。［１２］

这里所记颂诗的篇名和章句数目，都与现存

《毛诗》 “三什”一致，总数“三十一章”———章即诗

的篇数，三十一章也就是三十一篇，而且顺序也没有

变化。 对于每一首诗歌作用的描述语句，基本出自

今本《毛诗》 随诗小序，而将小序基本内容放在

“……所歌也”的句式之内，并且在总结中进一步强

调这些诗歌的用途：“右诗……皆天子之礼乐也。”
反观“孔子诗论”断章残简中所见诗的分组情

况，尽管分组论诗的现象明显存在，但是我们还看不

到像《毛诗》雅颂部分“ ××之什”这样的分类迹象。
比如根据第十简到第十六简的简文内容，我们可以

观察到：第十简所论诗篇“关雎”“梂木”“汉广”“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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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甘棠”“绿衣”“燕燕”是被当作一组来看待的，
不仅如此，论诗简文还显示，在反复的论述中，这七

首一组的诗篇出现的顺序也保持不变。 根据现存

《毛诗》，这七首诗的前三首来自周南，中间两首来

自召南，最后两首属于邶风，很显然没有受《毛诗》
分类的局限。 至于“孔子诗论”体现的是否是另外

一种分类方式，已有证据尚不足以回答这一问题。
“孔子诗论”中也不存在像《独断》里所说的“宗

庙所歌诗”那样的类序形式。 《独断》里记述的“宗
庙所歌诗”，有着很强的针对性，正像它在结尾部分

总结所说，这些歌诗本身“皆天子之礼乐也”。 文中

对所列三十一首诗的礼仪祭祀功能的简短说明中，
尽管并没有将每一篇诗都与周王建立起一一对应的

关系，但无一不是建立在由后稷、文、武、成王所构成

的先周和西周早期历史的框架中。 如果我们把这一

组诗的礼仪功能也看作是解诗标准的一种，那么这

种解诗方式所揭示的历史框架就是值得引起我们注

意的特征。 虽然“孔子诗论”第七简也提及文王，但
那是因为所论的诗篇里提到了文王，像《独断》文中

所显示的以历史人物解诗的现象，好像仅见于“孔
子诗论” 第十五、十六简，即以召公事来解说 《甘

棠》。 尽管如此，“孔子诗论”这一文本的主体却告

诉我们，它对诗的解释并不是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框

架内展开的，其解诗方式明显不同于《独断》，也不

同于传世的《毛诗》序。

三、“孔子诗论”与《诗》序关系以及
早期序言的功能

　 　 “孔子诗论”甫出就有学者将其与《毛诗》序联

系起来讨论， 有的则干脆直接称之为 “ 古 《 诗

序》”⑦。 姜广辉等就认为“孔子诗论”是一个与子

夏所作诗序联系紧密、早于齐鲁韩毛四家诗诗序的

文本⑧。 江林昌则将“孔子诗论”看作是《毛诗》序

的祖本，就是子夏诗序［１３］ 。 姜广辉等人的提法立

刻遭到了彭林等学者的反对。 他们根据“书序”“诗
序”和“太史公自序”等早期序文，从形式体例和内

容性质等方面将“孔子诗论”与这些早期的序文比

照，发现其中差别很大，不宜将“孔子诗论”看成是

大家所想象的“古《诗序》”⑨。 更多学者则介于二

者之间，承认“孔子诗论”和《毛诗》序内容和意旨上

联系紧密，却并不否认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将“孔子

诗论”和《毛诗》序看作是同一诗说体系的不同版

本，而“孔子诗论”早于《毛诗》序，体现的是《毛诗》
序之前先秦诗论的面貌［１１－１７］ 。

现在看来，这些争论虽然为进一步探讨《诗》序
问题提供了契机，但当时没有从序言功能的角度来

回答这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溯本清源，
从根本上弄清楚序言的产生及其作用。

检视以上争论，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赞同还是

反对把“孔子诗论”看成是《诗》序的观点，都把序言

解释成对一件作品的解说，认为序言是一种附着于

其所属作品之前或之后，说明该作品背景、作者、撰
述原因以及主旨等方面的文体⑩。 这种理解失之笼

统，缺乏从早期文献形成的角度对序言的产生和功

用所做的考察。 从早期文献形成的角度来看，序言

（ｐｏｓｔｆａｃｅ 或者 ｐｒｅｆａｃｅ）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合成多

篇文本并将其稳定化，序言中所提供的作者、学派等

背景知识，虽然后来对理解和解释文本方面有帮助，
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加强新合成文本的稳定性。 序

言的这一功能最晚至刘向及其团队整理西汉皇家藏

书时就已经被接受和熟练使用。 在《史记·太史公

自序》和《淮南子·要略》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

到序言罗列各章节标题以及努力找出各章之间的联

系对合成和稳定大型文本的重要作用。 我们甚至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早期文本的形成和流传过程中，
序言不但是将多篇文本连缀成更大文本的必要工

具，而且也是大型文本得以稳定流传的重要手段。
后来，当序言和文本的主体内容合在一起流传，

尤其当文本的物质载体从笨重的竹木简变成纸张、
从抄本变成印刷品的时候，对于序言和文本的产生

以及二者关系的误解也会随之出现。 清代学者卢文

弨（１７１７—１７９６）就注意到大家对《史记》和《汉书》
序言的误解，他说：

　 　 史记汉书书前之有目录，自有版本以来即

有之，为便于检阅耳。 然于二史之本旨所失多

矣。 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记之目录也；班固之叙

传，即汉书之目录也。 乃后人以其艰于寻求而

复为之条列以系于首。 后人又误认书前之目录

即以为 作 者 所 自 定， 致 有 据 之 妄 訾 謷 本 书

者。［１８］６７

在这里，卢文弨指出了通常所见的对于序言的

两种误解：一是误认为序言为文本固有的部分；二是

误认为序言为文本的作者所作。 事实上，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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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并不附着于

正文本身，“太史公自序”和“叙传”充当两个文本的

目录，但并不是对于文本正文主旨的阐发。 关于这

一文体，除了《史记》和《汉书》，卢文弨还举了另外

几个例子：
　 　 古书目录往往置于末，如淮南之要略，法言

之十三篇序皆然。 吾以为易之序卦传非即六十

四卦之目录欤？ 史汉诸序殆昉于此。［１８］６７

古书目录在书后以序言的形式出现， 《淮南

子·要略》、《法言·序》以及《易传》之《序卦传》也
是这一类例子，卢文弨猜测《史记·太史公自序》和
《汉书·叙传》可能就是受了这类文献的启发而作。
当然，目前条件下还很难断定《序卦传》一定就是卢

文弨所举的这五个例子中最早的，也很难说 《史

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是否直接受到了

《序卦传》的影响。 扬雄和班固晚于刘向校书，所以

《法言·序》和《汉书·叙传》的源头或不难追溯，但
涉及刘向校书之前的序言写作，情况就没有那么明

朗。 孙德谦（１８６９—１９３５）认为，书序的产生是刘歆

校书的创造，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合多篇文本为一较

大文本的需要［１９］ 。 即使我们对孙德谦认为刘向是

书序这一文体的发明者的看法持一定的保留态度，
但他对于书序功能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楚的，书序的

最初产生与较大文本的合成和稳定流传密不可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毛诗》序，我们不难看出它作

为序言所承担的合多篇文本成一较大文本的功能。
首先，无论《诗》中的小序所提供的历史框架多么牵

强，这些小序内容在特定的文本单位———比如某国

国风———框架内所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即都跟该

国的历史人物事件相关，这样客观上为该组诗歌作

为一个整体存在提供了相应的历史框架。 其次，小
序还提供了每一首诗歌的章句数量，明确了该诗的

形式和长度，从而使其基本内容相对稳定地得以流

传。 最后，小序还提供了较大诗歌单位的总体篇、
章、句的数量，就是为了确保更大文本单位流传过程

中的稳定性。 前文所提到的《独断》段落中所列“宗
庙所歌诗之别名”，与《毛诗》小序类似，每一首诗都

包括题目、章句数量、相关历史信息，而且在列表最

后还提供了该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所包括的总章数。
然而这一功能，我们从“孔子诗论”中却难能找

到。 从“孔子诗论”现存内容来看，我们还看不出它

在整合文本方面所做的努力，也看不出它为保证一

定长度的文本单位的稳定流传而采取的类似《诗》
小序的手段。 因此，从文本功能的角度看，即使它们

涉及的诗篇名目和类别联系紧密，甚至有可能面对

的是同一个诗歌集合，“孔子诗论”和《毛诗》序（或
者其他类似诗序）恐怕并不属于同类文本，它们之

间没有前后承继关系，更不能说二者代表了《诗》序
形成和流传的不同阶段。 “孔子诗论”所反映的，是
一种不同于《毛诗》序所代表的解诗模式。

四、“孔子诗论”与微言大义

《毛诗》序也被称作“诗传”，长期以来被看成是

对《诗》的解说。 这一说法较早地见于颜师古对《汉
书·楚元王传》中一句话的批注，书中说：

　 　 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

鲁诗。 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

之。［２０］１９２２

颜师古在“鲁诗”后注曰：“凡言传者，谓为之解

说，若今诗毛氏传也。” ［２０］１９２２在这里，颜师古除了

从字义出发来解释“传”字含义外，还直接将传世的

《毛诗》序部分纳入《毛诗》传，并以《毛诗》传比附

已佚的《鲁诗》传，以为《鲁诗》也包含一个类似于

《毛诗》传里那样的序言，或可称为《鲁诗》序。 那

么，《毛诗》序是不是对《毛诗》的“解说”呢？
首先需要澄清诗传的定义问题。 如果我们把一

则典型的《毛诗》小序所包含的三要素———诗题、章
句数目、历史背景或诗用等方面信息———定义成解

说诗篇的线索的话，那么将《毛诗》序说成是《毛诗》
传的一部分未尝不可。 我们甚至可以说，作为解

《诗》的“传”是一个含义更广的范畴，既包含我们在

《毛诗故训传》里看到的对诗的字词的训诂，也包括

像《毛诗》序里所提供的那些关于文本形式和使用

等方面的信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把

《毛诗》序说成是它的传的一部分。 虽然这样的理

解导致了两种文本功能的混合，有时候模糊了诗篇

的字义解说和诗篇编辑流传信息的不同侧重，导致

客观上对《毛诗》序作为目录功能的忽略，但传和序

功能方面的差异并没有在诗经学史上得到严格的区

分，甚至可以说二者共同构成了古文经学的解《诗》
传统。 正像前面提到的，《毛诗》序通过对具体诗篇

在美、刺、用方面的功能叙述，构建出其中诗篇归类

所依据的历史框架。 而当《毛诗》序成为诗传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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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构成部分，解读诗篇说对所构建的历史框架的严

重依赖，就变成了古文经学解《诗》的重要特征。
“孔子诗论”呈现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解《诗》

模式；这一模式针对的是《诗》篇本身，以阐发诗旨

为中心，而不是像《毛诗》序那样着重对产生诗歌的

时代背景等“言诗之外”的内容的考察［２１－２２］ 。 对

于这一点，学界似乎已经达成共识。 但我想指出的

是，“孔子诗论”的解《诗》模式不但不像《毛诗》序

那样，把诗篇与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具体的宗

教礼仪联系在一起解释，它也不像《毛诗故训传》那
样对诗篇的具体字词进行语义上的辨析，而是试图

将整首诗的意思浓缩进个别字词当中，并相信这些

简短的字词本身就能够准确传达出诗篇的深意。 这

有点类似于我们在《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
里所看到的今文经解经模式：解经者首先相信被解

释的文本藏有微言大义，字里行间充满圣人的思想，
诗行字句被当成圣人意志的编码（ｅｎｃｏｄｉｎｇ）；因此，
解经的过程就是对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圣人思想和意

志的信息进行解码（ｄｅｃｏｄｉｎｇ），从而释放出圣人寄

托于诗句字词之中的微言大义。
“孔子诗论”中的相关内容提示我们，解《诗》就

是对诗中所隐含的圣人思想的解码。 比如，“孔子

诗论”的第一简简文借孔子之口明确提出“诗无隐

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的主张。 这里强调的是诗

乐文对圣人志情意的充分表达。 圣人的志、情、意在

《诗》中被转化成可视的文字和可闻的音乐，因此解

《诗》的过程就是通过这些特殊的文字和音乐来揭

示出其中的圣人的意志、情感和思想。 而第三、四、
七、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简简文中出现的“孔子

曰”，借圣人之口解诗，则更增强了对诗旨阐述的准

确、完备和权威性。 事实上，再也没有比圣人亲口说

出诗中所寓的深意更权威的解释了。 关于其解诗模

式，“孔子诗论”所给出的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第

十简简文里所罗列的七个以单字论诗的例子：
　 　 １０《关雎》之改，《梂（樛）木》之时，《汉广》
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
《燕燕》之情，曷？ 曰：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
《关雎》以色俞于礼……
这里罗列的七首诗各自对应一个论诗单字，即

《关雎》对应“改”，《梂木》对应“时”，《汉广》对应

“智”，《鹊巢》对应“归”，《甘棠》对应“保”，《绿衣》
对应“思”，《燕燕》对应“情”，而这七首诗所分别对

应的这七个单字所表达的，就是诗中所隐藏的圣人

之意。 虽然这七个字每一个对应的都是多章、多字

的诗歌，尽管单字与相应的整诗所表达的是同样的

圣人意志，但这七个单字无一不比它们所对应的诗

歌更能明确地传达圣人的意志，这也就是为什么简

文里称它们是“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 详细考察

“孔子诗论”的简文内容，我们发现第十简和第十

二、十三、十一和十六简前半部分的简文内容联系比

较紧密，这些残存的内容告诉我们，第十简之后各简

都是对这组七首七字解诗内容的进一步说明。 这些

说明依靠的仍然不是对诗歌文字的训诂，而是通过

进一步的字词编码系连，构成一条条代码链条，来呈

现诗中所隐含的圣人的微言大义，如我们在第十一

和第十六简的前半部分的简文中所看到的：
　 　 １１……情爱也。 《关雎》 之改，则其思益

矣。 《梂木》之时，则以其禄也。 《汉广》之智，
则智不可得也。 《鹊巢》之归，则离者……

１６……邵公也。 《绿衣》之忧，思古人也。
《燕燕》之情，以其独也。
将上面的内容与第十简简文联系，我们可以大

致得到以下的对应关系：
　 　 《关雎》—改—思益

《梂木》—时—禄

《汉广》—智—智不可得

《绿衣》—忧—思

《燕燕》—情—独

受材料所限，这里给出的只是几条不完整的诗

旨编码链条，事实上，第十二和十三简的内容似乎还

暗示，以上的每一个链条都可能在这种解《诗》的模

式中继续延伸，或者再开新的解释链条，比如，尽管

内容不完整，第十二简还是提示我们，《关雎》之改

还与“……好反内于礼”的内容链接，而《梂木》之

时、之禄也和“福斯在君子”链接；相应地，《关雎》和
《梂木》的意义链条分别变成类似于“《关雎》—改—
思益—……好反内于礼”和“《梂木》—时—禄—福

斯在君子”这样的形式。
这种解诗的模式在《公羊传》和《穀梁传》里随

处可见，这里只随手举《公羊传·隐公元年》的一条

《春秋》经解为例：
　 　 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 （春秋经）

及者何？ 与也，会及暨皆与也。 曷为或言

会，或言及，或言暨？ 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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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暨暨也。 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 仪父者何？
邾娄之君也。 何以名？ 字也。 曷为称字？ 褒之

也。 曷为褒之？ 为其与公盟也。 与公盟者众

矣，曷为独褒乎此？ 因其可褒而褒之。 此其为

可褒奈何？ 渐进也。 眛者何？ 地期也。 （公羊

传） ［２３］

对于《春秋》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

眛”一条经文的解释中，我们从《公羊传》特有的解

经式追问和回答中可以得到以下几条意义链：
　 　 及—与—汲汲—我欲之（其中还包含会、
及、暨的进一步寓意阐发的对比，也各有自己的

意义链：会—最；暨—暨暨—不得已）
仪 父—邾 娄 之 君—名—字—褒 之—与 公

盟—可褒而褒之—渐进

眛—地期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同样是通过构建语义链条

来阐发圣人深意，这里所举《公羊传》的例子里的语

义链是直接针对《春秋》经里的字词，认为孔子在作

《春秋》时，将他对事件以及事件所涉及地点和人物

等信息方面的价值判断，隐含在他精心选择的字词

中。 上面的例子中，副词“及”的解释告诉我们，对
会、及、暨等同义词的选择与两国会盟时的地位以及

与此相关的主被动关系有关，而对“仪父”的解释，
更是如剥茧抽丝一般演绎出《春秋》经文使用邾娄

之君名字的褒贬深意所在。 由于“孔子诗论”本身

的不完整性，我们尚无法确知以上提及的意义链条

是否与诗中的特定字词的选择相关，尽管我们在第

十四简简文中所看到的讨论《关雎》之改时，文中出

现了与《关雎》诗歌本身联系更紧密的“琴瑟之悦”
和“钟鼓之乐”这样的词汇，尽管第二十一、二十二

和第六简简文所显示“善之”“喜之”“信之”“美之”
“悦之”在语义链上对应的分别是相关诗歌中具体

的诗句。 但即使“孔子诗论”的语义链条不是对诗

中字词的直接解释，以上所讨论的二者的共同之处

也很富有启发性：汉代著名的今古文之争所争论的

恐怕不仅仅是论证双方所拥立经典的字体问题，争
论的焦点应该在这种字体之争的表面现象背后，实
质上体现了各自所继承解经方法的不同以及这种不

同所带来的对经典旨意理解的不同。 也就是说，
“孔子诗论”中所见解诗模式，类似于《春秋公羊传》
和《春秋穀梁传》里所使用的解经方式。 这种相似

性似乎不仅仅体现在二者对字词语义链条的重建方

面。 事实上，“孔子诗论”第十简起始所使用的以

“曷（何）”引导的问句，看起来也与《春秋公羊传》
式的经解追问极其相似，但与“孔子诗论”里使用一

字或数字的解码式解诗方式相比，后者要更典型、更
有代表性。

结　 论

“孔子诗论”之于上博简，类似于“保训”之于清

华简，都是学人对这两批竹书收藏的理解和研究开

始的地方。 虽然以往研究成果丰富，但“孔子诗论”
的文本性质问题与解诗传统问题一直有待澄清。 这

一问题又可具体分解为以下两个小问题，即在既有

文本———包括传世的和出土的———语境中“孔子诗

论”所处位置，以及我们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文本

传统里来看待这些失去了原有语境的文本的问题。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反思了“孔子诗论”是一

篇组织和逻辑都非常严密的论文的结论，认为虽然

这组简的简文内容呈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但我们还

不能说它是一篇现代意义上的组织和逻辑均非常严

密的论文，文本局部的某些紧密联系还不能证明文

本整体的一致性。 “孔子诗论”组织和逻辑严密的

印象，实质上是基于《诗》序内容对“孔子诗论”内容

呈现的想象。 而且，尽管某些简的简文显示的某些

论诗的内容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分类倾向，但“孔
子诗论”不是《诗》序，与《毛诗》序更没有直接联系，
属于功能不同的另外一种解诗文本。 “孔子诗论”
所反映出来的解诗方式，尤其是通过建构语义链条

解码诗篇所藏微言大义的方法，与《春秋公羊传》和
《春秋穀梁传》所代表的《春秋》经今文解经传统存

在不少共同之处，这似乎暗示，汉代今古文之争发生

之前，就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诗模式，这两种模式

类似于《左传》和《公羊传》或者《穀梁传》对《春秋》
经的不同解释。 打个比方来说，“孔子诗论”之于

《毛诗故训传》和《毛诗》序，类似于《公羊传》或者

《穀梁传》之于《左传》的关系。 这启发我们进一步

推测，汉代开始的今古文之争，从学术史的角度来

看，其实远不止于文本书写所使用字体的不同，它甚

至不是萌芽于汉代，而是可以上溯到更早的东周时

代，是两个不同的解诗传统在汉代特定经学语境下

发生碰撞的结果。 与汉代以后的长流一样，今古文

之争也有其远源，“孔子诗论”所呈现的，或许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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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远源的一个瞬间，但这一瞬间为我们认识这一

远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

注释

①马承源：《前言：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和整理》，马承源主编：《上
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前言第

１—４ 页。 下引此书仅注页码。 关于郭店简的出土和发掘等方面的

信息，见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 １９９７
年第 ７ 期。 该简报第 ３５ 页明确提到该墓在发掘之前曾分别于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和 １０ 月遭受盗掘，第二次盗墓贼得以撬开椁室边厢，盗取墓

中随葬物品。 ②比如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一）出版后不

到半年出版的《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内，针对“孔子诗论”的研

究文章多达 ３５ 篇，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四还要多。 同年，刘信芳

研究“孔子诗论”的专著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见刘信芳：《孔子诗

论述学》，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大约一年后又有陈桐生的专著

出版，见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版。 据曹建

国的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份，各种形式的论文已达四五

百篇，硕士、博士论文 １７ 篇，专著 ７ 部，见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
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７ 页。 ③濮茅左：《〈孔子

诗论〉简序分析》，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思想文化

研究所编，朱渊清、廖明春执行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０—３８ 页。 下引《上博馆藏战国楚竹

书研究》仅注页码。 范毓周也认为“孔子诗论”是一篇“逻辑关系非

常清晰的论述《诗经》象征含义的论文”，而且与诗序关系密切，“其
作用有如《毛诗》的大序”，见范毓周：《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的释

文、简序与分章》，《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 １８４ 页。 李学勤

也多次重申整理者的意见，指出“孔子诗论”是一篇有严密组织和中

心主旨的论文，见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博馆藏战国

楚竹书研究》，第 ５１—６１ 页；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中
国哲学史》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第 ５—９ 页；李学勤：《再说〈诗论〉简的编

联》，艾兰、邢文主编：《新出简帛研究：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文

集》，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８８—９１ 页。 围绕“孔子诗论”简序展

开的讨论很热烈，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得出的排序结果还有很

多，比如康少峰：《〈诗论〉简制、简序及文字释读研究》，四川大学博

士论文，２００５ 年，第 ５８—６６ 页；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７５—７９ 页，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④在一篇集中讨论上博简“孔子诗论”内容及其编联问题的文章中，
我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参考竹简的形制和简文内容，将包含在“孔
子诗论”里的二十九支简分成四部分（首简、留白简、内容关联较多

诸简、内容联系较少诸简），而在每一部分当中，又根据简文所能提

供的具体编联信息把该部分内容分成数目不等的小组，然后对每一

组的内容逐简进行分析，对可资编联的信息中的异同进行详细比较，
并在此基础上考察这批简文内容的文本组织、性质和作者问题。 这

一部分直接利用了该文的研究结论。 见张瀚墨：《〈孔子诗论〉的文

本组织、性质及作者探讨》，《文艺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３６—５０
页。 ⑤田歌《近十年上博简〈孔子诗论〉的作者研究综述》，《名作欣

赏》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６ 期，第 ３８—３９ 页。 田文中提及众多学者的研究，这
里简要列举几种主要观点的出处：建议作者为孔子的，可参照马承

源：《〈诗论〉讲授者为孔子之说不可移》，《中华文史论坛》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０ 页；濮茅左：《关于上海战国竹简中“孔子”的认定———
论〈孔子诗论〉中合文是“孔子”而非“卜子”、“子上”》，《中华文史论

坛》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３５ 页；裘锡圭：《关于上博简的一些问

题》，《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３０３—
３２８ 页。 建议子夏为作者的，可参考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

者》，《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 ５１—６１ 页；彭林：《关于〈战国

楚竹书·孔子诗论〉的篇名与作者》，《孔子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第
７—９ 页；江林昌：《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
的关系》，《文学遗产》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第 ４—１５、１４２ 页。 建议子羔为

作者的，可参考高华平：《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论诗特色及其作者问

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第 ５５—６０、
８７ 页。 建议孔子再传弟子为作者的，可参考廖明春：《上博〈诗论〉简
的作者和作年：兼论子羔也可能传〈诗〉》，《齐鲁学刊》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第 ９４—９９ 页。 ⑥根据留白的第二和第三简简文内容，马承源和

濮茅左等认为“孔子诗论”呈现给大家的《诗》文本，或许遵循的是一

个不同于我们在今本《毛诗》里所看到的国风、小雅、大雅、颂等《诗》
篇的分类和排序，而且，有意思的是，“孔子诗论”第二、第三简简文

揭示的《诗》类序恰恰与今本《毛诗》相反，即在论述的时候按照颂、
大雅、小雅、国风的顺序展开。 但同属留白的第四和第五简简文内容

似乎又遵循着今本毛诗国风、小雅、大雅、颂的顺序。 所以李零、李学

勤、范毓周、廖明春、邢文等学者并不同意马、濮两位先生的意见。 相

关研究可参照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 １２２ 页；
濮茅左：《〈孔子诗论〉简序分析》，《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
２０—２９ 页；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 （之一） 《子羔》篇“孔子诗

论”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８ 页；李学勤：《〈诗论〉
的体裁和作者》，《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 ５１—６１ 页；范毓

周：《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的释文、简序与分章》，《上博馆藏战国楚

竹书研究》，第 １８５ 页；廖明春：《〈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研究浅

见》，《文艺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邢文：《风、雅、颂与先秦诗学》，《中
国哲学》第 ２４ 辑，辽宁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９７—２０７ 页；吕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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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期，第 １４—２１ 页。 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一），１６２—
１６８ 页。 姜广辉连续发文，直接称“孔子诗论”为“古诗序”，见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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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６ 页；姜广辉：《三读古〈诗序〉》，《国际简帛研究通讯》２００２ 年

第 ４ 期，第 １—１１ 页。 ⑧姜广辉《初读古〈诗序〉》，《国际简帛研究通

讯》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第 ３—１０ 页。 尽管如此，考虑到“孔子诗论”和

《毛诗》序语句上的差异，姜广辉却否认二者有传承关系。 因此，二
者之间的关系又显然不同于他在此处所说的类似于古《论语》与齐

《论语》或者鲁《论语》的关系。 参考姜广辉：《关于古〈诗序〉的编

联、释读与定位诸问题研究》，《中国哲学》第 ２４ 辑，辽宁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４３—１７１ 页。 ⑨彭林《“诗序”“诗论”辨》，《上博馆藏

战国楚竹书研究》，第 ９３—９９ 页；叶国良：《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
札记五则》，《经学侧论》，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６３—８０
页；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４—５ 页。 对于彭林等先生的反对意见，姜广辉

的学生汤斐琼替老师进行了积极的响应，认真批评了几位先生的观

点，坚决主张应该遵从子夏诗序的传统称“孔子诗论” 为“古《诗

序》”，参考汤斐琼：《〈孔子诗论〉正名再讨论：兼论〈孔子诗论〉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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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特征》，《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９—２８ 页；汤斐琼：《上博

楚简“古〈诗序〉”复原研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硕士论文，２０１１ 年。
⑩比如，汤斐琼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各方意见展开批评的，参考汤

斐琼：《〈孔子诗论〉正名再讨论：兼论〈孔子诗论〉的文体特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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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从美的本质到审美活动：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对象转换问题再审视∗

范 永 康

　 　 摘　 要：当代中国美学将研究对象从“美的本质”转向“审美活动”，研究重心从“美”转向“审美”，哲学基础从

认识论、实践论转向现象学和存在论，颠覆了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美学模式，使得美学从附属于哲学的尴尬地位中独

立出来。 但是，当代中国美学不应完全否定认识论美学和实践论美学在“美的本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过分迷信

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而应当坚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此为底线，兼容其他美学方法论，走出一

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创新之路。
关键词：美的本质；审美活动；研究对象；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

中图分类号：Ｂ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５５－０７

　 　 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大阶

段：第一阶段为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

论”时期，产生了美学的四大派，即主观派、客观派、
主客观统一派和客观社会派；第二阶段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至 ８０ 年代后期，以李泽厚、刘纲纪、蒋孔

阳、周来祥等人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占据主流地位；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为第三阶段，“实践美学”受到质

疑①，出现了“生命美学” “超越美学” “存在美学”
“意象美学”“体验美学”“境界美学”“新实践美学”
“实践存在论美学”“生态美学”“生活美学”等多种

美学形态。 大致说来，就哲学基础而言，第一阶段以

认识论为主，第二阶段以实践论为根基，第三阶段则

深受现象学和存在论哲学的影响。 就研究对象来

说，第一阶段的认识论美学和第二阶段的实践论美

学都将目标锁定于“美的本质”，“美是什么”成为美

学理论的首要问题，并由此搭建了“美—美感—艺

术”的研究框架；第三阶段则将目光转向“审美活

动”， “ 美学研究的中心逐渐从 ‘ 美’ 转向 ‘ 审

美’” ［１］ ，“美如何存在”成为核心话题，“审美活动”
构成逻辑起点，“审美体验” “审美意识” “审美关

系”“审美主体” “审美客体” “审美对象” “审美意

象”“审美形态” “审美文化” “审美人生” “审美教

育”等理论术语的涌现，几乎刷新了以往的美学知

识话语体系。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对象的转换问题已

经引起学界的注意②，但并没有得到全面而通透的

阐述。 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专题式的深入研究。
本文要探究的问题是：当代中国美学的研究对象为

什么会发生从“美的本质”到“审美活动”的重大转

向？ 转向之后的美学研究解决了哪些理论难题？ 还

存在哪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美的本质”研究的理论困境

早在 １９２７ 年，陈望道就明确地指出：“世界之

中，既有这么多种类的美及其美的事物，所以‘美是

甚么’，或‘美底本质是甚么’，自然是一个须得研究

的问题。” ［２］蔡仪在《新美学》（１９４８）中也指出：“怎
样去把握美的本质呢？ 这是美学方法中重要的问

题，也是第一个问题。” ［３］３２９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美学大讨论”时期，争论的焦点正是“美是什么”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５－０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１７ＺＤＡ２６９）。
　 　 作者简介：范永康，男，文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绍兴　 ３１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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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王朝闻主编的教材《美学概论》 （１９８１）认
为：“美的本质问题的解决，是解决美学中其他问题

的基础和前提；它决定了作为它的反映形态———审

美意识的本质特征的解决……同时，科学地解释美

的本质问题，对于理解艺术创作、艺术欣赏领域内许

多具体复杂的问题具有理论的指导作用。” ［４］ 在堪

称实践论美学代表作的《美学四讲》（１９８９）中，李泽

厚仍然将“美的本质”作为首要问题加以论述，并进

行了新的拓展。 由此可见，“按照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延伸到 ８０ 年代的基本看法，‘美的本质’问题的解

决是建构美学理论的基石，只有‘美的本质’才能成

为建构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５］４５。
在对“美的本质”探寻半个多世纪之后，并没有

找到大家公认的答案。 且不说蔡仪、朱光潜、高尔泰

一直没有放弃各自的美的本质观，即便是李泽厚关

于美的本质是“自然的人化”的观点起初受到很多

学者的推崇，但很快又遭到质疑和挑战。 学者们指

出，李泽厚谈的其实是“美的根源”而非“美的本质”
问题，他虽然有力地论证了经由漫长的历史实践，人
具备了审美能力，对象也具备了审美素质，但这些只

是“审美的条件”，而“美学应该关注的是：在主客体

都具备进入审美活动的条件的情况下，审美怎样发

生的问题；以及与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相比，审美活

动具有怎样的特征的问题” ［６］ 。 这就是说，实践美

学所发掘的“美的本质”，其实离审美活动本身还有

相当远的距离。 对此，有学者指出：“实践美学实际

上并非本真意义上的美学，充其量只是对美学的有

关问题做出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解释，或者更深一层

说，是为美学提供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论。” ［７］显然，对“美的本质”的探讨已经步入一种

理论的困境，究其根源，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局限。 众所周知，最

早提出“美是什么”问题的是柏拉图，自此以后，“美
的本质”便成为西方美学的核心议题，进而波及中

国现当代美学。 西方美学家们对“美的本质”的探

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从精神世界（客观精神

或主观精神）入手的唯心主义路线；另一条是从物

质世界（物的属性或社会生活）着手的唯物主义路

线。 虽然路径有别，但他们在思维方式上都或多或

少地带有本质主义的缺陷。 本质主义“是一种教

条，这种教条把一些固定的特性或本质作为普遍的

东西归于一些特定的人群” ［８］ ，也可以称为“基础

主义”，持有这种观念的学者总是试图为自己的研

究对象找到一个终极的、单一的、确定的、权威的根

据或本原。 如此看来，柏拉图、康德、黑格尔、车尔尼

雪夫斯基，乃至国内学者蔡仪、高尔泰、朱光潜、李泽

厚等人的美学理论，均带有本质主义或基础主义的

特点。
“美”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是自然物质、

主体心灵、社会生活、特殊情境等多种因素形成合力

的产物，需要进行多元化、多向度、多视角的阐释。
在实践美学的阵营中，蒋孔阳率先打破这种本质主

义的美学模式。 他明确指出：“我们探讨美的本质

问题，应当打破传统美学的一些观念，把美看成是某

种固定不变的实体，无论是物质的实体或精神的实

体；把美看成是由某种单纯的因素所构成的某种单

一的现象。 与此相反，我们应当把美看成是一个开

放性的系统，不仅由多方面的原因与契机所形成，而
且在主体与客体交相作用的过程中，处于永恒的变

化和创造的过程中。 美的特点，就是恒新恒异的创

造。” ［９］蒋孔阳这种反本质主义美学思想直接启发

了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和张玉能的“新实践

美学”，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美学研究重心的

转移。
二是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带来的弊端。 随着

笛卡尔将主体与客体进行分离而确立起主体性原

则，西方近代哲学出现了“认识论转向”，着重研究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唯心主义认识论主张意识

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唯物主义认识论则主张物质第

一性，意识第二性，将反映论作为认识论的基本原

理。 由鲍姆嘉通创立的“美学”带有鲜明的认识论

特征。
长期以来，中国当代美学深陷认识论模式而难

以突破。 在“美学大讨论”时期，蔡仪指出，“美”是
一种客观存在，“美感”是对美的认识。 李泽厚认

为，自己跟朱光潜论争的核心问题是“美在心还是

在物？ 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是美感决定美呢还

是美决定美感” ［１０］ 。 他强调，这实际上是唯物主义

与唯心主义两条认识路线之间的斗争。 对此，叶朗

这样反思道：“美学大讨论有一个前提，就是把美学

问题纳入认识论的框框，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来

分析审美活动，同时把哲学领域的唯物论唯心论的

斗争 搬 到 美 学 领 域， 结 果 造 成 了 理 论 上 的 混

乱。” ［１１］４３一些理论难题，如是否存在一种外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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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实体化的“美”，“美感”是否仅仅是一种认识

活动，“美”和“美感”是否存在着时间或逻辑上的先

后关系，审美活动中的主客体是否等同于认识活动

中的主客体，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是认识论意义的

关系还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关系，在认识论美学框架

中无法得到合理解答。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朱光潜仍

然认为，“美学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论，所以它历来是

哲学或神学的附庸” ［１２］ 。 李泽厚也没有彻底摆脱

认识论美学模式，依然“把美学理论聚焦在对实体

化的客观的美的本质，以及作为对美的反映和认识

的美感本质的探求上” ［１３］ 。 中国当代美学在很长

时期内并没有找到真正属于美学学科的哲学基础，
只是将其作为认识论哲学的附庸。 正如俞吾金所

说：“随着美学研究的认识论化，独立的美学实际上

已经消失了，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能是认识论的

一个分支。” ［１４］

总之，由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和主客二分的认

识论模式的双重局限，当代中国美学关于“美的本

质”的探讨反而离审美活动的真相越来越远。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关于“美的本质”的研究已然陷

入巨大的理论危机。

二、美学研究对象转向“审美活动”的
理论突破

　 　 １９８７ 年，王世德在《审美学》中首次提出要将

美学研究的重点从“美的本质”转向“审美活动”。
他认为，“美学是研究人对现实（特别是艺术）审美

活动的特点和规律的学科” ［１５］７，“美学”的准确命

名应该是“审美学”，它要研究的是“审美活动的规

律”，而不是“美的规律”。 １９８８ 年，蒋培坤的《审美

活动论纲》和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几乎同时

出版，这“两本书均将‘审美活动’作为美学原理研

究的起点和重点，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美学原理写

作范式” ［５］１９１。 潘知常的《生命美学》 （１９９１）赞成

“以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的核心”，但主张将问题从认

识论、价值论的层次推进到本体论层次来加以研究，
从而认为审美活动的实质在于“生命的终极追问、
终极意义、终极价值” ［１６］８。 他在 《诗与思的对

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现代阐释》
（１９９７）一书中更加详尽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２１ 世纪以来，朱立元主编的《美学》教材以审美

活动论作为全书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内容，用“审美

活动论—审美形态论—审美经验论—艺术审美论—
审美教育论”取代了旧教材的“美—美感—艺术”的
知识构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陈望衡在《２０ 世纪

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２００１）中以审美活动为立论

基础，提出了“境界本体论”，并将这一思想写入《当
代美学原理》 （２００３），使之更加体系化。 王建疆主

编的《审美学教程》（２００７）几乎完全借鉴朱立元《美
学》的观点和框架，但该书以“审美学”来命名，更加

凸显出教材的创新性，与王世德的《审美学》形成一

种呼应。 叶朗独著的《美学原理》（２００９）也将“审美

活动”作为逻辑起点，创建了“审美活动—审美领

域—审美范畴—审美人生”的教材框架，该著作与

朱立元主编的《美学》可谓双峰并峙，一起实现了美

学教材的更新换代。 陈伯海的著作《生命体验与审

美超越》（２０１２）从“生命美学”的视角出发，再一次

确认了“审美活动”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至此，
当代中国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中心已经完全实现

从“美的本质”向“审美活动”的转型。
概而言之，当代中国学者经过三十多年的艰难

探索，最终实现了“审美活动”研究转向。 这一转向

从以下两个方面破除了“美的本质”研究所导致的

理论困境。
第一，将美学从附属于哲学的尴尬地位中解脱

出来，实现了学科独立。
在王世德看来，哲学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

维的一般规律的，而美学研究的是审美领域的规律，
他提出“审美活动”转向的初衷就是要将美学“从哲

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学科” ［１５］８。 叶朗等人明

确地指出，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属于

人文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
关涉到人的生存方式、生命意义和人生境界。 “美
的本质”论者往往局限于本质主义的实体论思维方

式，总以为预先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外在的、固定的

“美”的实体，等着人们去发现、去认识、去反映、去
评价，从而将其变成一个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 殊

不知，“美”只会在“审美活动”的过程中呈现出来，
“美”和“美感”同时生成、不可分割，“审美”是物我

合一、情景交融的体验活动，而非主客二分的认识活

动。 正如蒋培坤所言：“在人类的审美活动之上、之
外，不存在什么美。 因此，所谓美的本质之谜，实际

上只不过是人类审美之谜，而所谓美的规律，也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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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审美的规律。” ［１７］

学者们普遍认为，审美活动具有不同于物质生

产活动、科学活动以及道德活动的情感性、个人性、
体验性、自由性、超越性、创造性等特殊性质。 在潘

知常眼中，审美活动“是一种充分自由的生命活动，
一种人类最高的生命存在方式” ［１６］１０。 朱立元指

出，审美活动是“人与世界的本己性精神交流”，是
“最具个性化的精神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存

在者的一种最本真的存在方式” ［１８］ 。 叶朗认为，
“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它的核心是

以审美意象为对象的人生体验” ［１１］１５。 在他们看

来，审美活动研究的重点是审美情感、审美体验、审
美心理、审美意象等审美领域特有的问题，不能直接

套用唯物主义反映论或实践唯物主义，而应该找到

更加契合于自身特点的哲学基础和美学方法论。
第二，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转向物我合一

的体验论模式，以及人与世界共在的存在论模式。
“美学要获得自己的尊严，就必须重新反思自

己的哲学基础，并作出新的选择。” ［１４］ 审美活动论

者远离认识论哲学，向价值论、意义论、体验论、现象

学、生存论、存在论等现代西方哲学寻求资源，也有

少数学者试图重新激活中国古代的人生论哲学。 虽

然他们各自的选择并不一致，但其共同目标都是要

破除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美学模式。
蒋培坤认为，在审美活动过程中，审美主客体之

间会发生“审美关系”，但这种关系不再是认识论或

反映论关系，而是价值论关系。 “价值”关注的是客

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所以杨春时又将其与现代意义

论哲学联系起来，明确指出：“从意义论角度看，不
存在作为‘实体’的对象，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历

史，都是作为意义呈现于主体而成为对象的。” ［１９］

“美”不是外在于人等着人去认识或反映的“实体”，
而是审美主客体之间发生价值论关系或意义论关系

之后的物我合一的产物。 王一川从体验论那里获取

灵感，认为美就是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审美沟通

活动，沟通的中介便是“审美体验”，那是一种消弭

主客二分的“深层的、活生生的、令人沉醉痴迷而难

以言说的瞬间性审美直觉” ［２０］ 。
给主客二分的实体论思维模式带来更大冲击的

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 胡塞

尔的意向性理论强调，意识和对象不是两个外在的、
对立的实体，意向行为与意向对象之间是共生共存、

互为前提的意义关系或价值关系；“现象”不是现成

被给予的，而是不断地生成、创造着的。 意向性理论

对于认识论美学的革命性意义在于，“美不是实体

性的存在，而是意向性的存在”；“美不是认识，而是

一种人生价值” ［２１］ 。 受此启发，朱立元等人认为，
“审美对象”具有“非实体性”和“开放性”，它不是

外在于审美意识活动的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而是

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互相渗透的独特意象，并处

于积极的建构过程中。 叶朗指出，“按照现象学的

意向性理论，审美活动是一种意向性活动” ［１１］７１，
“审美意象”是一个“意向性产物”。

此外，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对当代中国美学

转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的存在论哲学其实又可

以划分为前期生存论哲学和后期强调“本有”的存

在论哲学。 潘知常的“生命美学”、杨春时早期的

“生存－超越论美学”、王一川的“体验美学”、朱立元

的“实践存在论美学”都受益于海德格尔前期生存

论哲学。 张世英的“境界美学”、曾繁仁的“生态存

在论美学”、张弘的“存在美学”、叶朗的“意象美

学”、杨春时后期的“主体间性超越论美学”都明显

地借鉴了海德格尔后期强调人与世界共在的存在论

哲学思想。 由于海德格尔哲学本身也受到中国古代

道家哲学的启发，因此，不少学者也同时向中国古代

的人生论、境界论哲学寻求理论支持。 由上可知，当
代中国美学摒弃了认识论，借鉴价值论、意义论、体
验论、现象学、生存论、存在论等哲学资源，彻底解构

了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美学模式。

三、“审美活动”转向存在问题的反思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美学将研究对象从“美的

本质”转向“审美活动”，研究中心从“美”转向“审
美”，哲学基础从认识论、实践论转向价值论、意义

论、体验论、现象学、生存论、存在论等，颠覆了主客

二分的认识论美学模式，基本上实现了美学的学科

独立。 在这些新兴的美学流派看来，实践美学所提

出的一些概念、范畴和命题，如“美是人的本质力量

的对象化”、美根源于“自然的人化”、美是“合目的

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美是自由的形式”“劳动创

造美”“人类学本体论” “实践本体论” “工具本体”
“心理本体”，等等，都不能切中审美活动的本身，审
美活动的关键词应该是“生存” “生命” “存在”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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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超越”“体验” “审美” “主体间性” “意象” “意
义”“价值”“现象”“境界”等。

但是，把美学研究对象全部转向“审美活动”是
否就完全合理呢？ 不见得。 通过前文的论述不难看

出，审美活动研究的核心内容，如“生命”“自由”“超
越”“体验”“意象” “境界”等，其实主要集中于“审
美意识”领域，如此一来，便很容易忽视“审美意识”
之外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历史语境。 譬如，人的

审美意识何以具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和意涵？ 又缘何

能够不断地生成、变化和发展？ 撇开物质生产实践

和社会历史语境，这些问题“审美意识”是解释不清

楚的。 这就导致部分学者（尤其是“后实践美学”论
者）在纠正唯物主义反映论美学的“美的本质”论的

一些偏差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唯心主义

美学的积弊。 譬如，他们宣扬的“生存”和“生命”，
在凸显人的自然属性的同时，对其社会本质有所忽

视；他们向往的“自由”和“超越”，往往只存在于社

会现实的“彼岸”。 对此，有学者明确地指出：“由于

‘后实践论美学’把‘生命活动’、‘生存活动’与‘实
践活动’对立起来，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对‘生命’
和‘生存’作孤立的、抽象的、纯精神的理解，不认识

实践的能动性与意识的能动性、外在超越与内在超

越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外在超越的基础性的地位，
以致把审美在人的生存中的地位和作用无限夸

大……这样一来，不仅由于对意识的能动性的无限

夸大而使之堕入唯心主义，而且也使得审美成了对

现实人生的一种逃避，一种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精

神的陶醉和抚慰了。” ［２２］ 可见，“审美活动”转向仍

然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例如，如何避免“审美

活动”研究出现的唯心主义偏向？ 认识论美学和实

践论美学对“美的本质”的研究还有没有参考价值？
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是否完全合理？ 笔

者以为，诸如此类的问题颇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笔者在此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审美活动”研究依然需要遵循历史唯物

主义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

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

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甚至人们头脑中的

模糊幻象也是他们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

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 因此，

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

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２３］ “生活

决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朴素的表述。
“审美活动”论者主张以“审美情感” “审美体

验”“审美心理” “审美意象” “审美境界”为研究重

点，换言之，也就是以“审美意识”为研究对象。 按

照“生活决定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

史唯物主义原理，只有在充分理解社会历史、社会现

实的前提下，“审美意识” 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后实践美学”所宣扬的“生存” “生命” “存在”，带
有极其鲜明的存在主义（个体主义）色彩。 他们将

“人”从社会关系、生活现实中超拔出来，追求海德

格尔所谓的“本真的存在”，实现精神的绝对的“自
由”与“超越”，这无非是在构造一种美学史上屡见

不鲜的审美乌托邦。 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是“本
真的存在”？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供的启示就是

“向死而生”，即挣脱社会关系，孤独地面对虚无。
海德格尔后期主张在天、地、神、人的“四方游戏”中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但是，这种浪漫哲学其实

是很空洞的，缺乏社会历史的维度。 他的弟子马尔

库塞对此批评道：“如果原始本体论系统地忽略实

存的历史特性，那么它就有成为另一种贬义的‘第
一哲学’的危险，其标准解决方法将如同康德的抽

象的道德‘应然’一样无效。” ［２４］阿多诺也批评海德

格尔滥用荷尔德林的思想，去论说不可言说的神秘

的“本有”，构造出 “一个荒谬的绝对抽象的客

体” ［２５］ 。 伊格尔顿严厉地指责道：“海德格尔的存

在是深不可测的，是一种没有根基的基点，它如同艺

术作品那样， 在自己自由、 空洞的游戏中证实

自身。” ［２６］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大力

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消除异化劳动，推行公

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最终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

国和美的世界，进而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

展，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典型形态———
“实践美学”在马克思的启示下所提供的实现“本真

的存在”的基本路径。 究其根本，是以尊重自然和

社会的发展规律，以有利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

价值导向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的唯物

主义美学。 “实践美学”虽然也谈“自由”“超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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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等，但都是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的基础上来谈的，不像“后实践美学”那样刻意地将

“实践活动原则”与“生命活动原则”对立起来，把
“自由”“超越”和“境界”变成完全脱离现实的精神

幻象。
第二，认识论美学和实践论美学对“美的本质”

的研究具有独特价值。
一般认为，蔡仪的美学思想是旧唯物主义认识

论美学的代表，他坚持认为“美是客观的”，在他看

来，“自然美”便是“不参与人力的纯自然产生的事

物的美” ［３］３２９。 这种观点曾经遭到朱光潜、李泽

厚、刘纲纪等人的批判，但是，近年来，随着生态美学

在国内的引介和发展，部分学者重新肯定了蔡仪的

唯物主义自然美论的学术贡献。 曾繁仁甚至指出：
“蔡仪的自然美论完全可以与国际学界同时出现的

自然生态美学相比肩，是美学大讨论的重要成果，它
与加拿大环境美学家卡尔松的认知论环境美学有相

通之处。” ［２７］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国内学者纷纷批判、超越李

泽厚的实践论美学之际，当代西方最权威的文学理

论选集《诺顿理论与批评选》却收录了李泽厚的“积
淀说”。 该选集是最全面、最权威、最有代表性的世

界文论选，李泽厚成为第一位跻身于世界著名文论

大家之列的中国文论家，“其入选的文论探讨的是

‘美的概念’ ‘美的本质’ ‘美如何可能’和‘艺术是

什么’等同样一直为西方众多思想家和文论家关注

的基础性核心理论问题” ［２８］ 。 该选集肯定了李泽

厚在“美的本质”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李泽厚对美学理论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将

实践引入了关于美的本质的研究。 他认为，个

体之所以能对自然进行审美观照，是因为他们

作为一个集体的实践活动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的

关系，把原来与人相对抗的力量变为有利于人

的东西。 对美的本质的探索不应仅仅局限于对

感官、心理和个体的文化感知上，还应涉及集体

创造性实践的物质和社会维度，包括美感在不

同时期的发展变化。［２８］

当然，笔者并不由此认为，李泽厚关于“美的本

质”或“美的根源”的看法就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想

要说明，当“现象学”用一种脱离社会历史的眼光专

注于“审美对象”或“审美意象”时，李泽厚的“美的

根源”理论对其是一个极好的补正。 因为现象学美

学适用于解释审美主体在意向性活动过程中营构审

美意象时所牵涉的美学原理，但是，审美主体为什么

要赋予审美对象此种意向内容（意义）而非另外一

种？ 为什么有的审美客体可以激起审美主体的这种

意向行为，而不是那种意向行为？ 显然，我们只有借

助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原理和李泽厚的“积淀说”，
将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社会历史成因，以及两者

发生审美关系时的社会现实情境说清楚，才能找到

令人满意的答案。 哪怕是在海德格尔眼中，与世界

“打交道”的生存主体也总是先于意识主体的，不是

“我思故我在”，而是“我在故我思”，“胡塞尔所说的

‘意向’，这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行动” ［２９］ 。 也正因

为如此，叶朗在倡导“美在意象”时特意做过一个重

要的说明：
　 　 我们说美（审美意象）是在审美活动中产

生的，不能离开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这并不是

说“美”纯粹是主观的，或者说“美”的意蕴纯粹

是主观的。 因为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是由社会

存在决定的，是受历史传统、社会环境、文化教

养、人生经历等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 所以

这并没有违反历史唯物主义。［１１］４０

结　 语

综上所述，研究对象转向“审美活动”之后，当
代中国美学集中研究了审美意识和审美现象的内涵

与特征，比既往的“美的本质”研究更加接近美学的

核心领域。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认识论

美学和实践论美学在“美的本质”方面所取得的成

就，过分迷信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而应

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此为底线，
兼容其他美学方法论。

回顾美学史，当代中国美学一度受到苏联马克

思主义美学以及当代西方美学的冲击和影响，出现

过带有机械唯物主义弊端的认识论美学，也曾在短

时间内集中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流派和思潮。 如何创

建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美学理论，已经成为

当代中国学者面临的一项重大的理论任务。 笔者以

为，我们应当进一步摆脱“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

维模式，既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能全盘西化，而要立

足于中国古典美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借
鉴、融会西方美学思想，“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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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此，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创

新之路。

注释

①其实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就遭

到了质疑和批判，９０ 年代以来，虽然各种新的美学流派不断涌现，但
实践美学的支持者依然很多，如王元骧、徐碧辉等，只不过就其总体

而言，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旧的实践美学体系的影响力确实减弱

了。 ②章辉的论文《论审美活动与超理性追求———兼评后实践美学

对实践美学的超越》（２０００）提出，“后实践美学”的研究视角已经转

换为“审美活动”，但文章并未开展“美的本质”与“审美活动”的比

较研究；胡健的论文《从美的本质到审美活动———美学研究中的一

个重要转向》（２００４）初步总结了这一转向的特点，但没有进行深度

分析；高建平的论文《论审美活动———主客二分的美与美感及其超

越》（２０２１）认为，美学的最新发展趋势就是超越了主客二分的美与

美感关系论，但对审美活动论的反思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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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算法嵌入传播：平台媒体的权力转移与风险规避∗

余　 　 红　 　 　 余 梦 珑

　 　 摘　 要：数字技术与信息产业的结合正在重塑媒体生态系统，平台媒体及其算法逐渐在信息来源与渠道分发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质上承担了以往由媒体编辑掌控的把关与议程设置功能，掌握了传播系统中的关键权力。
算法在内容生产、渠道分发、关系建构以及价值塑造层面嵌入传播，使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控制信息等权力转移到

平台媒体。 算法嵌入传播带来的媒介生态系统权力转移，蕴含着算法作为权力工具的私权侵蚀公权风险、价值观

偏见风险、平台中心主义风险以及算法作为权力主体的技术偏见风险、技术隐藏缺陷风险与自动化学习的异化风

险。 面对这些潜在风险，可行的治理思路是评估算法在传播体系中的角色、功能以及社会影响，从多元共治的视角

建立与之对应的规范监督制度与责任体系，以期算法为传媒业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价值。
关键词：平台媒体；传播权力；算法风险；平台治理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６２－０７

　 　 作为互联网科技产业与新闻信息产业融合的产

物，平台媒体通过算法编程运行代码等“控制技术”
动态修改内容与功能，嵌入平台中的算法力量逐渐

成为支撑信息传播结构的关键部分，传播的权力开

始发生转移。 埃默森（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ａｒｃ Ｅｍｅｒｓｏｎ）认为，
权力实现的关键是“行动者是另一行动者实现其目

标的依赖” ［１］ 。 平台媒体和专业媒体在围绕新闻内

容构建流量方面形成了这种相互依赖：平台通过专

业媒体的内容供给作为信息资源满足用户需求，专
业媒体则借助于互联网平台提升内容传播力与影响

力。 然而在看似和谐的合作中，两种趋势正在改变

在线信息系统并打破两者的权力平衡：一是人们越

来越多地通过移动智能设备获取信息；二是在这些

智能设备的使用中，人们主要通过微博、微信、抖音、
今日头条等社会化媒体平台接触信息。 平台算法作

为一种隐形中介控制着信息的可见与不可见，并悄

然影响着传播效果流。 因此，对算法嵌入传播的机

制及其对权力影响的问题展开研究具有必要性。

一、算法嵌入传播

梵迪克（Ｊｏｓé ｖａｎ Ｄｉｊｃｋ）曾指出，平台的运行是

建立在算法协议的基础之上，算法在事实上控制着

社交流量［２］ 。 平台算法具有嵌入性、一定程度的不

可见性与可扩展性，广泛覆盖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

在传播中做出决策，影响着政治、社会与文化。
（一）算法嵌入内容生产

随着计算新闻（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的兴

起，算法越来越进入媒体内容的生产流程中。 南波

利（Ｐｈｉｌｉｐ Ｍ． Ｎａｐｏｌｉ）认为，“算法转向”是影响媒体

行业最为明显和潜在的重大转变［３］ 。 一是媒体生

产组织越来越依赖算法驱动的系统来预测需求，在
高度饱和与不稳定的信息市场中，通过算法预测来

取得潜在的成功， 通过自动化生成内容满足信息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３０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互联网时代风险感知的媒介作用机制与风险沟通”（１９ＹＪＡ８６００３０）；华中科

技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交媒体平台舆论引导研究”（２０２０ＷＫＹＸＺＸ００１）。
　 　 作者简介：余红：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余梦珑：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２６１



时效性需求，由此，大量的机器程序写作开始投入内

容生产。 二是内容生产者将算法纳入生产策略，包
括在不同阶段对于信息的采集、取舍、编码与呈现。
算法开始承担内容生产环节中两个重要角色：“信
息采集者” （负责自动化搜索信息并将其整合到内

容项目中）与“信息处理者” （负责将采集信息通过

程序转化为可供发布的完整产品）。 三是算法嵌入

内容的重要机制还包括对内容的自动审查与删除，
对不符合平台规则的内容进行强制执行。 其中也包

括对虚假信息的处理，通过启用新闻核查技术，在准

确性与确定性等指标分析的基础上，对平台媒体中

的虚假信息进行自动化处理。
（二）算法嵌入渠道分发

平台媒体在为信息提供流通场域的同时，也将

平台运行协议的算法嵌入传播渠道。 吉莱斯皮

（Ｔａｒｌｅｔｏｎ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等人认为，算法已成为“控制我

们所依赖的信息流的关键逻辑” ［４］ ，通过在渠道中

把关、过滤、排序、放大、分发等方式阻碍或促进信息

流的传播。 一是算法把关。 算法把关是“世界上数

十亿条可用信息被截短并转化为在某一天到达某一

特定人群的数百条信息的过程” ［５］ 。 不同于传统媒

体的记者与编辑把关，平台媒体中的把关任务越来

越多地由非新闻专业人士与算法执行，算法在渠道

中控制着哪些信息可以进入其传播场域。 二是算法

过滤。 算法过滤是程序员对信息的选择、分类与可

见性进行优先级排序。 在微信等一对一消息模式的

社会化媒体平台中，用户受算法过滤的影响较小，因
为消息可以在他们之间直接发送。 然而，当内容的

发布与可见性由算法排名决定时，由开发者实施的

编码操作有能力塑造用户对文化、新闻与政治的共

同认知。 三是算法推荐。 算法推荐是基于一系列计

算和有序步骤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程序，在预先设

定的推荐程序基础之上，对不同使用者的信息行为

进行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可以在传播的过程中实

现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推荐与分众传播。 值得注意的

是，在平台媒体中所有的信息都要经过算法系统。
算法嵌入渠道的传播机制并不专属于新闻媒体内

容，但所有的新闻媒体内容都要经过它的程序设定。
（三）算法嵌入关系建构

平台通过连接多种服务与功能，成功地在信息

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不同组织之间建立了中介关

系，并接管了以前由其他组织所掌控的部分权限。

在这个过程中，算法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技术存在，也
被视为一种植根于各种社会和文化实践的深度中介

化的方式嵌入人们的日常交往行为，通过发挥中介

效应塑造着多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基钦 （ Ｒｏｂ
Ｋｉｔｃｈｉｎ）将算法视为“性能化的、偶然的、动态的，并
嵌入更广泛的社会关系集合” ［６］ 。 这种观点认为，
算法通过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一系列复杂关

系而产生并在网络空间中运行，它与其他行动者之

间的“结构性纠缠” ［７］ 所构成的偶然性复杂传播环

境，共同塑造着传播的关系。 这些行动者包括算法

的代码、数据结构、软件系统等，也包括程序员、工程

师、监管机构等，还包括使用、互动、理解它们存在的

用户。 算法作为“非人类行动者”，嵌入人们的传播

活动，编织着新型的内容关系网络、人际关系网络与

物联关系网络。
（四）算法嵌入价值塑造

媒介化研究强调了媒体是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

上嵌入日常生活，从而塑造人们在社会世界中的感

知、行为方式与价值意义。 在数字化和数据化普遍

存在于人们的信息获取与日常交往实践中的今天，
算法正成为媒介化的重要手段。 它在嵌入传播过程

中对价值的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平台

媒体通过算法实现权力主体对其他行动者的价值影

响。 易卜拉欣（Ｙａｓｍｉｎ Ｉｂｒａｈｉｍ）等人认为，平台算法

通过“技术凝视”将自身价值观和道德观赋予在了

公众身上［８］ 。 算法运行规则内嵌的是平台价值，在
其制定的标准系统中，决定着信息材料的纳入与排

除，在信息搜索、过滤、排序的设计中，自觉或不自觉

地引入了潜在的价值观，并在潜移默化中对信息接

收者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算法嵌入也在进行着价

值创造。 平台媒体通过算法对用户的使用痕迹进行

数据训练，使之能够做出更细致的判断，更好地获取

注意力，并将这种注意力转换为商业价值。 阿西克

（Ａｄｒｉａｎ Ａｔｈｉｑｕｅ）把这个过程称为“炼金术” ［９］ ，他
认为算法将用户在平台的数字痕迹从“淤泥”提炼

为“金子”，将数据价值转换为其他利益价值。

二、算法嵌入传播带来的权力转移

平台媒体权力的来源是其能够运行媒体权力的

能力。 我国媒体权力主要由政治赋予和能力赋予共

同构建。 从政治层面来说，作为 “党和政府的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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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专业媒体具有代表党和政府发声的权力，同时

还履行作为监督机构的“第四权力”，这一点目前仍

未发生改变。 带来媒体权力转移的关键很大程度上

在于传统主流媒体能力的式微和平台媒体能力的崛

起。 这主要表现在：“内容生产的能力”逐渐被 ＵＧＣ
（用户生产内容）和 ＭＧＣ（机器生产内容）所分散；
“控制信息的能力”由于信息的发布从媒体自主平

台转到了互联网平台，导致“议程设置”“信息曝光”
“把关”“守门”等渠道权力的转移。 这种权力转移

并非颠覆了过去的权力结构，而是更多地将权力结

构融入算法系统。
（一）作为技术的算法：平台可供性塑造传播

“游戏规则”
数字媒体时代算法已深深嵌入传播基础设施，

新兴的规则与制度正在塑造新的传播权力。 梵迪克

认为，算法等数字硬件不仅仅是促进传播的基础设

施，其开发与部署也是重新校准公共领域传播权力

斗争的一部分［１０］ 。
１．算法成为传播基础设施

芬尼曼（Ｎｉｅｌｓ Ｏｌｅ Ｆｉｎｎｅｍａｎｎ）等学者曾展开了

关于“数字媒体物质性”研究［１１］ ，指出在日益依赖

新的数据驱动基础设施与通信设施的信息社会，技
术中介成为构建社会感知的重要基础，塑造着媒体

权力。 平台媒体算法作为传播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是影响人们如何理解网络信息的强大手段。 从信息

数据获取、分发与控制到内容呈现与价值引导的形

式手段，平台算法通过技术赋权，改变着信息的生产

与传播逻辑，技术可供性越来越决定着媒体发挥作

用（权力）的条件。
２．传播规则的遵循与强化

传播权力不仅是控制获取知识建构的权力，更
是控制知识建构过程中话语运作规则的权力。 不同

媒体遵循着各自的游戏规则，包括信息如何生产，内
容如何分发，以及人们和组织如何使用媒体。 算法

预构了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流和话语动力学，
程序员将规则、规范和文化理念编码到信息产品中，
使得传统媒体在平台的内容生产、分发与使用的过

程必须遵循平台算法的规则，如文本的字数限制、视
频的时长与清晰度限制等。 普兰提（ Ｊｅａｎ－Ｃｈｒｉｓｔｏ⁃
ｐｈ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指出，从遵守算法规则到适应算法规

则，平台通过设置算法规则与其互动的各方行动者

产生了锁定效应（ｌｏｃｋ－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１２］ 。 也就是说，算

法规则在被遵守的同时也在不断被定义与强化。
３．象征性权力的物质载体

在一个媒体无处不在、编码无处不在的信息社

会中，算法正在构建新的认知力量结构。 社会化媒

体平台加强了象征和物质之间的联系，物质为象征

提供了中心舞台， 促进了 “象征权力的高度集

中” ［１３］ 。 作为基础设施的平台算法并不仅仅是中

介，而是意义工作的载体（象征性负载）。 算法将现

实世界在网络空间中映射为数据与模型，并作为

“沟通和知识工具”的“象征系统”发挥作用。 它存

在于符号产生的过程，不仅仅是它的物理（或数字）
表征，而且转换、翻译甚至修改或扭曲内容。

（二）作为行动者的算法：注意力时代的“潜网”
控制

沃伦·布里德（Ｗａｒｒｅｎ Ｂｒｅｅｄ）认为，任何处于

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传播媒介都担负着社会控制的职

能，但这类控制往往是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这个

过程可称为“潜网” ［１４］ 。 在平台媒体环境下，算法

不仅仅是技术中介，也是参与行动者，马利（Ｉｃｏ Ｍａ⁃
ｌｙ） 称之为 “算法行动主义” （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
ｉｓｍ） ［１５］ 。 媒体平台的算法作为人类判断的代理，
程序化地选择与之目标相匹配的知识，这使得 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平台在混合媒体系统中拥

有巨大的话语权，积极地参与“潜网”控制。
１．注意力成为媒介系统的“权力货币”
一直以来，媒体权力被认为是对稀缺或排他性

信息资源的控制。 在信息饱和的媒介环境中，注意

力被视为混合媒体系统中的一种权力货币［１６］ ，是
掌握媒体权力的关键资源，算法权力则是一种“注
意力政治” ［１７］ ，它定义了对象或事件的主导意涵与

表征，在传播中系统放大或抑制声音，是行动者实现

各种目标所必需的能力。 算法在媒体注意力方面的

强大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技术手段让公

众接触到由数字信息所描述的现实世界，建构公众

认知的世界，并影响其潜在的行动。 二是在重视参

与度的平台媒体中，注意力暗示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力、知名度和关注度，算法通过排序塑造并强化着

“关注价值”。 三是算法可以把注意力持有转移到

其他物体上，将传播的权力转化为其他形式的权力

机制，并以此实现平台的商业或意识形态目的。
２．信息控制中的“可见”与“遮蔽”
信息控制的权力可以理解为影响渠道与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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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平台媒体中选择和传播信息的算法起到了

把关人的作用，构建了信息控制中的“可见”与“遮
蔽”。 麦凯维（Ｆｅｎｗｉｃｋ ＭｃＫｅｌｖｅｙ）认为，可见性是由

内容发现平台构成的一种媒体力量［１８］ ，是传播内

部系统作用与权力关系的外在体现。 算法在协调内

容、用户、创作者之间工作，生成并放大符合其价值

期望与利益的内容。 与“可见”相对应的是“遮蔽”，
即算法的不可见实践。 通过对内容的限流或删除来

实现内容调节，而这个过程往往是缺乏透明度的。
有学者指出，当信息控制权被转移给了大型平台公

司时，实际上导致了“从新闻业到平台公司的权力

再分配” ［１９］ 。 这种权力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是传

统媒体对平台渠道的“依赖性”所致，但权力的再分

配却不止于内容和渠道层面，还涉及处理信息的原

则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引导方面的权力转移。
３．混合媒介中的议程竞争

现代媒体系统是由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主流媒

体（包含“两微一端”以及开设的抖音、头条等新媒

体账号）与包括社会化媒体在内的平台媒体共同组

成的混合系统，在不断地竞争、合作、渗透当中，媒体

权力在混合媒体的各个子系统间转移。 因此，谁作

为议程设置者发挥舆论权力的问题变得至关重要。
纽伯格（Ｎｅｕｂｅｒｇｅ）将舆论权力定义为媒体影响个人

和公众舆论形成过程的能力，强调了政治行动者、媒
体与受众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２０］ 。 事实上，传统

主流媒体与平台媒体以不同的方式行使着舆论权。
传统主流媒体行使舆论权力的方式，通常是基于编

辑策划与制定议程的能力，使其引导内容在信息市

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但在以算法为中介的平台媒

体中，舆论权行使的不同之处在于，平台掌握了获取

用户注意力的数据与工具，并利用这些数据与算法

工具的说服能力，进一步推广与其自身价值观或利

益观相符的观点与服务，从而潜在地行使舆论引导

权力，在混合媒介的议程竞争中实现舆论权力的

博弈。
（三）作为文化的算法：塑造社会秩序的精确

“仪式”
算法不可见却又无处不在。 通过“黑箱”与保

密协议，算法秘密地组织着社会结构与文化实践。
哈利 南 （ Ｂｌａｋｅ Ｈａｌｌｉｎａｎ ） 和 斯 特 拉 法 斯 （ Ｔｅｄ
Ｓｔｒｉｐｈａｓ）提出了“算法文化”概念，并认为算法文化

指“使用计算过程对人、地点、对象和想法进行排

序、分类与分级，并塑造与这些过程相关的思维习

惯、行为和表达” ［２１］ 。 “算法文化”强调算法如何深

度参与媒介化过程并在其中发挥权力作用，是一种

塑造并强化社会秩序的精确“仪式”。
１．算法参与“拟态环境”的构建

在平台媒体的传播场域中，算法参与信息的选

择、加工和分发，塑造着公众所接触到的信息环境，
并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汤普森 （ Ｊｏｈｎ Ｂ．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将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概念应用于媒

体，并将其定义为“通过符号形式的生产与传播，干
预事件过程，影响他人行为，甚至创造事件的能

力” ［２２］ ，这种媒介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与媒介建构现

实的能力相关。 当越来越多的公众通过平台媒体中

算法所构建的拟态环境认知世界时，这种媒介权力

也逐渐从传统主流媒体中转移。
２．算法文化通过信息秩序塑造社会秩序

在平台媒体的传播逻辑中，信息产品、价值意识

观念、文化行为越来越多地由自动化、计算与数据决

定，被搜索、标记、归档、塑造与嵌入实践。 算法通过

塑造信息秩序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的价值观与社会文

化。 也就是说，算法不是从外部改变文化的静态技

术对象，而是由社会、文化和技术实践的结合所制定

的动态与进化过程，这些实践本身在塑造文化时对

文化做出反应。 因此也可以认为，算法文化是确定

“什么是文化”以及“我们看待什么是文化的方式”，
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媒介的权力。

３．算法文化是一种权力隐身的过程

算法通常不透明且用户难以察觉，但它们的生

成属性为平台的传播活动塑造了规则。 通过隐藏在

底层采取行动，算法塑造了平台中立的假象。 同时，
它们还隐藏了“非人类行动者”的存在，例如机器人

或虚拟代理，它们在人类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执行

自动化任务。 算法文化正是强调了在当下的信息环

境中，这种普遍存在却又不易察觉的传播权力。

三、传播权力转移的风险及其治理

算法嵌入传播带来了媒体生态体系的关系变革

与权力转移，在议程竞争与信息控制中，算法对传播

权力的影响在本质上包含算法作为权力的工具（协
助权力主体实现传播权力）与算法作为权力的主体

（自身拥有传播权力）两种路径。 这两种路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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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同的潜在风险，在治理体系构建中需要根据不

同的风险类型有针对性地选择治理方式。
（一）作为权力工具的算法风险及其治理

算法的“黑箱”与不可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其

权力行使过程具有隐蔽性。 算法推荐服务的提供者

可利用其作为权力的工具悄然达到特定目的，其中

暗含的传播风险值得警惕。
１．潜在风险

第一，公权与私权的模糊边界。 一直以来，媒体

（无论传播的技术如何）被赋予为公共利益服务的

道德义务。 然而，当算法驱动的平台媒体在新闻和

信息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获取越来越多的传播权力却不具备传统主流媒

体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关怀时，很容易产生危险。
例如，用户在平台媒体的信息行为被算法监视与聚

合并以此定制未来的推荐行为，就涉及信息隐私权

和数字身份及其保护的问题［２３］ 。 要警惕算法成为

纯粹私权的工具，在公共传播系统中从事非公共性、
排他性的商业资本活动。

第二，算法价值观嵌入带来的算法偏见。 平台

媒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迄今为止，它仍属于电

子商务法的有限责任方。 算法作为平台运行的技术

支撑，当其嵌入平台媒体的传播体系时，遵循的不是

“传统媒体逻辑”，而是“算法逻辑”和“平台逻辑”。
诺布尔（Ｓａｆｉｙａ Ｎｏｂｌｅ）在《算法的压迫》 ［２４］ 一书中

阐释了平台权力和价值观能在多大程度上嵌入并贯

穿算法等技术，嵌入在搜索算法中的排序逻辑是如

何再现设计师及其使用者的刻板信念，并产生伦理

道德风险。 这种偏见与压迫往往是潜藏的，普通用

户可能难以意识与抵抗这种权力。
第三，权力的集中催生“平台中心主义”。 平台

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与议题提供了场域，但算法权

力集中可能带来信息混乱风险，如错误信息、虚假信

息、后真相、深度伪造等以实现某种经济或意识形态

利益而故意策划与制作的信息。 标榜“去中心化”
的网络平台可能隐含着“强中心化”的垄断风险，影
响传播的公平和多样性，促成非理性的公共舆论和

诱导非理性的信息行为。
２．治理路径

针对算法作为权力工具的风险，斯科特（Ｓｕｓａｎ
Ｖ． Ｓｃｏｔｔ）提出用行动者网络框架（ＡＮＴ）进行算法治

理［２５］ 。 在对平台治理和算法风险的规避中，从共

同建构主义的视角，将与算法产生关系的多元行动

者进行集合，共同参与治理。 多元行动者包括控制

数据收集、代码设计和算法决策的人，也包括政策制

定者、媒体专业人员、法律专家以及平台的用户。
第一，建立平台责任义务体系。 平台算法的治

理框架需要与平台自身的发展相适应，使它们所行

使的权力和应该承担的责任更加协调一致。 在治理

中，需要纳入公共利益的价值观，规范建立行业准

则，将公共利益注入算法的构造与操作中。 鼓励平

台“科技向善”，加强平台的社会责任和公共义务。
第二，制定国家监管政策。 仅仅靠平台自身的

行业自律和企业责任感是远远不够的。 佩特雷（Ｐｅ⁃
ｔｒｅ）等人的研究表明，平台所认为的“非法算法操

作”和“合法策略”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物质

利益驱动着平台的利己行为，且随着平台的业务战

略而不断变化，这就需要第三方规则对其行为进行

管制［２６］ 。 将平台媒体纳入国家的媒体监管体系

中，从国家安全、恐怖内容、虚假信息、过滤泡沫、版
权保护以及网络欺凌和网络犯罪等多方面，构建平

台管理的规范性与问责监督制度。
第三，专业媒体应减少对平台的过度依赖。 从

埃默森的权力观［１］ 来看，媒体组织要拿回传播权，
就要努力减少过度依赖平台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并再次发展自身平台和算法技术，将用户数据掌握

在自己手中，避免商业科技平台对媒体权力的垄断。
（二）作为权力主体的算法风险及其治理

与传统的信息控制工具所不同的是，算法具有

机器学习的能力，能根据之前发生的事情对未来行

为进行预测，并自主决定接下来的行为，它不完全由

使用者控制，存在“异化”的风险。
１．潜在风险

基于平台算法可能的反复无常、神秘甚至带有

偏见的方式建构传播内容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达菲

（Ｂｒｏｏｋｅ Ｅｒｉｎ Ｄｕｆｆｙ）等人提出了“算法不确定性”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ｐｒｅｃａｒｉｔｙ）一词［２７］ ，用以捕捉平台算法

系统的缺陷及其算法自身的不可控风险。
第一，技术局限带来的技术偏见。 算法具有

“技术上体现的机械中立承诺”，在部分人的想象

中，与人类记者和编辑们备受诟病的新闻偏见相比，
算法似乎是公正中立的，是解决新闻偏见问题的合

理工具。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相较于人工编辑带来

的偏见，算法偏见可能更加的不易察觉。 “技术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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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是来自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包括他们所使用数

据库的技术局限性、存储与数据处理能力以及代码

中任何可能错误的影响。
第二，技术无意识的隐藏缺陷。 算法也同人类

编辑一样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它来自个人或社会对

系统设计的投入，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

的。 对于有意识的偏见往往能直接地识别，然而对

于算法构成支撑社会生活结构的“技术无意识”部

分，由于它们的逻辑通常是“黑箱”，对其往往难以

追踪或质疑。
第三，自动化学习的异化风险。 人们既要关注

算法为谁所用的风险，也要关注算法自身的风险。
而算法与其他技术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具有机器自

动化学习的能力，并不完全受使用者控制。 事实上，
由于算法更多的是依赖相关性，而不是对内容的深

刻理解。 即便算法设计者在设计之初的意图是

“善”，但在对用户及周围信息行为学习的过程中也

可能发展出意料之外的“恶”。
２．治理路径

算法进入传播领域带来的权力转移和风险问题

是在其应用与普及过程中慢慢出现的。 需要警惕的

是，算法技术发展出不再为人所控制、出乎技术主体

预料之外的权力和风险。 对于权力主体的算法风险

可以采用“竞争制衡的替代”和“控制反馈的优化”
两种治理路径。

第一，以“技术”治理“技术”的竞争制衡应对技

术“缺陷”风险。 不断开发完善传播系统中的算法

技术，对其存在的技术缺陷进行媒介补偿。 在这个

过程中应强调“技术性正当程序”，从提高算法自动

化决策的透明性以及算法的可解释性，实现对算法

程序的不断优化。 鼓励引导多方行动者开发算法系

统，在正确的价值导向下，在竞争博弈中共同设计出

更好的系统，从而规避现有技术缺陷中的风险。
第二，以“解码”优化“编码”的反馈控制应对技

术“原生”风险。 算法系统是由传播过程中的控制

与反馈所共同构成。 算法不仅包含了一种预设的嵌

入性规则，还在实施规则过程中不断自动化学习与

优化。 吉莱斯皮（Ｔａｒｌｅｔｏｎ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用“算法纠缠”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ｓ） ［４］来解释“算法的计算”
和“人的计算”之间的相互作用与递归循环。 斯图

亚特·霍尔在传播学经典理论中关于“编码 ／解码”
的研究也适用于对算法的解读与治理。 事实上，当

算法“代码”制造传播内容的“编码”时，仍需要公众

自行进行内容“解码”与意义消化。 从这个意义上

说，对算法风险的规制，一方面是对算法与算法“编
码者”的治理，另一方面也可从提升信息接收者即

“解码者”的媒介素养展开。 算法的机器学习功能，
使其不断地在设定者与使用者之间进行持续反馈循

环，因此可以从用户治理的视角，通过提高用户信息

素养来规训算法，以算法“解码”优化算法“编码”，
进而对潜藏在技术之中且不易察觉的算法风险进行

治理。

结　 语

事实上，社会化媒体平台及其算法通过个性化

推荐机制、信息过滤机制、热门排序机制，实现了对

公众注意力、信息可见性、信息感知显著性的掌控，
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信息来源与渠道分发的重要角

色，实质上承担了在过去由媒体编辑掌控的把关与

议程设置功能，获取了传播系统中的关键权力。 这

种算法嵌入传播带来的媒介生态系统权力转移，蕴
含着算法作为权力工具的私权侵蚀公权风险、价值

观偏见风险、平台中心主义风险，以及算法作为权力

主体的技术偏见风险、技术隐藏缺陷风险与自动化

学习的异化风险。 面对这些潜在风险，在商业机密

和知识版权的保护下，人们很难去要求算法黑箱的

彻底打开，更为可行的治理思路是从算法嵌入传播

的逻辑入手，对算法在传播体系中的角色、功能以及

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评估，了解其权力运作方式并

预判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从多元共治的视角建立

与之对应的规范监督制度与责任体系，以期算法为

传媒业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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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双减”视域下的教育出版：变化、挑战与应对

吴　 　 昕

　 　 摘　 要：“双减”政策出台后，教育培训市场收紧，教育出版行业格局重塑。 国家对教材教辅质量管控力度的变

化，用户和市场需求的变化，给教育出版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双减”视域下，教育出版应直面竞争格局和发展前景

的挑战，尽快转换角色，科学制定发展策略，做好出版产品多元化设计，推出优质图书，提高服务能力，重视人才建

设，加速融合转型，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关键词：“双减”政策；教育出版；产品多元化；用户需求

中图分类号：Ｇ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９－０１６９－０４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以下简称“双减” 政

策），提出要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

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 由此，一场旨在解决义务教育中

小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行动，迅
速在全国展开。 各地纷纷出台相应的制度与措施，
我国基础教育格局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１］ 。 “双
减”政策贯彻落实后，教育培训市场收紧，教育出版

行业格局重塑，教育出版要在思想理念、结构规模及

发展模式等方面及时调整和创新。

一、“双减”政策下教育出版的新变化

学生减负减重不仅是教育领域的问题，也是社

会热点问题。 只有认真剖析“双减”政策下出版行

业的新变化，教育出版才能及时调整出版方向。
１．国家对教材教辅质量管控力度的变化

“双减”政策提出，要规范培训服务行为，依法

依规坚决查处超范围培训、培训质量良莠不齐、内容

低俗违法、盗版侵权等突出问题。 规范培训服务行

为，首先要保障教材教辅的质量，国家必然会针对教

培领域的内容质量构建系统的监管机制，对运营主

体的规范性、培训服务行为、教材质量等进行监管。
国家会加大对中小学教辅材料质量的管控力度，教
辅资料的需求会缩减，质量要求会提高。 例如，针对

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教育部高

度重视，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对全国中小学教材教辅和进

入校园的课外读物进行了全面排查整改。
２．用户需求的变化

一方面，学校教育向高质量发展需求的转变。
“双减”政策使得教育资源供求关系、用户需求重点

都发生了变化。 教育出版要满足校外培训的基本需

求，还要满足学校教育向高质量发展以及对素养、素
质导向的优质课程的强烈需求。 国家正极力推动教

育回归公立教育体系，公立教育体系将会成为教育

出版的主要用户。 另一方面，教培机构出版需求的

改变。 “双减”政策下，教培机构加大了教辅出版的

力度。 教培机构通过线下丰富的名师资源和线上海

量的后台大数据，梳理和整合了中小学的常考点、易
错点以及难点，拟打造高水准的教辅图书。

３．市场需求的变化

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全面放开， 从市场需求来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３１
　 　 作者简介：吴昕，女，郑州大学副编审（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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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学龄前及学龄人口决定了教辅市场的体量。 在

校外补课时间被压缩的情况下，许多家长可能会对

教育出版产品有更加强烈的消费需求，学前教材教

辅需求也会增加。 在少了作业和培训负担的前提

下，学校也有更多的精力进行素质拓展，开展多样化

的课后教育服务，他们对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
读、兴趣有关书籍的需求会变得长期而广泛。

二、教育出版面临的新挑战

教育出版与学习、教育和培训紧密相关。 “双
减”政策对教育出版的影响巨大，也将给教育出版

行业带来更多新的挑战。
１．竞争格局的挑战

“双减”政策的出台给教育培训机构及其与教

育出版机构的合作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两者需要谋

求新的发展方向。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教育部办公

厅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 （试

行）》明确规定，学科类培训材料实行的是严格的双

审核制度，在培训机构自行审查的基础上，教育部门

要进行严格审查。 只有经过审核之后的材料才能入

选。 与此同时，教育部启动了“基础教育精品课”遴
选工作，旨在发掘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建设云平台，
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从整体来看，关于明

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双减”的基调是“从严

治理，全面规范”。 如果说“双减”会使教培机构的

受众大幅减少，那么，新管理办法的出台，必然会压

缩培训材料的用量和教育培训的利润空间，让教培

机构与教育出版机构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更加突显。
２．发展前景的挑战

“双减”政策落地，也给教育融合出版转型按下

了加速键。 教育出版在教研、培训专业服务方面，在
高质量专题教育资源提供和线上学习资源覆盖方

面，必须及时跟进。 “双减”后，专业教育出版机构

纷纷寻求新的发展。 在国家教育部发布支持探索开

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后，许多书店都推出了“寄
娃”服务。 广东、云南、江苏、湖北、山西、辽宁等地

的实体书店，在借助免费或收费、合作或自主方式切

入该领域的同时，也与教育出版机构加强了合作，使
得出版单位将关注点投向素养启蒙、绘本阅读等出

版物发行上。 “双减”背景下，教育出版要想真正享

受到多元业务带来的新增量、新收益，必须加大研发

和人力资源投入，弥补内容短板，给予融合出版产品

更多的关注，这也会加大教育出版的经济压力、投资

风险。 而受“双减”影响，教培行业不可避免地会出

现大规模裁员。 教育出版行业如能抓住机会，吸纳

跨行业人才，其竞争力也能得到快速提升。
３．渠道拓展的挑战

“双减”政策提出了“要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

服务”的要求。 教育出版作为一个重要载体，需要

贴合教育场景，加快传统图书、传统服务的转向步

伐，基于书本内容，促使图书由纸质教育朝信息化发

展，为学生自主学习创造更多的空间。 在“双减”政
策出台后，“现代纸书”模式很快出现。 这种模式让

纸质图书通过匹配大数据标签的智能二维码链接线

上延展性数字内容与服务，并实现复合呈现。 这不

仅能带给读者更丰富的阅读体验，还能够帮助出版

机构实现与读者、作者的链接，逐步建立拥有清晰用

户画像的读者数据库，扩大除纸质图书营收外的增

值收益，拥有为读者提供严谨、权威、优质、丰富内容

产品的渠道。 教育出版业要拓展空间，借助媒体融

合渠道连接内容和数字内容资源，开发新产品，释放

价值动能，为学校提升课后服务水平做出积极贡献。

三、教育出版的应对策略

“双减”政策的实施短期内会让教育出版面临

诸多挑战，但从长远看可加快教育出版融合转型和

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为教育出版创造新的时代发展

契机［２］ 。 “双减”政策下，教育出版行业要抓住机

遇，探寻新的发展之路。
１．紧跟政策，做好出版产品设计

“双减”政策出台后，教育要回归公平普惠。 面

对充满竞争的买方市场，教育出版机构不仅要承担

起传播知识、弘扬文化、传承文明的使命，还要紧跟

政策，做好产品设计，在教育出版方面精准反映国家

认知、体现国家意志，维护和改进已有的教材品牌，
加强产品研制和开发，继续提高教材出版质量。

教育出版机构要制定精品教材发展战略，持续

加大基础教育教材建设投入，开发新的教材品种，为
教育教学提供服务保障。 例如，在教材开发中，体现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教育思想，提
高教材质量，解决配套用书的同质化问题，使教材挣

脱统一框架的影响，减少教材的可替代性。 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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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产品时，要围绕教材，以“服务课堂”为出发点，
坚持以学定考，提高命题质量，不出偏题、怪题、超纲

题，满足校内课后服务增加对教辅图书的多样需求。
２．拓展产业链，出版产品多元化

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

问题。 教育出版，尤其是教材出版，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根本。 在教育教学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教育出版

机构应与时俱进做出调整，实现出版产业链的价值

延伸，开发多元化的产品，以满足时代需要。 出版机

构要调整教育出版思路，突破传统的教材研制和开

发局限，加快产品研发，并跟上教育系统对课程和专

业的数字化改造步伐，走多元化发展之路，开发数字

教材、电子书包、微课类产品，形成核心业务，打造拳

头产品，扩大图书出版业务范围和规模效益，以专业

化运作支撑多元业务框架，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

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
对于“双减”政策下的教育出版，不应只看到教

辅出版物的减量，更要看到教育出版多元化带来的

增量［３］ 。 例如，以教育和信息服务为主的美国常春

藤公司麦格劳－希尔集团，依托技术提升开发了面

向大学生的在线版百科全书，而且针对中小学教育

开发了各种图片丰富的电子版教科书和专业图书，
其中，该公司使用 Ａｃｒｏｂａｔ 的 ＰＤＦ 格式的电子图书，
因可以在多种电子产品上使用，一上市就受到学校

和教育教培市场的热烈欢迎。 这种电子图书价格优

惠，分辨率高，全彩页面，用户可以获得高质量的阅

读体验，已成为它们新的收入增长点。
３．提高出版质量，推出优质图书

教育出版在教育事业发展中起到了支撑作用。
“双减”政策的落地，改变了人们对于教育本质和规

律的认知。 教育出版机构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提高教材教辅图书出版质

量，研发符合“双减”后教学改革发展，适应用户需

求的优质图书，这是出版社的立身之本。 教育出版

机构要吸纳学科专家、专职编写人员和教研员等组

建专业的编写队伍，以工匠精神进行教材创新、编
校、设计和印刷，打造优质教材。

图书质量是教育出版机构的生命和根本，是可

持续发展的基石。 尽管当下读者的阅读媒介发生变

化，但内容质量始终是读者关注的重点，内容为王依

然是出版单位坚守的重点［４］ 。 教育出版机构要积

极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的政治

方向和价值导向，加大教育学科、课程、教材、教辅产

品的研发力度，凸显主流价值观，将法治教育、家国

情怀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出版

物中去，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４．增强服务能力，关注用户体验

教育出版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为教育事业提供

符合其需求的图书产品，还在于它具有教育知识服

务能力。 教育出版机构要想突出重围，稳步发展，必
须要将社会效益置于首位，关注教师、学生、家长等

产品用户的需求，以用户为中心，增强教育知识服务

能力，提高教育出版服务质量。 要明确“双减”背景

下课后服务的内涵，即课后服务是学校教育的有益

延伸，是义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五育并举”、
减负提质的有效渠道［５］ 。 随着“双减” 政策的实

施，学校课后教育服务需求不断提升，对素质导向的

优质课程需求也更加强烈。
教育出版机构应从传统的内容提供商转变为教

育服务商，研发面向学校以及最终用户的教育服务

产品［６］ 。 为了提高服务的效率和专业性，出版机构

要制定系列性内容资源研发和数字化开发计划，从
纸质教材入手，开发教辅图书配套的数字产品，积极

尝试纸质图书与线上配套资源相结合的出版新模

式，增强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能力。 例如，青岛出版

集团基于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握，在“双减”政策出

台后迅速成立了“青版少儿成长中心”，推出了优质

助学服务，本着大教育的方向，以图书为载体进行整

体课程输出，不断拓宽在线教育市场，促使传统出版

不断向教育融合出版与出版服务转型［７］ 。
５．扩大资源储备，重视人才建设

当前，教育出版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编辑出

版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更加凸显，这对教育出版行业的人才培养也

提出了新要求。 因此，打造一支与国家发展战略新

需求相适应、与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相匹配、与新一

代信息技术应用相融合的高质量教育出版人才队

伍，势在必行［８］ 。 人力资源建设是教育出版资源建

设的重中之重。
一方面，要重视出版业人才培养形式的专业化。

高校应将部分优秀的青年教师选派到编辑出版实务

部门参与出版工作实践，同时加大力度聘请出版界

的专业人士担任专职、兼职教授或顾问。 这种出版

教育与出版社合作的模式，不仅能为学生提供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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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场所，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专业教师缺

乏实践经验的问题［９］ 。 另一方面，出版机构要认清

培养新型、专业教育出版工作者的重要性，邀请学科

专家、教研员组建教材教辅产品编写队伍，参与教材

教辅产品编写工作。 出版机构可以瞄准时机，面向

教培机构进行招聘，吸纳、储备人才，并以“培训＋外
聘”的形式吸引优秀教师，充实编辑队伍。 在此基

础上，组织编写队伍开展一系列与出版建设相关的

理念、机制、方法的交流活动，引导他们总结、借鉴编

写经验，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开展教材编校、设计

工作。
６．重视数字出版，拓宽销售渠道

“双减”政策的出台，导致教育格局重塑，引发

教育观念变革。 在融媒体环境下，数字化出版和营

销一直是出版界颇为关注的两个问题。 教育出版要

整合技术、资金以及教研专业力量，积极通过技术提

升，寻找更多发展传统产业领域、拓展内容服务的机

会，建设精品化的数字资源，开发在线教育市场，搭
建智慧学习平台，进入智慧教育领域。 例如，湖南教

育出版社早在 ２０１５ 年推出拥有虚拟实验室、考试解

决方案、在线测评、素质评价等栏目的贝壳网；目前

他们又开发了更多优质的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和智能

化的教育产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教研、培训专业服

务能力。
媒体融合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 教育出版机构

在数字资源开发、标准化建设的同时，还要考虑“优
质内容和服务进校园”的问题，引进和重用具有营

销经验的策划编辑、了解信息技术的运营主管，寻找

教育出版与新媒体传播的契合点，改变单一的传播

形式，拓宽教育出版产品的营销渠道，构建良性发展

模式。 这就要求教育出版机构重新定位教育出版，
根据融媒体环境下的市场需求，以用户需要为市场

定位核心，用微博、公众号、视频营销等整合营销传

播方式取代传统的图书发行传播模式，为作者、出版

商、用户互动交流搭建桥梁［１０］ 。 同时根据教育出

版新格局，满足用户的多样需求，增加产品的附加

值，推动精品化的内容进市场、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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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ｌｙ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ｃａｎ ｔｈｅ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ｏｕｂｌ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ｒｓ ｄｅｍ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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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学刊》启事

《中州学刊》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大型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自1979年创刊以来，

《中州学刊》以“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提倡原创、打造精品”为办刊理念，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广集

百家睿智，编发精品力作，弘扬中原文化，关注学术前沿，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推出人文社会

科学精品力作。

《中州学刊》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

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期刊

方阵双效期刊，河南省社科二十佳期刊、一级期刊。

一、投稿须知

《中州学刊》目前开设的主要栏目有：当代政治、党建热点、经济理论与实践、三农问题聚焦、法学

研究、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伦理与道德、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研究、新闻与传播。各

栏目的近期选题请参阅年初发布的“《中州学刊》2022年度重点选题”。

1.《中州学刊》实行双向匿名专家审稿制度。作者来稿时请提供文章篇名、作者姓名、关键词（3～5

个）、摘要（400字左右）、作者简介、注释与参考文献等信息，并请提供英文篇名、摘要与关键词，若文

章有课题（项目）背景，请标明课题（项目）名称及批准文号等。

2.请随文稿附上作者的相关信息：姓名、性别、出生年份、籍贯、学位、职务职称、专业及研究方

向、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电话、电子邮箱）及详细通联地址。

3.注释用①②③标出，在文末按顺序排列。

4.参考文献用[1][2][3]标出，在文末按顺序排列。参考文献书写格式请参阅《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

录规则》（GB/T  7714—2015）。

5.文章10000字以上，优稿优酬。文责自负，禁止剽窃抄袭。请勿一稿多投，凡投稿三个月后未收到刊

用通知者，可自行处理稿件。

6.来稿正式采用后，本刊向作者支付稿酬。本刊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本刊没有在外设立任何分支

机构，也没有委托任何其他机构及个人为本刊组织稿件。

7.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

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及万方数据电子出版

社、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及维普网、国研网、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等收录，

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费一次性给付；另外，本刊微信公众号对本刊所刊载文章进行推送。如您

不同意大作被以上数据库收录，或不同意被本刊微信公众号推送，请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8. 本刊编辑尊重文中作者的观点，但有权对文章进行技术处理。

作者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以上要求。

二、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451464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恭秀路16号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州学刊杂志社

联系电话：（0371）63836785

各编辑室投稿、联系信箱：

zzxkzz@126.com（政治）　 zzxkjjs@126.com（经济）　  zzxklaw@126.com（法学）

zzxksh@126.com（社会）　zzxkll@126.com（伦理）　    zzxkzx@126.com（哲学）

zzxkls@126.com（历史）　 zzxkwxs@126.com（文学）　zzxkbw@126.com（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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